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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市建设观测指标： 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考察

赵立君， 李海东①， 马伟波， 王　 楠， 仇宽彪， 张龙江， 刘臣炜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摘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城镇化和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路径。 面对

城市和城市群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需求，笔者梳理了生态城市的内涵演进、城市生态系统观

测现状，研究构建了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城市建设观测指标体系，包括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生物多样性

保护、人居环境健康、绿色转型发展 ４ 个方面的 ２８ 项指标。 从国家政策引导、地方实践创新和理论研究探索 ３ 个

维度，结合我国生态城市建设实践，研究提出了生态城市功能提升路径，以期为新时期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建

设指标及测评标准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 生态城市； 观测指标； 功能提升； 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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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和城市群生态安全、人居环境健康一直是

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全球以不到陆地表面 ３％的城市地域承载着

半数以上的人口［１］，而到 ２０５０ 年城市居住人口将达

７０％［２］。 根据 ２０２１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我
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６３􀆰 ９％［３］。 快速城市化导致

生态用地被挤占、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人居

环境健康受到威胁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４－６］。 有

报道指出，在全球碳排放进程中，城市地区 ＣＯ２排放

量约占总量的 ７５％，中国城市地区占比约 ８０％［７］。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授予张家港市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称号。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国务院关于同意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

城市示范区的批复》（国函〔２０２２〕１０ 号）要求“成都

打造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公园城市”。 城市生态环

境治理、绿色发展与碳达峰碳中和受到决策者的高

度关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国际上提出了生态

城市（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ｔｙ）的发展理念和规划建设模式。
１９８４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在《人与生

物圈计划》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 ５
项原则，即生态保护战略（包括自然保护、动植物区

系及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生态基础设施（自然景

观和乡村腹地对城市的持久支持能力）、居民的生

活标准、文化历史的保护和将自然融入城市［８］。
１９８７ 年，苏联学者严尼茨基（Ｙａｎｉｔｓｋｙ）首次提出了

生态城市的概念。 １９９０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伯克

利举办了第一届国际生态城市会议（Ｅｃｏｃｉｔｙ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２００２ 年深圳召开了第五届国际生态城市

大会并通过了《生态城市建设的深圳宣言》，主要包

括生态安全、生态卫生、生态产业代谢、生态景观整

合和生态意识培养［９］。 ２００５ 年以来，唐山市、天津

市、上海市等先后开展了生态城市建设试点，超 ２４０
余个城市提出了生态城市建设目标［１０］。 生态城市

建设观测指标与成效评价一直是研究的热点，相关

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水、气、土、声、辐射、植被覆盖、
生物丰度等人居环境质量指标，产业结构、能源利

用、污染物排放等经济转型发展指标，以及公共服

务、基础设施、生活方式等社会和谐进步指标［１１－１４］。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国家环境保护模范

城市管理规程》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

（征求意见稿）》，着力于打造和谐宜居、生态环境质

量优良的城市典范。 为此，笔者在梳理生态城市的

内涵演进和建设路径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以城市生

态安全格局、生物多样性保护、人居环境健康和绿

色转型发展为框架的生态城市建设观测指标体系，
提出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提升和绿色转型发展的对

策建议。

１　 生态城市建设与城市生态系统观测现状

１􀆰 １　 生态城市的内涵演进

生态城市是人类对过去粗放型建设路径进行

深刻反思后提出的城市发展范式，其内涵在不断深

化（表 １）。

表 １　 部分代表性学者提出的生态城市概念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ｃ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年份 代表学者 概念 理论依据 文献来源

１９８４ 马世骏、王如松 自然系统合理、经济系统有利、社会系统有效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１５］
１９９４ 宋永昌 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协调的生态系统 田园都市理论 ［２０］
２００１ 黄肇义等 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

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
可持续发展理论 ［２１］

２０１０ 王如松等 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社区 综合理论 ［２２］
２０１３ 仇兴保 资源能源节约，功能混合、高度紧凑的相互之间能共生的空间结构

多样化的，扁平化，组团式集群，新城代谢，内部基因传承为主的城市
“共生城市”理论 ［２３］

２０１６ 方创琳等 生态化与低碳化、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城市空间的多样性与紧凑
性、复合性与共生性融合的城市

城市生态复合理论 ［１０］

　 　 美国生态学家雷吉斯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认

为，生态城市指生态健康的城市，是充满活力、节能

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聚居地，所寻求的是人与自然

的健康及可持续发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随着我国

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相关研究

以马世骏和王如松［１５］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

生态系统理论为代表，明确生态城市是典型的社

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生态城市的建设标准和生态控制论原理［１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以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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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复合生态理论为指导的相对完整的城市建设

理论与方法体系。 对生态城市的普遍认识如下：生
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公平、繁荣，自然和

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
美、舒适，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并促使城

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自然－经济－社会协同发展

的复合生态系统［９］。 其后，生态城市建设理论与实

践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相继出现“低碳生态城市”
“生态海绵城市” “智慧生态城市”等新的生态城市

建设方向［１７－１９］。 从经济学的角度，生态化是一种最

高效的资源配置。 生态城市的内涵为建设自然－社
会－经济相互依赖的复合生态系统，但由于时代背

景和建设目标、考察重点不同，对其的诠释也在不

断发生变化，目标是更好地服务于城市生态安全、
人居环境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１􀆰 ２　 城市生态系统观测现状

相较于自然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作为自

然－社会－经济相互依赖的复合生态系统的属性，决
定了其更易受到人为干扰。 同时，良好生态环境和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直接影响人居环境健康和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水平。 生态系统观测是指通过遥感

观测、长期样地观测、定位观测和社会经济调查相

结合的技术方法进行的长期连续观测，以阐明生态

系统发生、发展和演替的内在机制，为生态系统管

理和决策提供依据。 城市生态系统观测是掌握城

市生态系统状态、结构及演化趋势，开展复合生态

系统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为此，城市生态系统观测

可理解为：以研究城市生态系统长期演变规律和城

市生态要素（自然环境要素、生物要素和社会经济

要素）特征，反映城市生态系统状态、结构、功能及

质量的长期连续的综合观测［２４］，其特点和主要内容

见表 ２ 和图 １。
目前，北京、深圳等城市通过建立城市生态系

统定位观测研究站，已连续开展多年城市生态系统

结构、功能、干扰等方面的研究。

表 ２　 城市生态系统及其观测的概念、特点和主要内容［１５，２４－２６］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名称 概念 特点 主要内容

城市生态系统 城市区域内所有生物与环境构成的复杂系统 开放性、依赖性、敏感性、复合
性等

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
社会系统

城市生态系统
观测

研究城市生态系统长期演变规律和城市生态要素特征，反
映城市生态系统状态、结构、功能及质量的长期连续的综合
观测方法

系统性、连续性、精准性、 技
术性

人居环境健康、生物多
样性保护、生态安全、低
碳发展

图 １　 城市生态系统观测与研究架构

Ｆｉｇ􀆰 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其中，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是中国城市系

统研究网络（ＣＥＲＮ）中首家以城市生态系统为研究

对象的生态站点，国家环境保护快速城市化地区生

态环境科学观测研究站依托深圳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站运行。 从观测技术标准来看，原环境保护部先

后发布 ＨＪ ６２３—２０１１《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包括

陆生维管植物、水生维管植物、蜜蜂类、地衣和苔

藓、陆生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内陆

水域鱼类、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蝴蝶、大中型

土壤动物、大型真菌 １３ 类）、《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

法（试行）》（环监测〔２０２１〕９９ 号）等。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先后发布 ＧＢ ５０５１３—２００９《城市水系规划规

范》、ＧＢ ／ Ｔ ５０５６３—２０１０《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
ＣＪＪ ／ Ｔ ８５—２０１７《城市绿地分类标准》等，规定了城

市水体和绿地建设标准。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先后

发布 ＬＹ ／ Ｔ ２９９０—２０１８《城市生态系统定位观测指

标体系》、ＧＢ ／ Ｔ ３７３４２—２０１９《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

标》，围绕城区及周边森林、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
规定城市生态系统定位观测需要包括城市森林资

源、气象、大气环境、游憩康养环境、水文与水质、土
壤、植物群落等内容。 经统计，现有与城市生态系

统观测相关的国家标准 ／规范 １８ 则、生态环境保护

标准 ３６ 则、林业标准 ２４ 则、其他部门标准 １６ 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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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方标准 ９ 则，共计 １０３ 则。 研究发现，我国缺乏

明确的生态城市建设观测指标体系，相关指标分散

在生态环境、林业和草原、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

的标准体系中，较难在生态城市建设观测与成效评

价中得到应用。 同时由于城市生态系统的空间异

质性，观测技术标准在指标、内容和方法上存在较

大的差异性。

２　 生态城市建设观测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是以人的行为为主导、自然环境为依托、
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文化为经络的社会－经济－自

然复合生态系统。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

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发表《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重要讲话时强调：“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
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们要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推动形成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原则，结合生态城市内涵演进和城市生态系统观

测现状［２７］，从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生物多样性保护、
人居环境健康、绿色转型发展 ４ 个方面，构建了基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城市建设观测指标体系

（表 ３）。

表 ３　 生态城市建设观测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ｃｏ⁃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考察重点 建设内容 观测指标 单位 指标解释参考

生态安全格局 格局演变监测 建成区面积（Ｓ１） ｋｍ２ 《城市统计年鉴》
区域开发强度（Ｓ２） ％ 《２０２１ 年城市体检指标体系》
城市热岛效应强度（Ｓ３） ℃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分级考核标准》

生态用地变化 生态用地面积比指数（Ｓ４） 《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 （环监
测〔２０２１〕９９ 号）

建成区绿地率（Ｓ５） ％ 《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Ｓ６） ％ 《２０２１ 年城市体检指标体系》

生物多样性保护 物种多样性 维管束植物物种数量的变化（Ｓ７） 种 《新加坡城市多样性指数》
保护 鸟类物种数量的变化（Ｓ８） 种 《新加坡城市多样性指数》

蝴蝶物种数量的变化（Ｓ９） 种 《新加坡城市多样性指数》
外来物种入侵度（Ｓ１０） 种 ＨＪ ６２３—２０１１《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指示生物类群生命力指数（Ｓ１１） 《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 （环监

测〔２０２１〕９９ 号）

原生功能群种占比指数（Ｓ１２） 《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 （环监
测〔２０２１〕９９ 号）

生态系统服务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Ｓ１３） ｍ２·人－１ 《城市统计年鉴》
提升 公园绿地 ５００ ｍ 服务半径全覆盖率（Ｓ１４） ％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建设指标》

岸线生态保护修复（含海岸线）（Ｓ１５）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建设指标》
人居环境健康 环境质量改善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Ｓ１６） ％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指标》

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Ｓ１７） ％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指标》
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Ｓ１８） ％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指标》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Ｓ１９） ％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建设指标》
城市环境噪声达标地段覆盖率（Ｓ２０） ％ 《２０２１ 年城市体检指标体系》

环境风险管控 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Ｓ２１）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建设指标》
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Ｓ２２）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建设指标》
城市辐射安全管控（Ｓ２３）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建设指标》

绿色转型发展 产业生态化和 生态产业产值占比（Ｓ２４） ％ 《中国绿色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研究报告》
生态产业化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 ＣＯ２ 排放下降率（Ｓ２５） ｔ·万元－１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建设指标》

重点行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Ｓ２６）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建设指标》
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率（Ｓ２７） ％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建设指标》
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率（Ｓ２８） ％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建设指标》

２􀆰 １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观测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是保障城市和城市群生态

安全、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和维护人居环境健康不

可或缺的自然生态空间，同时也是维持区域主导生

态功能（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

风固沙、减灾防灾等）和城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转化的生态源地。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建设内

容包括格局演变监测和生态用地变化两大类，一方

面反映城市景观格局特征与演变，包括城市建成区

面积（Ｓ１）、区域开发强度（Ｓ２）、城市城市热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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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Ｓ３）３ 项观测指标；另一方面反映城市生态空

间保护，包括生态用地面积比指数（Ｓ４）、建成区绿

地率（Ｓ５）、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 Ｓ６） ３ 项观测指

标，指标解释见《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 年城市体检

指标体系》《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分级考核标准》 《区
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 （试行）》 （环监测 〔 ２０２１〕
９９ 号）。
２􀆰 ２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观测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重要内容，更是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产品再生产的

主要供体［２８］。 然而，城市的扩张深刻地改变了生物

多样性分布格局和作用。 相关研究表明，快速城市

化是生物多样性降低、外来种入侵和本地种灭绝的

重要原因，城市物种组成的同质性也使生物多样性

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５，２９］。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内容包括物种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提

升两大类，观测指标有 ９ 项：维管束植物物种数量的

变化（Ｓ７）、鸟类物种数量的变化（Ｓ８）、蝴蝶物种数

量的变化（Ｓ９）、外来物种入侵度（Ｓ１０）、指示生物类

群生命力指数 （ Ｓ１１）、 原生功能群种占比指数

（Ｓ１２）、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Ｓ１３）、公园绿地 ５００ ｍ
服务半径全覆盖率（Ｓ１４）和岸线生态保护修复（含
海岸线）（Ｓ１５），指标解释见《新加坡城市多样性指

数》《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城市统计年

鉴》《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建设指标》和 ＨＪ ６２３—
２０１１《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２􀆰 ３　 城市人居环境健康观测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人居

环境健康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基本内容，是衡量环境

质量改善和环境风险管控的重要体现。 城市人居

环境健康的内容包括环境质量改善和环境风险管

控两大类，主要观测指标有 ８ 项：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 （ Ｓ１６）、 地表水达到或好于 Ⅲ 类水体比例

（Ｓ１７）、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Ｓ１８）、重点建设用

地安全利用（Ｓ１９）、城市环境噪声达标地段覆盖率

（Ｓ２０）、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Ｓ２１）、化学物质

环境风险管理（Ｓ２２）和城市辐射安全管控（Ｓ２３），指
标解释见《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指标》《国
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建设指标》 《２０２１ 年城市体检

指标体系》。
２􀆰 ４　 城市绿色转型发展观测

《中国绿色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研究报告》 ［３０］ 认

为，未来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必须是生态化的，同
时城市也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关键和难点所

在。 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是在保护和高效利用资源

环境的基础上，面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构建产业

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期

推进城市减污减碳扩绿增长协同治理。 城市绿色

转型发展的建设内容是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

业化，主要观测指标包括生态产业产值占比（Ｓ２４）、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 ＣＯ２排放下降率（Ｓ２５）、重点行

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Ｓ２６）、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下降率（Ｓ２７）、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

值能耗下降率（Ｓ２８）５ 项，指标解释见《中国绿色生

态城市指标体系研究报告》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

市建设指标》。

３　 生态城市建设功能提升路径

３􀆰 １　 国家政策引导型

自 １９８９ 年始，我国以示范创建为抓手开展了一

系列生态城市相关的建设活动（表 ４），通过国家政

策引导与激励推进不同类型生态城市建设，包括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开展的国家卫生城市创建（１９８９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的园林城市（１９９２ 年）、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开展的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

市（１９９７ 年）和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２００７ 年），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开展的国家文明城

市（１９９９ 年），全国绿化委员会、原国家林业局开展

的国家森林城市（２００４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等部门实施的低碳城市试点（２０１０ 年）、智慧城市

（２０１４ 年）和公园城市（２０２２ 年），财政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水利部实施的海绵城市（２０１５ 年），生态

环境部实施的无废城市建设试点（２０１８ 年）等。 随

着生态城市理念和内涵的不断演进，其目标也不仅

局限于城市生态环境和居住条件改善，将生态优先

的原则扩展到城市的经济、社会、交通等各个领域。
经笔者不完全统计，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国家发布关于引

导城市生态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达 １５０ 份之多，涉
及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

建设、卫生健康委员会、林业等相关部门，生态城市

建设的功能定位不断完善，建设内容不断丰富。
３􀆰 ２　 地方实践创新型

１９８６ 年，江西省宜春市率先在全国提出建设生

态城市的发展目标，１９８８ 年编制《宜春市生态市建

设规划》，标志着生态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

动［３１］。 之后，诸多城市开启了生态城市建设探索

（表 ５）。 ２００７ 年，中新天津生态城批准建设，目标

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宜居示范新

城，围绕智能城市、清洁水源、生态平衡、清洁环境、
清洁能源和绿色建筑开展建设行动［３２］。 ２００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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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曹妃甸生态城以“绿色、生态、宜居的新型城

市”为目标，以生态指标体系规划指导，构建了多层

次水文生态格局［３３］。 ２０１０ 年，深圳市坪山新区和

光明新城作为“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城市”的试验田，
开启了低碳城市建设探索［３４］。 ２０２２ 年，成都市践

行新发展理念打造公园城市示范区，围绕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人民宜居宜业、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定位，
探索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实践和超大特大城市转

型发展新路径。

表 ４　 生态城市建设的相关类型和功能定位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年份 管理部门 类型 功能定位

１９８９ 爱国卫生运动委
员会

国家卫生城市 聚焦城市卫生、市容环境，包括除直辖市以外的设市城市和直辖市所辖行政区，实际
中含卫生县城（乡镇）

１９９２ 原建设部 国家园林城市 ／ 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

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包括城市、县城、城镇

１９９７ 原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

国家环境保护模
范城市

是全国城市科学发展的杰出代表，是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城市的优秀典范，是全国在
强化城市环境保护工作、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示
范作用的模范

１９９９ 中央精神文明建
设指导委员会

国家文明城市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落实到基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
地级市、县级市、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村镇

２００４ 全国绿化委员会、
原国家林业局

国家森林城市 城市生态系统以森林植被为主体，促进城市生态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包括地级
及以上城市

２００７ 原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

国家生态工业示
范园区

依据循环经济理念、工业生态学原理和清洁生产要求而设计创建的新型工业园区，可
加快实现工业园区的生态化改造，促进我国工业粗放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和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从根本上缓解环境污染的压力

２０１０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低碳城市试点 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及方向、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公务管理层
以低碳社会为建设标本和蓝图的城市

２０１４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

智慧城市 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在城市中各行各业基于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的城市信息
化高级形态，实现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度融合，有助于缓解“大城市病”，提高
城镇化质量，实现精细化和动态管理，并提升城市管理成效和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２０１５ 财政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水利部

海绵城市 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
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也可称之为“水弹性城市”

２０１８ 生态环境部 无废城市 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２０２２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等

公园城市 是和城市公园相对应的概念，公园城市是覆盖全城市的大系统，城市是从公园中长出
来的一组一组的建筑，形成系统式的绿地，而不是孤岛式的公园

表 ５　 典型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和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ｃｏ⁃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名称 年份 发展目标 指标体系

中新天津生态城 ２００８ 探索“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在我国建
设的方法和路径

生态环境健康、社会和谐进步、经济蓬勃高效和区域协
调融合，下设 ２２ 条控制性指标和 ４ 条引导性指标（２０１８
年调整为生态环境健康、社会和谐发展、经济绿色低碳、
区域协调共享 ４ 个目标 ３６ 项指标）

唐山市曹妃甸生态城 ２００８ 绿色、生态、宜居的新型城市 ３２ 项管理类指标与 １０９ 项规划类指标

无锡太湖新城 ２０１０ 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区 从城市功能、绿色交通、能源与资源、生态环境、绿色建
筑和社会和谐 ６ 个方面设置 ６２ 项指标

中法武汉生态城 ２０１４ 贯彻低碳和产城融合的理念，形成新时期生态
文明建设的典范

创新产业之城、协调发展之城、环保低碳之城、中法合作
之城、和谐共享之城 ５ 个发展目标 ３２ 项具体指标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２０２１ 打造成绿色生态 “桥头堡”、绿色生产 “先行
区”、绿色生活“示范地”，成为引领全国、影响
全球的国家生态文明名片、长江绿色发展标杆、
人民幸福生活典范，向世界展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建设范例

推动生态能级高标准跃升、实现绿色低碳高起点突破、
促进生态产业高水平发展、共享幸福美好生活品质，规
划 １０ 项具体指标

成都市 ２０２２ 城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示
范区、城市人民宜居宜业的示范区、城市治理现
代化的示范区

根据《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
方案》（发改规划〔２０２２〕３３２ 号），无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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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生态城市建设实践上看，经历了由城市环境

污染治理到生态保护建设、从广泛性的生态城市建

设到更有针对性的生态城市建设，同时人民群众的

满足感和获得感、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正成为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
３􀆰 ３　 理论研究探索型

近年来，生态城市研究的文献呈现持续上升趋

势［３５－３６］。 针对生态城市建设，国内学者基于不同视

角提出了有差别的代表性观点（表 ６）。 王祥荣［３７］

提出从结构建设、功能建设和城乡生态关系协调 ３
个方面推进生态城市建设。 王如松［３８］ 提出了生态

城市建设的 ３ 个支撑点，包括区域生态安全与城镇

生态管理、循环经济建设与产业生态转型、生态城

市规划与和谐社会。 达良俊等［３９］ 提出生态城市建

设需要重建“近自然型”城市生态系统。 吴岩等［４０］

结合“公园城市”的内涵，提出了 ４ 种理念和具体的

实践路径。 综合相关研究可以看出，生态城市建设

从过去被动的城市结构形态和环境污染治理转为

主动打造生态宜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从被动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转变为积极

推进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表 ６　 典型的生态城市研究与建设路径比较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ｃ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

年份 学者 建设目标 建设路径 文献来源

２００１ 王祥荣 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和关系协调的城市生态系统 结构建设、功能建设和城乡生态关系协调措施 ［３７］

２００３ 张庆彩等 建设富裕、繁荣、文明、健康、优美、舒适、和谐、均衡
的生态城市

科学确立生态城市建设目标，依法规范生态城市建
设；促进城市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促进社会
全面发展

［４１］

２００７ 王如松 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生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社区 生态安全、循环经济与和谐社会 ［３８］

２００７ 鲁敏等 遏制生态退化、改善环境质量、减少环境污染、丰富
城市景观、提高市民文化素质与生活质量

制定合理的生态城市总体规划；优化产业结构，推
行清洁生产；加强环境教育，提高全民环境意识；健
全生态环境法制体制，强化环境管理和城市管理

［４２］

２００９ 达良俊等 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和谐，且存在与发展状态
皆优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城市

重建“近自然型”城市生态系统 ［３９］

２０１３ 陈晓晶等 通过低碳手段来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的
负面影响，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通过具体指标引导和影响城市发展、规划建设和行
政管理的各个环节

［４３］

２０１３ 那鲲鹏 低碳、和谐、高效、协调和可持续 从城市规划、低碳产业、水资源、能源、固体废物、绿
色交通、生态安全、低碳社区、绿色建筑等方面进行
规划建设

［４４］

２０１８ 吴岩等 “市民－公园－城市”三者关系的优化和谐作，提供
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的新型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理
念和理想城市建构模式

以人为本，共享发展；生态筑基，绿色发展；城乡并
举，协调发展；美丽引领，创新发展；多元共生，开发
发展

［４０］

　 　 综上，生态城市建设观测指标体系构建是科学

体现生态城市功能和建设成效评价的重点与难点，
也是推进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内容［４５］。
不同建设主体采用的指标各有侧重（表 ７），其中，国
家政策引导型侧重于对某一定时间段内生态城市

建设成效的考察，以建设结果倒逼城市建设过程；
地方实践创新型更关注城市发展建设的全过程，对
建设目标进行逐年逐项分解，同时更加兼顾地方实

际特点；理论研究探索型则从生态城市建设观测指

标体系的构建方法、理论和发展思路进行学理层面

的探索和实践。
由于我国的地域差异性和生态城市建设的复

杂性，现行的相关指标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够完善的

地方［４６］， 《中国绿色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研究报

告》 ［３０］提出了 ６ 项重点趋势和相关参考指标，其中

重要的一项便是打造“优质生态服务圈”，重塑健康

生态城市，强化城市生态系统服务。 因此，下一步

生态城市建设的功能提升，要更加突出建成区自然

生态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提升，如城市生物多样性

保护、生态廊道建设、河湖岸线生态保护修复等。

４　 结论

（１）生态城市的内涵是建设自然－社会－经济相

互依赖的复合生态系统，但由于时代背景和建设目

标、考察重点的不同，内涵诠释不断变化，以期更好

地服务于城市生态安全、人居环境健康和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实现城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２）梳理了生态城市的内涵演进历程和城市生

态系统观测现状，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研究构建了涵盖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生物多样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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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居环境健康和绿色转型发展的生态城市建设

观测指标体系，包含 ２８ 项观测指标，其中包括城市

生态安全格局 ６ 项、生物多样性保护 ９ 项、人居环境

健康 ８ 项和绿色转型发展 ５ 项。

表 ７　 不同提升路径的生态城市建设指标比较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

路径 指标来源 类型划分 数量 特点

国家
政策
引导
型

《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
标（试行）》（２００７ 年修订版）

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社
会进步排名

１９ 个（其中约束性指标 １５
个、参考性指标 ４ 个）

在能源、水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
放方面设置了严格的标准

《国 家 生 态 园 林 城 市 标 准 》
（２０１６ 年）

综合管理、绿地建设、建设管
控、生态环境、市政设施、节能
减排

４６ 个指标 把创建生态园林城市作为建设生
态城市的阶段性目标，促进城市
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无废城市” 建设指标体系》
（２０２１ 年版）

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
用、最终处置、保障能力、群众
获得感

６０ 个指标（其中必选指标
２４ 项、可选指标 ３６ 项）

提升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

地方
实践
创新
型

中新天津生态城指标体系 生态环境健康、社会和谐进
步、经济蓬勃高效、区域协调
发展

２２ 条控制性指标和 ４ 条引
导性指标

提出了量化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

深圳 市 低 碳 生 态 城 市 指 标
体系［４３］

经济转型、环境优化、城市宜
居、资源节约、示范创新

２０ 项指标（其中目标控制
型指标 １５ 项、评价参数型
指标 ５ 项）

分层构建，面向部门事权管理，一
般性评价指标与地方特色指标相
结合

理论
研究
探索
型

文献［４６］ 经济发展、资源消耗及污染物
排放、生态治理、生活质量、政
策及基础设施

４０ 项指标（包括驱动力指
标 ５ 项、压力指标 ５ 项、状
态指标 ９ 项、影响指标 ９
项、响应指标 １２ 项）

引入了驱动力 －压力 －状态 －影
响－响应（ＤＰＳＩＲ）框架进行指标
体系构建

文献［４７］ 区域生态背景、城市演化阶
段、城市综合状况

２４ 项可选指标 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城市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方法———组合式动态
评价法

　 　 （３）结合我国生态城市建设实践，从国家政策

引导、地方实践创新和理论研究探索 ３ 个维度，研究

提出了生态城市功能提升路径。 不同维度的生态

城市建设指标各有侧重，国家政策引导型侧重于对

某一时间段内生态城市建设成效的考察，以建设结

果倒逼城市建设过程。 地方实践创新型更关注于

城市发展建设的全过程，对建设目标进行了逐年逐

项分解，同时更加兼顾地方特点。 理论研究探索型

则从生态城市建设观测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理论

和发展思路进行学理层面的探索和实践。 总体上，
生态城市建设呈现“被动”向“主动”、“适应”向“适
宜”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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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ｏｍｉｃ⁃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Ｊ］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１９８４，４（１）：１－９．］

［１６］ 王如松．产业生态学与生态产业研究进展［Ｃ］∥新世纪 新机

遇 新挑战：知识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下册） ．长春：［出
版者不详］，２００１：１４１－１４２．

［１７］ 仇保兴．我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趋势：低碳生态城市［ Ｊ］ ．城市

发展研究，２００９，１６（８）：１－６．［ＱＩＵ Ｂａｏ⁃ｘｉｎｇ．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ｃｏ⁃
Ｃｉｔｙ［Ｊ］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９，１６（８）：１－６．］

［１８］ 左其亭，王鑫，韩淑颖，等．论城市防洪排涝与生态海绵城市建

设应和谐并举［ Ｊ］ ．中国防汛抗旱，２０１７，２７（５）：８０－８５．［ ＺＵＯ
Ｑｉ⁃ｔｉｎｇ，ＷＡＮＧ Ｘｉｎ，ＨＡＮ Ｓｈｕ⁃ｙｉｎｇ，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ｏｎｇｅ
Ｃ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ｔｏ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Ｃｈｉｎａ Ｆｌｏｏｄ ＆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２７（５）：８０－８５．］

［１９］ 沈清基．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理论探讨［Ｊ］ ．城市规划学

刊，２０１３（５）：１４－２２．［ＳＨＥＮ Ｑｉｎｇ⁃ｊｉ．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ｍａｒｔ⁃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ｔｙ［ Ｊ］ ．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ｕｍ，２０１３（５）：１４－２２．］

［２０］ 宋永昌．迈向 ２１ 世纪 建设生态城市［ Ｊ］ ．上海建设科技，１９９４
（４）： １３ － １４． ［ ＳＯＮＧ Ｙ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ｔｙ［ Ｊ］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４（４）：１３－１４．］

［２１］ 黄肇义，杨东援．国内外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综述［Ｊ］ ．城市规划，
２００１，２５（ １）：５９ － ６６． ［ ＨＵＡＮＧ Ｚｈａｏ⁃ｙｉ，ＹＡＮＧ Ｄｏｎｇ⁃ｙｕａ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ｔｙ［Ｊ］ ．Ｃ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
ｖｉｅｗ，２００１，２５（１）：５９－６６．］

［２２］ 王如松，刘晶茹．城市生态与生态人居建设［Ｊ］ ．现代城市研究，
２０１０，２５（３）：２８－３１．［ＷＡＮＧ Ｒｕ⁃ｓｏｎｇ，ＬＩＵ Ｊｉｎｇ⁃ｒｕ．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ｃｏ⁃
ｐｏｌｉ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 Ｊ］ ． Ｍｏｄｅｒｎ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２５

（３）：２８－３１．］
［２３］ 仇保兴．“共生”理念与生态城市［ Ｊ］ ．城市规划，２０１３，３７（９）：

９－１６，５０． ［ ＱＩＵ Ｂａｏ⁃ｘ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ｃｉｔｙ
［Ｊ］ ．Ｃ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３，３７（９）：９－１６，５０．］

［２４］ 王效科，欧阳志云，仁玉芬，等．城市生态系统长期研究展望

［Ｊ］ ．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０９，２４（８）：９２８－ ９３５．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ｋｅ，
ＯＵＹＡＮＧ Ｚｈｉ⁃ｙｕｎ，ＲＥＮ Ｙｕ⁃ｆｅｎ， 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
２４（８）：９２８－９３５．］

［２５］ 王效科，苏跃波，任玉芬，等．城市生态系统：人与自然复合［ Ｊ］ ．
生态学报，２０２０，４０（１５）：５０９３－５１０２．［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ｋｅ，ＳＵ Ｙｕｅ⁃
ｂｏ，ＲＥＮ Ｙｕ⁃ｆｅｎ，ｅｔ ａｌ．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ｉｎｇ［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０，４０（１５）：５０９３－５１０２．］

［２６］ 王如松，欧阳志云．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与可持续发

展［Ｊ］ ．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１２，２７（３）：３３７－３４５，４０３． ［ＷＡＮＧ
Ｒｕ⁃ｓｏｎｇ，ＯＵＹＡＮＧ Ｚｈｉ⁃ｙｕｎ．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
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２７（３）：３３７－３４５，４０３．］

［２７］ 王效科，欧阳志云，任玉芬，等．中美城市生态系统长期监测的

内容和方法 ［ Ｊ］ ． 地球科学进展， ２０１４， ２９ （ ５ ）： ６１７ － ６２３．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ｋｅ，ＯＵＹＡＮＧ Ｚｈｉ⁃ｙｕｎ，ＲＥＮ Ｙｕ⁃ｆｅｎ，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Ｍｏ⁃
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ＵＳ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２９（５）：６１７－６２３．］

［２８］ 毛齐正，马克明，邬建国，等．城市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研究进

展［Ｊ］ ．生态学报，２０１３，３３（４）：１０５１－１０６４．［ＭＡＯ Ｑｉ⁃ｚｈｅｎｇ，ＭＡ
Ｋｅ⁃ｍｉｎｇ，ＷＵ Ｊｉａｎ⁃ｇｕｏ，ｅｔ ａｌ．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Ｊ］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３，３３（４）：１０５１－１０６４．］

［２９］ 李果，吴晓莆，罗遵兰，等．构建我国生物多样性评价的指标体

系［Ｊ］ ．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１，１９（５）：４９７－５０４．［ＬＩ Ｇｕｏ，ＷＵ Ｘｉａｏ⁃
ｐｕ，ＬＵＯ Ｚｕｎ⁃ｌａｎ，ｅｔ ａ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 １９
（５）：４９７－５０４．］

［３０］ ＩＤＭ 中国领导决策信息中心．中国绿色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研究

报告［Ｊ］ ．领导决策信息，２０１９（２４）：１４－１９．
［３１］ 张莉华．城市发展的新触点：生态城市建设［ Ｊ］ ．改革与开放，

２００２（６）：２８－２９．［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ｈｕａ．Ｎｅｗ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 ．Ｒｅｆｏｒｍ ＆ Ｏｐｅｎｎｉｎｇ，２００２（６）：
２８－２９．］

［３２］ 杨保军，董珂．生态城市规划的理念与实践：以中新天津生态

城总体规划为例 ［ Ｊ］ ． 城市规划， ２００８， ３２ （ ８）： １０ － １４， ９７．
［ＹＡＮＧ Ｂａｏ⁃ｊｕｎ，ＤＯＮＧ Ｋ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Ｅｃｏ Ｃ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 ｏｆ Ｓｉｎｏ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Ｅｃｏ 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 ．Ｃ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８，３２（８）：１０－１４，９７．］

［３３］ 乌尔夫·兰哈根，谭英．曹妃甸国际生态城规划综述［ Ｊ］ ．世界

建筑，２００９（６）：１７－２７．［Ｕｌｆ Ｒａｎｈａｇｅｎ，ＴＡＮ Ｙｉｎｇ．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ａｏｆｅｉｄ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ｃｉｔｙ［Ｊ］ ．Ｗｏｒｌｄ Ａｒ⁃
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２００９（６）：１７－２７．］

［３４］ 李海龙，于立．深圳市低碳生态示范城市建设［ Ｊ］ ．建设科技，
２０１１（１５）：３９－４３．［ＬＩ Ｈａｉ⁃ｌｏｎｇ，ＹＵ Ｌ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ｉｔｙ ［ Ｊ ］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１５）：３９－４３．］

［３５］ 吴远征，张智光．我国生态城市研究的演进脉络与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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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３５（３）：５５－６２，
７５．［ＷＵ Ｙｕａ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ｇｕａ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ｃ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ｎｌ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３５
（３）：５５－６２，７５．］

［３６］ 王坤，张丽君，张超，等．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生态城市发展研究动

态分析［Ｊ］ ．生态学报，２０２１，４１（５）：２０９７－２１０５．［ＷＡＮＧ Ｋ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ｊｕｎ，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ｏ，ｅｔ 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ｃ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 Ｊ］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１，４１（５）：２０９７－２１０５．］

［３７］ 王祥荣．论生态城市建设的理论、途径与措施：以上海为例［ Ｊ］ ．
复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１， ４０ （ ４）： ３４９ － ３５４． ［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ｒｏｎｇ．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ｃｉｔｙ：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１，４０（４）：３４９－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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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生态修复目标与模式研究

李海东１， 胡国长２①， 燕守广１ 　 （１􀆰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２􀆰 江苏省山水生态环境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摘要： 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是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手段，而生态环境投入是关键影响因素。 多年来，矿山生

态修复长期处于“被动应对多，主动作为少”的状态，部分地区还存在违背自然规律的矿区生态修复形式主义问

题，其根本原因不仅仅是生态环境投入少，更重要的是生态修复目标不明确和监管标准缺失。 该研究围绕新时期

生态文明建设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需求，结合长期工程实践和典型案例，首先，基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视角从环境

边界上重新界定了矿区范围，认为矿区范围应包括生态破坏区和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区，其边界远大于传统意义

上的矿界范围，提出了矿区综合体的概念，包括自然资源子系统、生态环境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其次，辨析

了土地整治、植被恢复与矿山生态修复的区别与联系，结合协同治理理论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
阐释了矿区生态修复目标的定义与内涵，包括矿区综合体、生态系统和场地 ３ 个尺度，地方政府和矿山企业 ２ 个责

任主体，即“三尺度两主体”；最后，分类提出了矿区生态修复模式及其特点，包括景观相似性恢复模式、土地复垦

再利用模式、自然公园营造模式和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ＥＯＤ）模式 ４ 大类。 资源型城市生态安全和人居环境健

康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难点，研究结果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解答了矿区生态修复目标科学制定、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和

区域可持续发展存在的困惑，对分类推进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生态保护修复、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一体

化修复和矿区生态环境监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生态修复； 目标； 模式； 矿区； 矿山； 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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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重点之一。 近年来，国际上

生态修复理论不断完善，修复对象从自然要素转向

社会－生态要素，目标从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优化

转向人类生态福祉提升，尺度从局地生态系统健康

改善转向多尺度生态安全格局塑造等［１－２］。 随着对

采矿废弃地生态环境问题和恢复治理的认识不断

深入［３］，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生态重建已

提升至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层面，有学者提出了“地
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景观重现、生物多样

性重组与保护”的“五元共轭论” ［４］ 和“包括实现修

复后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能力、正向演替达到新的

生态平衡和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矿山生态

修复路径［５－６］，强调全要素统筹和系统性治理，突出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全面认识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指明了方向。
然而，在具体实践和实际操作层面，不明确的矿山

生态修复目标［７－８］、不健全的监管体制和不利的自

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实施［９］、人工修复投入－产出效益［２］ 和区域主导生
态功能修复［１０－１１］。 恢复生态系统功能不是简单的

土地复垦 ／植被恢复，要强调已经破坏或者退化生

态系统功能的整体提升。 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不仅要考虑主导生态功能和自然生态系统修复，还
要考虑与区域经济社会系统的匹配问题，即回答矿

区生态修复目标与模式问题。 为此，该研究辨析了

矿区生态修复相关概念，阐释了矿区生态修复目标

的内涵，探析了矿区生态修复模式与特点，以期为

矿山生态修复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１　 研究背景与概念辨析

１􀆰 １　 矿山与矿区范围

矿山是开采矿石或生产矿物原料的场所，一般

包括一个或几个露天采场、矿井和坑口，以及保证

生产 所 需 要 的 各 种 辅 助 车 间［１２］。 根 据 ＤＺ ／ Ｔ
０２２３—２０１１《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

制规范》、ＴＤ ／ Ｔ １０３６—２０１３《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

准》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原国土资源部发布的《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矿山地质

环境是指采矿活动所影响的岩石圈、水圈、生物圈

相互作用的客观地质体。 目前，矿区没有统一的概

念。 就矿山的边界而言，涉及地理边界、行政边界、
经济边界和环境边界（图 １）。

图 １　 矿山边界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ｉｎｅ ｐｉ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依托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西部

重点矿区土地退化因素调查》，李海东等［１３］ 为更好

地突出矿山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特点，将矿区范

围界定为矿山开采、选矿直接形成的生产作业区和

生活区，以及由于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产生的颗粒

物随风力吹扬、流水运移等形成的间接影响区域，
包括矿界范围（指采矿许可证登记划定的范围，包
括生产用地、辅助生产用地），以及废水、废气和固

体废弃物污染，植被破坏和水资源破坏等生态介质



　 第 ８ 期 　 李海东等： 矿区生态修复目标与模式研究 ·９６５　　 ·

影响区。 可以看出，从环境边界确定的矿区范围，
不仅包括矿界范围，还包括生态破坏区和环境污染

的直接影响区，其边界远大于传统意义上的矿界范

围（图 ２）。 高吉喜等［１４］研究指出，重要生态介质包

括水、风和资源。 矿区以水为生态介质形成流域，
以空气为生态介质形成风域，以资源为生态介质形

成资源域，体现出资源、环境与社会的综合性特征，
基于区域生态学的生态供体－生态受体双耦合理

论，可以认为矿区是一个区域综合体。 矿区综合体

是指矿区范围内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多维组合

体，包括自然资源子系统、生态环境子系统和社会

经济子系统。

图 ２　 矿区范围、矿山边界与矿区综合体的关系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ｅ ｐ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１􀆰 ２　 土地整治、植被恢复与矿山生态修复

《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国土资

发〔２０１７〕３３ 号）指出，国土空间是指国家主权与主

权权利管辖下的陆地国土和海洋国土空间，一般包

括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采矿空间等。 根

据 ＴＤ ／ Ｔ １０５４—２０１８《土地整治术语》，土地整治是

为满足人类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需要，对未利

用、不合理利用、损毁和退化土地进行综合治理的

活动。 当前，传统的土地整治正在向国土综合整治

与生态保护修复转型，强调提升国土空间品质，关
注国土空间全要素，以空间结构调整优化国土空间

功能，以资源高效利用提升国土空间质量，以生态

系统修复打造美丽生态国土，以整治修复制度体系

建设筑牢美丽国土根基。 植被恢复是指以植物种

植、配置为主，恢复或重建植物群落或天然更新恢

复植物群落的过程。 结合 ＧＢ ／ Ｔ ３８３６０—２０１９《裸露

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植被恢复亦指针对裸露

坡面，通过技术措施在重建或改善植物生境的基础

上，重新建植植被或通过促进植物繁殖体繁衍，使
坡面达到植被覆盖的过程。 生态修复主要针对区

域范围内严重受损、退化、崩溃的生态系统，主要工

程措施包括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林草生态工程、生
物多样性恢复工程、水土污染治理工程等。 有学者

认为，生态修复可分为层层递进的 ５ 个部分：一是地

貌重塑；二是土壤重构；三是植被重建；四是景观重

现；五是生物多样性重组［４］。 就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而言，应当处理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植
被恢复、水土流失治理等相关活动的继承与发展，
明确矿区生态修复的对象和目标，确定功能维、逻
辑维和时间维的基本逻辑，深刻认识从土地整治向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转变。
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原国土资源部调

整为自然资源部，成立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矿
山生态修复”一词得到了广泛应用。 矿山生态修复

是指通过科学、系统的修复工程对地质灾害隐患、
环境污染等问题进行治理，并采取生态抚育措施使

已关闭的矿山环境功能逐步恢复，自身生态环境可

持续良性发展［１５］。 矿山生态修复在以往矿山土地

复垦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升，按照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统一考虑，高度重视

矿区生态系统和生态功能恢复［１６］。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建立激励机制加快推

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需遵

循“谁修复、谁受益”原则，通过赋予一定期限的自

然资源资产使用权等奖励机制，吸引各方投入，推
行市场化运作、开发式治理、科学性利用的模式，加
快推进矿山生态修复。 根据 ２０２１ 年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的《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

复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２１〕４０ 号），矿山生态保护修

复是六大重点领域之一，为矿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

了多元资金来源。
１􀆰 ３　 协同治理与协同增效

协同治理（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理论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创立的

协同学［１７］，其于 １９７１ 年提出协同的概念，用以反映

复杂系统中子系统间的协调合作关系，１９７６ 年系统

地论述了协同理论，发表《协同学导论》 ［１８］。 无论

是作为一种公共事务治理方式， 还是作为理论研究

的一个术语，协同治理都是全新的，关于其含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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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仍存在一定的分歧［１９］。 在学术研究层面，协同

治理作为一个独立术语最早于 １９７８ 年出现在教育

杂志《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中，用以指代在职教育和

教学中心的新结构［２０］。 协同治理强调公共管理主

体的多元化、主体间共同参与的自愿平等与协同

性，最终目标是促使公共利益的最大化［２１］。
协同控制是指具有物质的协同效果的控制措

施［２２］。 其中，控制措施是指所有可贡献于排放物控

制的措施，不仅包括在具体生产过程各环节中有利

于污染物减排的工程技术措施（前端的控制措施、
生产工艺改进、末端治理措施、综合措施等），也包

括战略规划措施（行业部门的结构与规模调控措施

等）。 近年来，生态环境领域的协同控制主要体现

在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协同增效技术研究与管理

政策制定方面［２３－２４］。
协同增效是协同效应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环

境协同治理和协同控制的目的。 联合国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第三次评估报告关于协

同效应的定义为：因各种理由而实施相关政策的同

时获得的各种收益［２３］。 协同效应包括协同增效和

互斥效应。 比如，当某一污染物减排措施可使得所

有污染物都减排，则为协同增效，以货币化的价值

来衡量协同效果的大小，就是协同效益。 当某一污

染物减排措施可使得一类污染物减排而另一类增

加，则是互斥效应，以货币化的价值来衡量互斥效

果的大小，就是互斥效益。 换句话说，互斥效果 ／益
是负的协同效果 ／益［２２］。

２　 矿区生态修复的目标与内涵

根据《管理科学技术名词》定义，目标是指一定

时期内，个人、小组或整个组织争取达到的状态或

期望获得的成果。 目标具有主观性、方向性、现实

性、社会性、实践性等特征。 生态修复亦指将因开

采矿物资源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
修复到生命系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和环境系统

之间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的整治活动［２５］。 关于生态

修复目标的研究较少［６， ２６－２９］，在矿山生态修复的目

标与方法方面，曾有报道，“矿山生态修复绝不是恢

复自然生态系统，还必须考虑恢复与自然生态系统

相匹配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这 ２ 种制度必须是相互

关联和不可分割的”，“矿山生态修复不能刻意盲目

地追求特定的恢复状态，必须根据矿山的面积、位
置和生态适宜性来确定生态恢复的目标” ［３０］。

有研究指出，矿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作为一项

综合而又系统的工程，需要从多角度考虑治理计划

和主要方法策略，有效地修复生态环境，实现矿区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平衡，并开展了治理协同机

制与对策研究［３１］。 李海东等［５］ 以长江经济带重点

生态功能区为例，结合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

要求，剖析了矿山生态修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

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避免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 ／植被恢复、污染防治等传

统单一要素的治理模式，制定矿山生态修复目标管

理技术体系，明确不同主导生态功能的矿山生态修

复目标，做到区域生态功能的整体性修复，并初步

划分了矿山生态修复阶段及目标组成： 地质环境治

理—土地复垦 ／植被恢复—生物多样性重建—区域

生态功能修复。 从协同机制来看，包括治理协同的

形成机制、实现机制以及约束机制。 形成机制表示

治理行为中涉及的任何系统所追求的目标与治理

目标在整体上要保持一致性；实现机制是协同实现

的基本过程，涉及到协同时机识别、要素协同评价、
信息沟通、要素整合、信息反馈等环节；约束机制作

为实现治理协同的重要手段而贯穿于整个治理协

同过程中［３１－３２］。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南 （试

行）》（自然资办发〔２０２０〕３８ 号）指出，要综合考虑

社会发展情况，相关规划、标准，区域生态功能定

位，生态现状、生态问题识别与诊断结果，参照生态

系统属性等，根据不同保护修复尺度、层次和限制

性因素阈值，设定生态保护修复总体目标和具体目

标，并包括 ３ 个尺度目标和标准，即区域（或流域）
尺度、生态系统尺度、场地尺度。

基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理论和“山水林田湖草

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笔者认为，矿区生态修复目标

是指地方政府以矿区为单元开展生态破坏和环境

污染的协同治理，综合考虑生态修复与污染治理、
复合生态系统、主导生态功能和生态环境投入，科
学制定矿区综合体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的一体化修复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和管理技术体

系，兼顾经济和效益，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或

人工良性干预措施等，实现矿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矿山企业根据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 ／植被恢

复、污染防治等相关政策和标准，实施生态系统尺

度和场地尺度的生态环境工程，采用人工良性干预

措施，推进矿区生态功能提升和人居环境改善，实
现生态系统稳定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图 ３）。 矿区

生态修复目标包括矿区综合体、生态系统和场地 ３
个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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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矿区生态修复模式

笔者结合前期工程实践，从地形整治与防护、
边坡与崖壁植被恢复、露天采场整治与利用、植被

恢复、生态修复目标确定等方面，将主导生态功能

修复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提出了景观相似

性恢复模式、土地复垦再利用模式、自然公园营造

模式和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ＥＯＤ）模式。

图 ３　 矿区综合体生态修复目标制定

Ｆｉｇ􀆰 ３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ｆｏｒ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３􀆰 １　 景观相似性恢复模式

该模式采取“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
措施，最大限度地使损毁土地和破坏植被恢复至地

带性的生态景观，主要用在重要交通干线两侧可视

范围、河流湖泊周边、自然保护地及风景名胜区周

边，是常用的生态修复模式（图 ４）。

图 ４　 景观相似性恢复模式生态修复前后对比

Ｆｉｇ􀆰 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主要目标是通过植被恢复，提高植被覆盖率，
改善生态环境，消除视觉污染。 特点是工艺技术单

一（以复绿为主）、见效快、投资相对较低。 技术措

施包括挂网客土喷播、鱼鳞坑（种植槽）穴植、植生

袋、藤蔓植物攀爬、苗木补植等。
（１）土质贫瘠、坚硬陡坡。 对坡度角较大（一般

大于 ３５°）的基岩边坡，需要通过削坡、降坡和清坡，
以消除危岩及崩塌灾害隐患。 如边坡不大于 ５５°且
坡面较平顺时，采用挂网客土喷播，并可结合苗木

补植，快速恢复边坡植被；如边坡大于 ５５°或坡面地

形较复杂时，采用鱼鳞坑（种植槽）穴植、植生袋、藤
蔓植物攀爬等方法恢复边坡植被。

（２）土质较好、坚硬缓坡。 对坡度较小（一般不

大于 ３５°）的基岩边坡，通过清坡后一般采用普通喷

播或苗木补植恢复边坡植被。
采用混播、混种、栽植等形式进行生态复绿，复

绿后第 １ 年种植的草种可快速成坪。 第 ２ 年后，混
播的花草、灌木及乡土树种生长旺盛、根系盘结，生
态防护作用显著。 第 ３ 年后，逐步形成一个乔、灌、
草混交的近自然植物群落，生态效益突出（图 ５）。
通过对边坡进行复绿，使原有裸露的山体得到有效

防护，不仅可防止水土流失和滑崩灾害发生，而且

地表景观迅速复绿，减少视觉污染。

图 ５　 景观相似性恢复模式复绿前后对比

Ｆｉｇ􀆰 ５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ｖ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３􀆰 ２　 土地复垦再利用模式

该模式结合地域分异规律及不同生态区特点，
以土地复垦和再利用为主，按照“宜农造田、宜渔开

塘、宜林植树、宜牧养殖、宜工建厂、宜居建房”的原

则，进行采矿废弃地复垦或恢复到可供利用的状

态，成为国土空间综合开发利用的组成部分（图 ６）。
（１）土地复垦。 根据 ＴＤ ／ Ｔ １０３６—２０１３《土地复

垦质量控制标准》，复垦目标可为林地、草地、人工

水域与公园、建设用地、耕地和园地。 采矿废弃地

土地复垦需要因地制宜，可为经济林、果树、苗圃、
鱼塘等，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复垦的经济效益。

（２）适度开发利用。 根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ＧＢ ３６６００—２０１８《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等，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需要，明确采矿废弃地开发利用思路，对能适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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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的，在规划许可的条件下适度开发利用，建
设厂房、休闲度假区、居民区等。

（３）土地置换、出让或储备。 基于国土空间和

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将原采

矿废弃地复垦、验收合格后纳入农用地管理，作为

建设用地置换指标；或将国有采矿废弃地整治为建

设用地，纳入政府土地储备，通过土地出让或捆绑

出让、土地储备、复垦置换为建设用地指标，吸引民

间资本投资进行矿区生态环境治理。
（４）综合整治。 结合城市规划、旅游规划、新农

村建设、土地利用现状与土地利用规划等相关规

划，实施边坡生态复绿、废弃地土地复垦、景观营

建、旅游开发及产业发展等，减少项目二次建设，节
省资金，缩短工期，创造良好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

图 ６　 土地复垦再利用模式生态修复前后对比

Ｆｉｇ􀆰 ６　 Ｌａｎｄ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ｕｓｅ ｍｏｄ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３􀆰 ３　 自然公园营造模式

（１）园林景观。 该模式主要用于城市建设规划

区或居民集中居住区，包括地质灾害治理、地形地

貌改造、景观生态修复、配套设施营造 ４ 个步骤。 主

要是利用采矿遗留的地形地貌，在消除崩塌、滑坡、
塌陷等地质灾害隐患，确保安全稳定的前提下，通
过园林景观设计进行地形地貌改造，通过植被恢复

和生态功能提升进行景观生态修复，辅以廊、亭、
道、泉、摩岩石刻等景观元素，形成以主题公园、文
化游憩广场等主要形式的景观节点，在提升生态环

境质量的同时改善周边人居环境。 该模式特点是

以景观建设为主，工艺相对复杂，投资相对较高

（图 ７）。
（２）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是指拥有一定规模和

范围，以湿地景观为主体，以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为

核心，兼顾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展示、科普宣教

和湿地合理利用示范，蕴涵一定文化或美学价值，
可供人们进行科学研究和生态旅游，予以特殊保护

和管理的湿地区域。 该模式是针对采煤塌陷地治

理所采取的景观再造模式。 塌陷地治理主要在稳

沉区，治理措施主要采用分层剥离、交错回填、煤矸

石充填等对“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治理。 相

关标准包括 ＬＹ ／ Ｔ １７５５—２００８《国家湿地公园建设

规范》和 ＴＤ ／ Ｔ １０３６—２０１３《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

准》等。 湿地公园模式的代表有徐州潘安湖等。

图 ７　 园林景观模式生态修复前后对比

Ｆｉｇ􀆰 ７　 Ｇａｒｄｅ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ｏｄ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３）地质公园。 地质遗迹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

成部分，保护好地质遗迹，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生态

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采矿揭露的地质景观、典型地

层、岩性、化石剖面或古生物活动遗迹等是不可再

生的地质遗产，具有特殊的地学研究意义。 该模式

以地质自然景观为主，以人文景观做必要的点缀，
地质环境治理、人造景点应以不破坏地质遗迹与总

体相协调为前提条件。 地质公园建设做到静态空

间布局与动态序列布局紧密结合，景点的连续序列

布局沿山势、河流、道路、森林、草地等生态景观展

开，可运用“断续” “起伏曲折” “反复” “空间开合”
等手法，构成多样统一的鲜明连续风景节奏。 地质

公园模式的代表有江苏省六合国家地质公园等。
（４）矿山公园。 矿山公园是以展示矿业遗迹为

主体，建成集矿业文化、地质环境保护、娱乐、游览、
休闲、科普教育为一体，可供人们游览观赏、科学考

察的特定空间地域。 通过矿山生态修复与景观改

造，利用矿山多位于山区，周围多林木、奇石、秀水

等特点，将矿区综合体建设成为符合国家或地方标

准、与周围自然景观相协调的游览地，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矿业遗迹包括地质遗迹、开发史籍、生产遗址、

活动遗迹、矿业制品以及有关活动的人文景观。 现

存的矿业遗迹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矿
山公园合理利用宏伟壮观的地形地貌，揉合地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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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色，突出对现有地质环境的利用及对矿业文化

的感知。 通过矿山公园建设，展示人类文明与改造

自然的客观轨迹，宣传和普及生态文明科学知识，
使游人寓教于乐、寓教于游。 图 ８ 为南京冶山生态

修复前后的对比。

图 ８　 矿山公园模式生态修复前后对比

Ｆｉｇ􀆰 ８　 Ｍｉｎｅ ｐａｒｋ ｍｏｄ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３􀆰 ４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以可持续发展为目

标，以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为基础，以特色产业运

营为支撑，以区域综合开发为载体，采取产业链延

伸、联合经营、组合开发等方式，推动公益性较强、
收益性差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与收益较好的关联

产业有效融合，统筹推进，一体化实施，将生态环境

治理带来的经济价值内部化，是一种创新性的项目

组织实施方式［３３］。 根据《关于同意开展生态环境导

向的开发（ＥＯＤ） 模式试点的通知》 （环办科财函

〔２０２１〕２０１ 号）和《关于同意开展第二批生态环境

导向的开发（ＥＯＤ）模式试点的通知》，目前，矿区生

态修复类 ＥＯＤ 试点项目已资助 ９ 个（表 １）。 ＥＯＤ
模式通过科学制定矿区生态修复目标，将生态环境

治理项目与资源、产业开发项目有效融合，着力解

决生态环境治理缺乏资金来源渠道、总体投入不

足、环境效益难以转化为经济收益等瓶颈问题，以
期推动实现生态环境资源化、产业经济绿色化，提
升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

表 １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试点项目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ｉｎ ２０２１ ａｎｄ ２０２２

序号 项目名称 年份 省份

１ 阜新市百年国际赛道城废弃矿区综合治理项目 ２０２１ 辽宁

２ 马鞍山市向山地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 ２０２１ 安徽

３ 唐山市东部开平采煤沉陷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 ２０２２ 河北

４ 辽源市北部采煤沉陷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 ２０２２ 吉林

５ 信阳市上天梯非金属矿山生态修复与绿色矿业开发项目 ２０２２ 河南

６ 韶关市曲江区生态环境导向的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 ２０２２ 广东

７ 个旧市有色金属矿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 ２０２２ 云南

８ 海西州大柴旦行委矿山综合治理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 ２０２２ 青海

９ 第十二师西山新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 ２０２２ 新疆

４　 结论与展望

４􀆰 １　 结论

（１）从环境边界上重新界定了矿区范围，包括
矿界范围（指采矿许可证登记划定的范围，包括生

产用地、辅助生产用地）和生态介质影响区。 矿区

范围远大于传统意义上的矿界范围。 矿区是一个

区域综合体，矿区综合体包括自然资源子系统、生
态环境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

（２）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

命共同体”理念，研究提出了矿区生态修复目标的

定义和内涵，包括矿区综合体、生态系统和场地 ３ 个

尺度，地方政府和矿山企业 ２ 个责任主体，即“三尺

度两主体”。 地方政府应以矿区为单元开展生态破

坏和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科学制定矿区综合体的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一体化修复总体目

标、具体目标和管理技术体系，兼顾经济和效益，实
现矿区综合体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矿山企业应

实施生态系统尺度和场地尺度的生态修复与环境

污染治理工程，采用人工良性干预措施，实现生态

系统稳定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３）结合矿山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特点，阐释

了矿区生态修复模式与特点，包括景观相似性恢复

模式、土地复垦再利用模式、自然公园营造模式和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 ４ 大类，其中，自然公园营

造模式主要包括园林景观、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矿
山公园等。
４􀆰 ２　 展望

矿山生态修复是《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 （发改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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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８３７ 号）的主攻方向和重点工程之一。 多年

来，矿区生态修复主要围绕地质环境治理、次生灾

害防治、植被恢复 ／土地复垦等，大都停留在“以视

觉治理为主，污染物防控则属于事后补救型”的景

观型修复阶段，未能实现从末端治理向过程和源头

延伸的全生态环境要素修复，尤其在污染治理方面

的针对性不强［５， ３４］，矿区生态修复工程“马马虎虎”
“刷绿漆蒙混过关”“只顾短期内出政绩，简单快干”
等形式主义问题时常受到媒体关注，而“坚决杜绝

生态修复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是生态环境

部发布的《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监管工作的意见》（环
生态〔２０２０〕７３ 号）中提出的原则要求。 生态环境投

入的主体，特别是如何解决“挖矿挣钱”和“修复掏

钱”的难题，一直是政府、企业和学者关注的重点和

难点。 该研究从环境边界上重新界定矿区范围，明
确了矿山与矿区的联系与区别，阐释了矿区生态修

复目标的内涵和定义，结合景观相似性原则、可持

续发展原则和生态经济学理论，建议地方政府和矿

山企业科学界定矿区生态修复目标，积极利用景观

相似性恢复模式、土地复垦再利用模式、自然公园

营造模式和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实施矿区生

态环境协同治理工程，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转化通道，实现主导生态功能修复和区域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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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网络分析（ＥＮＡ）的城市地－碳
框架构建及其时空演变研究

邹　 康１， 舒予晴１， 李桂娥２①， 闫庆武２， 薄延素２， 张思雨１， 张定祥３，４ 　 （１􀆰 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
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２􀆰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３􀆰 碳中和与国土空间优化重点实验室， 江苏 南

京　 ２１０００８； ４􀆰 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５）

摘要： “双碳”目标下，构建土地利用类型与碳转移的关系对碳减排至关重要。 该研究以徐州市为例，提出了一个

空间地－碳框架，运用生态网络分析（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ＮＡ）评估了土地相关碳的正、负转移及其生态关系的

变化，提出用地－碳关联率评价土地利用变化对碳平衡的综合影响程度，并借鉴生态学种间关系的原理，探讨了碳

流动下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生态关系。 结果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主要正碳转移是耕地转

换为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主要负碳转移是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转换为城市建成区。 随时间变化，碳转移强度增

加，类型更加复杂；空间上，土地互利关系分布在下属区县，竞争关系分布在中心城区。 碳转移推力、拉力贡献率

分别来自耕地和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 地－碳框架量化了土地相关碳转移，探明了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生态关

系，为碳排放空间规划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 地－碳框架； 生态网络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 碳转移； 徐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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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明确

指出，要优化绿色低碳发展区域布局，持续优化重

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局，构建有

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这表明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对于实现“双碳”目标

是不可或缺的。 了解城市碳转移与土地利用变化

之间的联系，对城市规划中利用土地调整实现碳减

排极其重要。 碳排放作为全球气温升高的重要原

因，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带来巨大的挑战。 我国

政府一直高度关注气候变化影响，积极推进碳减排

的工作。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

上宣布，中国 ＣＯ２ 排放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值，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 我国现有产业结构、能源消

费仍以高碳为主，且经济发展的能源增长需求与减

排降碳压力并存。 研究表明，全球面积占比 ２％的

城市碳排放贡献率达 ７５％以上［１］。 土地利用类型

变化导致城市社会经济与自然系统的能源和资源

消耗发生变化［２］，土地利用变化不仅会影响陆地碳

储量［３］，还会影响人为碳排放强度［４］。 不同强度、
不同规模碳储量和碳排放的输入和输出以及土地

类型转化可能会显著改变城市系统的碳平衡［５］。
土地利用变化对全球大气 ＣＯ２含量增加起重要作

用，其作用仅次于化石燃料的燃烧［６］。 土地利用直

接并间接影响着区域的碳排放水平。
近几十年来，学者们研究了碳排放或碳平衡与

土地利用的关系，如城市土地利用形态与碳排

放［７］、景观城市化与碳排放［８］、土地利用结构与碳

排放［９］。 这些研究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通过能源

消费和土地管理实践揭示碳转移过程之间的关系。
在碳排放核算方面，主要通过 ＩＰＣＣ 温室气体清单

法［１０］和碳排放系数对研究区域的不同土地类型进

行计算，以此来反映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碳排放的时

序特点［１１］。 也有学者利用面板数据和时序数据对

城市碳排放量进行预测和模拟［１２］，并通过土地利用

类型的调整来优化碳排放量。 然而，此类研究大多

将土地利用和碳排放问题视为孤立的因素，而不是

将它们看作一个整体进行全局性探讨。
此外，学界对关系网络进行了许多研究，如能

量－水关系网络［１３－１４］、陆－水关系网络、水－碳关系

网络［１５］和水－ ＰＭ２．５关系网络［１６］。 其中生态网络分

析（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ＮＡ）被认为是一种

量化复杂网络中关系和交互的有效工具，它通过协

同效应、优势度和系统循环等指标对资源间连接的

性质和构建进行评价，进而得出连接成分之间的相

互作用程度。 最初 ＥＮＡ 用于对已知系统中的货币

和物 资 流 动 进 行 经 济 分 析， 例 如 投 入 产 出 分

析［１７－１９］。 但鲜见应用 ＥＮＡ 开展土地利用类型与碳

排放耦合等空间关联问题的研究。
因此，笔者基于 ＥＮＡ 构建了土地利用变化与碳

平衡的地－碳关系框架，构建土地利用转化矩阵和

碳转移矩阵，根据量化结果分析碳排放与土地利用

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利用 ＥＮＡ 分析土地利用类型

之间的生态学关系，为土地相关的碳转移提出了一

个弹性的视角；结合系统动力学的推拉力分析与经

济学的脱钩关系，为城市低碳发展给出了优化方

向。 结论为可持续城市空间规划提出了基于土地

利用与生态关系的方案和策略。

１　 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徐州市地处江苏西北部（图 １），介于 ３３°４３′ ～
３４°５８′ Ｎ，１１６°２２′～１１８°４０′ Ｅ 之间，２０２０ 年二、三产

业比重达 ９０􀆰 ２％，城市建成区面积为 ２８９􀆰 ６ ｋｍ２。
徐州市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但严重的环境污染

和资源浪费问题限制着城市的发展。 徐州市政府

致力于建设低碳经济，以期用有效的空间规划实现

碳减排。 徐州市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代表，
同许多城市一样面临着低碳转型的困境，所以徐州

市的低碳转型具有典型性和普适性。 该研究期望

借助徐州市这一案例，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和

参考。 此外， 为了描述城市的长期变化， 选择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这 ２ 个时段开展研究。

图 １　 ２０２０ 年徐州市土地利用类型分布

Ｆｉｇ􀆰 １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Ｘｕｚｈｏｕ



·９７４　　 · 　 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８ 卷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全球土地

利用数据（分辨率 ３０ ｍ） ［２０］，并对数据进行了相应

校正和验证；固定资产投资、人均 ＧＤＰ、人口、能源

消费种类和消费量来源于《徐州统计年鉴（２００１—
２０２１）》《江苏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２１）》 《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２１）》等。
１􀆰 ２　 地－碳关系框架构建

研究分 ４ 步对地－碳关系框架进行构建：首先，
借助模型分别计算出碳源的碳排放量和碳汇的碳

吸收量，并根据土地转移矩阵得到相应的碳转移矩

阵；其次，为了研究碳转移强度，根据各组分间的碳

流量求得直接流矩阵，进而计算得到直接效用矩

阵；同时，利用碳转移矩阵分析组分间 ４ 种主要的生

态关系：互利互惠、捕食、利他主义和竞争；最后，从
系统动力学角度对各类碳流的推拉力进行计算，以
此量化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相互转换的推拉力

影响，并引入脱钩指数来反映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增

长的依赖程度，结合 ＥＮＡ 分析提出对于研究区域的

政策建议（图 ２）。

图 ２　 地－碳框架技术路线

Ｆｉｇ􀆰 ２　 Ｌ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ｏａｄｍａｐ

１􀆰 ２􀆰 １　 地－碳转换与计算

针对徐州市的土地利用类型特点以及地表人

类活动强度，为了方便构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与不

同人类活动强度的计算模型，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

１０ 类（表 １），并建立地－碳转移网络（图 ３）。
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地表发生的人为活动类型

和强度决定了它们的功能，即碳汇或碳源［２１］。 研究

将土地利用类型与碳汇或碳源的计算边界进行了

合并，利用地表人类活动代表的土地利用类型边界

作为碳汇或碳源的边界。 碳的流动有 ３ 种情况：城
市建成区、农村居民点、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耕地

对大气的碳排放，耕地、林地、草地、河渠、湖泊、湿
地和裸地对大气的碳固存，每 ２ 种土地利用类型之

间的土地利用变化造成的碳转移。
徐州市化石燃料消耗的碳排放计算公式为

ＣＵＣＬ ＝ ＥＵ × ＰＵ ＋ Ｅ１ × ＰＧＤ，１ ＋ Ｅ２ × ＰＧＤ，２。 （１）

式（１）中，ＣＵＣＬ为城市建成区的碳排放量，ｋｇ；ＥＵ 为

徐州市城镇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ｋｇ·人－１，来源于

标准煤转换；ＰＵ 为徐州市城镇人口数量，人；Ｅ１ 为

全国建筑业能源总消费量，ｋｇ；ＰＧＤ，１ 为徐州市建筑

业 ＧＤＰ 占全国建筑业 ＧＤＰ 的比例，％；Ｅ２ 为全国批

发、零售、住宿和餐饮行业能源总消费量，ｋｇ；ＰＧＤ，２

为徐州市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行业 ＧＤＰ 占全国

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行业 ＧＤＰ 的比例，％。
ＣＲＲＬ ＝ ＥＲ × ＰＲ 。 （２）

式（２）中，ＣＲＲＬ为农村居民点的碳排放量，ｋｇ；ＥＲ 为

徐州市乡村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ｋｇ·人－１，来源于

标准煤转换；ＰＲ 为徐州市乡村人口数量，人。
ＣＩ＆Ｔ ＝ ＣＩ ＋ Ｃ ｔｒａｖｅｌ ＋ Ｃ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ＣＩ ＋ ＫＰ × ＮＰ × ＭＰ ＋

ＫＬ × ＮＬ × ＭＬ 。 （３）
式（３）中，ＣＩ＆Ｔ为工业与交通用地的碳排放量，ｋｇ；ＣＩ

为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ｋｇ；Ｃ ｔｒａｖｅｌ和 Ｃ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分别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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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出行和公路运输的碳排放量，ｋｇ；ＫＰ 和 ＫＬ 分别为

徐州市私家车和大型车的碳排放系数，ｋｇ·（１００
ｋｍ） －１，数据来源于文献［２２－２３］；ＮＰ 和 ＮＬ 分别为

徐州市私家车和大型车数量，辆；ＭＰ 和 ＭＬ 分别为

徐州市私家车和大型车的平均行驶里程，ｋｍ·辆－１。
据估计， 江苏省平均每辆私家车每年行驶 １􀆰 ５

万 ｋｍ。
ＣＣＬ ＝ Ｋｍ × Ｍ ＋ ＫＳ × Ｓ 。 （４）

式（４）中，ＣＣＬ为耕地的碳排放量，ｋｇ；Ｍ 为农业机械

总耗电量，ｋＷ；Ｓ 为耕地总面积，ｋｍ２；Ｋｍ 为农业机

械的碳排放系数，ｋｇ·ｋＷ－１；ＫＳ 为耕地的碳排放系

数，ｋｇ·ｋｍ－２。

表 １　 土地利用类型分类及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土地利用类型 简称 碳排放说明

城市建成区 ＵＣＬ 城市建成区内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行业、建筑业碳排放和城市建成区家庭生活的碳排放

农村居民点 ＲＲＬ 农村居民点内的农户生活的碳排放

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 Ｉ＆Ｔ 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碳排放，私家车的碳排放系数 Ｋｐ 为 ２２􀆰 ３ ｋｇ·（１００ ｋｍ） －１，大型车的碳排放系

数 ＫＬ 为 ８８􀆰 １ ｋｇ·（１００ ｋｍ） －１

耕地 ＣＬ 农业生产的碳排放和农作物的碳固存，农业机械生产的碳排放系数 Ｋｍ 为 ０􀆰 １８ ｋｇ·ｋＷ－１，耕地的碳

排放系数 ＫＳ 为 ２６ ６４８ ｋｇ· ｋｍ－２

林地 ＦＬ 有林地（ＦＬ１）的碳固存

灌木林地（ＦＬ２）的碳固存

疏林地（ＦＬ３）的碳固存

其他林地（ＦＬ４）的碳固存

草地 ＧＬ 高覆盖度草地（ＧＬ１）的碳固存

中覆盖度草地（ＧＬ２）的碳固存

低覆盖度草地（ＧＬ３）的碳固存

河渠 ＲＩ 自然河流和人工渠道的碳固存

湖泊 ＬＡ 天然湖泊和人工湖泊（水库）的碳固存

湿地 ＷＬ 地表过湿或经常积水的地区的碳固存

裸地 ＢＬ 没有植物生长的裸露地面的碳固存

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简称和说明见表 １。 节点大小对应碳转移强度大小。

图 ３　 土地相关碳转移网络

Ｆｉｇ􀆰 ３　 Ｌ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耕地、林地、草地、河渠、湖泊、湿地和裸地还具

有碳汇属性，可起到固碳作用。 这些土地类型的碳

吸收主要来自植被净生态系统交换量以及水域碳

吸收。 植被净生态系统生产力是指大气进入生态

系统的净 ＣＯ２量，该研究对自然土地类型进行碳吸

收核算时，采用的是净生态系统生产力的概念，即
碳通量变化。 对固碳量（ＣＳ）由经验推导，并进行了

本土化的系数计算，公式为

ＣＳ ＝ Ｋ ｉ × Ｓｉ。 （５）
式（５）中，Ｓｉ 为土地利用类型 ｉ 的面积，ｍ２；Ｋ ｉ 为土

地利用类型 ｉ 的固碳系数，其中包括林地、草地等陆

地自然土地类型［２４］，并根据不同的植被覆盖密度进

行拆分。 徐州位于江苏北部，处于中国五大湖区之

一的东部湖区，河渠、湖泊、湿地等水域的吸收系数

采用东部湖区的生态系统固碳研究成果［２５］。 耕地

（ＣＬ）的固碳系数设定为 ０􀆰 ０００ ７ ｋｇ·ｍ－２；将林地按

照植被覆盖类型分为 ＦＬ１、ＦＬ２、ＦＬ３、ＦＬ４ 这 ４ 类，固
碳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５８ １、０􀆰 ０１６ １、０􀆰 ０４７ １、０􀆰 １８９ ７
ｋｇ·ｍ－２；将草地按照覆盖度高低分为 ＧＬ１、ＧＬ２、
ＧＬ３ 这 ３ 类，固碳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１０ ５、０􀆰 ００６ ３、
０􀆰 ００２ １ ｋｇ·ｍ－２；将水域按照不同利用强度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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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ＲＩ、ＬＡ、ＷＬ 这 ３ 类，固碳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２５ ０、
０􀆰 ０３９ ０、０􀆰 ０５６ ７ ｋｇ·ｍ－２。
１􀆰 ２􀆰 ２　 地－碳网络中的生态关系确定

对于土地利用类型 ｋ，定义其碳流量 Ｔｋ 等于所

有碳排放的总和减去状态变化为负的碳存储，即碳

吸收（或者等于所有碳吸收总和加上状态变化为正

的碳存储），Ｔｋ 的计算公式为

Ｔｋ ＝ ∑
ｎ

ｊ ＝ １
ｆｋｊ ＋ ｚｋ０ ＝ ∑

ｎ

ｉ ＝ １
ｆｋｉ ＋ ｙｋ０。 （６）

式（６）中，ｎ 为生态网络中碳转移方向的总数；ｆｋｊ为
从土地利用类型 ｊ 到 ｋ 的碳转移量，ｔ；ｚｋ０为土地利用

类型 ｋ 从外部环境中吸收的碳流量，ｔ；ｆｋｉ为从土地

利用类型 ｋ 到 ｉ 的碳转移量，ｔ；ｙｋ０为土地利用类型 ｋ
向外界环境释放的碳流量，ｔ。 利用生态网络分析

（ＥＮＡ）将生态关系定义为任意 ２ 个组分之间的关

系，可以根据直接流矩阵的无量纲整体效用强度矩

阵中的元素符号确定。 利用效用分析确定土地利

用类型之间的生态关系，根据直接流矩阵可以得到

无量纲的直接效用强度矩阵 Ｄ。

ｄｉｊ ＝ （ ｜ ｆｉｊ ｜ ＋ ｜ ｆ ｊｉ ｜ ） ／∑
ｎ

ｋ ＝ １
Ｔｋ。 （７）

式（７）中，ｄｉｊ表示净碳从土地利用类型 ｊ 到 ｉ 的转移

强度； ｆｉｊ为从土地利用类型 ｉ 到 ｊ 的碳转移量，ｔ；ｆ ｊｉ为
从土地利用类型 ｊ 到 ｉ 的碳转移量，ｔ。

通过碳转移矩阵的正负流向，可以得到任意 ２
个分量即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关系。 如表 ２ 所示，
不同正负流向对应 ９ 种成分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其中被广泛使用的只有 ４ 种关系（互利互惠、捕食、
利他主义、竞争），捕食和利他主义关系表明，一个

成分从关系中受益，另一个成分受到损害。 互惠互

利关系代表这一过程中 ２ 个成分都得到了发展和收

益，有助于系统的有序发展。 竞争关系中的 ２ 个成

分在这一过程中都受到了损害。

表 ２　 碳转移矩阵各组分间的生态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流向
不同流向对应的生态关系

正 零 负

正 互惠互利 合成代谢 捕食

零 共生　 　 中立　 　 两性

负 利他主义 分解代谢 竞争

１􀆰 ２􀆰 ３　 脱钩关系分析

脱钩弹性是反映某地区 ＧＤＰ 与碳排放关联程

度的指标，脱钩是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关系不断

弱化直至消失的理想化过程，可在实现经济增长的

同时降低碳排放量。 脱钩弹性系数可反映研究区

域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依赖程度，是检测低碳经济

的重要指标。 具体计算方法为

Ｄ ＝
ΔＣ ／ Ｃ ｔ１

ΔＰＧＤ ／ ＰＧＤ，ｔ１
。 （８）

式（８）中，Ｄ 为脱钩弹性系数；ΔＣ 和 ΔＰＧＤ分别为碳

排放和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在末期相对于初期的变

化量，ｋｇ 或亿元；Ｃ ｔ１为初期碳排放量，ｋｇ；ＰＧＤ，ｔ１为初

期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亿元。 脱钩弹性分为脱钩、
负脱钩和连结 ３ 大类，又可进一步细分为 ８ 种类型，
分别为弱脱钩、强脱钩、衰退型脱钩、弱负脱钩、强
负脱钩、扩张型负脱钩、增长连结和衰退连结（表
４）。

表 ３　 脱钩弹性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状态 细分类型 碳排放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 脱钩弹性系数 Ｄ

连结 增长连结 ＞０ ＞０ ０􀆰 ８～１􀆰 ２
衰退连结 ＜０ ＜０ ０􀆰 ８～１􀆰 ２

脱钩 弱脱钩 ＞０ ＞０ ０～ ＜０􀆰 ８
强脱钩 ＜０ ＞０ ＜０
衰退型脱钩 ＜０ ＜０ ＞１􀆰 ２

负脱钩 弱负脱钩 ＜０ ＜０ ０～ ＜０􀆰 ８
强负脱钩 ＞０ ＜０ ＜０
扩张型负脱钩 ＞０ ＞０ ＞１􀆰 ２

１􀆰 ２􀆰 ４　 推力和拉力分析方法

在定量网络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式（９）计算综

合流量，以解释总体网络配置中一种土地利用类型

对另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

Ｎ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ｙｉｊ 。 （９）

式（９）中， ｜ ｙｉｊ ｜为碳转移矩阵中土地利用类型 ｉ 转变

到 ｊ 的碳流量，ｋｇ；Ｎ 为碳转移矩阵中各土地利用类

型流入和流出的碳流量之和，即总流量，ｋｇ。
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推力和拉力计算公式为

Ｗｉ ＝ ∑
ｎ

ｊ ＝ １
ｙｉｊ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ｙｉｊ ， （１０）

Ｗ ｊ ＝ ∑
ｎ

ｉ ＝ １
ｙｉｊ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ｙｉｊ 。 （１１）

式（１０） ～ （１１）中，Ｗｉ 为土地利用类型 ｉ 的驱动权重

贡献，反映土地利用类型 ｉ 通过为其他节点输出碳

来驱动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能力；Ｗ ｊ 为土地利用类

型 ｊ 的拉动权重贡献，反映土地利用类型 ｊ 接受其他

土地利用类型碳流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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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土地相关的碳转移

将城市建成区、农村居民点、工业与交通建设

用地合并为建设用地，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２０２０
年徐州市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见图 ４～５。 可以看

出，在主城区的边缘有大量自然类型土地和耕地向

建设用地转变。
图 ６ ～ ７ 显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徐

州市主导负碳和正碳转移的来源。 碳转移产生的

原因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土地利用类型转变，二是

碳排放系数改变。 近 ２０ ａ 来，随着徐州市工业化和

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的需求与

日俱增，大量耕地转换为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 最

主要的正碳转移是由耕地向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

的转变带来的；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最主要的负碳转移源

于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向城市建成区的转变，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最主要的负碳转移来源于工业与交

通建设用地碳排放系数的改变，这种转变主要是因

为徐州城市功能转变、产业转型升级所致。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徐州市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Ｆｉｇ􀆰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Ｘｕｚｈｏｕ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０

图 ５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徐州市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Ｆｉｇ􀆰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Ｘｕｚｈｏｕ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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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土地利用类型说明见表 １。

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徐州市主要碳转移

Ｆｉｇ􀆰 ６　 Ｍａ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Ｘｕｚｈｏｕ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０

各土地利用类型说明见表 １。

图 ７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徐州市主要碳转移

Ｆｉｇ􀆰 ７　 Ｍａ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Ｘｕｚｈｏｕ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０

此外，主要的正碳转移来源于耕地向城市建成

区、农村居民点向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和湿地向工

业与交通建设用地转变，这与徐州城市区域的扩张

密切相关。 ２００１ 年起，徐州陆续关停煤矿，煤矿周

围的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和建成区向耕地和农村

居民点转变。 到 ２０１６ 年，徐州市区内煤矿“清零”，
因此这段时期主要的负碳转移来源有工业与交通

建设用地向耕地转变、城市建成区向农村居民点转

变、农村居民点向耕地转变等。
图 ８～９ 显示了徐州市土地相关碳正、负转移的

空间分布。 可见看出，正碳转移分布更广，有明显

的集聚区，最大的区域分布在市中心，由中心向四

周扩张，而负碳转移最大的区域分布在城市之间的

连接区域，分布零散，集聚区面积远小于同时期的

正碳转移集聚区。 正碳转移主要分布在徐州市、睢
宁县、丰县、邳州市和新沂市等城市中心区域，由这

些区域的中心向外扩张。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非城市中

心区域的正碳转移主要来源于森林、草地和湿地等

碳汇属性的土地类型向耕地转换，例如微山湖以西

的正碳转变是由于有大片草地转变为水田，以及徐

州西北部首羡镇周边的森林转变为旱田。 负碳转

移没有明显的规律，负碳转移区域大致分散在城市

之间的郊区和农村，此外城市升级改造也带来了一

定的负碳转移，在关停了大量煤矿之后，贾汪区产

生了多处负碳转移。

图 ８　 徐州市正碳转移强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８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Ｘｕｚｈｏｕ

２􀆰 ２　 地－碳关系的生态联系

基于 ＥＮＡ 分析可以得到徐州市的地－碳联系

率，地－碳联系率越高，表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对

地－碳联系网络的综合效应越积极。 结果表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土地利用变化对地－碳关系网络的

综合效应为 ０􀆰 ６４，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地 －碳联系率为

０􀆰 ８７，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碳变化效应在增强。 结合

徐州市近 ２０ ａ 的发展来看，徐州市的用地关系正在

逐步改善，土地变迁的确带来了更多的固碳或者更

少的碳排放效应。
根据式（７）可以得到不同土地类型之间的碳转

移强度，结果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耕地和工业与交

通建设用地、城市建成区和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之

间的碳转移强度最大，约占总体碳转移量的 ９４％；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耕地和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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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和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和工业与

交通建设用地之间的碳转移强度最大，约占总体碳

转移量的 ９５􀆰 ７％。 由此可以得出，近 ２０ ａ 来徐州市

工业化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引起碳排放量变化

的主要原因。

图 ９　 徐州市负碳转移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Ｘｕｚｈｏｕ

图 １０ 为徐州市土地生态关系的空间分布。 可

以看出，呈现竞争关系的土地更为聚集，总体来说

呈竞争关系的区域土地面积比互惠互利关系的土

地面积大。 结合徐州市总体利用规划图来看，徐州

市 ５ 个主城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均表现出竞争关系，
特别是铜山区、鼓楼区和云龙区。 呈互惠互利关系

的区域大多呈点状分布在下属区县。
由于土地利用变化主导了负碳转移，该研究着

重分析了互利和竞争 ２ 种典型的土地生态关系。 可

以得出，研究期内耕地与湿地的生态关系均为互

利，在碳排放量固定且这 ２ 类土地没有明显的转换

关系前提下，耕地排放的碳被湿地吸收，促进了湿

地的扩张，同时湿地扩张带来的碳吸收加强也减轻

了整个系统碳排放的压力，有利于耕地的扩张。 因

此，这 ２ 类土地面积在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都有少量的增

长。 研究期间城市建成区和工业与交通用地的生

态关系为竞争关系。 由于城市建成区和工业与交

通用地在发展的同时会带来碳排放，在系统碳排放

量有限的前提下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竞争关系。

图 １０　 徐州市土地生态关系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１０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Ｘｕｚｈｏｕ

２􀆰 ３　 脱钩关系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徐州市各阶段碳排放与经济增

长均呈现增长连结状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

放量也在增长，但碳排放量的增长大于经济增长。
如表 ４ 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脱钩弹性系数为 ０􀆰 ８８，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脱钩弹性系数为 １􀆰 ０１。 徐州市经济

发展对碳排放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这主要是因

为近 ２０ ａ 来徐州市建设用地扩张，且发展了部分高

耗能企业，导致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均较快。 这一

系数的增加说明徐州市高碳排放的企业规模有增

无减，这对 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碳达峰有很大的压力。

表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徐州市脱钩系数及状态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Ｘｕｚｈｏｕ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２０

年份
碳排放

增长比值
ＧＤＰ 增长

比值
脱钩弹性

系数
状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１􀆰 ２６ ０􀆰 ７０ ０􀆰 ８８ 增长连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１􀆰 ５６ ０􀆰 ６８ １􀆰 ０１ 增长连结

２􀆰 ４　 推力和拉力的特点分析

表 ５ 为推力和拉力贡献值最大的土地利用类

型。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地－碳网络中拉

力贡献率最大的 ３ 种用地类型保持不变，分别是城

市建成区、农村居民点、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作为

碳排放系数最高的 ３ 种用地类型，在地－碳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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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拉动碳循环发挥了绝大部分作用。 推力一般由

自然土地贡献，例如森林、草原、湿地、湖泊等自然

固碳土地，徐州市最大的推力来自耕地。 结合实地

调研和图像分析，徐州市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耕

地，占总面积的 ６８􀆰 ２％。 在地－碳网络中，固碳和减

碳的推力主要来自于其他高碳排放系数的土地利

用类型向耕地的转换。 此外由于徐州市属于资源

型城市，在早些年发展矿业的基础上，大量耕地被

矿场取代，在矿区发展过程中，周围的土地利用类

型又转化为工业与交通用地和农村居民点。 矿产

资源枯竭后，矿区的土地下沉成为水域，在原有居

民地保留的基础上土地利用类型又变为耕地，导致

在时间维度上碳的排放量增多，排放的增长速率

减小。

表 ５　 推力和拉力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 ５　 Ｐｕｓｈ ａｎｄ ｐｕｌ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

项目 年份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城市建成区 农村居民点 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 裸地

拉力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２􀆰 ０９ ０􀆰 ０１ ０ ０􀆰 ０２ ３６􀆰 ０１ １􀆰 １８ ６０􀆰 ６９ 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０􀆰 ８２ ０􀆰 ０１ ０ ０􀆰 １１ ５􀆰 ０７ １􀆰 １６ ９３􀆰 ２９ ０

推力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４９􀆰 ５５ ０􀆰 ２６ ０􀆰 １５ １􀆰 １７ ０􀆰 ７９ ２􀆰 １５ ４５􀆰 ９２ 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６５􀆰 ９３ １０􀆰 ３０ ０􀆰 ０８ １􀆰 ５６ ３􀆰 ４６ ７􀆰 ９２ １０􀆰 ７４ ０

３　 讨论

３􀆰 １　 ＥＮＡ 对城市土地利用调整的政策影响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分析与城市碳平衡评价框

架可以为城市空间规划中的土地利用优化提供政

策建议。 上述地－碳网络的生态关系表明，城市中

心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加剧了

局部碳失衡。 在城市建成区扩张过程中，由于耕地

保护政策，湿地、林地、草地等自然土地被占用。 土

地利用制度中存在着城市扩张、耕地保护和生态保

护之间的矛盾。 此外，对于占用的耕地，由于严格

的耕地保护政策，维护耕地面积的动态平衡只能通

过占用其他土地来弥补耕地损失，这更加增加了对

其他自然土地的压力。 所以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工
业用地要发展密集型产业，形成产业园区，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可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同时，有效

缓解城市中心的土地竞争压力。 同时，利用卫片识

别等平台对城区的用地类型进行快速动态更新，对
低效住宅用地、低效工业用地、低效仓储用地进行

精准识别，提升废弃土地的更新率，进一步缓解城

市中心土地资源紧张带来的土地碳排放竞争压力。
由于林地生态系统的地上植被和地下根系生

物量均高于耕地，所以林地向耕地的转移可导致系

统碳排放量的增多。 此外，城市用水增加导致湿地

干旱，湿地开发为耕地也产生了额外的碳排放。 这

是由于湿地干旱过程中厌氧环境的消失加速了表

层土壤有机质的分解，从而将有机物中的碳释放到

大气中。 所以城市水域面积的减少不仅会减弱自

然土地的碳吸收功能，而且会因为湿地等自然土地

的退化增加碳排放。 因此，为了降低碳排放强度，

可以在城区增加湿地、公园、湖泊的比例，缓解城区

碳排放强度，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构建土地类型之间

的互利关系，有利于缓解城区土地碳排放竞争关

系。 此外，加强对湿地和林地这类土地的保护力

度，防止这类土地发生退化导致二次碳排放。
呈互利关系的区域大多分散在下属县市，这是

自然用地类型之间转换形成的。 与城区相比，郊区

和下属县市的绿植率更高，对应自然土地转移的比

例更高，故土地碳转移的关系表现为互利。 但是从

分布上看，互利关系的区域呈离散分布，生态效益

低［２６］。 可以对自然土地进行人工整治，例如人工种

植经济林木、发展大面积果园，成片的自然土地在

保持互利关系的基础上，扩大互利面积，不仅对经

济增长有贡献，而且可降低碳排放，有利于减小脱

钩系数。
３􀆰 ２　 政策模拟分析

基于量化的碳转移计算网络，可以模拟政策对

碳转移强度的影响。
方案一：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减少建设用地占

用耕地的数量。 假定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面积比

例减少 １０％，其他保持不变。 结果显示，在控制耕

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数量之后，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正
碳转移减少 １１６􀆰 ０８ 万 ｔ，占总碳转移的 １５％；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正碳转移减少 ２７９􀆰 ８８ 万 ｔ，占总碳转移的

９％。 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配置，不仅能提升城市自

身的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度，还可以促进整个区域

的产业和经济发展，从而减少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

赖，抑制碳源的发展，减少建设用地产生的碳排。
方案二：减少汽车使用数量，提高城市公共交

通分担率。 假设通过鼓励搭乘地铁与其他公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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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减少 １０％的汽车使用数量，结果显示，每年工业

与交通建设用地的碳排放量平均减少 ２１􀆰 ３６ 万 ｔ。
这不仅有助于完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还可以降低

单位运输周转能耗。

４　 结论与不足

该研究旨在利用生态网络分析构建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２ 个时段徐州市土地利用变

化和碳平衡变化的关系框架，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基于土地利用转化矩阵和碳转移矩阵，通过脱

钩弹性系数、地碳关联率和推拉权重多个角度测度

碳转移，具体结论如下：
（１）研究区土地相关碳转移类型与分布较为固

定。 在类型上，２ 个时间段的主导正碳转移类型都

为耕地转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其余碳转移类型在

２ 个时间段差异不大；在分布上，负碳转移往往分布

在城市行政区划的边界、郊区和下属县市，而正碳

转移则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位置。
（２）呈互利关系的土地利用类型散布在城市周

边，竞争关系则集中分布在城市中心。 自然土地类

型在城市边缘区和下属县市表现出互利关系，而其

他土地利用类型（包括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城市

建成区、农村居民点） 在城市中心区表现为竞争

关系。
（３）推力和拉力权重分析表明，徐州市的主导

推力权重贡献来自耕地、林地、草地，主要的拉力权

重贡献来自高碳排放的土地利用类型，例如城市建

成区、工业与交通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徐州市的地－碳关联率分别

为 ０􀆰 ７４ 和 ０􀆰 ８２，说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对碳平衡

的影响程度在增加。 弹性脱钩分析表明，徐州市各

阶段碳排放和经济增长呈现增长连结的状态，经济

发展对碳排放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需要加快发

展低碳经济的步伐。
与传统碳循环主要关注碳的物理释放和吸收

不同，该研究利用 ＥＮＡ 的地－碳关系框架提供了一

个弹性的空间视角，来探索土地利用变化对城市碳

平衡网络的整体影响。 参考生态系统中食物链间

的能量流动，研究引入了土地生态关系描述土地类

型之间的碳转移，同时 ＥＮＡ 的效用分析可以通过土

地生态关系的空间分布，间接反映城市扩张相关的

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影响，确定土地利用格局的具

体调整位置。 此外，推力和拉力分析可以反映每种

土地利用类型对碳转移的贡献效应，并通过主要节

点和路径来调整土地利用配置与弹性低碳转型。

引入经济学的脱钩系数直观反映研究区域的经济

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程度，用以衡量城市低碳经济

的发展程度。 最后基于量化框架可以计算相应政

策变化导致的碳减排量。 同时，研究也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 例如时间分辨率过低，以 １０ ａ 为一个研究

时段，会让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比较明显，减少相对

识别误差，但是也会让量化指标的时间指向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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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ＬＥＡＰ 模型和 ＫＡＹＡ 模型的主城区
碳达峰预测及不确定性分析

杜涵蓓， 赵立君， 刘臣炜①， 仇宽彪， 李海东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摘要： ＣＯ２排放是城市碳达峰预测研究的重要内容，准确核算碳排放对实现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发展与碳中和具有

重要意义。 主城区产业以生活功能、生产研发和服务业为主，缺乏独立的主城区能源消费统计，导致碳排放核查

存在空白。 为此，以南京某市辖区为研究对象，结合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南京市能源统计数据，从碳排放影响因素和终

端能源消费计算 ２ 个方面分析市辖区碳排放特征，并采用 Ｋａｙａ 碳排放恒等式和 ＬＥＡＰ 模型，设置不同的情景，预
测未来碳排放趋势和达峰时间。 结果表明：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能源消费从 １０８􀆰 ９９ 万增长至 ２２２􀆰 ０２ 万 ｔ（以标准

煤计），ＣＯ２排放量仍处于快速增长期，２０２０ 年碳排放量相比 ２０１１ 年增长 ８２􀆰 ２７％，但能耗强度由 ０􀆰 ３２４ 下降到

０􀆰 ２００ ｔ·万元－１，化石燃料使用占比逐渐减少，用电量增加。 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碳排放强度为 ０􀆰 ３３７ ｔ·万元－１，低于南

京市平均水平（０􀆰 ７５ ｔ·万元－１）。 积极推动低碳转型发展，研究区可实现 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的目标。 人均生产总值

和能源强度是影响主城区碳排放的最重要因素。 研究结果为主城区碳达峰预测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核算方法，对
城市碳排放核算、减排模式优选及减排任务分解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碳排放； 主城区； 能源； 情景预测； 碳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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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ｎｇ ｉｎ ｇａｐｓ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 ｔａｋｉｎｇ ａ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０，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ｊｕｄｇ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ｅａｋ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ａｎｄ ＂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Ｋａｙａ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ＡＰ ｍｏｄｅｌ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ｅ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ｐｅａｋ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０，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１ ０８９ ９００ ｔ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ａｌ ｔｏ ２ ２２０ ２００ ｔ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２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８２􀆰 ２７％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２０１１．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０􀆰 ３２４ ｔｏ ０􀆰 ２００ ｔ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ａｌ ｐｅｒ
１０ ０００ ｙｕ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ｓｓｉｌ ｆｕｅｌ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２）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２０ ｉｓ ０􀆰 ３３７ ｔ·１０ ０００ ｙｕａｎ－１，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０．７５ ｔ·１０ ０００ ｙｕａｎ－１）． Ｂｙ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ｗ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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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ｍｉｓｉｏｎ ｐｅａｋｉｎｇ ｂｙ ２０３０． （３）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ｅ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ｍａ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ｅａｋｉｎｇ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ＩＰＣＣ）第五次评

估报告认为，传统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

（ＣＯ２）等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全球温室效应的主要

原因［１］。 城市碳达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城市作为人类经济社会活动集中分布区域，是重要

的碳排放源，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战场，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 ＣＯ２ 排放量会进一步增

加［２］。 根据 ＩＰＣＣ 第五次评估报告，城市能源消耗

量约占全球能耗总量的 ６７％ ～ ７６％［３］，由此产生的

ＣＯ２排放量占全球 ＣＯ２排放总量的 ７１％ ～７６％，是温

室气体排放的最主要来源［４］，城市地区的生产生活

活动（如制造业生产、商业、交通等）是全球人为碳

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５］。 同时，城市更易普及清洁

能源技术，实施碳减排策略［６］，因此也成为减缓社

会经济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推进低碳转型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对象和突破口。
城市碳排放核算的是城市经济、社会、环境体

系在一段时间内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７］。 然而，现
有碳排放模型主要应用于宏观层面的国家地区及

微观层面的企业。 如何在一个中观层面，即城市 ／
园区开展碳排放核算，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目前在碳排放核算方面，由于采用的计算方法不

同，容易导致碳排放量被人为高估或低估［８］。 同

时，现有研究更多强调历史排放分析，对未来发展

趋势研究相对偏少。 日本学者 Ｋａｙａ 提出的 Ｋａｙａ 恒

等式是首次将 ＣＯ２排放与人类活动联系起来［９］，由
此产生的 Ｋａｙａ 分解法被广泛应用于碳排放峰值预

测研究。 长期能源替代规划系统模型（ ｌｏｎｇ ｒａｎｇ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ＬＥＡＰ）由斯德哥尔摩环

境研究所（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ＥＩ） 开

发，已广泛用于产业结构优化与碳减排［１０］、碳排放

情景预测、碳捕获等研究领域。 ＤＩＥＴＺ 等［１１］ 则将

ＩＰＡＴ 模型改进为随机形式，被称为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
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是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中的核心驱

动因素。 从已有研究来看，人口和收入对 ＣＯ２ 排放

量变化的影响显著［１２］。
长三角区域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

之一，其城市群也是世界级城市群之一，但是在 ＣＯ２

排放方面，由于能源结构不够清洁，大部分城市的

产业结构还是以高耗能行业为主，导致长三角地区

ＣＯ２排放量一直处于全国前列，占中国总排放量的

１ ／ ５以上［１３－１５］，“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为 ２􀆰 ４％［１６］。
南京市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中以服务业为主的代

表性城市。 研究区作为主城区的市辖区，缺乏独立

的能源、电力等统计数据。 研究区未来新增开发空

间有限，重大工业项目少，服务业已占据绝对主导

地位，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具备较好基础，但也面临

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水平较高等问题，亟待以“双碳”
目标为引领，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绿色低碳

转型发展。 因此，该研究以南京某主城区为例，基
于 Ｋａｙａ 碳排放恒等式和 ＬＥＡＰ 模型，通过情景分析

方法，分析在基准、低排放和技术突破这 ３ 种情景下

的碳排放变化趋势，预测碳达峰时间，探究碳排放

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为类似地区的主城区碳达

峰路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总面积为 ７５􀆰 ４６ ｋｍ２，属北亚热带湿润

气候区，年均降水量约 １ １０６ ｍｍ，年平均温度约

１５􀆰 ４ ℃，境内地貌类型多样，低山、丘陵、岗地和平

原交错分布。 紫金山、湖泊面积占全区面积的近

５０％，绿化覆盖率达 ６２􀆰 ９９％。 该区是国家重要的科

研、文化、商务中心，也是华东地区现代服务业基

地。 目前，全区下辖 ７ 个街道。 ２０２０ 年全区常住人

口为 ５３􀆰 ７８ 万人，相比 ２０１５ 年减少 １１􀆰 ４６ 万人，“十
三五 ” 期 间，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由 ７０８􀆰 ３６ 亿 增 至

１ １０８􀆰 ６６ 亿元。 自 ２０１９ 年后，ＧＤＰ 稳定在千亿元

以上，年均增速超 ９％。
１􀆰 ２　 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的数据主要包括该区能源消费、土地

利用、人口和生产总值等。 社会经济和各部门能源

消耗数据主要来自南京市和该区近 １０ ａ 公开发布

的统计数据、行业标准、政策文件、发展规划、研究

报告等资料，包括《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 《南京

统计年鉴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２０２１ 年

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计划》《２００６ 年 ＩＰＣＣ 国家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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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

南》等。 对于一些具体行业和重点企业，如酒店、学
校、医院、大型综合商业建筑等，则直接采用调研问

卷的方式，以确保数据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通过比

较、综合分析和梳理相关数据资料，对尚不确定的

数据资料进行分类，并进一步开展统计折算获取

数据。
１􀆰 ３　 研究方法

１􀆰 ３􀆰 １　 ＣＯ２排放量测算方法

根据《２００６ 年 ＩＰＣＣ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
第 ２ 卷和《省级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编制指

南》建立了 ＣＯ２排放量的估算公式。 ＣＯ２排放总量

（Ｃ）由能源活动直接产生的 ＣＯ２排放量（Ｃｄ）与电力

调入蕴含的间接 ＣＯ２排放量 （Ｃ ｉ） 相加得到，计算公

式为

Ｃ ＝ Ｃｄ ＋ Ｃ ｉ， （１）

Ｃｄ ＝ ∑ Ａｉ × ＦＥ，ｉ 。 （２）

式（１） ～ （２）中，Ａｉ 为不同种类能源（包括煤炭、石
油、天然气）的消费量，ｔ（以标准煤计），各能源折算

标准煤的参考系数参照各年度《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ＦＥ，ｉ为不同种类能源的排放因子，采用国家温

室气体清单的排放因子数据。
电力调入蕴含的间接 ＣＯ２排放量（Ｃ ｉ）可以利用

各辖区内电力调入电量和省级电力排放因子计算

得到，计算公式为

Ｃ ｉ ＝ ∑Ａｅ × ＦＥ，ｅ 。 （３）

式（３）中，Ａｅ 为地区电力调入量，ｋＷ·ｈ；ＦＥ，ｅ为省级

电力排放因子。 电网碳排放系数来源于《关于做好

２０２２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

的通知》 ［１７］，天然气碳排放系数与液化石油气碳排

放系数来源于《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１８］。 据此

得到煤炭、石油、天然气的 ＣＯ２ 排放因子分别为

２􀆰 ６６、１􀆰 ７３、１􀆰 ５６ ｔ· ｔｃｅ－１（ ｔｃｅ 为吨标准煤当量），
２０１６ 年华东区域电网平均 ＣＯ２ 排放因子为 ０􀆰 ６８２ ９
ｋｇ·（ｋＷ·ｈ） －１。
１􀆰 ３􀆰 ２　 碳排放影响因素识别

采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分析研究区碳排放的影响

因素。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最早由 ＹＯＲＫ 等［１９］提出，用于

研究环境的影响因素，它是由 ＩＰＡＴ 模型演变而来，
该模型的优点在于避免了同比例变动问题的影

响［２０］，能表征各个影响因素的变动对应的环境变

化，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温室气体预测研究。
根据唐赛等［２１］构建的扩展的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对

城市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２２］，引入民用交通

（人均拥有汽车数量）指标研究城市民用交通建设

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 结合中国典型城市发展状

况，选取人均收入水平、能源强度、城市人口、产业

结构、民用交通指标扩展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构建城市

碳排放与其影响因素间的计量模型，其表达式为

ＥＣ ＝ ｃ × Ｐ × ＰＧＤ
ｂ１ × ＩＥ ｂ２ × Ｐｂ３ × ＳＩ

ｂ４ × ＴＰ
ｂ５ × ｕ。

（４）
式（４）中，ＥＣ 为城市碳排放量，万 ｔ；ＰＧＤ为人均收入

水平，万元；ＩＥ 为能源强度，ｔ·万元－１；Ｐ 为城市人

口，万人；ＳＩ 为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表征产业结构，％；ＴＰ 为人均车辆拥有数，辆·
人－１；ｂ１、ｂ２、ｂ３、ｂ４、ｂ５ 为相应因子的弹性系数，表示

当相应因子变化 １％时引起碳排放量的变化率；ｕ 为

模型随机干扰项。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ｌｎ ＥＣ ＝ ｌｎ ｃ ＋ ｂ１ ｌｎ Ｐ × ＰＧＤ ＋ ｂ２ ｌｎ ＩＥ ＋ ｂ３ ｌｎ Ｐ ＋

ｂ４ ｌｎ ＳＩ ＋ ｂ５ ｌｎ ＴＰ ＋ ｌｎ ｕ 。 （５）
为消除非平稳时间序列出现的“伪回归”现象，

先利用 Ｅｖｉｅｗｓ ８􀆰 ０ 软件对各变量进行 ＡＤＦ 单位根

检验。 在经过二阶差分后序列平稳，可得到各变量

的零阶单整序列。 然后，构建主城区碳排放与影响

因素的回归模型，为降低时间自相关性与变量内生

性的影响，采用固定效应的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控制自回归项并考虑固定效应后，其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模型存在的时间自相关性并降低自变量

的内生性。 实证结果表明，研究区的回归模型拟合

度较好，且均通过 Ｄ．Ｗ．检验。
１􀆰 ３􀆰 ３　 碳排放预测方法

（１） ＬＥＡＰ 模型

ＬＥＡＰ 模型是用于能源－环境和温室气体排放

的情景分析软件［２３］。 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集成

结构模型［２４］，涵盖了能源转换部门和能源终端使用

部门的能源消费活动。 模型假定各部门的能源消

费可以由活动水平和能源强度表示，各部门的 ＣＯ２

排放量根据其能源消费量、能源结构、能源的排放

因子计算得到：
Ｅ ＝ ＡＬＯ × ＩＥ ， （６）

Ｃ ＝ ∑ Ｅ ｉ × ＦＥ，ｉ 。 （７）

式（６） ～ （７）中，Ｅ 为能源消费量；ＩＥ 为能源强度；Ｅ ｉ

为第 ｉ 种能源的消费量；ＦＥ，ｉ即为第 ｉ 种能源的 ＣＯ２

排放因子；ＡＬＯ为活动水平，可以用物理指标（如产品

产量）衡量，也可以用经济指标（如工业增加值）来
衡量。 能源强度为单位活动或产出所需的能源消

费量，例如单位 ＧＤＰ 能耗、吨钢生产综合能耗、汽车

的百公里行驶油耗等，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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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效率。 由于不同能源品种的 ＣＯ２ 排放因子

差异较大，能源消费量需根据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

细化。
（２）Ｋａｙａ 恒等式

Ｋａｙａ 恒等式是由日本学者 Ｙｏｉｃｈｉ Ｋａｙａ 于 １９８９
在联合国政府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举办的研讨会

上提出的［２５］。 Ｋａｙａ 恒等式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公

式，“自上而下”将 ＣＯ２排放量分解成与人类生产活

动相关的 ４ 个要素，具有数学形式简单、分解无残

差、对碳排放变化推动因素解释力强等优点［２６］，在
定量研究 ＣＯ２ 排放量领域被广泛使用。 Ｋａｙａ 恒等

式的数学表达式为

Ｃ ＝
ＣＰ

ＥＰ

×
ＥＰ

ＰＧＤ

×
ＰＧＤ

Ｐ
× Ｐ。 （８）

式（８）中，ＥＰ 为能源消费量，ｔ（以标准煤计）；ＰＧＤ为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Ｐ 为人口，万人；
ＣＰ

ＥＰ
为单位能

源消费产生的 ＣＯ２ 排放；
ＥＰ

ＰＧＤ
为生产单位 ＧＤＰ 需要

的能源消耗；
ＰＧＤ

Ｐ
为人均 ＧＤＰ。 通过对 Ｋａｙａ 恒等

式的分析可以看出，碳排放量的变化是人口变化、
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资源禀赋、经济社会

发展、产业结构变化以及 ＣＯ２排放趋势，考虑相关模

型所需数据的可得性，选择“自上而下”分析模型中

的 Ｋａｙａ 模型作为 ＣＯ２排放峰值研究的第 １ 种预测

模型。 根据《省级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编制

指南（征求意见稿）》要求，为全面落实江苏省能源

管控目标，为研究区 ＣＯ２排放和长期能源规划目标

提供更有参考价值的依据，选择“自下而上”分析模

型中的 ＬＥＡＰ 模型作为研究区 ＣＯ２排放峰值研究的

第 ２ 种预测模型。 通过 ２ 种分析模型相结合的方

式，综合确定 ＣＯ２排放达峰目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ＣＯ２排放变化与能源结构特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由能源消费产生的 ＣＯ２

排放总量从 ２０５􀆰 １ 万增长至 ３７３􀆰 ８ 万 ｔ（图 １）。 由

表 １ 可知，碳排放强度相关指标均呈逐年下降趋势，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单位 ＧＤＰ 碳排放强度从 ０􀆰 ６１０ 下降

为 ０􀆰 ３３７ ｔ·万元－１；工业碳排放强度从 １􀆰 ４２ 下降为

０􀆰 ６５ ｔ·万元－１；第三产业碳排放强度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稳定下降，２０２０ 年略有上升，为 ０􀆰 ２８ ｔ·万元－１。
根据《南京市“十四五”低碳发展规划》，２０２０ 年南

京市单位 ＧＤＰ 碳排放强度为 ０􀆰 ７５ ｔ·万元－１，研究

区远低于南京市平均水平。 从不同能源消费类型

来看，研究区碳排放主要来自于电力消费，从不同

产业来看，第三产业碳排放量占主导地位且持续增

加，第二产业占比较少（图 ２～３）。

图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 ＣＯ２排放量及年增长率

Ｆｉｇ􀆰 １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０

表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碳排放强度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０

年份
单位 ＧＤＰ 碳
排放强度 ／
（ ｔ·万元－１）

碳排放强度
下降率 ／ ％

工业碳排放
强度 ／

（ ｔ·万元－１）

第三产业碳
排放强度 ／

（ ｔ·万元－１）
２０１１ ０􀆰 ６１０ ９􀆰 ８２２ １􀆰 ４２３ ０􀆰 ４１４
２０１２ ０􀆰 ５３０ １３􀆰 １００ １􀆰 ２５８ ０􀆰 ３６９
２０１３ ０􀆰 ４９９ ５􀆰 ９７５ １􀆰 １７３ ０􀆰 ３５１
２０１４ ０􀆰 ４６７ ６􀆰 ２５７ ０􀆰 ８０８ ０􀆰 ３０６
２０１５ ０􀆰 ４３５ ６􀆰 ９５４ ０􀆰 ８１０ ０􀆰 ２８３
２０１６ ０􀆰 ４１５ ４􀆰 ５３８ ０􀆰 ８８７ ０􀆰 ２７１
２０１７ ０􀆰 ３７１ １０􀆰 ７６１ ０􀆰 ８７５ ０􀆰 ２７３
２０１８ ０􀆰 ３５７ ３􀆰 ７５６ ０􀆰 ７２５ ０􀆰 ２６８
２０１９ ０􀆰 ３５３ １􀆰 ０４５ ０􀆰 ６６９ ０􀆰 ２７３
２０２０ ０􀆰 ３３７ ４􀆰 ４５９ ０􀆰 ６５３ ０􀆰 ２８４

图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不同产业 ＣＯ２排放量

Ｆｉｇ􀆰 ２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０

从不同发展阶段看，“十三五”阶段碳排放增长

明显高于“十二五”阶段。 从不同能源类型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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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趋势来看，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煤品碳排放逐

渐减少，电力碳排放持续增加。

图 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不同能源 ＣＯ２排放量

Ｆｉｇ􀆰 ３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０

由图 ４ 可知，该区的能源消费仍然呈持续增长

趋势，且增加幅度逐年提升，能源消费总量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８４􀆰 ６ 万增长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３２􀆰 ０ 万 ｔ，２０１９ 和

２０２０ 年增长速度最快，累计增幅 ５５􀆰 ９％，２０２０ 年受

疫情影响，能耗总量略有下降。 由表 ２ 可知，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 年能源消耗强度逐年减少，２０２０ 年略有上升；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１􀆰 ４２１
ｔ·万元－１下降为 ２０２０ 年的 ０􀆰 ８４４ ｔ·万元－１。 同时

能源结构不断优化， ２０２０ 年电力消费占比约为

８９％，较 ２０１１ 年上升了 １５％以上；天然气占比约为

６％，原油占能源消费比例的 ４％，煤品消费下降到

２％，能源消费结构逐渐向清洁低碳加速转变。 从产

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的标准煤消费量占比约为

８５％，居民生活占比约为 １３％，第二产业占比约为

２％，可见该区能源消费以第三产业为主。

图 ４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能源消费情况

Ｆｉｇ􀆰 ４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０

２􀆰 ２　 城市碳排放影响因素

为探析以研究区为代表的城市中心碳排放响

因素，采用 ＳＰＩＲＰＡＴ 模型将城市碳排放影响因素分

解为人均收入水平、能源强度、城市人口、产业结

构、人均交通。 为降低时间自相关性与变量内生性

的影响，利用 Ｅｖｉｅｗｓ ９􀆰 ０ 软件，运用协整检验与自回

归移动平均模型（ＡＲＭＡ）进行分析，回归结果显示，
收入水平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９８８（Ｐ＜０􀆰 ０１），能源强度

为 ０􀆰 ７９８（Ｐ＜０􀆰 ０１），城市人口为 ０􀆰 ９６３（Ｐ＜０􀆰 ０５），
产业结构为－０􀆰 ７２７（Ｐ＜０􀆰 ０５），人均交通为 ０􀆰 ８５６
（Ｐ＜０􀆰 ０５）。

表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能源强度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０

年份
ＧＤＰ 能
耗强度 ／

（ ｔ·万元－１）

ＧＤＰ 能耗
强度下降
率 ／ ％

工业能耗
强度 ／

（ ｔ·万元－１）

单位工业能
耗强度下
降率 ／ ％

第三产业
能耗强度 ／

（ ｔ·万元－１）
２０１１ ０􀆰 ３２４ １０􀆰 ２２３ １􀆰 ４２１ ９􀆰 ２５ ０􀆰 ２３５
２０１２ ０􀆰 ２８５ １２􀆰 １０７ １􀆰 ２５８ １１􀆰 ４９３ ０􀆰 ２０９
２０１３ ０􀆰 ２７１ ４􀆰 ９０９ １􀆰 １７３ ６􀆰 ７５７ ０􀆰 ２００
２０１４ ０􀆰 ２５４ ６􀆰 ３１５ １􀆰 １６２ ０􀆰 ８９３ ０􀆰 １８９
２０１５ ０􀆰 ２３７ ６􀆰 ６０９ １􀆰 ０８１ ６􀆰 ９６９ ０􀆰 １７５
２０１６ ０􀆰 ２２９ ３􀆰 ６４７ １􀆰 ０６７ １􀆰 ３００ ０􀆰 １６９
２０１７ ０􀆰 ２０９ ８􀆰 ４９６ ０􀆰 ９８２ ７􀆰 ９７０ ０􀆰 １６７
２０１８ ０􀆰 ２０４ ２􀆰 ６００ ０􀆰 ９４４ ３􀆰 ９０９ ０􀆰 １６４
２０１９ ０􀆰 １９９ ２􀆰 ３４７ ０􀆰 ９２５ １􀆰 ９９９ ０􀆰 １６５
２０２０ ０􀆰 ２００ －０􀆰 ６８８ ０􀆰 ８４４ ８􀆰 ７９０ ０􀆰 １６５

回归结果说明，人均收入水平和能源强度是城

市碳排放最重要的 ２ 个影响因素，随着城市经济增

长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碳排放日益增加，该区

目前仍处于经济增长的快速上升期，其生产方式和

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当前的碳排

放仍处于快速推进阶段。 人口因素作为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中影响城市碳排放的传统要素，表现出正向效

果，人口的增长带来碳排放增加。 而产业结构变量

与碳排放呈现负相关，说明第三产业占比提升，会
导致碳排放量减少。 而交通方面，人均汽车拥有量

与碳排放量之间呈正相关，人均汽车拥有量增加，
导致碳排放量呈增加趋势。
２􀆰 ３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 ＣＯ２排放预测

２􀆰 ３􀆰 １　 基于 ＬＥＡＰ 模型的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 ＣＯ２排放

预测

采用情景分析方法，探讨不同影响因素对研究

区未来能源需求及碳排放的影响，基于未来经济社

会发展、能源发展、技术发展以及消费方式变化等

主要因素，在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下，根据研

究区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参考《南
京市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方案》 《南京市“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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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低碳发展规划》，设计了 ３ 种能源消费需求的碳

排放情景。 情景 １ 为现状延续情景，情景 ２ 为“加大

减排力度＋不新增能源项目”情景，情景 ３ 为“现状＋
清洁能源＋节能减排行动”情景，据此分析研究区实

现碳达峰的时间、峰值和路径。
利用不同情景参数数据计算 ２０１６—２０３５ 年各

年份碳排放总量，结果如图 ５ 所示。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３ 种情景下研究区碳排放量均呈现增加趋势。

情景 １ 预测结果表明，碳排放量持续增加，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 年增长幅度最快，随后增速减慢，但总量持续

上升，２０３０ 年无法实现碳达峰。 情景 ２ 预测结果表

明，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研究区碳排放量呈上升趋势，
２０３０ 年出现拐点，达峰时碳排放量为 ４３３􀆰 ９１１ 万 ｔ，
达峰后碳排放量逐步降低。 情景 ３ 由于采取了强制

性的碳减排措施，达峰时间明显提前，２０２４ 年可实

现碳达峰，此后碳排放大幅下降。

表 ３　 不同情景碳排放参数设置汇总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指标 情景 １ 情景 ２ 情景 ３

单位化石能源的碳
排放系数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年均减少 ３％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年均减少速率为 ４％，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年年均减少速率为 ３％，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年年均减少速率为 ５％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年均减少 ７％，２０２６—
２０３０ 年年均减少 ５％，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年
年均减少 ６％

能源消费总量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年均增长 ８％，
２０２６—２０３５ 年年均增长 ５％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年均增长速率为 ７％，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年年均增长速率为 ５％，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年年均增长速率为 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年均增长 ５％

非化石能源占比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年均增长 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年均增长速率为 ３％，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年年均增长速率为 ５％，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年年均增长速率为 ２％

２０２５ 年占比为 １３％，２０３０ 年占比为
１７􀆰 ６７％，２０３５ 年占比为 ２３􀆰 ５％

情景 １ 为现状延续情景； 情景 ２ 为“加大减排力度＋不新增能源项目”； 情景 ３ 为“现状＋清洁能源＋节能减排行动”。

图 ５　 基于 ＬＥＡＰ 模型的研究区 ＣＯ２排放情景预测

Ｆｉｇ􀆰 ５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ＬＥＡＰ ｍｏｄｅｌ

２􀆰 ３􀆰 ２　 基于 Ｋａｙａ 恒等式的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 ＣＯ２ 排

放预测

依据 Ｋａｙａ 模型计算所需参数，对常住人口、
ＧＤＰ、能源强度、单位能源碳排放下降率 ４ 个参数进

行设置，通过分析国家、省市低碳发展规划中碳排

放总量控制目标及分解落实机制相关要求，并结合

该区相关部门“十四五”规划任务目标，综合研判各

参数在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期间的变化趋势，具体设定如

表 ４ 所示。

预测结果如图 ４ 所示，以 ２０２０ 年为基准年，在
低碳情景下的研究区 ＣＯ２排放量在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

稳定增加，２０３０ 年达到峰值，峰值排放量为 ３９６􀆰 ７４
万 ｔ，之后逐渐下降。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能源强度和持

续稳定下降，２０３５ 年每 １ 万元 ＧＤＰ 所需消费的标

准煤下降到 ０􀆰 １５ ｔ。
２􀆰 ３􀆰 ３　 ２ 种模型预测结果比较

综合 ２ 种不同模型预测的研究成果分析，基于

对未来 ５～１５ ａ 区域低碳发展政策和人均能源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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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的预测，研究区有望在 ２０３０ 年实现碳达峰。 在

ＬＥＡＰ 模型的模拟情景下还存在一种强制情况，即
采取强制性的碳减排措施，研究区可在 ２０２４ 年提前

达峰。

表 ４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 Ｋａｙａ 模型低碳情景参数设置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Ｋａｙ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份
能源强度
降低率 ／ ％

单位能源碳
排放下降率 ／ ％

常住人口
增速 ／ ％

ＧＤＰ 年均
增速 ／ ％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３􀆰 ０ ２􀆰 ０ －１􀆰 ５ ４􀆰 ６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２􀆰 ５ １􀆰 ５ －２􀆰 ０ ５􀆰 ０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 ２􀆰 ０ ３􀆰 ０ －２􀆰 ０ ４􀆰 ６

３　 讨论

目前国内外学者预测中国碳排放峰值的主流

方法有 ＥＫＣ 曲线、ＩＰＡＴ 模型、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ＬＭＤＩ

分解法、ＬＥＡＰ 模型、灰色预测法和神经网络模型

等［２７－３２］。 预测模型大多使用情景分析法预测峰值，
但情景种类较少，容易导致碳达峰影响因素考虑不

全面，对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指导作用较弱。 基于

ＬＥＡＰ 模型，笔者设置了 ３ 种计算情景，因条件限

制，无法对交通运输、居民建筑、公共建筑、工业企

业等分行业分部门进行活动水平和能源强度预测，
情景设置中化石能源占比均呈下降趋势，下降的时

间节点也大致相同，这取决于参考的政策文件管控

目标以及基于现有能源消耗趋势预测的未来区域

能源发展水平，对于技术的发展与政策的持续性、
协调性预估判断具有局限性，可能会造成碳排放量

预测值与实际值存在较大偏差，需要结合国际上的

前沿技术发展和政府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

务来判断。

图 ６　 Ｋａｙａ 模型下 ＣＯ２排放情景预测

Ｆｉｇ􀆰 ６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Ｋａｙａ ｍｏｄｅｌ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将是

未来落实碳中和目标的战略重点［３３］，部分省份提出
了量化的阶段目标和相应的任务措施。 研究区作

为典型的城市中心主城区，尚不能发布独立的碳达

峰行动方案，碳达峰时间受上级政府政策制定及任

务目标具体落实情况等影响。 研究区目前所承载

的城市功能主要为居民生活服务和公共服务，对于

南京市能源使用类型及效率的集中管控、能源消费

结构改善等宏观政策调整只能进行同步协调，但在

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低碳社区等微观层次，研
究区可着力促进其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

人口分布情况对包容性绿色发展较低及较高

水平城市的影响力度较大，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增长

初期人口分布对经济增长具有集聚效应（溢出效

应），随着时间推移会产生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拥挤

效应（负外部性） ［３４］。 研究区常住人口目前呈现逐
年减少的趋势，主要与其中心城市功能减弱、居住

环境适宜性和企业活力竞争力相较南京其他区域

下降、人口老龄化、生育率降低等有关。 人口因素

与碳排放呈正相关，增强经济发展活力需要维持一

定的人口数量，优化城市规划与功能性协调是研究

区低碳绿色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
研究区碳排放量处于持续提升的阶段，应注重

实施绿色低碳发展路径，释放经济发展红利，通过

低碳技术进行能源消费结构优化，降低能源强度对

碳排放的杠杆效应。 研究区整体对电力供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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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由于本地可支撑用电量相对有限，全区的电

力消费需求将持续依赖外购电，外购电供电结构将

成为影响研究区 ＣＯ２排放达峰的重要因素。 城市层

面对外购电结构的决定权较小，因此外购电的调配

往往在国家或者省级层面统筹协调，但考虑到未来

绿色电力将得到大力推广，外购电能源清洁化水平

不断提升，地区碳达峰目标实现将加快。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获取受限，研究使用

的研究区能源消费统计数据未能从统计年鉴等资

料直接获取，而是根据南京市的能源消费量间接估

算得到，计算过程中用电量采用产业增加值比例乘

以系数的方式换算，天然气供气量以人口比例乘以

系数的方式换算，可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影

响，由于研究区内无发电厂、化工企业等用能大户，
其实际能耗强度应低于南京市平均水平。 此外，受
多重共线性等统计问题影响，反映行业类别碳排放

量的相关指标，如分行业能源消费总量、不同种类

化石能源分行业消费量等无法加入模型当中，与碳

排放相关的指标较为有限，这也限制了模型变量的

选择。

４　 结论

从碳排放影响因素和终端能源消费计算 ２ 个方

面出发，通过 ＩＰＣＣ 碳核算方法开展了主城区碳排

放量核算研究，运用 ＬＥＡＰ 和 Ｋａｙａ 模型预测碳达峰

时间，通过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进行碳排放影响因素识

别，分析了研究区能源消耗及碳排放时间变化趋势

及其影响因素，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研究区碳排放

强度相关指标呈逐年下降趋势，２０２０ 年碳排放强度

为 ０􀆰 ３３７ ｔ·万元－１，南京市碳排放强度为 ０􀆰 ７５ ｔ·
万元－１，研究区远低于南京市平均水平。 在能源消

费结构上，化石燃料使用占比逐渐减少，电力消费

不断增加。 分析结果表明，人均收入水平和能源强

度是影响城市碳排放最重要的 ２ 个因素。 研究区仍

处于经济增长期，从碳达峰预测结果来看，达峰时

间具有不确定性，但依托各级低碳发展策略、能源

及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产业清洁化改造等措

施，２０３０ 年前有望实现碳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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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ＰＡＲＩＫＨ Ｊ，ＳＨＵＫＬＡ Ｖ．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 Ｕｓｅ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９５，５（２）：８７－１０３．

［７］ 　 叶祖达．碳排放量评估方法在低碳城市规划之应用［Ｊ］ ．现代城

市研究，２００９，２４（１１）：２０－２６．［ＹＥ Ｚｕ⁃ｄａ．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ｕｄ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Ｊ］ ．
Ｍｏｄｅｒｎ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２４（１１）：２０－２６．］

［８］ 　 杨顺顺．基于 ＬＥＡＰ 模型的长江经济带分区域碳排放核算及情

景分析［Ｊ］ ．生态经济，２０１７，３３（９）：２６－３０．［ＹＡＮＧ Ｓｈｕｎ⁃ｓｈｕ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ＥＡＰ Ｍｏｄｅｌ ［ Ｊ ］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７，３３（９）：２６－３０．］

［９］ 　 邓宣凯，喻艳华，刘艳芳．“十二五”各省区 ＣＯ２排放控制及减

排压力评价 ［ Ｊ］ ．经济地理，２０１４，３４ （ ５）：１５５ － １６１． ［ ＤＥＮＧ
Ｘｕａｎ⁃ｋａｉ，ＹＵ Ｙａｎ⁃ｈｕａ，ＬＩＵ Ｙａｎ⁃ｆａｎｇ．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ｒｏｖｉｎ⁃
ｃｉ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４， ３４ （ ５ ）：
１５５－１６１．］

［１０］ 李莉，董棒棒，敬盼．环境规制背景下新疆能源碳排放峰值预

测与情景模拟研究［ 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０，３６（１１）：
１４４４－１４５２．［ ＬＩ Ｌｉ，ＤＯＮＧ Ｂａｎｇ⁃ｂａｎｇ，ＪＩＮＧ Ｐａ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ｅａｋ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３６（１１）：１４４４－１４５２．］

［１１］ ＤＩＥＴＺ Ｔ，ＲＯＳＡ Ｅ Ａ．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９７，９４（１）：１７５－１７９．

［１２］ ＳＨＩ Ａ Ｑ．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
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１９７５－１９９６：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ｏｏｌｅｄ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ａｔａ［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３，４４（１）：２９－４２．

［１３］ 曹丽斌，李明煜，张立，等．长三角城市群 ＣＯ２排放达峰影响研

究［Ｊ］ ．环境工程，２０２０，３８（ １１）：３３ － ３８，５９． ［ ＣＡＯ Ｌｉ⁃ｂｉｎ，ＬＩ
Ｍｉ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Ｇ Ｌｉ，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ｅ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Ｊ］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３８（１１）：３３－３８，５９．］

［１４］ 李鹏宇，张倩．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变迁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间的关系分析［ Ｊ］ ．农村经济与科技，２０１４，２５（６）：１０４－ １０５，
７０． ［ ＬＩ Ｐｅｎｇ⁃ｙｕ，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Ｊ］ ．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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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２５（６）：１０４－１０５，７０．］
［１５］ 郭炳南，林基，刘堂发．长三角地区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

脱钩关系的实证研究 ［ Ｊ］ ．生态经济，２０１７，３３ （ ４）：２５ － ２９．
［ＧＵＯ Ｂｉｎｇ⁃ｎａｎ， ＬＩＮ Ｊｉ， ＬＩＵ Ｔａｎｇ⁃ｆａ．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７，３３（４）：２５－２９．］

［１６］ 刘贤赵，高长春，韩用顺，等．２００８ 年以来湖南省碳排放重心与

经济发展重心演变及其相关分析［ 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２０１７，３３（９）：７９２－７９９．［ ＬＩＵ Ｘｉａｎ⁃ｚｈａｏ，ＧＡＯ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ＨＡＮ
Ｙｏｎｇ⁃ｓｈｕｎ，ｅｔ 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ｃｉ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８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３３（９）：７９２－７９９．］

［１７］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２０２２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生态环境部环办气候函〔２０２２〕１１１
号）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５］．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ｅｅ．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２０１８ ／ ｘｘｇｋ ／ ｘｘｇｋ０６ ／ ２０２２０３ ／ ｔ２０２２０３１５＿９７１４６８．ｈｔｍｌ．

［１８］ 蔡博峰．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研究［Ｊ］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２０１１，
３１（１）：２３－２８．

［１９］ ＹＯＲＫ Ｒ，ＲＯＳＡ Ｅ Ａ，ＤＩＥＴＺ Ｔ． ＳＴＩＲＰＡＴ，ＩＰＡ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３，４６（３）：３５１－３６５．

［２０］ 龚利，屠红洲，龚存．基于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的能源消费碳排放的

影响因素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Ｊ］ ．工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８，
３７（８）：９５－１０２．［ＧＯＮＧ Ｌｉ，ＴＵ 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ＧＯＮＧ Ｃｕｎ．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ＩＲＰＡＴ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８，
３７（８）：９５－１０２．］

［２１］ 唐赛，付杰文，武俊丽．中国典型城市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Ｊ］ ．
统计与决策，２０２１，３７（２３）：５９－６３．［ＴＡＮＧ Ｓａｉ，ＦＵ Ｊｉｅ⁃ｗｅｎ，ＷＵ
Ｊｕｎ⁃ｌｉ．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ｙｐｉ⁃
ｃ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 ３７ （ ２３）：
５９－６３．］

［２２］ ＭＡ Ｈ Ｔ，ＳＵＮ Ｗ，ＷＡＮＧ Ｓ Ｊ，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２０１９，１４０：２０９－２１５．

［２３］ ＬＩＮ Ｂ Ｑ，ＯＵＹＡＮＧ Ｘ 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２（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ｎ⁃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Ｊ ］ ．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４， ６８：
６８８－６９７．

［２４］ 程豪．碳排放怎么算：《２００６ 年 ＩＰＣＣ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Ｊ］ ． 中 国 统 计，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８ － ３０． ［ ＣＨＥＮＧ Ｈａｏ． Ｈｏｗ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２００６ ＩＰＣ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 Ｊ ］ ．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８－３０．］

［２５］ 林伯强，刘希颖．中国城市化阶段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和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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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背景下“互联网＋植树”的公众参与意愿
及其对政府和企业主导模式的选择

张文瑞１，２， 张智光１，２① 　 （１􀆰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７； ２􀆰 南京林业大学环境与发展系统工程研

究所，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７）

摘要： 为进一步激发公众在碳中和背景下参与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基于知信行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采用问卷调

查法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公众参与不同“互联网＋植树”模式的意愿动因及其行为选择。 将我国现有的

“互联网＋植树”模式归纳为 ２ 种，分别是以“蚂蚁森林”为代表的企业主导模式和以“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为代

表的政府主导模式。 通过实证结果可知：环境认知和感知行为效能显著正向影响公众参与态度；态度和感知行为

效能显著正向影响公众参与意愿；感知行为效能可以直接或间接激发公众参与意愿。 主观规范对公众参与态度

和意愿都没有显著影响，即外部环境并不能有效激励公众的参与行为。 参与意愿显著正向影响 ２ 种模式下的公

众参与行为，但选择参与“蚂蚁森林”行为的路径系数要大于“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的路径系数。 最后，提出

“互联网＋植树”应当通过普及环境知识、打造融合平台、开辟互动渠道等方法来促进公众参与行为的提升。
关键词： 碳中和； “互联网＋植树”； 企业主导模式； 政府主导模式； 计划行为理论； 感知行为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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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在 ２０３０ 年前达峰、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

碳中和”，国务院也针对“双碳”提出了 ５ 项目标［１］。
其中，只有林业能够发挥碳汇的作用［２］。 因此，林
业在“双碳”目标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植树造林则是

提升碳汇能力的重要途径。 同时，我国也在 ２０２０ 年

的气候雄心峰会中提出了“２０３０ 年的森林的积蓄量

较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４５ 亿立方米”的国土绿化目标［３］。
为达成以上目标，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植树

造林的政策，但大部分政策都“自上而下”地依靠政

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机制，忽视了公众参与的重

要性［４］。 如何发挥群众力量“自下而上”地为植树

造林做出贡献，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一项关键议题。
近年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公众参与植

树造林提供了新机遇。 作为植树造林企业主导模

式的代表，“蚂蚁森林”２０１６ 年在支付宝一经上线，
便掀起了大众参与、人人植树的新浪潮；２０１７ 年，政
府主导的“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项目实施启动，
并首先在北京、陕西等 ４ 个省（市）试点运行。 自

此，“互联网＋植树”逐渐成为激发广大群众参与植

树造林的重要手段。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蚂蚁森林”
参与人数已超过 ６􀆰 １３ 亿，在内蒙古阿拉善、甘肃威

武等超过 ２０ 万 ｈｍ２ 的荒漠化地区种下超过 ３􀆰 ２６ 亿

棵树苗；与此同时，政府主导的“互联网＋全民义务

植树”试点也达到 １５ 个。 然而，“互联网＋植树”在
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发展瓶颈：“蚂
蚁森林”用户增长缓慢，而“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
项目甚至出现用户流失的现象。 参与流程新鲜感

降低、资金运营透明度欠缺等问题制约了“互联网＋
植树”的持续发展，目前 ２ 种模式遭遇的瓶颈急需

得到突破［５］。
当前学界关于“互联网＋植树”的研究多集中在

“蚂蚁森林”传播途径的特点［６］、机理［７］ 等理论层

面，也有研究针对“蚂蚁森林”的公众参与意愿开展

探讨［８］。 然而，以上研究大都集中于“想”，即参与

意愿形成的阶段，在“做”，即真正实践的阶段却并

未过多着墨。 公众易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导致其行

为与初始意愿发生偏离［９］。 此外，大多数学者仅对

“蚂蚁森林”这一企业主导模式进行研究［６－９］，忽视

了对政府主导下“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模式的研

究。 综上，该研究从平台使用者角度收集数据，结
合“想”与“行”两大决策阶段，试图揭示公众参与

“互联网＋植树”意愿动因与行为选择的内在机理。
这对引导公众参与植树造林，从而实现碳达峰和碳

中和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１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１􀆰 １　 理论分析与概念模型

知信行理论认为：知识、信念和行为之间存在

递进关系［１０］。 知识只有上升为信念，最终才有可能

形成积极的态度去影响行为［１１］。 该研究以经典的

知信行理论为基础，将其 ３ 个维度具体化，构建了描

述认知－态度－行为影响机理的重要模型。
计划行为理论指出：行为意愿是影响最终行为

的唯一因素，而行为意愿又受到态度、主观规范和

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１２］。 其中，态度是指个体对某

项行为的评价，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做出某项行为时

所感受到的外界影响，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感受

到的对于某项行为的可掌控程度，这 ３ 个因素共同

决定了个体所做出的最终行为［１３－１４］。
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ＨＡＲＬＡＮＤ 等［１５］ 进

一步提出了“感知行为效能”的概念，其定义为“个
人对自我行为的价值判断以及是否能够影响他人

实施相似行为的认知”。 研究证实，与环境友好行

为相关的行为决策会受到感知行为效能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感知行为效能”侧重于个体对自己

的行为能否影响他人进而解决某个公共性问题的

认知，而“知觉行为控制”则是侧重于个体对某项行

为难易程度的认知［１５］。 同时，当不涉及 “难易程

度”时，知觉行为控制对于个体行为决策不具有统

计学上的显著意义，是计划行为理论中最不稳定的

变量［１６］。 因此，该研究使用“感知行为效能”代替

计划行为理论中的“知觉行为控制”。
综上所述，该研究提出的概念模型如图 １ 所示。

模型因变量为参与行为，自变量包括环境认知、参
与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效能和参与意愿。 其

中，态度作为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效能的中介变量

间接影响公众参与意愿。

图 １　 概念模型

Ｆｉｇ􀆰 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１􀆰 ２　 观测变量选择与研究假设

环境认知包括对环境保护、环境风险和环境危

机的认知［１７］。 一般说来，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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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愿参与环境治理［１８］。 即在环境保护行为中，环
境认知影响态度［１９］，并进一步作用于环境行为，态
度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２０］。

参与态度主要包括对环保项目的热衷、认同以

及对项目组织者的信任［１６－１７，２０］。 根据计划行为理

论，行为意愿受到态度的影响，而态度主要受行为

后果评价及结果重要程度的影响，即个体对于某项

行为的评价越积极，则个体的行为意愿越强，反之，
个体对某项行为的态度越消极，则个体的行为意愿

越弱［２１］。
参与意愿可分为线上与线下 ２ 个部分，线上主

要关注“互联网＋植树”的相关信息，线下则是实体

参与活动［２２］。 参与意愿作为推进行为产生的动机

层面因素，是促进公众实施行为的内在心理过程和

推动力。 同时，“互联网＋植树”行为会对其他人产

生积极影响（非排他性），而植树的成本，如消耗的

时间、 精力、 财力则由 行 为 人 个 人 承 担 （ 竞 争

性） ［２３］。 因此，可以将“互联网＋植树”行为视作一

种具有外部性的环境友好行为，公众的参与意愿越

强烈，其越有可能真正参与“互联网＋植树”。
主观规范表示公众参与“互联网＋植树”时所受

到的来自外界的社会影响，分为意见领袖、相关政

策和亲朋好友 ３ 类［２４］。 一般来说，公众会在很大程

度上依从外界所形成的社会规范，并以此规范自己

的行为［２５］。 已有研究表明，主观规范对态度和行为

意愿具有正向影响［２６－２７］。 且已有学者对计划行为

理论进行关系重塑，验证了主观规范对行为意愿的

影响是经由态度产生的间接效果［２８］，也就是说态度

在主观规范对行为意愿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
感知行为效能表示公众对于“互联网＋植树”的

价值判断以及是否能够影响他人的认知，这种判断

和认知来源于自我内心的价值感、周围人的参与程

度和植树信息的披露［２９］。 已有研究指出，面对环境

保护，那些相信他人会参与合作的个体表现出更加

积极的环保态度和行动意愿［３０］。 即当公众认为“互
联网＋植树”这种环境友好行为的结果能产生效能

的时候，参与该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１：环境

认知对公众参与态度具有正向影响。 Ｈ２：公众参与

态度对公众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Ｈ３ａ：参与意

愿对公众参与 “蚂蚁森林” 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Ｈ３ｂ：参与意愿对公众参与“互联网 ＋全民义务植

树”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Ｈ４：主观规范对公众参与

态度具有正向影响。 Ｈ５：主观规范对公众参与意愿

具有正向影响。 Ｈ６：感知行为效能对公众参与态度

具有正向影响。 Ｈ７：感知行为效能对公众参与意愿

具有正向影响。
在图 １ 概念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以上观测变量

和研究假设，得到整体的理论模型（图 ２）。

图 ２　 “互联网＋植树”意愿动因与行为选择理论模型

Ｆｉｇ􀆰 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Ｔｒｅ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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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设计与数据获取

２􀆰 １　 问卷设计与变量选取

在问卷设计部分，以已有研究中变量相近的量

表为基础，结合“互联网＋植树”自身的特征进行调

整和扩展，构建了包括 ２８ 个题项的初测问卷，具体

题项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含义及题项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潜变量 观测变量 编码 题项

环境认知 环境保护认知 ＥＣ１ 人类需要顺应自然规律并与自然和谐相处

环境风险认知 ＥＣ２ 人类所处的生存环境正在慢慢恶化

ＥＣ３ 空气污染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环境危机认知 ＥＣ４ 我认为目前关于环境的问题有些小题大做

ＥＣ５ 我认为气候问题不太会影响自己和家人

行为态度 热衷环保项目 ＢＡ１ 我对参与环保项目有一定的期待与热诚

认同捐款植树 ＢＡ２ 我认为对植树项目进行捐款不是浪费的

互联网植树吸引力 ＢＡ３ 我认为参与“蚂蚁森林”的能量收集是有趣的

热衷实体种树 ＢＡ４ 我认为实体种树、亲自感受植树过程是充实的

互联网植树成就感 ＢＡ５ 我认为“互联网＋植树”可以实现生活环境的改善的

信任组织者 ＢＡ６ 我认为大企业应当肩负起应有的环保责任

主观规范 亲朋好友影响力 ＳＮ１ 如果周围绝大部分人认为我应该参与互联网植树活动，我会更愿意
参加互联网植树活动

相关政策宣传力 ＳＮ２ 如果政府部门出台相关参与互联网植树的奖励政策，我会更愿意参
加互联网植树活动

意见领袖感召力 ＳＮ３ 如果政府领导人、自己喜欢的公众人物和我一起参与互联网植树活
动，则有助于激励我参与活动

感知行为效能 周围人参与程度 ＯＥ１ 我周围的大部分人主观上愿意参与互联网植树活动

植树信息披露度 ＯＥ２ 相关植树信息的进程发布可以增强我对互联网植树活动的信任感

自我内心价值感 ＯＥ３ 我的互联网植树行为可以对国土绿化做出一定的贡献

参与意愿 关注相关信息 ＢＩ１ 我愿意浏览互联网植树的相关新闻

愿意实体种树 ＢＩ２ 我主观上愿意参与线下植树活动

愿意树木管护 ＢＩ３ 我主观上愿意对现有苗木进行浇水、修剪等管护工作

愿意宣传绿化 ＢＩ４ 我主观上愿意为国土绿化公益进行宣传

“蚂蚁森林”参与行为 “蚂蚁森林”参与次数 ＰＢ１－１ 平均每天打开支付宝参与“蚂蚁森林”能量收集的次数

“蚂蚁森林”参与时间 ＰＢ１－２ 平均每天参与“蚂蚁森林”能量收集的时间

收集自己能量值 ＰＢ１－３ 平均每天自己产生“蚂蚁森林”能量的数量

收集好友能量值 ＰＢ１－４ 平均每天收集好友能量的数量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参与行为 浏览官网次数 ＰＢ２－１ 平均每天浏览“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相关信息的次数

线上捐款次数 ＰＢ２－２ 平均每天参与线上植树项目捐款的次数

线下活动次数 ＰＢ２－３ 平均每年参与线下实体项目的时间

ＥＣ４、ＥＣ５ 这 ２ 个题项为反向编码。

　 　 首先进行一轮预调研，共发放 ２２０ 份预测试问

卷，经过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剔除与总分

相关性小于 ０􀆰 ４ 或因子载荷小于 ０􀆰 ５ 的题项（ＥＣ２
和 ＥＣ５），并完善修改了部分题项，最终形成了包含

２６ 个题项的正式问卷。 其中，除了 ＥＣ４ 和 ＥＣ５ 为

反向编码外，其余变量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 级量表测量

（１＝完全不同意，５＝完全同意）。
２􀆰 ２　 数据获取

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研究团队于 ２０２１ 年

７—１１ 月在南京市的 ２ 个省级“互联网＋全民义务植

树”基地进行的问卷调研。 南京的互联网普及率位

居全国前列，整体教育水平较高，公众参与“互联

网＋植树”的渠道较为丰富。 因此，以南京市为研究

区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正式问卷发放采用纸质问卷和在线问卷相结

合的方式。 其中纸质问卷共发放 ８００ 份，在线问卷

通过专业平台“问卷星”共发放 ２５４ 份。 调研对象

涵盖了各类人员，共发放问卷 １ ０５４ 份，回收 ９９２
份，其中有效问卷 ８０２ 份，回收率为 ９４􀆰 １％，问卷有

效率为 ７５􀆰 ９％。 有效样本量已超过题项数量的 １０
倍，可以开展进一步研究分析［３１］。

如表 ２ 所示，调查群体中男女性别比例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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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年龄主要集中在 ２１～４０ 岁，占比达 ８１％，５０ 岁

以上人群占比则不足 １％；从受教育水平看，教育水

平相对较高，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８６％；月收入主要

集中在＞４ ０００ ～ ６ ０００ 元，占比为 ３１􀆰 ２％。 整体来

看，研究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 ２　 受访者样本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频数 占比 ／ ％

性别 男 ４０４ ５０􀆰 ５
女 ３９８ ４９􀆰 ５

年龄 ２０ 岁以下 １０２ １２􀆰 ７
２１～３０ 岁 ４３５ ５４􀆰 ２
３１～４０ 岁 ２２３ ２７􀆰 ８
４１～５０ 岁 ３８ ４􀆰 ７
５０ 岁以上 ４ ０􀆰 ５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５２ ６􀆰 ５
高中、中专、中职 ６０ ７􀆰 ５
大专 １８９ ２３􀆰 ６
本科 ４５６ ５６􀆰 ６
硕士及以上 ４５ ５􀆰 ８

工作性质 学生 ２３６ ２９􀆰 ４
公司职员 ３７１ ４６􀆰 ３
公职人员 １２６ １５􀆰 ７
个体经营户 ３４ ４􀆰 ２
其他 ３５ ４􀆰 ４

月均收入 ≤２ ０００ 元 ２４５ ３０􀆰 ５
＞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 元 ６２ ７􀆰 ７
＞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 元 ２５０ ３１􀆰 ２
＞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 元 ５６ ７􀆰 ０
＞８ ０００ 元 １８９ ２３􀆰 ６

３　 实证分析

３􀆰 １　 信效度检验

信度反映了量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通常以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 数 表 示。 若 探 索 性 研 究 中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达到 ０􀆰 ７，则表示通过检验［３２］。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 ０ 软件计算得出各潜变量所对应的 ７
个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均大于 ０􀆰 ７，且总量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９１１＞０􀆰 ７，表明总体信度

较高。
效度反映了测量结果与与其考察内容之间的

吻合程度，其测量指标包括因子载荷、组合信度

（ＣＲ）和平均方差抽取量（ＡＶＥ），各自的检验条件

为因 子 载 荷 ＞ ０􀆰 ６０、 ＣＲ 值 ＞ ０􀆰 ７０ 和 ＡＶＥ 值 ＞
０􀆰 ５０［３３－３４］。 如表 ３ ～ ４ 所示，所有变量的效度测量

指标均通过检验，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信度和

聚合效度；所有变量 ＡＶＥ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各成对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别

效度。
通过 ＡＭＯＳ ２４􀆰 ０ 统计软件对所有维度进行验

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标如下：卡方 （χ２） ＝ ７０４􀆰 ７９９，
自由度 （ＤＦ） ＝ ２７８，卡方与自由度比值 ＝ ２􀆰 ５３５ ＜
３􀆰 ００，拟合优度指数（ＧＦＩ） ＝ ０􀆰 ９３２≥０􀆰 ９０，比较拟

合指数 （ ＣＦＩ） ＝ ０􀆰 ９６９≥０􀆰 ９０，塔克 －刘易斯指数

（ＴＬＩ）＝ ０􀆰 ９６３≥０􀆰 ９０，近似误差均方根（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４４≤０􀆰 ０５，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理想标准。

表 ３　 区别效度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潜变量
“互联网＋全民义务
植树”参与行为

“蚂蚁森林”
参与行为

参与意愿 感知行为效能 主观规范 参与态度 环境认知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参与行为 ０􀆰 ７８４
“蚂蚁森林”参与行为 ０􀆰 ３７８ ０􀆰 ８２９
参与意愿 ０􀆰 １７７ ０􀆰 ２１９ ０􀆰 ８５８
感知行为效能 ０􀆰 １５４ ０􀆰 １７４ ０􀆰 ７６４ ０􀆰 ８１４
主观规范 ０􀆰 １１２ ０􀆰 １１４ ０􀆰 ６１０ ０􀆰 ７４７ ０􀆰 ８４４
参与态度 ０􀆰 １４７ ０􀆰 ２２３ ０􀆰 ６８１ ０􀆰 ７３９ ０􀆰 ５９１ ０􀆰 ８０１
环境认知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５ ０􀆰 ３１５ ０􀆰 ３４６ ０􀆰 ２８１ ０􀆰 ３９５ ０􀆰 ７８９

矩阵对角线为平均方差抽取量（ＡＶＥ）的平方根，对角线下方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３􀆰 ２　 假设检验

在信效度检验的基础上，对模型整体拟合情况

以及潜变量之间关系假设进行检验，结构模型结果

如下：卡方 ＝ ８０６􀆰 １９８，自由度 ＝ ２８８，卡方自由度比

值＝ ２􀆰 ７９９＜３􀆰 ００，拟合优度指数 ＝ ０􀆰 ９２４≥０􀆰 ９０，比
较拟合指数 ＝ ０􀆰 ９６２≥０􀆰 ９０，塔克 －刘易斯指数 ＝
０􀆰 ９５７≥０􀆰 ９０，近似误差均方根 ＝ ０􀆰 ０４７≤０􀆰 ０５。 模

型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理想标准，可以进一步检验

其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水平。
运用 ＡＭＯＳ ２４􀆰 ０ 统计软件对该模型进行参数

估计，模型各变量之间的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其中， 环 境 认 知 对 公 众 参 与 态 度 的 路 径 系 数

β ＝０􀆰 １５７，Ｐ ＜ ０􀆰 ００１；公众参与态度对参与意愿的

路径系数 β ＝ ０􀆰 ２５４，Ｐ ＜ ０􀆰 ００１；公众参与意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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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森林” 参与行为的路径系数 β ＝ ０􀆰 ２２７，Ｐ ＜
０􀆰 ００１；公众参与意愿对“互联网 ＋ 全民义务植树”
参与行为的路径系数 β ＝ ０􀆰 １８５，Ｐ ＜ ０􀆰 ００１；主观规

范对公众参与态度的路径系数为 β ＝ ０􀆰 ０８３，Ｐ ＞
０􀆰 ００１；主观规范对公众参与意愿的路径系数为 β ＝

０􀆰 ０６４，Ｐ ＞ ０􀆰 ００１；感知行为效能对参与态度的路

径系数 β ＝ ０􀆰 ６２３，Ｐ ＜ ０􀆰 ００１；感知行为效能对参与

意愿的路径系数 β ＝ ０􀆰 ５２９，Ｐ ＜ ０􀆰 ００１。 综上可知，
Ｈ１、Ｈ２、Ｈ３ａ、Ｈ３ｂ、Ｈ６、Ｈ７ 假设成立，Ｈ４、Ｈ５ 假设不

成立。

表 ４　 信度及收敛效度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潜变量　 　 指标
标准化

因子载荷
标准误 临界比 Ｐ 值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

组合信度
平均方差
抽取量

环境认知 ＥＣ１ ０􀆰 ６６５ ０􀆰 ８２６ ０􀆰 ８３０ ０􀆰 ６２２
ＥＣ３ ０􀆰 ７９８ ０􀆰 ０７１ １８􀆰 ６２５ ∗∗∗
ＥＣ４ ０􀆰 ８８７ ０􀆰 ０８０ １８􀆰 ８６１ ∗∗∗

参与态度 ＢＡ１ ０􀆰 ８０９ ０􀆰 ９１２ ０􀆰 ９１４ ０􀆰 ６４１
ＢＡ２ ０􀆰 ８３５ ０􀆰 ０３５ ２７􀆰 ４０３ ∗∗∗
ＢＡ３ ０􀆰 ７８７ ０􀆰 ０４４ ２５􀆰 ２７４ ∗∗∗
ＢＡ４ ０􀆰 ８５７ ０􀆰 ０３７ ２８􀆰 １３６ ∗∗∗
ＢＡ５ ０􀆰 ８０３ ０􀆰 ０３４ ２５􀆰 ５６６ ∗∗∗
ＢＡ６ ０􀆰 ７０３ ０􀆰 ０３６ ２１􀆰 ４３５ ∗∗∗

主观规范 ＳＮ１ ０􀆰 ８０５ ０􀆰 ８７８ ０􀆰 ８８１ ０􀆰 ７１３
ＳＮ２ ０􀆰 ８８５ ０􀆰 ０３６ ２７􀆰 ７５７ ∗∗∗
ＳＮ３ ０􀆰 ８４１ ０􀆰 ０３８ ２６􀆰 ００７ ∗∗∗

感知行为效能 ＯＥ１ ０􀆰 ８４４ ０􀆰 ８５１ ０􀆰 ８５５ ０􀆰 ６６３
ＯＥ２ ０􀆰 ７４５ ０􀆰 ０４２ ２３􀆰 ６７４ ∗∗∗
ＯＥ３ ０􀆰 ８５０ ０􀆰 ０３６ ２８􀆰 １４６ ∗∗∗

参与意愿 ＢＩ１ ０􀆰 ８１９ ０􀆰 ９１５ ０􀆰 ９１８ ０􀆰 ７３６
ＢＩ２ ０􀆰 ８８６ ０􀆰 ０３３ ３０􀆰 １５１ ∗∗∗
ＢＩ３ ０􀆰 ８９４ ０􀆰 ０３２ ３０􀆰 ５９１ ∗∗∗
ＢＩ４ ０􀆰 ８３０ ０􀆰 ０３１ ２７􀆰 ６８９ ∗∗∗

“蚂蚁森林”参与行为 ＰＢ１－１ ０􀆰 ７９９ ０􀆰 ８９４ ０􀆰 ８９８ ０􀆰 ６８７
ＰＢ１－２ ０􀆰 ８４２ ０􀆰 ０４４ ２６􀆰 ８８３ ∗∗∗
ＰＢ１－３ ０􀆰 ８８４ ０􀆰 ０３９ ２６􀆰 ８７６ ∗∗∗
ＰＢ１－４ ０􀆰 ７８７ ０􀆰 ０３６ ２３􀆰 ３２３ ∗∗∗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参与行为 ＰＢ２－１ ０􀆰 ６０３ ０􀆰 ８０８ ０􀆰 ８２３ ０􀆰 ６１５
ＰＢ２－２ ０􀆰 ７８１ ０􀆰 １１０ １７􀆰 １３６ ∗∗∗
ＰＢ２－３ ０􀆰 ９３４ ０􀆰 １１６ １６􀆰 ６３１ ∗∗∗

ｎ ＝ ８０２；∗∗∗表示 Ｐ＜０􀆰 ００１。

表 ５　 假设检验表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ｅｓｔ

假设 路径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临界比 Ｐ 值

Ｈ１ 环境认知→参与态度 ０􀆰 １５７ ０􀆰 ０５１ ４􀆰 ８０３ ∗∗∗
Ｈ２ 参与态度→参与意愿 ０􀆰 ２５４ ０􀆰 ０５３ ５􀆰 ６１６ ∗∗∗
Ｈ３ａ 参与意愿→“蚂蚁森林”参与行为 ０􀆰 ２２７ ０􀆰 ０５１ ５􀆰 ８７２ ∗∗∗
Ｈ３ｂ 参与意愿→“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参与行为 ０􀆰 １８５ ０􀆰 ０１６ ４􀆰 ６８１ ∗∗∗
Ｈ４ 主观规范→参与态度 ０􀆰 ０８３ ０􀆰 ０４３ １􀆰 ６４５ ０􀆰 １００
Ｈ５ 主观规范→参与意愿 ０􀆰 ０６４ ０􀆰 ０４７ １􀆰 ３６２ ０􀆰 １７３
Ｈ６ 感知行为效能→参与态度 ０􀆰 ６２３ ０􀆰 ０５４ １１􀆰 ０６８ ∗∗∗
Ｈ７ 感知行为效能→参与意愿 ０􀆰 ５２９ ０􀆰 ０７１ ８􀆰 ３２４ ∗∗∗

ｎ＝ ８０２；∗∗∗表示 Ｐ＜０􀆰 ００１。

３􀆰 ３　 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图 ３ 中标准化作用路径系数可以客观反映各个

潜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 从影响参与态度的变量

来看，环境认知（ β ＝ ０􀆰 １５７， Ｐ ＜ ０􀆰 ００１）和感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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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 β ＝ ０􀆰 ６２３， Ｐ ＜ ０􀆰 ００１）是对公众参与态度影

响最强的 ２ 个变量，并且均为正向影响，即 Ｈ１ 和

Ｈ６ 得证。 主观规范对态度影响并不显著，即假设

Ｈ４ 不成立。 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互联网＋植树”有
别于一般的环境友好行为，具有虚拟性［３５］，这种性

质导致公众参与时的社交属性减弱，削弱了公众的

情感反馈，以至于不能影响公众的参与态度。 调研

发现，很多公众放弃使用的原因是对“蚂蚁森林”好
友偷取能量的行为表示反感，甚至是厌恶。 他们感

觉这种损失带来的“愤怒遗憾”要大于获得带来的

“满足成就” ［３６］，失去了“互动感”和“成就感”，公众

对于外界的“声音”大多持“充耳不闻”的态度，主观

规范也就不能对公众的参与态度产生影响。
从影响参与意愿的变量来看，公众的参与态度

（ β ＝ ０􀆰 ２５４， Ｐ ＜ ０􀆰 ００１） 和感知行为效能 （ β ＝
０􀆰 ５２９， Ｐ ＜ ０􀆰 ００１）是对公众参与意愿影响最强的 ２
个变量，并且均为正向影响，即 Ｈ２ 和 Ｈ７ 得证。 主

观规范对公众参与意愿不具有正向影响，即假设 Ｈ５
不成立。 究其原因，在调研中发现，大多数的受访

者只参与过“蚂蚁森林”的相关活动，对政府主导的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知之甚少，而公众的参与

意愿与宣传力度密切相关［３７］。 宣传力度的增强自

然会加深人们对于项目的印象，进而激发公众的探

索欲。 再者，部分受访者认为政府主导模式下的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是“面子工程”，对出台的

相关政策法规并不十分信任。 因此，外部宣传的不

到位和公众的不信任导致了主观规范对意愿影响

的“失灵”。
从公众的行为选择来看，参与意愿对 ２ 种模式

下的“互联网＋植树”行为均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在

“蚂蚁森林”的路径系数 （β ＝ ０􀆰 ２２７，Ｐ ＜ ０􀆰 ００１） 要

大于“互联网 ＋ 全民义务植树” 的路径系数（β ＝
０􀆰 １８５，Ｐ ＜ ０􀆰 ００１）。 这说明公众参与“互联网＋植
树”的意愿提升有助于强化公众的参与行为。 同

时，两者的参与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究其原因，
很多受访者指出：“蚂蚁森林”的体验感和趣味性都

要高于“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且“互联网＋全民

义务植树”的参与方式多为在线捐款，公众即使有

参与的意愿，也会碍于资金流向不透明等问题而没

有实际行为。

图中实线路径表示通过检验，虚线路径表示未通过检验。

图 ３　 结构方程路径检验结果

Ｆｉｇ􀆰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ｔｅｓｔ

３􀆰 ４　 中介效应分析

如图 ３ 所示，在路径“主观规范→态度→意愿”
和“感知行为效能→态度→意愿”中，“态度”可能充

当中介变量从而具有中介效应，需要进行中介效应

分析，以确定上述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首先

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抽样方法抽取 ５ ０００ 个样本，然后进

行模型拟合，得到中介效应的点估计和区间估计

值，如果其 ９５％置信区间中不包括 ０，表明中介效应

显著［３８］。 该研究使用 ＡＭＯＳ ２５􀆰 ０ 进行中介效应检

验。 由表 ６ 可知，主观规范通过公众参与态度对其

参与意愿产生正向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０􀆰 ０２１，但
９５％置信区间均包含 ０， Ｐ ＝ ０􀆰 ０８１， 中介效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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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感知行为效能通过公众参与态度对其参与意

愿产生正向影响，中介效应值为 ０􀆰 １７７，９５％置信区

间均不包含 ０，Ｐ＜０􀆰 ００１，中介效应显著。 主观规范

到参与意愿的直接效应值为 ０􀆰 ０６４，置信区间包含

０，Ｐ＝ ０􀆰 ２６６，直接效应不显著；感知行为效能到参与

意愿的直接效应值为 ０􀆰 ５９３，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Ｐ＜
０􀆰 ００１，直接效应显著。 因此，感知行为效能到意愿

的中介作用路径是部分中介。

表 ６　 标准化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中介效应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ｅｓｔ

路径 效应值
９５％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Ｐ 值

主观规范→态度→意愿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８１
感知行为效能→态度→意愿 ０􀆰 １７７ ０􀆰 １０４ ０􀆰 ２７２ ０􀆰 ０００
主观规范→意愿 ０􀆰 ０６４ －０􀆰 ０５３ ０􀆰 １８３ ０􀆰 ２６６
感知行为效能→意愿 ０􀆰 ５９３ ０􀆰 ４１１ ０􀆰 ７７２ ０􀆰 ０００

４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４􀆰 １　 主要结论

第一，从心理认知角度来看，环境保护认知的

因子载荷小于环境风险认知和环境危机认知的因

子载荷，同时环境认知对公众参与态度有显著正向

影响。 这说明，公众对环境恶化的认知更加深刻，
而对维持良好环境的认知不强。 公众往往等到环

境恶化并感知到环境污染和问题严重性时，才得以

重视。 这反映出公众的总体环境认知水平偏低，应
该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认知的加强。

第二，从内源因素来看，态度和感知行为效能

都对参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且感知行为效能较之

态度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更大，同时感知行为效能又

可以通过态度对意愿产生中介作用。 这说明态度

和感知行为效能都是影响公众参与“互联网＋植树”
的内在关键因素。 其中，态度是公众参与行为中的

重要纽带，而感知行为效能则是公众参与行为的源

动力。
第三，从外源因素来看，主观规范对公众参与

态度和参与意愿都没有显著影响。 可能的原因如

下：首先，参与流程中不涉及互动环节，对于“互联

网＋植树”行为，公众更多感受的是“独乐乐”，而没

有“众乐乐”；其次，社会媒体和政府部门的宣传力

度不够，容易导致对项目的不理解继而不参与；再
者，意见领袖对植树活动没有做到“与众同乐”，感
召力仅仅浮于“网页”表面而没能扎根“土地”深层。
以上 ３ 个方面的缺失使得主观规范没能发挥应有的

作用。
第四，公众参与意愿显著影响 ２ 种模式下的参

与行为，但“蚂蚁森林”较“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
的公众参与行为路径系数更大，这体现出 ２ 种模式

对公众的吸引力是有差异的。 “蚂蚁森林”依靠支

付宝平台提供的公众入口优势以及人机交互的趣

味性，不仅吸引了公众体验虚拟植树的乐趣，而且

提升了公众对于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的兴趣。 而公

众对于“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的了解远少于“蚂
蚁森林”，且参与过程趣味性不足，反馈信息也不及

时，使得两者的参与力度相距甚远。
４􀆰 ２　 政策启示

第一，普及环境知识，提升环保素养。 鉴于环

境认知对公众参与态度具有重要影响，加强环境保

护认知则成为重中之重。 而环保知识内容复杂，涉
及范围较广，需要公众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

习和领悟。 所以“蚂蚁森林”和“互联网＋全民义务

植树”作为参与“互联网＋植树”的入口，更应该成为

培养环保观念和公益宣传推广的重要媒介。 同时，
政府和企业可以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环境知识普

及活动，注重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常用传播

媒介的作用，提升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素养。
第二，打造融合平台，政企双向联动。 鉴于感

知行为效能是影响机理中的重要动力，提升公众的

参与兴趣可以由此着手。 政府的实体植树活动和

企业的游戏化设置是吸引公众参与的亮点，所以两

者可以在植树项目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打造一

体化平台。 例如在“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单
独开辟出“蚂蚁森林”实体种树板块，公众积攒的能

量达成目标后，可以就近进行实体种树。 这不仅可

以提升公众的兴趣，增强内心的价值感，更是为建

设绿色碳中和城市贡献一份助力。 与此同时，政府

部门可以加强对“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和“蚂蚁

森林”的落实与监管，每月定期向公众汇报资金流

向以及植树信息。 同时，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

度，杜绝现金流不透明和实体植树不到位的不良

现象。
第三，开辟互动渠道，改善公众信任。 鉴于主

观规范对公众参与行为影响力的“失灵”，政府应该

借助碳中和的“东风”，主动开辟新的“互联网＋植
树”项目，丰富公众之间的双向以及多向互动内容，
使得人人参与成为一种潮流，进而在社会中营造植

树氛围。 意见领袖发挥宣传作用的同时也要以身

作则，积极参与植树造林的相关项目，让公众产生

更强的认同感、互动感和满足感；出台相关奖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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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对参与者予以一定的经济鼓励以及福利优惠，
增强公众内心的获得感和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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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碳汇量核算及
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宁海县为例

纪荣婷１， 黄言秋１， 程　 虎２， 陈苏娟１， 赵志强１， 蔡金傍１， 刘臣炜１， 李海东１， 励蓉蓉３， 张龙江１， 曾　
远１① 　 （１􀆰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２􀆰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８；
３􀆰 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宁海分局， 浙江 宁海　 ３１５６００）

摘要： 如何科学评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以下简称“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碳源碳汇的变化趋势、时空分

布、影响因子，对指导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以浙江省宁海县为例，基于 ＩＰＣＣ 碳排放清单，测度宁

海县碳汇量与碳排放量，分析区域碳汇的空间分布规律，并基于方差分解分析探究宁海县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结

果表明，宁海县碳汇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从 ４３􀆰 ９１ 万上升至 ４９􀆰 ４０ 万 ｔ，其中，森林碳汇量占比为

８８􀆰 ２１％～９１􀆰 １２％；碳源量呈现平稳—急剧上升—波动下降—保持稳定的变化趋势，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１５４􀆰 １７ 万变化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０８􀆰 ８７ 万 ｔ。 从碳汇量的空间分布来看，宁海县县域碳汇大致呈现西部＞东南部＞北部＞中部的西高东低

格局；宁海县碳排放可被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两山”建设驱动因素共同解释，３ 个因素对碳排放的共有解释度为

６０􀆰 ８６％，各因子的解释度表现为经济因素＞“两山”建设驱动因素＞社会因素。 该研究为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的碳源碳汇量核算提供了新思路，可为下一步政策制定和县域绿色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碳汇； 碳排放； 空间分布； 影响因素； 宁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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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气候变暖是 ２１ 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

挑战，由温室气体超标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是气候

变暖的主要因素，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

的影响［１］。 ＣＯ２是最为主要的一种温室气体，碳排

放控制已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任务的重点［２］。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

加大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措施，
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碳达峰，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

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碳排放量占全球 ＣＯ２ 排放量的

２８％［３－４］，碳减排已成为我国环境整治中一项紧迫

而艰巨的任务。 因此，有必要科学地进行区域碳排

放核算方法和影响因素研究，这有助于当地政府探

索碳减排的有效路径和措施，从理论上为制定合理

的碳减排目标提供支撑［５］。 同时，生态碳汇是实现

“碳吸收和清除”的重要工具，目前生态碳汇已成为

国际公认的碳减排方法，是在确保我国持续健康发

展前提下履行碳减排承诺的重要措施［６］。 因此，开
展区域碳源碳汇研究关键且急迫，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国内外对区域碳源碳

汇开展了广泛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源碳

汇核算、区域差异分析、影响因子解析、碳减排和监

管政策等方面［７－８］。 关于碳源碳汇的核算，目前以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发布的评估报

告最为权威，２００６ 年 ＩＰＣＣ 发布了《 ＩＰＣＣ 国家温室

气体排放清单指南（２００６）》，总结了能源，工业过程

和产品使用，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以

及其他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９］。 义白璐等［１０］ 以长

三角地区为研究区域，从区域和城市尺度 ２ 个层面

出发，结合长三角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综合分析其碳

源和碳汇的空间特征，量化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

空间碳排放强度。 石羽［１１］ 通过对国内外碳源碳汇

空间格局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计算了辽中城市群碳

源排放总量、分布特征和碳源碳汇格局的演变趋

势。 目前区域碳源碳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区

域和省级层面［１２－１４］，对县域或更小尺度的研究相对

缺乏。 县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开展

县域尺度碳源碳汇时空变化分布规律及驱动因素

研究，有助于评估县域尺度生态环境状况，对推动

县域低碳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

称“两山”）理念的稳步推进和深入发展，生态文明

建设已成为县域绿色发展的主旋律。 截至目前，全
国已有 １３６ 个地区获得“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
“两山”基地建设成效显著，自然生态环境本底改

善，在区域碳汇功能中发挥着重要功能。 如何科学

评估“两山”基地碳源碳汇的时空变化，明确经济社

会、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这
些问题仍有待研究。 浙江省宁海县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被命名为第三批“两山”基地，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被命名

为第五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

成效显著，在全国“两山”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典

型性和示范性。 该研究针对“两山”基地研究尺度

小、基础资料薄弱、“两山”转化成效突出的特点，构
建适用于“两山”基地的碳源碳汇核算方法，以宁海

县为例剖析其碳源碳汇分布特征和演变趋势，并对

影响因素进行科学识别，以期为“两山”基地绿色低

碳发展提供借鉴。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宁海县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浙江宁波南部

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２９°０６′ ～ ２９°３２′ Ｎ，１２１°０９′ ～
１２１°４９′ Ｅ）， 常住人口 ６９􀆰 ５９ 万人， 县域总面积

１ ９３１􀆰 ００ ｋｍ２，其中陆域面积 １ ８４３􀆰 ００ ｋｍ２，海域面

积 ８８􀆰 ００ ｋｍ２。 地形以低山地、丘陵、平原为主，属
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２０２０ 年，宁海县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７２２􀆰 ５５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 ６􀆰 ６７ ∶
４９􀆰 １０ ∶ ４４􀆰 ２３。 宁海县生态环境质量优良，水质优

良率为 １００％，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９３􀆰 ７２％，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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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状况指数为 ８５􀆰 １０，森林覆盖率达 ６４􀆰 １０％。
１􀆰 ２　 主要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碳汇核算方法

由于农作物生长既是碳汇又是碳源的过程，且
其生长周期不定、生产产品复杂，该研究暂不将其

列入碳汇核算范围。 碳汇核算系数主要参考长三

角地区、浙江省及相近地区的相关文献研究，具有

较强的实用性和可参考性。
（１）植被净生态系统交换量

植 被 净 生 态 系 统 生 产 力 （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可反映大气进入生态系统的

净 ＣＯ２量，在碳排放核算时不考虑植被呼吸作用的

碳排放。 该研究中植被主要包括森林、草地和城市

绿地，其计算公式为

ＣＮＥＰ ＝ ∑ Ｃｖｅｇ，ｉ Ａｖｅｇ，ｉ 。 （１）

式（１）中，ＣＮＥＰ 为植被净生态系统生产力， ｔ·ａ－１；
Ｃｖｅｇ，ｉ为第 ｉ 种植被单位面积的净生产量，ｔ·ｈｍ－２·
ａ－１；Ａｖｅｇ，ｉ为第 ｉ 种植被的面积，ｈｍ－２。 各植被单位面

积的净生产量根据相关文献进行估算：森林、草地

和城市绿地分别为 ３􀆰 ８１、０􀆰 ９５ 和 ３􀆰 ３８ ｔ·ｈｍ－２ ·
ａ－１ ［１０］，森林、草地、城市绿地面积均来自统计数据。

（２）水域碳吸收

水域碳吸收的固碳量主要包括水域和滩涂的

碳吸收量，其计算公式为

Ｚｗａｔｅｒ ＝ Ｃｗａｔｅｒ Ａｗａｔｅｒ ＋ Ｃｍｕｄ Ａｍｕｄ 。 （２）
式（２）中，Ｚｗａｔｅｒ 为水域碳吸收的固碳量，ｔ ；Ｃｗａｔｅｒ 和

Ｃｍｕｄ分别为单位面积河流湖泊和滩涂的固碳速率，
取值分别为 ０􀆰 ５７ 和 ２􀆰 ３６ ｔ·ｈｍ－２·ａ－１；Ａｗａｔｅｒ和 Ａｍｕｄ

分别为河流湖泊和滩涂的面积［１５］，ｈｍ－２。
１􀆰 ２􀆰 ２　 碳排放核算方法

碳源核算主要基于《ＩＰＣＣ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

单（２００６）》，核算内容包括能源消费、工业过程、农
业活动、废水及固体废弃物、自然过程，内容较为全

面，适合县域特点，具有可靠性。
（１）能源消费碳排放（Ｅ）

Ｅ ＝ ∑ Ｑｉ Ｅ ｉ Ｃ ｉ 。 （３）

式（３）中，Ｑｉ为第 ｉ 种能源的消费量，ｔ 或 ｍ３；Ｅ ｉ为第

ｉ 种能源的净发热值，ｋＪ·ｋｇ－１或 ｋＪ·ｍ－３；Ｃ ｉ为第 ｉ
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ｋｇ·ＴＪ－１。 该研究主要考虑

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

８ 种能源，各能源折算系数和碳排放系数见表 １。
（２）工业过程碳排放（ＥＩＰ）

ＥＩＰ ＝ １２ ／ １４∑ Ｑｉ Ｃ ｉ 。 （４）

式（４）中，Ｑｉ为第 ｉ 种工业产品的生产量，ｔ；Ｃ ｉ为第 ｉ
种工业产品的碳排放系数，ｔ·ｔ－１。 该研究主要考虑

钢铁、水泥、石灰、玻璃、合成氨 ５ 种工业产品，其碳

排放系数分别为 １􀆰 ０６、０􀆰 １４、０􀆰 ６９、０􀆰 ２１、３􀆰 ２７ ｔ·ｔ－１

（以 ＣＯ２计） ［１６］。

表 １　 能源折算标准煤系数和碳排放系数值［１７］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ｙｐｅｓ

能源类型 折算标准煤系数１） 碳排放系数 ／ （ ｔ·ｔｃｅ－１）
煤炭 ０􀆰 ７１ ０􀆰 ７６
焦炭 ０􀆰 ９７ ０􀆰 ８６
原油 １􀆰 ４３ ０􀆰 ５９
汽油 １􀆰 ４７ ０􀆰 ５５
煤油 １􀆰 ４７ ０􀆰 ５７
柴油 １􀆰 ４６ ０􀆰 ５９
燃料油 １􀆰 ４３ ０􀆰 ６２
天然气 １􀆰 ３３ ０􀆰 ４２

１）折算标准煤系数的单位：天然气为 ｋｇ·ｍ－３，其余均为 ｔｃｅ·ｔ－１，其
中 ｔｃｅ 为吨标准煤当量。

（３）废弃物处置过程碳排放［１８］

废水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为

ＥＷＷＲ ＝ ３６５ × １２ ／ １６∑ ＮＰＯＰＷＢＯＤＦＳＢ ＣＢＯＤＡＦＴ ，

（５）

ＥＷＷＩ ＝ １２ ／ １６∑ Ｑｉｎｄ－ｗａｔｅｒＱＣＯＤ ＣＣＯＤ 。 （６）

式（５） ～ （６）中，ＥＷＷＲ为生活废水的碳排放量，ｔ；ＮＰＯＰ

为人口数量，人；ＷＢＯＤ为人均 ＢＯＤ 中有机物含量，取
值 ６０􀆰 ００ ｇ·ｄ－１ ·人－１；ＦＳＢ 为易于沉积的 ＢＯＤ 比

例，取值 ０􀆰 ５０；ＣＢＯＤ为 ＢＯＤ 的甲烷排放系数，取值

０􀆰 ６０ ｋｇ·ｋｇ－１；ＡＦＴ 为无氧降解的 ＢＯＤ 比例，取值

０􀆰 ８０；ＥＷＷＩ为工业废水的碳排放量，ｔ；Ｑｉｎｄ－ｗａｔｅｒ为废水

产生量，ｍ３；ＱＣＯＤ 为废水中可降解有机材料总量，
ｋｇ·ｍ－３（以 ＣＯＤ 计）；ＣＣＯＤ为缺省最大 ＣＨ４产生力，
取值 ０􀆰 ２５ ｋｇ·ｋｇ－１（以 ＣＯＤ 计）。

固体废弃物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为

ＥＳＷＬ ＝ ∑ Ｑ１ Ｃ１ ， （７）

ＥＳＷＩ ＝ ∑ Ｑｉ Ｐｄ Ｐｃ Ｐｍ Ｅ 。 （８）

式（７） ～ （８）中，ＥＳＷＬ为填埋固废碳排放量，ｇ；Ｑ１为

填埋垃圾量，ｔ；Ｃ１ 为填埋垃圾的碳排放系数，取值

４􀆰 ７６ ｇ·ｔ－１·ａ－１；ＥＳＷＩ为焚烧固废碳排放量，ｔ；Ｑｉ为

焚烧垃圾量，ｔ；Ｐｄ为废弃物干物质比例，取值 ５５％；
Ｐｃ为废弃物碳含量，取值 ４０％；Ｐｍ为废弃物化石碳

含量，取值 ４０％；Ｅ 为废弃物焚烧炉的燃烧效率，取
值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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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自然过程碳排放

Ｅｖｅｇ ＝ ∑Ａｖｅｇ，ｉ × Ｃｖｅｇ，ｉ ， （９）

ＥＷ ＝ ∑（Ａｒ Ｃｒ ＋ Ａｌ Ｃ ｌ） 。 （１０）

式（９） ～ （１０）中，Ｅｖｅｇ为植被土壤凋落碳排放量，ｔ；
Ａｖｅｇ，ｉ为第 ｉ 种植被类型面积，ｈｍ２；Ｃｖｅｇ，ｉ为第 ｉ 种植被

类型的碳排放系数，ｔ·ｈｍ－２·ａ－１，森林的碳排放系

数 Ｃｖｅｇ－ｆｏｒｅｓｔ ＝ １􀆰 ９０ ｔ·ｈｍ－２·ａ－１，草地的碳排放系数

Ｃｖｅｇ－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 ０􀆰 ９５ ｔ·ｈｍ－２·ａ－１，城市绿地的碳排放

系数 Ｃｖｅｇ－ｂａｎｇｒｅｅｒ ＝ ３􀆰 ３８ ｔ·ｈｍ－２·ａ－１；ＥＷ为水域碳排

放量，ｔ；Ａｒ 为河流面积，ｋｍ２；Ｃｒ 为河流的碳排放系

数，取值 ０􀆰 ０２６ ｔ·ｋｍ－２·ａ－１；Ａｌ为湖泊面积，ｋｍ２；Ｃ ｌ

为湖泊的碳排放系数，取值 ０􀆰 ０４１ ｔ·ｋｍ－２·ａ－１［１０］。
（５）农业活动碳排放

ＥＰ ＝ １２ ／ １６∑Ａｐ，ｉ Ｃｐ，ｉ Ｔｐ，ｉ ， （１１）

ＥＡ ＝ １２ ／ １６∑ Ｎｉ Ｃ ｉ１ Ｃ ｉ２ 。 （１２）

式（１１） ～ （１２）中，Ｅｐ为稻田的碳排放量，ｔ；Ａｐ，ｉ为第 ｉ
类稻田的面积，ｈｍ２；Ｃｐ，ｉ为第 ｉ 类稻田的甲烷排放系

数，ｋｇ·ｈｍ－２·ａ－１；Ｔｐ，ｉ为第 ｉ 类稻田的生长周期，ｄ；
ＥＡ为畜牧业的碳排放量，ｔ；Ｎｉ为第 ｉ 种牲畜的数量，
头；Ｃ ｉ １为第 ｉ 种牲畜肠道发酵的甲烷排放系数，ｋｇ·
头－１·ａ－１；Ｃ ｉ ２为第 ｉ 种牲畜粪便的甲烷排放系数，
ｋｇ·头－１·ａ－１。

表 ２　 动物的甲烷排放系数［１７］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ｉｍａｌ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ｋｇ·头－１·ａ－１

动物 肠道发酵 动物粪便

黄牛 ４７ １􀆰 ７９
奶牛 ６１ １７􀆰 ６８
水牛 ５５ １􀆰 ８６
猪　 １ ０􀆰 ７６
山羊 ５ ０􀆰 １４
绵羊 ５ ０􀆰 １５
家禽 ０􀆰 ０１２

１􀆰 ２􀆰 ３　 “两山”建设成效评估方法

“两山”建设成效主要采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ＧＥＰ，ＰＧＥ）和生态产品初级转化率（ＰＴＲ）评价，其
中 ＧＥＰ 核算方法及结果参照研究组前期已发表

文献［１９］。
ＰＧＥ ＝ ＶＥＰ ＋ ＶＥＲ ＋ ＶＥＣ 。 （１３）

式（１３）中，ＶＥＰ 为生态系统的物质产品价值，万元；
ＶＥＲ为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价值，万元；ＶＥＣ为生态系

统的文化服务价值，万元。 生态产品初级转化率通

过 ＶＥＰ与 ＶＥＣ之和占 ＧＥＰ 的比例表示，以反映“绿水

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水平［２０］。
１􀆰 ３　 数据来源

研究所需数据主要包括区域土地利用数据、能
源消耗、工业和农业产品产量数据、废弃物数据、社
会经济发展数据和“两山”建设成效数据。 其中，土
地利用空间数据包括人工解译的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８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遥感数据以及自然资

源资产负债表数据。 能耗数据、工业和农业产品产

量数据来自于《宁海统计年鉴》，废弃物数据来自于

《宁海县环境质量报告书》。 人口、城镇化率、ＧＤＰ、
产业生产总值等社会经济数据来自于《宁海县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宁海县碳源碳汇计算结果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宁海县碳汇量总体呈现上升趋

势，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４３􀆰 ９１ 万 ｔ 上升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９􀆰 ４０
万 ｔ，增加了 ５􀆰 ４９ 万 ｔ，表明宁海县碳汇能力具有较

大的提升潜力（图 １）。 从碳汇结构看，宁海县碳汇

量主要来源于植被净生态系统生产力（ＮＥＰ），主要

包括森林、草地和城市绿地，其中占比最大的为森

林碳汇量，约占总碳汇量的 ８８􀆰 ２１％ ～ ９１􀆰 １２％。 由

于宁海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６４􀆰 １０％，林地面积大是

宁海县碳汇能力强的最主要原因，２０１８ 年森林碳汇

量较 ２００３ 年增长 １６􀆰 ２２％。 就碳汇量增加率而言，
城市绿地碳汇量增加最快，１５ ａ 间城市绿地碳汇量

增长超 １ 倍，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化的发展和城市建

设的不断完善。 水域碳汇量也是宁海县碳汇量的

主要构成部分，由于宁海县为滨海城市，滩涂碳汇

也是宁 海 县 碳 汇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其 占 比 为

６􀆰 ４７％～７􀆰 ４１％。

图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宁海县碳汇量及结构分析

Ｆｉｇ􀆰 １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ｓ ｉｎ
Ｎｉ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８

研究期间，宁海县碳源量呈平稳—急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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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下降—保持稳定的变化趋势（图 ２）。

图 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宁海县碳源量及结构变化

Ｆｉｇ􀆰 ２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Ｎｉ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８

区域碳源量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１５４􀆰 １７ 万 ｔ 变化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０８􀆰 ８７ 万 ｔ，总体上升 ２􀆰 ３０ 倍，并在 ２０１１
年达到峰值，为 ６４６􀆰 ９１ 万 ｔ，２００５ 年碳排放量最低，
为 １４４􀆰 ９１ 万 ｔ，相差 ３􀆰 ４６ 倍。 从碳源结构来看，不
同类型碳排放的高低顺序为能源消费＞自然过程＞
工业过程＞废水和固废＞农业活动。 能源消费碳排

放是总碳排放量中占比最大的部分，排放量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１４８􀆰 １８ 万 ｔ 变化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８６􀆰 ６７ 万 ｔ，占比

由 ８５􀆰 １７％上升至 ９１􀆰 ５２％。 自然过程碳排放量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１９􀆰 ８２ 万 ｔ 上升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３􀆰 ２１ 万 ｔ，
其占比呈波动下降趋势，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１１􀆰 ３９％下降

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３􀆰 ２９％， 后缓慢上升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４􀆰 ３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过程碳排

放量不断上升，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５􀆰 ４９ 万 ｔ 变化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１􀆰 ４３ 万 ｔ，其占比基本稳定在 ４􀆰 ０３％左右。
２􀆰 ２　 宁海县碳汇空间分布格局

为了分析宁海县不同类型乡镇的碳汇发展潜

力，从乡镇尺度辨析了当前宁海县不同类型碳汇的

空间分布特征（图 ３）。 碳汇低值区域主要集中在强

蛟镇、桥头胡街道、桑州镇、桃源街道和越溪乡，而
碳汇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在黄坛镇、深甽镇和岔路

镇。 从不同碳汇类型分布来看，森林碳汇主要集中

在黄坛镇和深甽镇，占森林碳汇总量的 ３０􀆰 ２４％，县
内著名的野鹤湫景区和国家级森林公园———南溪

温泉森林公园均位于两镇镇域范围内。 城市绿地

碳汇量在各乡镇间差异较小，主要以深甽镇、黄坛

镇和跃龙街道城市绿地碳汇量较高。 各乡镇间草

地碳汇量差异较小，其中胡陈乡和跃龙街道的草地

碳汇较高。 河流碳汇主要集中在长街镇、力洋镇、
黄坛镇和岔路镇，这主要是由于宁海县域境内水系

丰富，众多河流中白溪、大溪（洋溪）、凫溪、清溪、中
堡溪这五大溪流和颜公河的流域面积最大。 宁海

县滩涂主要分布在北部沿海和东南沿海区域，越溪

乡、长街镇、西店镇滩涂碳汇量占总滩涂碳汇量的

５２􀆰 ５３％。 总体而言，宁海县的县域碳汇总量大致呈

现西部＞东南部＞北部＞中部的西高东低格局。

单位为万 ｔ。

图 ３　 ２０１８ 年宁海县各类型碳汇量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ｓ ｉｎ Ｎｉ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８

２􀆰 ３　 宁海县碳排放影响因素

以往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从经济社会发展、城
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特点等角度对碳排放进行分

析。 鉴于“两山”建设在推进区域绿色发展和碳汇

潜力发展的同时，也会推进区域生态农业、生态工

业和生态旅游业等产业发展，促进“绿水青山”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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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银山”的转化，笔者采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和

生态产品初级转化率对宁海县“两山”基地建设成

效进行评估。 自“十五”开始，宁海县一直坚持生态

立县战略，近 １５ ａ 宁海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７２６􀆰 ４０ 亿元上升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 ２５９􀆰 ０３ 亿元，
尤以近 ５ ａ 的增长速度较快，平均增长速度为

７􀆰 ０２％（图 ４）。 利用生态产品初级转化率可定量评

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效率，近 １５ ａ
来，宁海县生态产品初级转化率由 ３􀆰 ４３％上升至

１７􀆰 １６％，增长了近 ５ 倍。 总体来看，生态产品初级

转化率变化可分为 ３ 个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为稳步

增长期，年均增长率为 １２􀆰 ０２％；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为快

速增长期，年均增长率为 ２１􀆰 ３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为

稳定变化期，年均增长率为 １􀆰 ７１％。
进一步利用方差分解分析进行宁海县碳排放

影响因素分析，重点选取社会因素（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经济因素（人均 ＧＤＰ、人均工业产值、各产业

增加值、各产业占比）、“两山”建设驱动因素（ＧＥＰ、
生态产品初级转化率）作为原因变量。 结果表明，
宁海县碳排放可被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两山”建
设驱动因素共同诠释。 ３ 个因素对碳排放的共有解

释度为 ６０􀆰 ８６％，经济因素总解释度为 ９８􀆰 ４７％，社
会总因素解释度为 ７０􀆰 ０５％，“两山”建设驱动总因

素解释度为 ７９􀆰 ６２％。 经济单因素特有解释度为

１１􀆰 ３０％，社会单因素特有解释度为 ０􀆰 ３７％，“两山”
建设驱动因素特有解释度为 ０􀆰 ０７５％。 因此，宁海

县碳排放主要受社会、经济和“两山”建设共同驱

动，且各因素的解释度为经济因素＞“两山”建设驱

动因素＞社会因素。

３　 讨论

３􀆰 １　 研究结果的不确定分析

该研究主要基于 ＩＰＣＣ 核算方法，对国家典型

“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宁海县的碳源碳汇量进

行了核算，其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以下 ３ 个方面。
（１）数据资料的局限性：计算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

自统计数据，部分工业产品如石灰的核算缺失导致

碳排放核算结果可能略有出入［９］；（２）排放系数的

多样性：由于国内外以及不同地区间碳汇质量及能

源消耗、产品生产等测定方法和标准存在差异，因
此不同区域间的排放系数也存在差异，笔者尽量选

择浙江或长三角地区的数据进行计算，但仍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１０－１４］；（３）研究尺度的复杂性：由于

“两山”基地地域尺度的复杂性，目前仅选择宁海县

作为典型区域进行研究，后续有必要在更多“两山”

基地开展验证和进一步研究［１９］。

图 ４　 宁海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ＧＥＰ）和
生态产品初级转化率（ＰＴＲ）变化

Ｆｉｇ􀆰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ＥＰ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Ｎｉ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总体而言，该研究较好地反映了宁海县碳源碳

汇的演变特征和驱动因素，也可检验其他算法的准

确性，并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区域绿色发展和碳减排

决策提供重要借鉴。
３􀆰 ２　 宁海县碳汇潜力变化的总体分析

从区域碳汇潜力来看，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宁海县碳

汇量不断上升，由 ４３􀆰 ９１ 万上升到 ４９􀆰 ４０ 万 ｔ，且不

同类型碳汇中占比最大的为森林碳汇量，约占总碳

汇量的 ８８􀆰 ２１％ ～ ９１􀆰 １２％。 宁海县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

实行 “森林宁海” 建设，森林覆盖率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２􀆰 ００％上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６４􀆰 １０％［２１］。 同时，宁海

县森林生态系统在浙江省县域森林体系中处于健

康状态，且变化趋好，这也进一步保障了宁海县森

林碳汇的健康发展［２２］。 此外，由于宁海县濒临海

域，县域中 ８８􀆰 ００ ｋｍ２为海域，受限于研究数据，该
研究仅根据用地类型对滩涂碳汇量进行了初步估

算，海洋动植物固碳量等“蓝碳”潜力仍需进一步

核算［２３］。
从碳汇量的空间分布来看，宁海县碳汇总量大

致呈现西部＞东南部＞北部＞中部的西高东低格局，
这主要是受自然地理特征所驱动，宁海县域构造属

华南台块浙闽隆起带东南沿海断裂褶皱区，全县地

势自西向东南倾斜，地形复杂多变，西部和西南部

山岭重叠，属于天台山脉中段，森林覆盖率高，而东

部地区主要以生产用地和城镇生活用地为主［２４］。
自确立生态立县发展战略以来，宁海县始终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力推进“五水共治”、
蓝天保卫战、“两山”和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等工作，
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 自 ２０１９ 和 ２０２１ 年该县相

继被确定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和国家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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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以来，生态建设不断深化，森林、草地、水域

等生态系统质量不断提升，碳汇潜力有待进一步

挖掘［２５］。
３􀆰 ３　 宁海县碳排放量变化的总体分析

从区域碳排放来看，对比已有结果，刘占成

等［２６］对长三角地区人均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发现，
２００５ 年该地区人均碳排放量在 ７ ｔ 左右，结合 ２００５
年宁海县人口为 ５８􀆰 ５５ 万人，计算出理论上同时期

研究区碳排放量为 ４０９􀆰 ８５ 万 ｔ，而笔者研究表明

２００５ 年宁海县碳排放量为 １４４􀆰 ９１ 万 ｔ，存在相当大

的差距。 这主要是由于长三角区域面积较大，且该

区域碳排放量更多集中在江苏地区，采用区域平均

值可能会过高地估计宁海县的碳排放量。 对比浙

江省碳排放水平来看，义白璐等［１０］ 研究表明，２００２
年左右浙江省碳排放量为 ５７􀆰 ７８ 万 ｔ，按照区域面积

进行推算，研究区碳排放量为 １０５􀆰 ７６ 万 ｔ，而笔者研

究结果中 ２００３ 年为 １５４􀆰 １７ 万 ｔ，仍有一定的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研究尺度和研究精度的差异引起的，
基于县域尺度的碳排放研究能更为精准地反映地

区碳排放活动强度的变化，进而更加科学和因地制

宜地指导区域绿色和碳减排实践［２７］。
３􀆰 ４　 “两山”基地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该研究根据宁海县“两山”基地特点，剖析了

“两山”建设驱动对碳排放的作用。 结果发现，社会

因素、经济因素和“两山”建设驱动因素的共有解释

度为 ６０􀆰 ８６％，“两山” 建设驱动总因素解释度为

７９􀆰 ６２％，经济因素＞“两山”建设驱动因素＞社会因

素。 宁海县是一个工业主导型“两山”基地，三次产

业结构比为 ６􀆰 ６７ ∶ ４９􀆰 １０ ∶ ４４􀆰 ２３，工业发展过程中

能源消耗和工业产品碳排放导致经济发展对碳排

放的驱动力最大［２４］。 同时，随着“两山”建设的不

断推进，农业工业化和生态产业化发展过程不断深

入，生态资源逐渐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对

碳排放产生了一定的正向效应［２８］。 人口数量和城

镇化率等社会因素也是驱动碳排放的重要因素，随
着县域地区吸纳人口能力的增强，较大的人口规模

会反作用于经济发展和废弃物排放，进而导致碳排

放驱动力增大。 但总体来看，由于受周边杭州、宁
波等大城市人口红利的影响，近年来宁海县人口数

量和城镇化率总体增幅较小［２９］。 因此，“两山”基

地建设不仅会提升碳汇功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碳排放。 随着“两山”建设的不断推进，“绿水青

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逐渐深入，产业发展不断

深化，生态产品价值逐渐实现，也需同步探讨低碳

转化路径，进而实现“两山”基地绿色低碳发展。

４　 结论与建议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宁海县碳汇量总体呈现上升趋

势，森林碳汇量占比最高，且区域碳汇总体呈现西

部＞东南＞北部＞中部的西高东低格局。 宁海县碳源

量呈现平稳—急剧上升—波动下降—保持稳定的

趋势，其中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最大。 宁海县碳排放

可被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两山”建设驱动因素 ３
者共同解释，且各因素影响排序为经济因素＞“两
山”建设驱动因素＞社会因素。

基于以上结论，依托宁海县“两山”基地建设背

景，提出以下建议：（１）充分利用宁海县“两山”基地

建设优势，发挥县内森林碳汇的重要作用，合理规

划县域非建设用地的土地利用方式，扩大林地面

积，保护低承载力的草地和湿地，恢复退化土地，实
现生态系统增汇减排；（２）坚持生态优先不动摇，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生态文明和“两山”基地建设

力度，大力进行低碳技术创新，降低经济发展和“两
山”建设过程中的碳排放强度，切实提升宁海县等

“两山”基地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和产业可持续发展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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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和化学添加剂对畜禽粪便堆肥过程
活性氮气体的减排研究

顾沈怡１， 戴海洋１， 郭凡婧１， 申卫收１①， 林先贵２ 　 （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 江苏省大气环境

监测与污染控制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 江苏省大气环境与装备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４； ２􀆰 土壤与农业可

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８）

摘要： 堆肥是将畜禽粪污进行资源化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氮素的流失会造成堆肥产品质量的降低，排放的氨气

（ＮＨ３）和氧化亚氮（Ｎ２Ｏ）会加剧空气污染和温室效应。 为了减少堆肥过程中活性氮气体的排放、提高堆肥产物的

氮素含量，选用猪粪和鸡粪作为原料进行室内模拟堆肥，设置接种微生物、加入化学添加剂或两者联用的试验处

理。 结果表明，加入化学添加剂的处理以及微生物和化学添加剂联用的处理能够显著减排活性氮气体，实现高效

保氮的目的。 在猪粪堆肥过程中，相对于未接种、未加入化学添加剂的对照，加入化学添加剂的处理、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
Ｈ３－１ 和化学添加剂联用的处理以及 Ｂ． ｓｐ． Ｈ５－９ 和化学添加剂联用的处理 ＮＨ３减排 １１％ ～ ２１％，Ｎ２Ｏ 减排 ４％ ～
６％，堆肥产物中 ＮＨ４

＋ ⁃Ｎ 含量增加 ６􀆰 ７～７􀆰 ７ 倍。 在鸡粪堆肥过程中，相对于未接种、未加入化学添加剂的对照，加
入化学添加剂的处理、Ｂ． ｓｐ． Ｈ１－１０ 和化学添加剂联用的处理 Ｎ２Ｏ 减排 ２５％～２６％，堆肥产物的 ＮＨ４

＋ ⁃Ｎ 含量增加

３􀆰 ３～３􀆰 ９ 倍。 因此，加入化学添加剂以及微生物和化学添加剂联用可协同减排 ＮＨ３和 Ｎ２Ｏ，实现堆肥产物保氮，该
研究可为畜禽粪便绿色高效资源化和农业碳中和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 堆肥； 活性氮气体； 化学添加剂； 微生物菌剂； 协同减排

中图分类号： Ｘ５１１； Ｘ７１３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４８３１（２０２２）０８－１０１０－０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Ｇａｓｅｏｕ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Ｍａｎｕｒｅ． ＧＵ Ｓｈｅｎ⁃ｙｉ１， ＤＡＩ Ｈａｉ⁃ｙａｎｇ１， ＧＵＯ Ｆａｎ⁃ｊｉｎｇ１， ＳＨＥＮ Ｗｅｉ⁃
ｓｈｏｕ１①， ＬＩＮ Ｘｉａｎ⁃ｇｕｉ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ｉ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４４，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ｉｌ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０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ｒｅｃｙｃｌｅ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ｗａｓｔｅ，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ＮＨ３）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Ｎ２Ｏ） 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ｇａｓｅｏｕ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ｍ⁃
ｐｏ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ｒａｗ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ｏｏ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ｏｎｌｙ ｏｒ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ｓｔｒ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ｇａｓｅｏｕ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ｕａｌ ｎｏｎ⁃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ａｍｅｎ⁃
ｄ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Ｈ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１１％ ｔｏ ２１％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ｏｎｌｙ， ｏｒ ｄｕ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 Ｈ３－１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ｄｕ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 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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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５－９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ｔ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４％－

６％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ＮＨ４
＋ ⁃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６􀆰 ７－７􀆰 ７

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ｔｈｅ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２５％－
２６％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ｏｎｌｙ ｏｒ ｄｕ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Ｂ． ｓｐ． Ｈ１－１０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ｕａｌ ｎｏｎ⁃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ｎ⁃ａｍ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ＮＨ４

＋ ⁃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ｏｆ
３􀆰 ３－３􀆰 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ｏｎｌｙ ｏｒ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ｔｒ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ｄｄｉ⁃
ｔｉｖ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ＮＨ３ ａｎｄ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ｄｄｓ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ｐｏｓｔ；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ｇａ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ｇｅｎ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近年来，我国的畜牧业从传统散栏式向规模

化、集约化和机械化模式转变，例如 ２０１７ 年畜牧业

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 ４３％，与 １９７８ 年相比提高

了 １３􀆰 ３％［１］。 在畜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畜禽粪便

的处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环境风险。 畜禽粪便中

含有丰富的作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农业生产中

会利用畜禽粪便进行还田。 畜禽粪便腐熟化程度

不高，直接利用不仅造成环境污染，还会烧苗、危害

农作物生长。 我国每年产生的畜禽粪污总量近 ４０
亿 ｔ， 综合利用率不足 ６０％， 无 害 化 程 度 不 足

５０％［２－３］。 堆肥是利用细菌、真菌、放线菌等微生

物，将畜禽粪便中的有机物转化成稳定的腐殖质，
为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的有效途径。 然而，畜禽粪

便在堆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 ＮＨ３和 Ｎ２Ｏ 等活性

氮气体，不仅造成堆肥物质的氮素损失，降低堆肥

产品的质量［４－５］，而且还会造成空气污染，加剧全球

变暖［６］，促进灰霾的形成，恶化空气质量。 ＮＨ３可与

大气中 ＳＯ２和 ＮＯｘ的氧化物发生反应，生成二次颗

粒物，这些颗粒物则是生成 ＰＭ２􀆰 ５ 的重要来源［７］。
此外，ＮＨ３还属于恶臭污染物，在一定浓度范围内会

对人或畜禽产生毒害作用，过高浓度可能会导致死

亡［８］。 Ｎ２Ｏ 在百年尺度上的增温潜势 （ ＧＷＰ） 是

ＣＯ２的 ２６５ 倍，Ｎ２Ｏ 排放到环境中会产生作为消耗

臭氧催化剂的平流层氮氧化物，从而进一步加剧全

球气候变化。 因此，堆肥过程中排放的 ＮＨ３和 Ｎ２Ｏ
对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

针对上述堆肥过程中 ＮＨ３和 Ｎ２Ｏ 气体的排放，
研究者采取了一些改进方法，如在堆肥过程中使用

物理添加剂、化学添加剂或微生物菌剂来调节 Ｃ ／ Ｎ
比、含水率和 ｐＨ 值等环境因素［９］，结果表明，添加

麦饭石、磷石膏、生物炭、膨润土、硅藻土或者菌剂

等物质均可有效减少 ＮＨ３ 或者 Ｎ２ Ｏ 气体的排放。
例如，ＷＡＮＧ 等［１０］研究麦饭石对猪粪堆肥过程的影

响，发现麦饭石的加入能明显促进猪粪中有机碳和

木质素降解，显著减少 Ｎ２Ｏ 排放；ＣＡＯ 等［１１］ 研究表

明，添加高温耐氨微生物可促进 ＮＨ４
＋ 的同化或硝

化，降低物料本底 ＮＨ４
＋ 含量，减少 １０􀆰 ２％ ～ ４２􀆰 ８％

的氨挥发；ＦＵＫＵＭＯＴＯ 等［１２］ 研究表明，添加亚硝酸

盐氧化菌的腐熟堆肥，可显著减少堆肥过程中的

Ｎ２Ｏ 排放；雷平等［１３］ 研究表明，添加过磷酸钙能有

效减少猪粪堆肥过程中的氮素损失；ＨＥ 等［１４］ 研究

表明，添加生物炭有利于降低鸡粪好氧堆肥过程的

氨气排放和氮素损失；还有研究发现，在猪粪堆肥

过程中接种芽孢杆菌 ＴＡＴ１０５，能减少堆肥过程中的

ＮＨ３排放［１５－１６］。
但是目前的许多研究仅关注对 ＮＨ３或 Ｎ２Ｏ 单

一气体的减排效果，对 ＮＨ３和 Ｎ２Ｏ 协同减排效果的

探究并不多见，并且对于添加剂的种类选择和配伍

的研究也鲜有报道。 因此该试验探究在堆肥过程

中加入添加剂能否对 ＮＨ３和 Ｎ２Ｏ 气体进行协同减

排，试验以新鲜的猪粪、鸡粪为堆肥原料，探究微生

物和化学添加剂联用对堆肥过程中 ＮＨ３和 Ｎ２Ｏ 气

体排放量的影响，进一步明确接种微生物和加入化

学添加剂是否能对猪粪、鸡粪堆肥中起到协同减排

和保氮的作用，研究结果可为畜禽粪便绿色高效资

源化和农业碳中和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堆肥试验设置

试验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试验装置为 ４ Ｌ 半

透明密闭容器螺旋桶，将金属支架固定在桶内部中

间位置，与桶底部平行，圆形座周围的 ３ 块小金属用

来固定烧杯（图 １）。 堆肥原料来自于南京某养殖场

新鲜的猪粪和鸡粪，通过添加木屑将堆肥物质的

Ｃ ／ Ｎ 比调节为 ２５ ∶ １，含水率 ｗ 设置为 ６０％［１７］。 堆

料共 １􀆰 ０ ｋｇ，其中猪粪或鸡粪 ８３０ ｇ、木屑 １７０ ｇ，猪
粪或鸡粪与木屑的质量比为 ５ ∶ １。 猪粪堆肥设置 ６
个试验处理，鸡粪堆肥设置 ４ 个试验处理，每个处理

有 ３ 个重复（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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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螺旋桶； ｂ—桶身； ｃ—金属支架； ｄ—硼酸溶液； ｅ—小烧杯； ｆ—桶盖。

图 １　 试验装置图

Ｆｉｇ􀆰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ｒｅ ｓｔｕｄｙ

菌株来源于之前笔者所在实验室从广东惠州、
江苏宜兴土壤中筛选出来的具有固氨产酸特性的

芽孢杆菌。 将菌液或化学添加剂与堆料按照 Ｖ（菌
液） ∶ ｍ（堆料）＝ １ ∶ ５ 或 ｍ（化学添加剂） ∶ ｍ（堆
料）＝ １ ∶ １２􀆰 ５ 进行充分搅拌，使其混合均匀。 温度

对于堆肥具有关键性的影响［１８］，试验通过培养箱来

人工控制模拟堆肥试验的温度，进行为期 ４０ ｄ 的堆

肥试验。 前 ７ ｄ 为升温阶段，将温度均匀升至 ６０
℃；８ ～ ２６ ｄ 为高温阶段，温度持续保持在 ６０ ℃；
２７～４０ ｄ 为降温腐熟阶段，将温度均匀降至室温。

表 １　 畜禽粪便堆肥试验处理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处理
猪粪堆肥（猪粪＋木屑）

化学添加剂 微生物
处理

鸡粪堆肥（鸡粪＋木屑）
化学添加剂 微生物

处理 １ 无 无 处理 １ 无 无

处理 ２ 化学添加剂 无 处理 ２ 化学添加剂 无

处理 ３ 无 接种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 Ｈ３－１ 处理 ３ 无 接种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 Ｈ１－１０
处理 ４ 无 接种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 Ｈ５－９ 处理 ４ 化学添加剂 接种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 Ｈ１－１０
处理 ５ 化学添加剂 接种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 Ｈ３－１
处理 ６ 化学添加剂 接种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 Ｈ５－９

化学添加剂为沸石（２０ ｇ）、过磷酸钙（３０ ｇ）和硫酸亚铁（３０ ｇ）的混合物； 微生物以菌液的形式接种于堆料中。

１􀆰 ２　 样品采集

气体样品采集前，将装有硼酸吸收液的烧杯放

入试验装置的三角支架中，用带有三通阀的盖子旋

紧，等待 １ ｈ。 堆肥产生的 Ｎ２Ｏ 用针筒收集至气瓶

中，后续利用气相色谱仪（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７８９０Ｂ ＧＣ）－
电子捕获检测器（ＥＣＤ－ＧＣ）分析；堆肥过程释放的

ＮＨ３被硼酸吸收 １ ｈ，用靛酚蓝比色法［１９－２０］ 进行测

定，升温阶段和降温腐熟阶段每 ３ ｄ 采集气样并检

测，高温阶段每 ２ ｄ 采集气样并检测。
为了解堆肥物质的物理化学特性，在 ０（试验初

始）、７、１６、２６、４０ ｄ 进行翻堆并采集约 １２ ｇ 样品，一
部分用于物理化学分析测定，一部分保留在－７０ ℃
冰箱中进行后续生物分析。
１􀆰 ３　 理化性质分析

用 ２ ｍｏｌ·Ｌ－１的 ＫＣｌ 溶液浸提法［２１］测定 ＮＯ３
－ ⁃

Ｎ 含量，浸提之后利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分析，将
波长调整为 ２２０ 和 ２７５ ｎｍ，计算得出 ＮＯ３

－ ⁃Ｎ 含量；
采用靛酚蓝比色法，再将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波长

调为 ６２５ ｎｍ 来测定 ＮＨ４
＋ ⁃Ｎ 含量［２２］；含水率利用

烘干称重法进行测定；ｐＨ 值和电导率（ＥＣ）分别用

ｐＨ 计和电导率仪进行测定［２３］；总碳（ ＴＣ）和总氮

（ＴＮ）含量利用元素分析仪测定。
１􀆰 ４　 数据分析

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７ 软件对数据进行初步

处理，再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６􀆰 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确定差异显著性，最后利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８ 软件对数据进行作图分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微生物和化学添加剂联用显著降低 ＮＨ３排放

由于试验处理和重复较多，利用生化培养箱来

控制堆肥过程中的温度变化，以模拟实际堆肥过程

中的堆温变化特征，从而保证各处理重复间堆肥条

件较为一致。 有机质的迅速降解、温度升高以及含

水率的降低使过量的 ＮＨ４
＋容易以 ＮＨ３的形式逸出，

从而产生恶臭污染环境，并且导致堆肥物料中氮素

的损失、肥力的下降。 在堆肥处理中，猪粪堆肥和

鸡粪堆肥的 ＮＨ３排放大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这与 ＪＩＡＮＧ 等［２４］的研究结果相符，并且排放量在堆

肥 １０ ｄ 左右达到峰值（图 ２）。 ２ 种原料堆肥均在升

温期和高温期的前期排放活跃，这可能是由于堆料

的氨化作用以及升温期堆体温度持续升高，导致

ＮＨ３大量排放；在 １０～１５ ｄ 排放量迅速降低，最后到

堆肥结束时均保持较为平稳的状态，这可能是由于

堆肥后期温度降低使硝化作用增强，并且随着堆肥

的进行，有机氮被消耗导致矿化作用减弱，进而导

致 ＮＨ３排放量降低。 与猪粪堆肥中未加入化学添加

剂和未接种微生物和分别单独接种 Ｂ． ｓｐ． Ｈ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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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ｓｐ． Ｈ５－９ 的处理相比，加入化学添加剂、化学添

加剂与 Ｂ． ｓｐ． Ｈ３－１ 联用、化学添加剂与 Ｂ． ｓｐ． Ｈ５－
９ 联用处理均能在猪粪堆肥过程中实现 ＮＨ３显著减

排的效果（图 ３）。 这可能是因为化学添加剂中的沸

石具有很好的吸附效果，对 ＮＨ４
＋有很强的选择性吸

附能力［２５］。 化学添加剂中的过磷酸钙本身就具有

一定量的游离酸，可以与 ＮＨ４
＋发生反应，将 ＮＨ４

＋进

行固定［２６］。 因此，加入化学添加剂的处理能够有效

抑制 ＮＨ３排放，达到显著减排的效果。

各处理设置详见表 １。

图 ２　 猪粪、鸡粪堆肥过程中的 ＮＨ３排放通量

Ｆｉｇ􀆰 ２　 ＮＨ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各处理设置详见表 １。 同一幅图中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处理间 ＮＨ３ 累积排放量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３　 猪粪、鸡粪堆肥过程中的 ＮＨ３累积排放量

Ｆｉｇ􀆰 ３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ＮＨ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 ２　 微生物和化学添加剂联用显著降低 Ｎ２Ｏ 排放

在整个堆肥期间，猪粪堆肥和鸡粪堆肥 Ｎ２Ｏ 排

放通量的变化趋势相似，均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至

平稳（图 ４）。 堆肥升温前期，有机质的矿化作用促

进 ＮＨ４
＋ ⁃Ｎ 的生成，而 ＮＯ３

－ ⁃Ｎ 是硝化过程的最终产

物。 随着温度的升高，有机物质降解剧烈，堆料环

境中的 Ｏ２被消耗，形成厌氧环境，使 ＮＯ３
－ ⁃Ｎ 通过反

硝化作用参与 Ｎ２Ｏ 的生成。 在高温阶段，２ 种堆肥

处理中 Ｎ２Ｏ 都达到了排放峰值。 在猪粪堆肥过程

中，６～９ ｄ 达到排放峰值，猪粪堆肥中各处理的排放

趋势大致相同，在高温阶段的中后期排放量持续降

低至堆肥结束；鸡粪堆肥在 ９ ～ １１ ｄ 达到排放峰值，
添加化学添加剂、化学添加剂和 Ｂ． ｓｐ． Ｈ１－１０ 联用

处理的 Ｎ２Ｏ 排放峰值与其他 ２ 个处理存在明显的

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化学添加剂的吸附固定作用所

致［２７］。 其峰值大小为接种 Ｂ ． ｓｐ． Ｈ１－１０ 的处理

（６􀆰 ６８ μｇ·ｋｇ－１·ｈ－１） ＞未加入化学添加剂和未接

种微生物处理（６􀆰 ４１ μｇ·ｋｇ－１·ｈ－１） ＞加入化学添

加剂和接种 Ｂ． ｓｐ． Ｈ１－１０ 处理（３􀆰 ３９ μｇ·ｋｇ－１ ·
ｈ－１）＞加入化学添加剂处理（３􀆰 １８ μｇ·ｋｇ－１·ｈ－１）。

由图 ５ 可见，在以猪粪为原料的堆肥中，相较

于未接种微生物、未加入化学添加剂的对照而言，
添加化学添加剂、化学添加剂和 Ｂ． ｓｐ． Ｈ３－１ 联用、
化学添加剂和 Ｂ． ｓｐ． Ｈ５－９ 联用处理对 Ｎ２Ｏ 的减排

量分别为 ６􀆰 ５％、４􀆰 ３％、４􀆰 ９％，达到了显著减排效

果；在以鸡粪为原料的堆肥中，相较于对照而言，加
入化学添加剂、化学添加剂和 Ｂ． ｓｐ． Ｈ５－９ 联用处理

对 Ｎ２Ｏ 的减排量分别为 ２６􀆰 ８％、２５􀆰 ５％ ，也达到了

显著减排效果。 综合来看，添加化学添加剂或微生

物和化学添加剂联用的处理方式均能显著减少 Ｎ２Ｏ
排放，并且在鸡粪堆肥中的减排效果比猪粪堆肥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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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理设置详见表 １。

图 ４　 猪粪、鸡粪堆肥过程中的 Ｎ２Ｏ 排放通量

Ｆｉｇ􀆰 ４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各处理设置详见表 １。 同一幅图中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处理间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５　 猪粪、鸡粪堆肥过程中的 Ｎ２Ｏ 累积排放量

Ｆｉｇ􀆰 ５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 ３　 各处理堆肥产物理化性质变化

２􀆰 ３􀆰 １　 ＮＨ４
＋ ⁃Ｎ 和 ＮＯ３

－ ⁃Ｎ 含量的变化

ＮＨ４
＋ ⁃Ｎ 和 ＮＯ３

－ ⁃Ｎ 是堆肥过程中氮转化的重

要无机氮形态。 ＮＨ４
＋ ⁃Ｎ 是堆肥期间氮的主要存在

形态之一，主要来自于有机氮化合物的分解，可作

为微生物的氮源合成氨基酸和蛋白质；此外，可通

过硝化微生物转化成硝态氮或亚硝态氮的形式参

与堆肥过程中的转化与利用。 但当环境条件改变

有利于氨气大量产生时，如 ｐＨ 值和温度升高，则出

现氨气排放活跃期。 在整个堆肥期中，加入化学添

加剂的处理 ＮＨ４
＋ ⁃Ｎ 含量均显著高于未添加化学添

加剂的处理（图 ６），这可能是因为其中的过磷酸钙

和硫酸亚铁均具有一定的酸性，可以固定 ＮＨ４
＋ ⁃Ｎ。

堆肥 ２６ ｄ 时各处理的 ＮＨ４
＋ ⁃Ｎ 含量均有一定程度的

增加，可能是因为翻堆促进了有机氮的氨化和矿化

作用。 相对于未加入添加剂、未接种微生物的处理

而言，加入化学添加剂、化学添加剂和 Ｂ． ｓｐ． Ｈ３－１
联用、化学添加剂和 Ｂ． ｓｐ． Ｈ５－９ 联用处理 ＮＨ４

＋ ⁃Ｎ
含量分别显著增加 ７􀆰 ０、６􀆰 ７、７􀆰 ７ 倍。 接种微生物处

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微生物自身的同化作

用和产酸特性促进对 ＮＨ４
＋ ⁃Ｎ 的吸收利用。

在鸡粪堆肥过程中，各处理的 ＮＨ４
＋ ⁃Ｎ 含量大

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图 ６）。 在升温阶段，加
入化学添加剂、化学添加剂和 Ｂ． ｓｐ． Ｈ１－１０ 联用处

理的 ＮＨ４
＋ ⁃Ｎ 含量因为氨化和矿化作用而迅速升

高，后续阶段变化幅度较小。 未接种微生物和未加

入化学添加剂处理、接种 Ｂ． ｓｐ． Ｈ１ － １０ 处理的

ＮＨ４
＋ ⁃Ｎ 含量在升温阶段变化较小，进入高温阶段之

后含量持续降低，最后趋于平稳。 在整个鸡粪堆肥

期间，加入化学添加剂、化学添加剂和 Ｂ． ｓｐ． Ｈ１－１０
联用处理的 ＮＨ４

＋ ⁃Ｎ 含量一直显著高于未加入化学

添加剂、未接种微生物、单独接种 Ｂ． ｓｐ． Ｈ１－１０ 处

理。 在堆肥结束时，相较于对照组，加入化学添加

剂、添加剂和 Ｂ． ｓｐ． Ｈ１－１０ 联用处理的 ＮＨ４
＋ ⁃Ｎ 含

量分别增加 ３􀆰 ４ 和 ３􀆰 ９ 倍。
在整个堆肥期间，猪粪堆肥和鸡粪堆肥各处理

的 ＮＯ３
－ ⁃Ｎ 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均呈现出先降低后

升高、最后趋于平稳的变化趋势。 由图 ６ 可见，在
升温阶段 ＮＯ３

－ ⁃Ｎ 含量迅速下降，这可能是因为高

温使得硝化细菌失活，从而抑制 ＮＨ４
＋ ⁃Ｎ 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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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３
－ ⁃Ｎ。 且该阶段 ＮＨ３排放量迅速增加，ＮＨ３毒性

也是 ＮＯ３
－ ⁃Ｎ 迅速降低的原因之一。 从结果来看，

将微生物和化学添加剂联用的方法可对猪粪堆肥、
鸡粪堆肥起到很好的保氮作用。

各处理设置详见表 １。

图 ６　 猪粪、鸡粪堆肥过程中 ＮＨ４
＋ ⁃Ｎ 和 ＮＯ３

－ ⁃Ｎ 含量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６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ＮＨ４
＋ ⁃Ｎ ａｎｄ ＮＯ３

－ ⁃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 ３􀆰 ２　 ｐＨ 值和 ＥＣ 的变化

堆肥过程中的 ｐＨ 值能够影响微生物的生长活

性，从而影响后续堆肥产物的质量。 ｐＨ 值变化主要

是由于堆肥物质中有机酸的生成和含氮化合物的

释放。 ＮＨ４
＋ ⁃Ｎ 的产生和有机酸的生物降解导致 ｐＨ

值升高，ＣＯ２的溶解、有机酸的生成以及硝化作用则

会导致 ｐＨ 值降低。 在整个猪粪堆肥期间，未加入

化学添加剂和未接种微生物的处理、单独接种 Ｂ．
ｓｐ． Ｈ３－１ 和 Ｂ． ｓｐ． Ｈ５－９ 处理的 ｐＨ 值波动大于加

入化学添加剂、Ｂ． ｓｐ． Ｈ３－１ 和化学添加剂联用、Ｂ．
ｓｐ． Ｈ５－９ 和化学添加剂联用的处理（图 ７）。 这可

能和沸石、过磷酸钙以及硫酸亚铁自身的物理化学

性质有关，化学添加剂对 ｐＨ 值具有缓冲作用。 沸

石可以促进有机物料分解以及氨化作用，过磷酸钙

和硫酸亚铁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弱酸性，较高的 ｐＨ
值会促进活性氮气体特别是氨气的排放。 堆肥结

束时，猪粪堆肥处理中加入化学添加剂或者微生物

和化学添加剂联用处理的 ｐＨ 值低于其他处理。
鸡粪堆肥处理中 ｐＨ 值的变化趋势与猪粪堆肥

相似（图 ７），未加入化学添加剂和未接种微生物的

处理、接种 Ｂ． ｓｐ． Ｈ１－１０ 的处理在前 ７ ｄ 急剧升高，
然后趋于平稳。 然而加入化学添加剂、化学添加剂

和 Ｂ． ｓｐ． Ｈ１－１０ 联用处理在前 ７ ｄ 急剧下降，然后

趋于平稳。 这可能是因为这 ２ 种处理含有过磷酸钙

和硫酸亚铁，使得该处理堆肥体系偏向弱酸性。 虽

然单独接种 Ｂ． ｓｐ． Ｈ１－１０ 的处理接种的是具有产酸

能力的菌株，但前期 ＮＨ３的大量排放使得效果不明

显。 堆肥结束时 ｐＨ 值为 ６􀆰 ５ ～ ７􀆰 ５，满足堆肥微生

物最适生存环境的 ｐＨ 值范围，也有利于抑制氨气

的大量排放。
ＥＣ 可表征物料中可溶性盐的含量，间接反映堆

体内部环境的变化。 在堆肥过程中，堆肥产物的最

终 ＥＣ 值可表征堆肥是否会对植物造成毒害或抑制

作用。 在猪粪堆肥期间，ＥＣ 的变化趋势为先升高后

降低（图 ７）。 在堆肥升温阶段，ＥＣ 值迅速升高，这
可能是由于高温导致有机物料被微生物快速降解，
产生大量的小分子游离物。 另外温度的持续升高

使堆肥物料的含水率不断降低，因此水溶性养分浓

度升高，ＥＣ 值也快速升高［２８］。 在 １６ ｄ 之后，各处

理的 ＥＣ 值趋于平稳，这可能与腐殖质的形成有关。
鸡粪堆肥中的 ＥＣ 变化趋势与猪粪堆肥具有明显的

差异，其变化趋势的波动较小。 这可能跟堆肥原料

的本身性质有关，新鲜猪粪的含水率比鸡粪高，堆
肥高温阶段导致水分减少，鸡粪堆肥产物的含水率

与新鲜鸡粪的含水率差值低于新鲜猪粪堆肥前后

的含水率差值。 鸡粪堆肥各处理中 ＥＣ 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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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为先上升后下降。 前 ７ ｄ，加入化学添加剂、化
学添加剂和 Ｂ． ｓｐ． Ｈ１－１０ 联用处理的 ＥＣ 波动趋势

大于其他处理，并且在整个堆肥期间，加入化学添

加剂、化学添加剂和 Ｂ． ｓｐ． Ｈ１－１０ 联用处理的 ＥＣ
值始终高于其余处理。 这可能是由于化学添加剂

可以更好地促进有机物料的降解，从而产生更多的

游离物质。

在堆肥结束时，可能是因为化学添加剂具有吸

附作用，能够吸附大量的盐离子，从而满足堆肥产

品的应用标准，故可将堆肥产物作为有机肥料施

用。 从结果来看，化学添加剂和菌株联用或单独加

入化学添加剂能够加快堆肥的腐殖化进程，从而减

少堆肥过程中活性氮气体的排放。

各处理设置详见表 １。

图 ７　 猪粪、鸡粪堆肥中 ｐＨ 值和 ＥＣ 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７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Ｈ ａｎｄ ＥＣ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 ３􀆰 ３　 ＴＣ 和 ＴＮ 含量的变化

在整个猪粪堆肥过程中，各处理的 ＴＣ 含量变

化趋势大致相同，均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图 ８）。
ＴＮ 含量则大多表现为在升温阶段迅速降低，在高温

期后期以及降温腐熟阶段上升。 这可能是因为随

着有机物被分解，含水量也随着时间延长逐渐降

低，使得堆肥物质的质量下降。 由于 ＴＮ 含量下降

幅度低于总质量，因此 ＴＮ 含量在后期处于上升趋

势［２９］。 从最终结果来看，加入化学添加剂处理的

ＴＣ、ＴＮ 含量高于其他处理。
在鸡粪堆肥过程中，ＴＣ 含量的变化趋势表现为

升温阶段上升，在高温阶段先下降后上升，最后趋

于平稳（图 ８）。 堆肥结束时，未加入化学添加剂和

未接种微生物处理的 ＴＣ 含量最高，添加化学添加

剂处理的 ＴＣ 含量低于未加入化学添加剂、未接种

微生物的处理。 罗一鸣等［３０］ 发现过磷酸钙能减少

堆肥期间 ＴＣ 的消耗，笔者与其结论不一致，这可能

与堆肥原料和环境因素有关。 堆肥期间各处理 ＴＮ
含量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在升温期急速下降，之
后变化幅度较小，试验结束时各处理的 ＴＮ 含量也

无明显差异。

３　 结论

以猪粪为原料，接种微生物和加入化学添加剂

的处理与未接种微生物、未加入化学添加剂的对照

相比，能减少 １１％ ～ ２１％的 ＮＨ３排放量，减少 ４％ ～
６％的 Ｎ２Ｏ 排放量，堆肥产物中 ＮＨ４

＋ ⁃Ｎ 含量较对照

增加 ６􀆰 ７～７􀆰 ７ 倍；以鸡粪为原料，接种微生物和加

入化学添加剂的处理能够减少 ２６％的 Ｎ２Ｏ 排放量，
其堆肥产物中 ＮＨ４

＋ ⁃Ｎ 含量与对照相比增加 ３􀆰 ３ ～
３􀆰 ９ 倍。 在堆肥物料中接种微生物和加入化学添加

剂可达到协同减排和保氮的目的，使堆肥过程更加

绿色高效，研究结果可为农业碳中和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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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理设置详见表 １。

图 ８　 猪粪、鸡粪堆肥中 ＴＣ 和 ＴＮ 含量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８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Ｃ ａｎｄ Ｔ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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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风险认知对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研究

赵佳佳１，２， 刘灵芝１，２①， 起建凌３ 　 （１􀆰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２􀆰 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３􀆰 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５１）

摘要： 畜禽养殖粪污是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一大难题，而畜禽产业环境污染防治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低碳循环

生产方式的重要部分。 基于肉鸭生产大省的 ６２０ 份肉鸭养殖户的调查数据，建立 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环境规制、风险认

知对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分析风险认知在环境规制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中

的中介效应。 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风险认知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均具有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中的命令

型、激励型与引导型规制均会促进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而风险认知中的风险原因认知正向影响养殖户粪

污资源化处理行为；风险认知中的风险事实与风险损失认知影响不显著，说明养殖户受传统观念与政策区域实施

差异的影响，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认知较低；风险认知在环境规制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中

起中介作用。 为促进畜禽养殖户环境风险认知，加强畜禽环境污染防治，应在提升政策有效实施的前提下加强相

关培训和宣传，因地制宜地实施养殖补贴激励政策，促进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激励养殖户积极治理污染，提升养

殖户的养殖绩效。
关键词： 环境规制； 风险认知； 粪污资源化处理； 养殖户行为； 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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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畜禽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畜肉供

给充足，拉动了养殖户的养殖效益，但是也加重了

畜禽粪污带来的环境污染，使得中国实现经济发展

与保护良好环境面临严峻挑战。 为了促进畜禽产

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环境政策，其中

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处理是重要内容。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联合印

发了《关于促进畜禽粪污还田利用加强养殖污染治

理的指导意见》，鼓励各地加快推进畜禽粪污的资

源化利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印发《关于进一步明确畜

禽粪污还田利用要求强化养殖污染监管的通知》，
要求畜禽粪污的处理应根据排放去向或利用方式

的不同执行相应的标准规范，明确指出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是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最为经济有效的

途径。 畜禽养殖户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益最

大化。 一方面，粪污资源化处理增加了养殖户的养

殖成本；另一方面通过粪污资源化处理，生产的沼

气节约了能源消耗，同时也促进了畜禽产品的质

量，提升销售价格［１］。 但在实践过程中，养殖户的

养殖行为受到政策和制度的约束，环境的外部性使

得畜禽养殖风险认知与行为选择无法完全脱离政

府环境规制的情景。 多数研究者认为，环境规制对

养殖户行为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２－４］。
研究者围绕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从不同角度

对养殖户的行为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大部分

研究者以不同地区畜禽养殖为研究对象，认为养殖

户的个人特征、经营特征以及环境特征影响畜禽粪

污资源化处理［５－６］。 还有学者发现，养殖户对不同

畜禽粪便处理方式的选择行为之间相互依赖，有较

强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研究者从认知角度、社会因素、制度规范

等方面研究农户的环境行为。 有学者对养殖户畜

禽养殖污染无害化处理意愿及其行为的不一致性

进行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有 ６０􀆰 ９％的养殖户表现

出畜禽粪养殖污染无害化处理意愿与行为不一致

的现象［７］，而养殖年限成为养殖户粪污治理意愿转

化行为的阻碍因素［８］。
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是在环境规制政策背景

下进行的，养殖户行为不能完全脱离环境规制政

策，研究者聚焦于环境规制下环境风险认知，对畜

禽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进行研究并提供了丰富的

理论支撑，但是养殖主体行为差异明显，环境规制、
风险认知对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

差异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同时，研究者主要聚焦于

生猪、肉鸡等畜禽养殖，肉鸭作为水禽养殖收入的

主要部分，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其产生的粪污对水

资源带来的污染问题不可忽视。 目前养殖户受传

统观念影响，对政府相关政策认知程度较低，一定

程度上减弱了政策的实施效果。 养殖户作为畜禽

养殖最基本、最庞大的微观主体，其畜禽养殖认知

是影响养殖户选择环境友好行为处理方式的重要

因素［９］。 因此，该研究基于环境规制情景以及肉鸭

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将风险认知作为中介

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养殖户风险认知对粪污资源

化处理行为的影响以及中介效应。 研究结论对养

殖户转变养殖方式、政府提升养殖户环境保护意

识、引导养殖户积极参与粪污资源化处理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从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畜禽产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

１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１􀆰 １　 环境规制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

作为畜禽养殖粪污处理的直接参与主体，养殖

户粪污处理行为直接影响着畜禽养殖效益及环境

防治绩效［１０］。 农户理性行为理论指出，农户作为微

观的经营主体，具有“经济人”的属性，在实施行为

过程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并以此为目标做出合理

的养殖决策，即决定是否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以及

对粪污进行多大程度的处理。 随着畜禽养殖规模

化与集中化发展，畜禽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成为实

现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国家通过制

定相关的环境规制政策来促进养殖户环境防治行

为，其中政府的约束能促进养殖户进行废弃物处理

行为［１１］。 在畜禽粪污治理过程中，由于环境存在非

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点，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容易

造成环境处理的外部性。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当私

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时，养殖户会对畜禽

粪污做出不规范处理，造成环境的负外部性；当私

人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时，养殖户对畜禽粪

污进行资源化处理。
根据外部性理论，环境规制是指政府对微观主

体采取干预和管理的规制措施，通过影响市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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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和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决策行为将环境成本内

部化，最终实现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１２］。 政府作为

公共利益的代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干预市场主

体的经济活动，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从而弥

补市场失灵［１３］。 而外部性内部化的手段通常通过

政府强制或者引导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实现环境

保护，包括税收、补贴、企业合并和谈判等形式，政
府补贴是必要手段［１４－１５］。 由此可见，政府的环境规

制政策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和协调畜禽产业经

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正如 ＳＣＯＴＴ［１６］ 研究表

明，政府监管严格、规制和规范压力能促进企业自

愿实施环境治理；政府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认知的

变化能改变养殖户处理行为，相关补贴政策和养殖

保险政策对畜禽无害化处理行为有促进作用［１７］，环
境规制“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对农户行为也具有促

进作用［１８］。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环境规制

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具有促进作用（Ｈ１）。
１􀆰 ２　 风险认知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人特征、对事物的认知

等会影响个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力，个
体实际行为的发生由其行为意愿决定，行为意愿是

个体实际行为最直接的影响因素［１０］。 而主体对待

事物或者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决

定主体的行为［１９］，个体的认知水平是行为的前置因

素［２０］，在个体的行为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２１］。
在畜禽养殖过程中，养殖户对养殖废弃物的污染防

治意愿是养殖户采取废弃物处理方式的基础［２２］，而
养殖户环境风险认知是影响粪污资源化处理意愿

的重要因素［２３］。 养殖户的环境风险认知越强，养殖

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可能性越高；通过提

高养殖户环境风险认知才有可能对其采纳亲环境

行为产生影响［２４］。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养殖户的风

险认知是影响环境友好行为的重要因素，亲环境行

为的认知特征对环境行为产生重要影响［２５］。 在影

响养殖户行为的众多因素中，养殖户的感知行为控

制能显著提升他们的参与意愿，进而促进养殖户实

施友好行为［２６］；在感知行为中，养殖户健康风险感

知对于污染防治有直接正向影响；养殖户对污染的

认知程度对养殖户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具有显著

影响［２７］。 风险认知是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环境中的

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识，在有限理性的决策模

式下，风险认知会促使人们采取行动来降低风险，
是决策行为的重要解释变量［２８－２９］。 而在对风险识

别的过程中，识别风险就是查找和描述风险事实、
风险因素和风险损失的过程［３０］，所以将风险认知分

为风险事实认知、风险原因认知和风险损失认知 ３
部分，分析其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

响。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风险认知对养

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具有促进作用（Ｈ２）。
１􀆰 ３　 风险认知在环境规制影响养殖户粪污处理行

为中的中介效应

　 　 根据认知－情境－行为理论，情境因素对于农户

认知及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作用关系［３１］，环境规制政

策可以通过提高养殖户环境认知来影响其对环境

的治理［３２］。 由于肉鸭养殖规模扩大，养殖户不正确

的处理粪污行为加重了环境污染，而政府进行的一

系列粪污资源化处理的宣传和技术推广，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促使养殖户对畜禽养殖的环境污染有更

深的认识、规范养殖户的行为，进而降低养殖风险；
政府倡导粪污资源化处理以及实施相关补贴政策，
能够引发养殖户对相关政策的关注与思考，使得养

殖户对粪污资源化处理认识更加深刻，进行绿色生

产的觉悟增强［１８］。 张郁等［３３］ 通过对养猪户环境行

为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环境风险感知－环境行为

关系有一定的调节效应；ＳＡＮＧ 等［３４］ 发现，生态认

知在对政策激励农户有机肥使用行为中起到部分

中介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环境规

制能提升养殖户的风险认知，进而促进养殖户进行

粪污资源化处理（Ｈ３）。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笔者

构建了环境规制、风险认知对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

的影响框架结构（图 １）。

图 １　 环境规制、养殖户风险认知对粪污

资源化处理行为影响的结构框架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２　 数据、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２􀆰 １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２０ 年国家水禽产业技术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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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山东、四川、安徽、广东、河南、内蒙古、江苏等

省份展开的肉鸭养殖户调研数据。 为了保证调查

对象尽量涵盖肉鸭不同养殖品种以及养殖区域的

多样性，产业体系基于科学性、多样性等原则，采用

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进行数据搜集。 由于肉鸭养

殖模式基本为“公司＋”的组织形式，依托调查省份

的肉鸭养殖龙头企业，对不同组织形式和不同养殖

品种的肉鸭养殖户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有针对

性地进行肉鸭养殖户的走访调研。 在正式调查之

前在山东省高唐县进行了预调研，在修整问卷的基

础上再对其他省份的肉鸭养殖户进行正式调研。
调研内容主要包括肉鸭养殖户的个人基本特征、家
庭经营特征、养殖户环境风险认知以及环境规制情

况。 在调研的过程中，与当地肉鸭养殖企业以及相

关人员进行探讨，全面深入了解肉鸭养殖环境风险

认知情况以及肉鸭养殖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

响因素。 调查获得有效问卷 ６２０ 份，为了检验问卷

的有效性，对调查问卷进行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

验，问卷总体的克朗巴哈（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的 α 系数为

０􀆰 ７２５，说明问卷信度较好；ＫＭＯ 值为 ０􀆰 ６４３，说明可

以进行因子分析。
调查样本中，肉鸭养殖户的个人特征以及家庭

经营特征如表 １ 所示。 在养殖户个体特征方面，
８７􀆰 ７４％的调查者为男性，６６􀆰 ６１％的养殖户年龄在

４１～５９ 岁之间，７４􀆰 ６８％的养殖户文化程度为初中及

以下水平，风险偏好中 ８３􀆰 ０６％的养殖户为风险规

避型。 在家庭生产经营方面，养殖户肉鸭养殖经验

５ ａ 及以下较多，占据样本量的 ４６􀆰 ９４％，养殖规模

主要分布在年出栏量 １０ 万只及以下，养殖的劳动力

人数主要为家庭经营，８４􀆰 ５２％的养殖户收入主要通

过肉鸭养殖获取，８４􀆰 １９％的样本养殖户加入企业组

织，组织化程度较高。
２􀆰 ２　 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在调查问卷中设计“是否进行

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问题来体现养殖户环境友好

行为，并按照“是 ＝ １，否 ＝ ０”进行赋值。 其中，将粪

污“直接丢弃”视为“未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将粪

污进行“还田”“出售”“沼气发酵”等方式处理视为

“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
（２）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命令型规制、激励型规

制、引导型规制 ３ 个维度来衡量政府环境规制。 在

借鉴司瑞石等［２］、张郁等［３３］、杨皓天等［３５］ 的研究基

础上，结合肉鸭养殖的相关环境规制，通过调查问

卷询问“政府监管力度”对命令型规制进行赋值；通
过询问“政府对粪污进行资源化处理进行的环境补

贴力度”对激励型环境规制进行赋值；通过询问“政
府进行技术指导推广力度”对引导型环境规制进行

赋值。

表 １　 样本养殖户基本特征描述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变量 特征 样本量 比例 ／ ％

性别 男 ５４４ ８７􀆰 ７４
女 ７６ １２􀆰 ２６

年龄 ≤４０ 岁 １６２ ２６􀆰 １３
４１～５９ 岁 ４１３ ６６􀆰 ６１
＞６０ 岁 ４５ ７􀆰 ２６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５４ ２４􀆰 ８４
初中 ３０９ ４９􀆰 ８４
高中或中专 １１１ １７􀆰 ９０
大专及以上 ４６ ７􀆰 ４２

养殖年限 ≤５ ａ ２９１ ４６􀆰 ９４
６～１０ ａ １４８ ２３􀆰 ８７
１１～１５ ａ ８５ １３􀆰 ７１
＞１６ ａ ９６ １５􀆰 ４８

养殖规模 ＜５ 万只 １８２ ２９􀆰 ３５
５ 万～１０ 万只 １７２ ２７􀆰 ７４
＞１０ 万～１５ 万只 ８２ １３􀆰 ２３
＞１５ 万～２０ 万只 ４４ ７􀆰 １０
＞２０ 万只 １４０ ２２􀆰 ５８

养殖劳动力 ≤２ 人 ４８０ ７７􀆰 ４２
＞３ 人 １４０ ２２􀆰 ５８

养殖收入占比 ≤８０％ ４８ ７􀆰 ７４
＞８０％～９０％ ４８ ７􀆰 ７４
＞９０％ ５２４ ８４􀆰 ５２

组织化程度 加入企业组织 ５２２ ８４􀆰 １９
未加入企业组织 ９８ １５􀆰 ８１

风险偏好１） 风险规避 ５１５ ８３􀆰 ０６
风险偏好 ２８ ４􀆰 ５２
风险中立 ７７ １２􀆰 ４２

１）在问卷中通过询问“两个项目，一个稳赚 ２ 万元，另一个赚 ３ 万或

者损失 １ 万元，您怎么选择？”来搜集风险偏好特征，“稳赚 ２ 万元”
为风险规避，“赚 ３ 万或者损失 １ 万元”为风险偏好，“两个都可以”
为风险中立。

（３）控制变量：借鉴乔娟等［１３］、赵俊伟等［８］ 的

研究，选取养殖户的个人特征（年龄、性别、文化程

度，风险偏好）、家庭经营特征（养殖规模、养殖劳动

力、组织化程度、养殖收入占比）、养殖区域等影响

畜禽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因素作为控制

变量。
（４）中介变量：主要了解肉鸭养殖户对肉鸭养

殖风险认知的现状，将环境风险认知分为风险事实

认知、风险原因认知、风险损失认知 ３ 个方面，并通

过“肉鸭养殖对土壤的污染影响程度”（ＰＲＦ１）、“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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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养殖对水体的污染影响程度” （ＰＲＦ２）、“肉鸭养

殖对空气的污染影响程度”（ＰＲＦ３）的平均值来衡量

养殖户的环境风险事实认知；询问“因肉鸭养殖污

染而被罚款的影响程度” （ＰＲＬ１）、“因肉鸭养殖污

染对周围民众的影响程度” （ＰＲＬ２）、“因肉鸭养殖

污染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程度”（ＰＲＬ３）进行环境风

险损失认知的度量；通过“粪污进行资源化处理能

减少环境污染的赞成程度” （ＰＲＲ１）、“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能减少环境污染的赞成程度” （ ＰＲＲ２ ）、
“养殖场进行标准化建设能减少污染的赞成程度”
（ＰＲＲ３）、“养殖投入药品规范使用能减少环境污染

的赞成程度”（ＰＲＲ４）环境友好行为认知来度量养

殖户对环境风险原因的认知。 变量的相关含义以

及赋值情况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变量含义及赋值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被解释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及含义 均值 标准差

风险事实认知
（ＰＲＦ）

处理意愿 是否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否＝ ０；是＝ １） ０􀆰 ８４７ ０􀆰 ３６１

ＰＲＦ１ 肉鸭养殖对土壤污染的影响（完全无影响 ＝ １；较小影响 ＝ ２；一
般＝ ３；较大影响＝ ４；很大影响＝ ５）

２􀆰 ６１５ ０􀆰 ７７４

ＰＲＦ２ 肉鸭养殖对水体污染的影响（完全无影响 ＝ １；较小影响 ＝ ２；一
般＝ ３；较大影响＝ ４；很大影响＝ ５）

２􀆰 ４８２ ０􀆰 ７９４

ＰＲＦ３ 肉鸭养殖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完全无影响 ＝ １；较小影响 ＝ ２；一
般＝ ３；较大影响＝ ４；很大影响＝ ５）

２􀆰 １８５ ０􀆰 ７０５

风险损失认知
（ＰＲＬ）

ＰＲＬ１ 因肉鸭养殖污染被罚款的影响（完全无影响 ＝ １；较小影响 ＝ ２；
一般＝ ３；较大影响＝ ４；很大影响＝ ５）

３􀆰 １１６ ０􀆰 ９２７

ＰＲＬ２ 因肉鸭养殖污染与周围民众发生冲突的影响（完全无影响 ＝ １；
较小影响＝ ２；一般＝ ３；较大影响＝ ４；很大影响＝ ５）

２􀆰 ３４２ ０􀆰 ７７１

ＰＲＬ３ 因肉鸭养殖污染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完全无影响 ＝ １；较小影
响＝ ２；一般＝ ３；较大影响＝ ４；很大影响＝ ５）

２􀆰 １９２ ０􀆰 ６６８

风险原因认知
（ＰＲＲ）

ＰＲＲ１ 粪污进行资源化处理能减少环境污染（非常不赞同 ＝ １；比较不
赞同＝ ２；一般＝ ３；比较赞同＝ ４；非常赞同＝ ５）

３􀆰 ９６７ ０􀆰 ７７２

ＰＲＲ２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能减少环境污染（非常不赞同 ＝ １；比较不
赞同＝ ２；一般＝ ３；比较赞同＝ ４；非常赞同＝ ５）

３􀆰 ９２１ ０􀆰 ７８９

ＰＲＲ３ 养殖场进行标准化建设能减少污染（非常不赞同 ＝ １；比较不赞
同＝ ２；一般＝ ３；比较赞同＝ ４；非常赞同＝ ５）

３􀆰 ９１３ ０􀆰 ７５３

ＰＲＲ４ 养殖投入药品规范使用能减少环境污染（非常不赞同 ＝ １；比较
不赞同＝ ２；一般＝ ３；比较赞同＝ ４；非常赞同＝ ５）

３􀆰 ７７６ ０􀆰 ８６８

个人特征 性别 女＝ ０；男＝ １ ０􀆰 ８７７ ０􀆰 ３２８
年龄 实际年龄 ４６􀆰 ６４５ ８􀆰 ９１８
文化程度 小学＝ １；初中＝ ２；高中或中专＝ ３；大专及以上＝ ４ ２􀆰 ０７９ ０􀆰 ８４８
风险偏好 风险规避＝ １；风险中立＝ ２；风险偏好＝ ３ １􀆰 ２１４ ０􀆰 ５０９

家庭经营特征 养殖经验 养殖的年限 ／ ａ ８􀆰 ２０５ ５􀆰 ９７４
养殖规模 养殖的年出栏量 ／ 万只 １７􀆰 ７６３ ３８􀆰 ７１７
养殖劳动力 养殖劳动力人数 ／ 人 ２􀆰 ５２７ ２􀆰 ２８５
养殖收入占比 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之比 ／ ％ ９２􀆰 ８３５ ８􀆰 ９６０
组织化程度 是否加入合作组织（是＝ １；否＝ ０） ０􀆰 ８４２ ０􀆰 ３６５

命令型规制 政府监管政策 政府对肉鸭养殖的监管力度（很小＝ １；较小 ＝ ２；一般 ＝ ３；较大 ＝
４；很大＝ ５）

３􀆰 ０８２ ０􀆰 ５７８

激励型规制 政府补贴政策 政府对粪污进行资源化处理进行的环境补贴力度（很小 ＝ １；较
小＝ ２；一般＝ ３；较大＝ ４；很大＝ ５）

２􀆰 ２０６ １􀆰 ２３８

引导型规制 政府技术推广 政府进行技术指导推广力度（很小＝ １；较小 ＝ ２；一般 ＝ ３；较大 ＝
４；很大＝ ５）

２􀆰 ９８９ ０􀆰 ５９７

２􀆰 ３　 模型构建

为了进一步检验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

的影响因素，验证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说，检验环境

规制、风险认知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

响，建立经济模型开展定量分析。 其中被解释变量

为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该变量为离散变

量，故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 该模型的具体形式

如下：

Ｐ Ｙ ＝ １ ／ Ｘ( ) ＝ ｅｘｐ（Ｘβ）
１ ＋ ｅｘｐ（Ｘβ）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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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Ｙ 为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粪污资源化处

理），取值 １ 表示有进行资源化处理的意愿，取值 ０
表示没有进行资源化处理的意愿。 Ｘ 为解释变量，
包括核心解释变量（命令型、激励型、引导型环境规

制；环境风险事实认知、环境风险损失认知、环境风

险原因认知）和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年龄、性别、文
化程度，风险偏好；家庭经营特征：养殖规模、养殖

劳动力、组织化程度、养殖收入占比；自然特征：养
殖区域）；β 为控制变量。

借鉴温忠麟等［３６］ 和 ＢＡＲＯＮ 等［３７］ 的方法进行

中介效应的检验，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Ｙ１ ＝ α１ ＋ ｃＸ ＋ ｇ１β ＋ ε１， （２）
Ｍ ＝ α２ ＋ ａＸ ＋ ｇ２β ＋ ε２， （３）
Ｙ２ ＝ α３ ＋ ｃ′Ｘ ＋ ｂＭ ＋ ｇ３β ＋ ε３。 （４）
在上述模型中，Ｙｉ、Ｘ、Ｍ 分别表示肉鸭养殖户

粪污资源化行为、环境规制和风险认知；其中 αｉ（ ｉ ＝
１，２，３）为相关截距，εｉ为随机扰动项；ａ、ｂ、ｃ、ｃ′、ｇｉ为

方程的待估系数，其中 ｃ 为 Ｘ 的总效应，ｃ′为控制了

Ｍ 后 Ｘ 对 Ｙ 的直接效应，ａ、ｂ 为间接效应。 根据相

关研究，若 ａ、ｂ、ｃ 均显著，而且 ａ、ｂ 与 ｃ′的符号相

同，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若 ａ、ｂ 与 ｃ′的符号相

反，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的“遮掩效应”。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环境规制、风险认知对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的

影响分析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一致性和无偏性，对变量

进行相关性检验。 结果显示，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

性系数均小于 ０􀆰 ８，表明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

的多重共线性，为进一步验证各自变量的相关性，
在此基础上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各变量的方差

膨胀因子（ＶＩＦ 值）均小于 １０，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

线性问题。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通
过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环境规制、风险认知对养殖户

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 为了保证估计方程的精确

性，对估计方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显示方程

的拟合优度为 ８９􀆰 ０１％，拟合优度较好。 各变量的

相关系数与稳健标准误如表 ３ 所示。
（１）环境规制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的

影响：由表 ３ 可知，环境规制中的命令型规制、激励

型规制和引导型规制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环境规

制对肉鸭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有促进作用，
验证了假说 １。 具体来看，命令型环境规制在 ５％水

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命令型规制对肉鸭养

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

政府对环境的监管力度越强，肉鸭养殖户进行粪污

处理的行为约束力越强，养殖户越不会将肉鸭养殖

粪污随意丢弃，而是进行资源化处理。 激励型环境

规制在 １％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激励型环

境规制对肉鸭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有

正向显著影响。 肉鸭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
需要增加额外的设施投入等养殖成本，通过对肉鸭

养殖户进行粪污处理等环境补贴，可以降低肉鸭养

殖成本，使肉鸭养殖的经济效益高于投入成本，促
进养殖户进行环境友好行为。 引导型环境规制在

１％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引导型环境规制

对肉鸭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有正向显

著影响。 政府通过对粪污资源化处理进行技术推

广和宣传，促进养殖户对粪污资源化处理的认知，
提升养殖户的处理意愿，进而引导养殖户进行粪污

资源化处理，改善肉鸭养殖环境。

表 ３　 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Ｌｏｇｉｔ 模型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环境规制 命令型规制 ０􀆰 ６７８∗∗ ０􀆰 ３５６
激励型规制 １􀆰 １５８∗∗∗ ０􀆰 ２２０
引导型规制 １􀆰 ７４８∗∗∗ ０􀆰 ４４６

风险认知 风险事实认知 －０􀆰 ０７１ ０􀆰 ３８２
风险损失认知 ０􀆰 １９３ ０􀆰 ４４７
风险原因认知 ０􀆰 ６３５∗∗∗ ０􀆰 １８５

个人特征 性别 －０􀆰 １４９ ０􀆰 ４１３
年龄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７
文化程度 ０􀆰 ２９５∗ ０􀆰 １６９
风险偏好 －０􀆰 ４４９∗∗ ０􀆰 １８４

家庭经营特征 养殖规模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８
劳动力人数 ０􀆰 ００１ ０􀆰 ０７５
组织化程度 ０􀆰 ７５１∗ ０􀆰 ３７４
养殖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１

自然特征 养殖区域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５

Ｗａｌｄ 检验 ８８􀆰 ２５∗∗∗

Ｒ２ ０􀆰 ２８９
∗∗∗、∗∗、∗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显著。

（２）风险认知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的

影响：由回归结果可知，风险事实认知和损失认知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风险原因认知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验证了部分假说 ２。 具体来看，风险原因认知在

１％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风险原因认知对

肉鸭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有正向显著

影响。 近年来，国家不断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

政策，加大环境保护力度，进而提升养殖户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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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了解程度。 另外，国家通过制定相关的畜禽

粪污资源化处理的激励政策，发放相应的补贴来解

决养殖户进行资源化处理的资金投入问题，进而加

强了养殖户进行资源化处理的积极性。 风险事实

认知和损失认知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并

不显著，可能因为养殖户对肉鸭养殖粪污的不当排

放对水体、空气以及土壤造成污染的认知程度较

低，肉鸭养殖产生的粪污仅会产生一点异味，对空

气污染程度较小；受养殖观念的影响，养殖户认为

肉鸭产生的粪便可以当成作物种植的肥料，不仅不

会造成土壤污染，还改善了土壤质量，节省了种植

成本，所以不会倾向于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 养殖

户因肉鸭养殖造成环境污染以及对身体健康的影

响认知较低，可能是因为国家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处理政策的实施力度较弱，具体实施的时间较

短，不同地区存在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养殖户对

畜禽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了解不全面；而且进

行友好行为处理受到知觉易用性和知觉有用性的

心理影响［３８］，养殖户对粪污资源化处理意愿较低，
进而影响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

（３）控制变量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的

影响：表 ３ 中，性别、年龄、养殖劳动力人数对养殖户

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

由于调查样本中，肉鸭养殖户的决策人主要为男

性，养殖负责人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５０ 岁，肉鸭养殖

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养殖经营人数基本

固定为 ２ 人，养殖差异较小。 养殖户文化程度、风险

偏好对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影响显著。 一般来说，

文化程度越高，接受新技术以及接收信息的能力越

强，养殖户越能了解粪污资源化处理带来的益处，
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若养殖户属于风险规避型，
对粪污资源化处理的投入以及技术意愿就会降低；
若养殖户属于风险偏好型，则容易接受新的养殖管

理方式与粪污资源化处理，进行资源化处理的意愿

会加强。 养殖规模、组织化程度以及养殖收入占比

也正向显著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 随

着养殖规模的扩大，肉鸭养殖粪污的处理压力越

大，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的机会

越大［３］，养殖户越会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肉鸭养

殖户加入企业组织，能更好地接受养殖技术指导和

养殖管理服务，进一步了解肉鸭粪污资源化处理的

必要性，而且加入企业组织能够减小肉鸭养殖户的

养殖风险，促进养殖户采纳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
养殖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越大，养殖户对肉鸭养殖

带来的经济效益越重视，通过粪污资源化处理不仅

可以减少政府对环境污染的处罚，还会增加政府对

肉鸭养殖的环境补贴，降低养殖成本，使肉鸭养殖

的补偿机制超过养殖成本带来的效应。
３􀆰 ２　 风险认知对环境规制影响养殖户环境友好行

为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上述研究可知，环境规制、部分风险认知

对肉鸭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具有促进作用，
风险认知是否在环境规制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

处理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中介效应需要进一步进行

检验，其相关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中介效应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ｅｓｔ

变量
模型 １（ＯＬＳ） 模型 ２（ＯＬＳ） 模型 ３（ＯＬＳ）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环境规制 ０􀆰 １０７∗∗∗ ０􀆰 ０２３ ０􀆰 １８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８３∗∗∗ ０􀆰 ０２３
风险认知 ０􀆰 １３２∗∗∗ ０􀆰 ０３９
性别 ０􀆰 ００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４１
年龄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文化程度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６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１ ０􀆰 １５３
风险偏好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５ －０􀆰 １６９∗∗∗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８
养殖规模

劳动力人数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组织化程度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８ －０􀆰 １５８∗∗∗ ０􀆰 ０５７ ０􀆰 ０６３ ０􀆰 ０４７
养殖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养殖场与畜牧局距离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Ｆ ７􀆰 ６２ ７􀆰 ４７ ７􀆰 ０３
Ｐｒｏｂ＞Ｆ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Ｒ２ ０􀆰 ３３３ ０􀆰 ３３５ ０􀆰 ３３３

∗∗∗、∗∗、∗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显著； 环境规制与风险认知为其选取指标加权平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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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模型 １ 中，环境规制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

理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环境规制对养殖户粪污资源

化处理行为的综合效应 ｃ 为 ０􀆰 １０７。 在模型 ２ 中，环
境规制对养殖户的风险认知具有显著影响，相关回

归系数 ａ 为 ０􀆰 １８０。 在模型 ３ 中，风险认知的回归

系数 ｂ 为 ０􀆰 １３２ 且达显著水平，表明在控制环境规

制的影响下，风险认知作为中介变量对养殖户粪污

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依然显著。 根据温忠麟

等［３６］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系数 ａ 和 ｂ 都显

著，说明间接效应显著；而且在模型 ３ 中，环境规制

回归系数 ｃ′显著，且 ａ、ｂ 与 ｃ′同号，表明风险认知的

中介效应存在，因 ｃ′显著，即存在部分中介，而非完

全中介。 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ａｂ ／ ｃ ＝
２２􀆰 ２１％，表明环境规制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

为的影响约有 ２２􀆰 ２１％是通过风险认知的中介效应

实现的。

为了充分检验风险认知对环境规制激励养殖

户进行环境友好行为过程中的中介效应，通过偏差

校正非参数百分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进行区间检验，置信

区间的置信水平为 ９５％，采用 ５ ０００ 次重复抽样，根
据 ９５％的置信区间是否包含“０”值来判断效应的显

著性［３４］。 结果显示，风险认知在环境规制对养殖户

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关系中，中介效应置信区间为

［０􀆰 ２８０，０􀆰 ６４３］，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表明风险认知

的中介效应显著。
３􀆰 ３　 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分析

运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ＯＬＳ 回归 ２ 种方法对肉鸭养

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的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因素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５。 从估计结果来看，
核心变量的显著性和符号均未改变，表明估计结果

是稳健的。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ＯＬＳ 回归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标准差

环境规制 命令型规制 ０􀆰 ３９３∗∗ ０􀆰 １７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８
激励型规制 ０􀆰 ５６６∗∗∗ ０􀆰 ０８５ ０􀆰 １００∗∗∗ ０􀆰 ０１５
引导型规制 ０􀆰 ８７４∗∗∗ ０􀆰 １７３ ０􀆰 １７４∗∗∗ ０􀆰 ０３２

风险认知 风险事实认知 －０􀆰 ００３ ０􀆰 １７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５
风险损失认知 ０􀆰 ０６４ ０􀆰 １６６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４
风险原因认知 ０􀆰 ３５５∗∗∗ ０􀆰 １３１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９

个人特征 性别 －０􀆰 ０３２ ０􀆰 ２２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０
年龄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文化程度 ０􀆰 １５２ ０􀆰 １０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５
风险偏好 －０􀆰 １８１ ０􀆰 １４９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７

家庭经营特征 养殖规模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５
劳动力人数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组织化程度 ０􀆰 ４４４∗∗ ０􀆰 ２２５ ０􀆰 １００∗∗ ０􀆰 ０４８
养殖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自然特征 养殖区域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ＬＲ 检验 １４６􀆰 ５７∗∗∗

Ｒ２ ０􀆰 ２７６ ０􀆰 ３１８

　 　 由于研究采用养殖户的调查问卷数据，可能会

有一些不可控因素导致对变量的测度存在偏差，而
且政府进行技术指导推广力度（引导型规制）可能

与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互相影响，养殖户粪

污资源化处理程度越高，越容易得到政府部门更多

的技术支持。 ＦＲＡＮＫＥＬ 等［３９］ 的研究认为，地理因

素是工具变量选取的首要因素，借鉴唐林等［４０］ 对工

具变量的选取，选择“养殖场与畜牧局的距离”作为

工具变量。 一方面，养殖场到畜牧局的距离是地理

位置上的距离，仅受农户搬迁及行政区域变迁的影

响，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另一方面，养殖场到

畜牧局的距离是相关政策宣传与推广的重要因素，
这满足了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性的要求。 根

据相关研究，运用工具变量法对引导型规制的内生

性进行检验（表 ６）。 结果显示，第 １ 阶段估计结果

表明“养殖场与畜牧局的距离”对引导型规制有显

著的影响，再次说明了“养殖场与畜牧局的距离”作
为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第 ２ 阶段在纠正了内

生性问题后，不同环境规制仍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

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再一次验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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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在此基础上对工具变量的强弱性进行检验，其
中自回归（ＡＲ）和沃尔德检验（Ｗａｌｄ）均显著，说明

选择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

表 ６　 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内生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ｔｅｓｔ）

变量
第 １ 阶段 第 ２ 阶段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养殖场与畜牧局距离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６
命令型规制 ０􀆰 ３５３∗∗∗ ０􀆰 ０３３ ２􀆰 ８３１∗∗ １􀆰 ３４８
激励型规制 ０􀆰 １５１∗∗∗ ０􀆰 ０１６ １􀆰 ６２０∗∗∗ ０􀆰 ５８６
引导型规制 ０􀆰 ７８９∗∗ ０􀆰 ３７４
风险认知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６２０ ６２０ ６２０ ６２０

Ｆ 值 ４６􀆰 ８６∗∗∗

Ｗａｌｄ 检验 ２７􀆰 ５５∗∗∗

Ｒ２ ０􀆰 ５２１

４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４􀆰 １　 研究结论

基于主要肉鸭养殖省份进行 ６２０ 份养殖户实地

调研问卷，通过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环境规制、
风险认知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相
关研究结果如下：（１）环境规制、风险认知对养殖户

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均具有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

中的命令型、激励型与引导型规制均会促进养殖户

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而风险认知中的风险原因认

知正向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 （２）风险

认知中的风险事实与风险损失认知不显著，说明养

殖户受传统观念与政策区域实施差异的影响，养殖

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意识较低。 （３）环境规

制通过影响养殖户的风险认知进一步影响养殖户

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风险认知在环境规制影响养

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中起中介作用。
４􀆰 ２　 政策启示

研究对促进肉鸭养殖健康稳定发展、实现生态

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的相关结论可为政府

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工作提供参考。 首先，着
力落实粪污资源化处理的政策激励，强化政府在粪

污资源化处理实施中的作用。 肉鸭养殖户对肉鸭

养殖粪污对水体、土壤、空气污染的认知程度较低，
所以政府可以根据养殖户的实际需求完善环境规

制的激励手段，加强养殖户对粪污水体、土壤和空

气污染的认知，促进养殖户实施粪污资源化处理行

为。 其次，针对不同区域的养殖户采取差异化的粪

污资源化处理推广政策。 近年来国家对畜禽粪污

治理的相关政策比较完善，政策实施比较到位，促
进了养殖户采纳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但是畜禽环

境规制政策因为区域差异存在不同，补贴政策激励

程度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养殖户粪污资源化

处理行为。 所以，政府可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

养殖特征进行环境补贴，进而促进政策的实施和提

升环境保护实施绩效。 最后，将风险认知作为推进

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的重要政策参考，注重

养殖户风险认知水平的提升。 风险认知在环境规

制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中起中介作用，
说明政府通过制定环保政策，加大相关宣传与技术

推广，普及粪污资源化处理的法律法规，提高养殖

户环境保护意识及科学文化素养，加强养殖户对粪

污进行不规范处理造成生态环境污染的认知，使得

养殖户充分认识到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的养殖效

益。 综上所述，在实施过程中要根据不同资源禀赋

情况逐步推进相关政策，促进环境资源的优化配

置，激励养殖户积极治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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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测度与关键驱动因子分析

王小鹏， 何启明① 　 （甘肃中医药大学理科教学部， 甘肃 定西　 ７４３０００）

摘要： 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任务，其内在作用机理与关键驱动研究能够为乡村人

居环境治理与建设的精准施策提供科学依据。 采用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测度模型、典型相关分析、岭回归等方法进

行甘肃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测度、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并识别人居环境质量的关键驱动。 结果表明：（１）甘
肃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均值为 ０􀆰 ２３８，高于均值水平的县域占比达 ４５􀆰 ９８％；综合指数、居住条件、产业经济

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与治理指数基本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降低态势；公共服务设施维度却表现为中部高，两端低的空

间格局；基础设施维度中低水平与较低水平的评价单元相对零散分布且范围较广。 （２）自然地理变量组中可灌溉

耕地占比的典型载荷为－０􀆰 ７９８，正向作用于基础设施、居住条件、产业经济（载荷系数均＜０）等目标变量；区域经济

发展组中所有解释指标均与典型变量呈正相关，解释指标正向促进着人居环境质量；社会文化控制变量组中小学

文化程度以下的居民占比、少数民族聚落村占比 ２ 个解释变量的典型载荷分别为－０􀆰 ９７６、－０􀆰 ４９４，负面影响着乡

村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经济发展（目标变量载荷系数＞０）。 （３）可灌溉耕地占比岭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４３（Ｐ＜０􀆰 ０５），
成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的关键驱动因子，山区与丘陵村落占比指标则成为关键约束（ ｒ＝ －０􀆰 １３４，Ｐ＜０􀆰 ０５）；区
域经济发展组指标岭回归系数均为正值，有火车站、高速公路入口的乡镇占比（Ｐ＜０􀆰 ０１）、非农行业劳动力占比（Ｐ
＜０􀆰 ０５）发挥正向驱动作用；社会文化环境中，小学文化以下居民占比系数为负值（Ｐ＜０􀆰 ０１），居民文化程度低下成

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的关键障碍。
关键词： 乡村人居环境； 关键驱动； 典型相关分析； 岭回归； 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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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 Ｔｈｅ ｒｉｄｇ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ｗａｓ ０􀆰 １４３ （Ｐ＜
０􀆰 ０５），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ｎｄ ｈｉｌｌ ａｒｅａｓ ｗａｓ －０􀆰 １３４ （Ｐ ＜ ０􀆰 ０５）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 ｎｅａｒ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Ｐ＜０􀆰 ０１）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Ｐ＜０􀆰 ０５） ｐｌａｙ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ｂｅｌｏｗ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ｗａ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０􀆰 ０１）． Ｔｈｅ ｌ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ｏｂ⁃
ｓｔａｃ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ｖ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ｉｄｇ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发展、居民安居乐业

的根本，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地域空间

环境等共同组成的物质与非物质有机结合的复杂

系统［１］。 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跨越转型背景

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市场经济改革重心

引导的共同作用［２－３］，导致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配

置向城市集中。 农村自然经济色彩浓厚、生产要素

未获得有效集聚［３］。 加速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导致

原有自然经济传统下的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结构失

衡，乡村聚落空间无序化、生态景观破碎化、传统文

化衰落等问题不断凸显［４］。 同时，乡村现代产业经

济发展缓慢、公共服务资源匮乏、基础设施配套缓

慢等问题也逐渐暴露，乡村人居环境的高质量发展

成为当下关切的热点。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

兴战略”与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作为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任务之一，乡村人居环境建

设已然成为乡村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
早期国外人居环境研究更具有“城市主义”的

倾向特征，伴随“人本主义”方法论在乡村人居环境

研究中的地位提升［１］，聚落形态［５］、生态环境与居

住条件［６］、人居环境建设［７］ 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

发表。 自从 １９９３ 年吴良镛［８］ 首次提出人居环境概

念以来，国内学者已从城乡建筑学、农村社会学以

及农村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切入研究乡村人居环境；
理论与视角已围绕乡村振兴战略［９］、主客观比

较［１０］、自组织理论等［１１］ 展开；研究尺度涵盖了省

域［１２］、县市［１３］、聚落［１４］ 等多个层面；研究内容较多

地聚焦于乡村人居环境发展历程［１５］、人居环境质量

评价［１６］、时空动态演化［９］、影响因素［１，１７］、治理与建

设等方面。 相关成果丰富了乡村人居环境的科学

内涵与研究范式，也有效指导了人居环境的治理实

践与健康发展，但是已有研究主要集于经济发达的

中东部地区，同时关于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内在作

用机制与关键驱动因子的研究相对薄弱。 相比中

东部地区，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属性、地
域文化背景孕育了类型多样、特征鲜明的乡村聚

落。 因此，笔者借鉴已有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框

架并依据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构建甘肃

省乡村人居环境测度指标体系，在实现人居环境质

量测度的基础上探究其内在作用机理，并识别关键

驱动因子，以期为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人

居环境治理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甘肃 省 地 处 ３２° ３１′ ～ ４２° ５７′ Ｎ， ９２° １３′ ～
１０８°４６′ Ｅ，属西北干旱、青藏高寒和东部季风三大

气候区的交汇部，东西蜿蜒 １ ６００ 多 ｋｍ。 区内地形

复杂，以山地和高原为主，海拔起伏度较大［１８］。 全

年降水量自东南向西北递减，形成陇南南部北亚热

带半湿润区、陇中北部冷温带半干旱区、河西走廊

冷温带干旱区、甘南高寒带湿润区等 ８ 个气候

区［１９］。 共管辖 １４ 个地州市、８７ 个区县，现有 ２ 个民

族自治州、７ 个民族自治县和 ３５ 个民族乡（镇），民
族自治州（县）占全省总面积的 ３９􀆰 ８％，是个多民族

聚集的省份。 ２０１６ 年末乡村人口 １ ４４３􀆰 ５６ 万人，少
数民族人口达 ２２０􀆰 ５１ 万人。 全省人均 ＧＤＰ 达

２９ ３６２ 元， 最高县域 （阿克塞县） 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４５ ８４０ 元，最低县域 （东乡县） 人均 ＧＤＰ 仅为

５ ７９０ 元；最高与最低县域的人居可支配收入比高

达 ４􀆰 ６２［２０］。 省内地形与气候类型复杂多样，资源

禀赋、经济发展基础、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分异明显，
社会文化属性鲜明，从而造就了多样化的乡村聚落

形态，也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基础。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 １　 数据来源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评价资料来源于《甘肃省

第二次全省农业普查数据（２０２０ 年）》《甘肃发展年

鉴 ２０１７》《甘肃农村年鉴 ２０１７》及各县域统计年鉴

资料，提取反映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指标数据。 关

键驱动指标主要围绕自然地理、区域经济发展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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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化环境 ３ 个维度构建，数据提取除来源于上述

统计资料外，也利用地理数据空间云获取数字高程

模型（ＤＥＭ）数据，通过影像校正、坡度分析获得甘

肃省各县域的坡度数据。
２􀆰 ２　 研究方法

２􀆰 ２􀆰 １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测度方法

（１）指标标准化与权重计算

人居环境质量的测度指标体系具有不同量纲、
数量级和变化幅度，为了消除指标数据之间由数量

级和量纲带来的影响，采用正向极差标准化法进行

数据的无量纲标准化处理。 为了避免指标间信息

重叠及人为确定指标权重的主观性［９，１３］，利用熵值

法计算各指标及维度的权重。
（２）人居环境质量测度模型

采用加权求和法测度各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质

量综 合 指 数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ＱＲＨＳ）。

ＱＲＨＳ ＝ ∑
ｎ

ｉ ＝ １
ｗ ｉｚｉ 。 （１）

式（１）中，ｗ ｉ 为第 ｉ 项指标的权重值；ｚｉ为乡村人居

环境质量各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值。 ＱＲＨＳ值越大，表
明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越高，反之越低。
２􀆰 ２􀆰 ２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关键驱动分析方法

（１）典型相关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ＣＡ）可以识别并量化 ２ 组多元随机变量之间的联

系强度［１６］，便于揭示 ２ 组变量间的内在交互影响，
也为内在作用机理与事物发生的本质认识提供了

可能［２１］。 典型相关分析方法通过降维计算并提取

２ 组变量 Ｘ ＝ （ｘ１，ｘ２，…，ｘｐ） ′、Ｙ ＝ （ｙ１，ｙ２，…，ｙｑ） ′中
的综合随机变量 （Ｕｉ，Ｖｉ ），从而组合成一对典型

变量。
Ｕｉ ＝ ａｉ１ｘ１ ＋ ａｉ２ｘ２ ＋ … ＋ ａｉｐｘｐ ＝ ａ′Ｘ ， （２）
Ｖｉ ＝ ｂｉ１ｙ１ ＋ ｂｉ２ｙ２ ＋ … ＋ ｂｉｐｙｐ ＝ ｂ′Ｙ 。 （３）

为了避免结果重复出现，对系数向量 ａ ＝ （ａ１，
ａ２，…，ａｐ） ′和 ｂ ＝ （ｂ１，ｂ２，…，ｂｐ） ′ 加以限制，筛选方

差为 １ 的 ｘ、ｙ 的线性函数 ａ′Ｘ 与 ｂ′Ｙ，求使变量间相

关系数达到最大的一组。
ρ（ａ１′Ｘ，ｂ１′Ｙ） ＝ ｍａｘ ρ（ａ′Ｘ，ｂ′Ｙ） ， （４）
ρ（ａ１′Ｘ，ｂ１′Ｙ）＝Ｃｏｖ（ａ１′Ｘ，ｂ１′Ｙ） ／ ［Ｖａｒ（ａ′Ｘ） －２ ×

Ｖａｒ（ｂ′Ｙ） －２］ 。 （５）
最大相关系数的综合变量作为第 １ 对典型相关

变量，其相关系数为 ｒ（Ｕ１，Ｖ１），同理可以求出第 ２
对、第 ３ 对及第 Ｋ 对典型相关变量及其相关系数。
因此，典型相关分析便于挖掘人居环境质量与影响

因子间的整体相关性，是揭示影响因素对乡村人居

环境质量内在作用的理想模型。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６􀆰 ０ 软

件调用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程序实现典型相关

分析。
（２）岭回归分析

岭回归（ｒｉｄｇ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ＲＲＭ）是对普通

最小二乘法（ＯＬＳ）的改良，适用于共线性数据的回

归分析。 该方法避免了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解决

了普通最小二乘法参数估计产生的扭曲问题［２２］。
逐步回归也可以排除具有共线性的自变量，但容易

导致重要研究变量被筛除掉，而岭回归充分利用自

变量信息及其独立性，可以模拟出更具有原真性、
解释力的模型方程，在样本数据量相对小或存在病

态数据情况下，具有更好的耐受性。 由于研究单元

为甘肃省的 ８７ 个县域，数据集特征间存在多重共线

性（检验个别因子 ＶＩＦ 值＞１０），从而导致普通线性

回归预测精度不够、参数估计方差太大、模型稳定

性不高甚至出现与实际意义不符的正负号［２２］。 参

照文献［１７，２３－２４］，采用岭回归模型从自然地理、
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环境维度分析乡村人居环

境质量的关键驱动因子。
岭回归的基本思路是给奇异矩阵 Ｘ′Ｘ 引入一

个正常数矩阵 ｋＩ，从而改善奇异性，模拟出合理的

估计系数［２５］，其表达式为：
β^（ｋ） ＝ （Ｘ′Ｘ ＋ ｋＩ） －１ × Ｘ′Ｙ 。 （６）

式（６）中，β^（ｋ）为岭估计系数，ｋ＝ ０ 时为 ＯＬＳ；当 ｋ→
∞时，岭估计系数则趋于 ０。 ｋ 值选取依据岭迹图

法，即各 β 系数趋于平稳时的 ｋ 值。 岭回归在此处

键入公式。 系数绝对值大小直接反映了因子指标

对人居环境质量的作用大小；回归系数正负反映指

标对人居环境质量的作用方向，负值说明该因子表

现为约束力，正值则为驱动力。
２􀆰 ３　 人居环境质量的指标体系构建

２􀆰 ３􀆰 １　 人居环境质量的测度指标体系

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区域内农户生产生活所

需物质和非物质的有机结合体［４，２６］。 科学构建评价

指标体系是准确衡量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关键，基
于吴良镛［８］、李伯华等［２７］提出的人居环境的科学内

涵与分析框架，参考顾康康等［２８］、朱彬等［２９］、杨兴

柱等［１６］提出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衡量指标，依据

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与
现实实践，按照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可比性及

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则，从基础设施、居住条件、公
共服务设施、产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与治理 ５ 个

维度构建测度指标体系（表 １）。 其中，基础设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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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发展的“硬环境”，反映乡村聚落

的交通区位环境优越性、村外交通连接度，也反映

村落内部的交通质量［２８］；采用公交车路线的乡镇占

比、进村道路硬化自然村占比、村内道路硬化自然

村占比、村内主干道路灯占比 ４ 个指标表征。 居住

环境反映村落居民的居住、生活条件及其建设能

力，房屋结构与面积反映家庭住房质量与居住舒适

度，安全饮用水、卫生厕所及淋浴热水器反映生活

条件的改善情况。 公共服务设施维度中体育健身

场、图书室及卫生室指标反映乡村居民健康生活空

间载体建设的完善程度，幼儿园托儿所、电子商务

间接表征村落居民基础教育、电商服务的可及

性［１６］。 产业经济发展维度中合作社、农产品市场、
农业保险、农业企业等指标反映乡村居民生产环境

的营造情况，农业生产总值、农村居民收入表征农

业经济、家庭经济发展程度。 生态环境与治理是乡

村生产生活的重要基础条件，表征乡村居民生产生

活的自然基础条件，也反映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表 １　 甘肃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测度指标体系与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维度 维度权重 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方向 指标权重

基础设施 ０􀆰 １７３ 通公交车路线的乡镇占比 ％ ＋ ０􀆰 ３２７
进村道路硬化自然村占比 ％ ＋ ０􀆰 ０２３
村内道路硬化自然村占比 ％ ＋ ０􀆰 ０８４
村内主干道路灯占比 ％ ＋ ０􀆰 ５６６

居住环境 ０􀆰 １１１ 较高质量房屋结构占比 ％ ＋ ０􀆰 ０４０
人均居住面积 ｍ２·人－１ ＋ ０􀆰 ２２７
安全饮用水占比 ％ ＋ ０􀆰 １６４
卫生厕所建有农户家庭占比 ％ ＋ ０􀆰 ２９８
淋浴热水器户均拥有量 台·户－１ ＋ ０􀆰 ２７１

公共服务设施 ０􀆰 ２３４ 有幼儿园、托儿所村占比 ％ ＋ ０􀆰 ２０３
有体育健身场所村占比 ％ ＋ ０􀆰 ２０３
有图书室、文化站村占比 ％ ＋ ０􀆰 ２５６
有卫生室村占比 ％ ＋ ０􀆰 １００
有电子商务配送点村占比 ％ ＋ ０􀆰 ２３８

产业经济发展 ０􀆰 １７５ 单位乡镇农业合作社数 个 ＋ ０􀆰 ２２９
有农产品市场的乡镇占比 ％ ＋ ０􀆰 ２６９
农村人口人均农业生产值 元·人－１ ＋ ０􀆰 ２２８
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企业数 个 ＋ ０􀆰 ２７４
农业保险参保家庭占比 ％ ＋ ０􀆰 １９５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元 ＋ ０􀆰 ２９６

生态环境与治理 ０􀆰 １３７ 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比 ％ － ０􀆰 ０２３
森林覆盖率 ％ ＋ ０􀆰 １１８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村占比 ％ ＋ ０􀆰 ２２３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村占比 ％ ＋ ０􀆰 ５５２
柴草使用农户家庭占比 ％ ＋ ０􀆰 ０８５

“＋”为正向指标，“－”为负向指标。

２􀆰 ３􀆰 ２　 人居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指标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区域经

济发展、社会文化环境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参考

前人成果并结合研究实际，从自然地理环境、区域

经济发展环境、社会文化环境 ３ 个维度构建了人居

环境质量的影响指标体系（图 ２ ～ ４）。 自然地理环

境具有相对稳定、缓慢变化的特征，对乡村人居环

境的动态过程影响较弱［１６］。 地形不仅影响着区域

耕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交通与农业生产基础设

施的建设能力，也会直接影响到聚落的布局形态、

规模及增长方向等。 采用山区与丘陵区村落占比、
县域地形起伏度、村庄行政区域面积等指标来表征

地形对人居环境质量的影响。 水资源、耕地资源是

农业生产的基础资料，直接影响到农业经济发展方

式、产出效益以及乡村居民的家庭收入，采用可灌

溉耕地占比、多年平均降水量来表征。
区域经济发展环境是乡村农业经济增长、人居

环境建设的重要前提。 经济规模扩大与财政收入

增加可以推进乡村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经济发展

环境的改善与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更有利于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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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要素活力与内生发展能力，从而影响乡村居

民家庭的经济收入方式与产出效益等［３０］。 因此，从
区位、科技及财政等角度提取有火车站与高速公路

入口的乡镇占比、每公顷农田农业机械总动力、非
农行业劳动力占比、村集体经济收入、乡镇公共财

政支出等指标来表征研究单元的区域经济发展环

境。 社会文化是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长期交互作

用的产物［２３］，与乡村人居环境的兴盛息息相关。
乡村居民的文化程度、民族地域文化属性与其

生产生活方式密切关联，也会影响到人居环境治理

的参与主动性与积极性；乡村人口老龄化与“空心

化”背景下，年轻劳动力外流导致乡村公共事务参

与度降低［１７］、人居环境治理中主人翁的角色存在缺

失。 借鉴杨兴柱等［１６］、马军旗等［１７］ 的研究，采用小

学文化程度以下居民占比、农村人口老龄化、有业

余文化组织的村占比、少数民族聚落村占比指标表

征社会文化环境。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测度

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０ 软件中的自然断点法将乡村

人居环境质量及各维度指数划分为 ５ 个等级，分别

为较低水平、低水平、一般水平、高水平和较高水

平。 甘肃省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

（ＱＲＨＳ）的平均值为 ０􀆰 ２３８，高于该平均值的县域有

４０ 个，占比达到 ４５􀆰 ９８％。 除局部县域外，整体上乡

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出由西北向东南降低的态势

（图 １）。 处于较高水平的县域有 １６ 个，仅占所有评

价单元的 １８􀆰 ３９％；在较高水平的评价单元中，
５６􀆰 ６７％的县域集中于河西走廊地区。 高水平的县

域为 １８ 个，占总评价单元的 ２０􀆰 ６９％；其中 ５０％的

高水平评价单元聚集于陇中地区。 处于一般水平

的县域有 １４ 个（占比达 １６􀆰 ０９％），相对零散地分布

于河西走廊、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 低水平（２７
个）、较低水平（１１ 个）的评价县域呈现出团状分布

特征，主要聚集于陇东地区、陇南地区及甘南地区，
占总评价单元的 ４４􀆰 ８３％。 维度层面上，居住环境、
产业经济、生态环境与治理指数水平基本上也呈现

出西北高东南低的态势。 兰州以西基本上成片状

分布着高水平居住环境的县域，兰州以东主要团状

集聚了较低及低水平县域，零星散落分布着一般水

平及高水平的县域。 产业经济发展维度与居住环

境的空间特征基本相同，但在定西、白银、平凉及庆

阳范围内呈现出一般水平以及高水平的团状集聚。
在生态环境与治理维度上，低水平及较低水平县域

所占比重明显增加，除酒泉局部县域外（敦煌、瓜
州、玉门、金塔等），整体上也表现出西北低东南高

的态势，该结果也与马利邦等［３１］ 的研究结论基本吻

合。 人居环境质量水平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态

势，主要是由于河西走廊地势平坦，灌溉基础设施

配置合理，农业经济相对发达，居民家庭经济收入

水平较高，居住条件与生活环境的建设能力也较

强。 而甘肃东南部地处于甘南高原、秦巴山区连片

特困地区，耕地资源有限，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显著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３０］，居民家庭生计脆弱性高，乡
村人居环境质量较低。

图 １　 甘肃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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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服务设施指数呈现出中部高两端低的态

势。 较低县域主要分布于西北端的民族县以及位

于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的陇南地区。 西北端的

民族县地域广阔，居民点散落分布，教育及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缓慢，降低了乡村居民对基础教育、基
本医疗服务设施点的可及性；同时，县内并未形成

良好的交通联网线路，制约了电子商务等商业服务

网点的合理配置。 甘肃南端秦巴山区的乡村地区

山势高峻、坡度陡峭，河流阶地不发育，土地资源紧

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基础设施维度层面，
低水平及较低水平的县域分布相对较广，带状分布

于祁连山山麓地区，团状分布于甘南高原、陇南秦

巴山区及陇东黄土高原区。 县域路网层次不完善，

乡村聚落居民点的外部连通性低；县域内部的交通

互联互通能力弱，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较低，最
终成为制约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健康发展的短板。
３􀆰 ２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３􀆰 ２􀆰 １　 自然地理环境与乡村人居环境的典型相关

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自然地理环境与乡村

人居环境质量共形成 ５ 对典型相关关系，前 ２ 对典

型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７５４、０􀆰 ５０３，并达到显著差异，
特征值解释累积变异量达到 ８６􀆰 ９７％（表 ２），表明自

然地理环境通过 ２ 个典型变量影响着乡村人居环境

质量。

表 ２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影响因素的典型相关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影响因素 典型相关 典型相关系数 特征值 解释变异量 ／ ％ 累积变异量 ／ ％ Ｗｉｌｋ′ｓ 值 Ｆ 值 自由度 Ｐ 值

自然地理 １ ０􀆰 ７５４ １􀆰 ３１８ ６９􀆰 １６４ ６９􀆰 １６ ０􀆰 ２５６ ５􀆰 ０９４ ２５ ０
环境　 　 ２ ０􀆰 ５０３ ０􀆰 ３３９ １７􀆰 ８０６ ８６􀆰 ９７ ０􀆰 ５９３ ２􀆰 ７７８ １６ ０

３ ０􀆰 ４１１ ０􀆰 ２０４ １０􀆰 ６８８ ９７􀆰 ６６ ０􀆰 ７９５ ２􀆰 １１１ ９ ０􀆰 ０３０
４ ０􀆰 １９７ ０􀆰 ０４０ ２􀆰 １２２ ９９􀆰 ７８ ０􀆰 ９５７ ０􀆰 ８８６ ４ ０􀆰 ４７３
５ ０􀆰 ０６５ ０􀆰 ００４ ０􀆰 ２２１ １００􀆰 ００ ０􀆰 ９９６ ０􀆰 ３４０ １ ０􀆰 ５６０

乡村经济 １ ０􀆰 ７４９ １􀆰 ２７７ ７９􀆰 ３８３ ７９􀆰 ３８ ０􀆰 ３２４ ４􀆰 ０７７ ２５ ０
发展环境 ２ ０􀆰 ４３４ ０􀆰 ２３２ １４􀆰 ４０６ ９３􀆰 ７９ ０􀆰 ７３８ １􀆰 ５６３ １６ ０􀆰 ０８０

３ ０􀆰 ２９５ ０􀆰 ０９５ ５􀆰 ９２２ ９９􀆰 ７１ ０􀆰 ９０９ ０􀆰 ８５７ ９ ０􀆰 ５６５
４ ０􀆰 ０６２ ０􀆰 ００４ ０􀆰 ２４２ ９９􀆰 ９５ ０􀆰 ９９５ ０􀆰 ０９３ ４ ０􀆰 ９８４
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８ １００􀆰 ００ ０􀆰 ９９９ ０􀆰 ０６２ １ ０􀆰 ８０４

社会文化 １ ０􀆰 ７４３ １􀆰 ２３５ ６３􀆰 ９２４ ６３􀆰 ９２ ０􀆰 ２５１ ６􀆰 ７０８ ２０ ０
环境　 　 ２ ０􀆰 ５９７ ０􀆰 ５５４ ２８􀆰 ６５６ ９２􀆰 ５８ ０􀆰 ５６２ ４􀆰 ２５１ １２ ０

３ ０􀆰 ３２８ ０􀆰 １２１ ６􀆰 ２５７ ９８􀆰 ８４ ０􀆰 ８７３ １􀆰 ８８２ ６ ０􀆰 ０８７
４ ０􀆰 １４８ ０􀆰 ０２２ １􀆰 １６３ １００􀆰 ００ ０􀆰 ９７８

　 　 典型相关结构（图 ２）说明，自然地理变量组中

山区丘陵村落占比、地形起伏度、可灌溉耕地占比、
多年平均降水量等指标通过典型变量 η１１ 影响着

基础设施、居住条件、产业经济等目标变量，各变量

典型载荷分别达 ０􀆰 ８９４、０􀆰 ７０８、－０􀆰 ７９８、０􀆰 ７７６，其中

可灌溉耕地占比的典型载荷系数与目标典型载荷

的系数均为负值，只有该变量正向影响目标变量，
表明地形起伏度较大县域山区与丘陵村落占比较

高，交通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被削弱；农业机

械化与科技化程度较低，乡村产业经济发展缓慢；
居民家庭经济收入低下，制约了其居住条件的改善

能力。 可灌溉耕地比反映了乡村的水土资源匹配

度，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川区乡村聚落，较高的耕

地产业效益推动着农业资源的空间合理配置、居住

条件及耐用生活用品的改善。 降水量负向影响基

础设施、居住条件及产业经济发展，甘肃东南部的

陇南地区降水量大，但受地形条件影响，可利用耕

地资源有限，泥石流、滑坡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经济

发展受到制约；河西走廊降水稀少，但是由于拥有

较好的灌溉农业，农民收入较高［３１］。
坡度大于 ２５°占比的解释变量通过典型变量

η１２ 影响着目标变量中的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环境

与治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典型载荷系数的方向相

反，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典型载荷系数同向，说明坡

度大于 ２５°占比削弱了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能力与

供给能力；尤其陇南地区地形起伏度大，境内形成

了高山峻岭与峡谷、盆地相间的复杂地形，但是降

水充沛，植被覆盖度较高，该结果也符合甘肃省实

际现状。
３􀆰 ２􀆰 ２　 乡村经济发展环境与人居环境质量的典型

相关分析

以乡村经济发展环境作为控制变项，以人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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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为效标变项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图 ３），共形

成 ５ 对典型相关关系，但是仅有 １ 对典型相关系数

达到显著差异（Ｐ＜０􀆰 ０５），相关系数为 ０􀆰 ７４９，特征

值能解释的变异量达到 ７９􀆰 ３８３％（表 ２），表明乡村

经济发展环境通过 １ 个典型标量 η２１ 影响着人居环

境质量。 控制变量中乡镇公共财政支出指标典型

载荷低于 ０􀆰 ３，所有研究单元的人居环境质量受该

指标的影响比较微弱，因此在典型相关结构图中也

并未呈现。 图 ３ 表明，控制变量中所有解释指标均

与典型变量 η２１ 呈现正相关，解释变量指标对应典

型载荷分别达到－０􀆰 ７８１、－０􀆰 ７１、－０􀆰 ７３５、－０􀆰 ３９３，解
释变量正向影响着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也表明交通

便利的乡镇或乡村聚落拥有较好的交通区位，有利

于乡村经济发展的生产资料、农业经济信息的输入

及劳动力、农产品的输出，也为农业产业经济组织

发展提供了前提。

数据为各变量典型载荷。

图 ２　 自然地理环境与人居环境的典型相关结构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ｐ ｏｆ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数据为各变量典型载荷。

图 ３　 乡村经济发展环境与人居环境典型相关结构图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ｐ ｏｆ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ｒ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农业科技发展与农村农业现代化密切关联，农
业机械化进程推进提高了农村人口劳动力的产出

效率，为非农经营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剩余劳动力，
有力推动了乡村经济发展。 集体经济解释变量的

典型载荷为－０􀆰 ３９３，相比其他变量而言，该变量对

于人居环境提升的正向影响程度也相对微弱，间接

表明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在乡村人居环境

整治过程中并未明显发挥基础作用。
３􀆰 ２􀆰 ３　 社会文化环境与人居环境质量的典型相关

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结果（图 ４）显示，共形成 ４ 对典

型相关关系，前 ２ 对典型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７４３、
０􀆰 ５９７，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差异（Ｐ＜０􀆰 ００１），特征

值解释累积变异量达到了 ９２􀆰 ５８％（表 ２），说明社会

文化环境透过 ２ 个典型变量影响人居环境质量。

数据为各变量典型载荷。

图 ４　 社会文化环境与人居环境典型相关结构图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ｐ ｏｆ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ｂｏｕｔ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典型变量 η３１ 将基础设施、产业经济发展从目

标变量中区分出来，社会文化控制变量组中与之相

对应的解释变量主要是小学文化程度以下居民占

比、农村人口老龄化、少数民族聚落村占比，对应的

典型载荷分别为－０􀆰 ９６７、０􀆰 ６４３、－０􀆰 ４９４，说明典型

变量 η３１ 主要受该 ３ 个解释变量的影响，其中小学

文化程度以下居民占比、少数民族聚落村占比解释

变量负面影响着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

经济发展，尤其是民族地区的乡村居民文化程度较

低，直接制约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非农经营

活动参与度低下，传统农业生产遏制了家庭经济的

多元化收入，影响了民族家庭的金融资本积累与居

住条件的改善。 人口老龄化指标的典型载荷

０􀆰 ６４３，与典型变量 η３１ 正相关，人口老龄化与基础

设施、产业经济发展表现为正相关。 产生原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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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区位优越、交通便捷的乡村村落为农业经济的

资源空间配置及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更多

的可能性；同时乡村青年劳动力非农经营活动参与

性较强，人口流失问题不断凸显，导致乡村老龄化

与“空心化”问题不断暴露。 有业余文化组织的村

占比与典型变量 η３２ 正相关，业余文化活动举办是

良好乡村邻里关系的体现，也是村落居民凝聚力增

强的催化剂，居民更有可能参与到村容村貌整治、
村落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事务中。
３􀆰 ３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驱动因子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系数并不能直接判定各因子对

人居环境总体质量的影响大小［１６］，采用岭回归揭示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驱动因子。 根据岭迹图观察，
当 ｋ 处于 ０􀆰 ３０ 附近时各变量的岭迹趋于平稳，模型

Ｒ２值为 ０􀆰 ７３１；ＡＮＯＶＡ 检验中 Ｓｉｇ．值小于 ０􀆰 ０５，拟
合效果较好。 岭回归结果（表 ３）显示，自然地理环

境维度中，仅有可灌溉耕地占比指标的回归系数大

于 ０，并通过了 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绝对值

达到最高（０􀆰 １４３），表明在自然地理环境维度中可

灌溉耕地占比（水土资源）成为甘肃省乡村人居环

境质量提升的关键驱动力。 山区与丘陵村落占比

回归系数为－０􀆰 １３４，并通过了 ５％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山区丘陵区的乡村聚落是甘肃省乡村人居环境

质量提升的短板。 其余指标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但

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地形、降水量指标相对

微弱地制约着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改善。
乡村经济发展环境维度中，各指标回归系数均

大于 ０，每公顷农田的农业机械总动力 （ Ｓｉｇ．值 ＝
０􀆰 ５３３）、村集体经济收入（Ｓｉｇ．值 ＝ ０􀆰 ７８１）指标的显

著性水平较低，回归系数也最低，反映出该指标对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整体正向贡献较弱。 而有火

车站、高速公路入口的乡镇占比、非农行业劳动力

占比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也较高，非农行业

劳动力资源、交通区位优势会显著正向地促进乡村

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
社会文化环境维度的少数民族聚落村占比的

岭回归系数小于 ０，表明民族地区聚落成为未来乡

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的短板，该区域聚落分布相对

散落，交通连接度较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成为未

来关键解决的问题。 小学文化以下的居民占比回

归系数小于 ０ 并通过 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乡村聚落居民的文化程度直接制约了非农经营活

动的介入及现代农业科技的使用，制约着乡村产业

经济与家庭经济收入，成为未来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提升的关键障碍。 相反，农村人口老龄化、有业余

文化组织的村占比正向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但
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因素影响性对微弱，而有业余文

化组织的村占比影响达显著水平（Ｓｉｇ．值＝ ０􀆰 ０１１）。

表 ３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关键驱动的岭回归估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Ｋｅ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Ｒｉｄｇ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维度 影响指标 回归系数 ｔ 值 Ｓｉｇ．值 作用方向

自然因素 山区与丘陵村落占比 －０􀆰 １３４ －２􀆰 ２９４ ０􀆰 ０２５∗ －
县域地形起伏度 －０􀆰 ０２７ －０􀆰 ４８８ ０􀆰 ６２７ －
县域坡度大于 ２５°面积占比 －０􀆰 ０３３ －０􀆰 ５９８ ０􀆰 ５５２ －
可灌溉耕地占比 ０􀆰 １４３ ２􀆰 ４７２ ０􀆰 ０１６∗ ＋
多年平均降水量 －０􀆰 ０７４ －１􀆰 ２５８ ０􀆰 ２１２ －

区域经济 有火车站、高速路入口的乡镇占比 ０􀆰 １６９ ２􀆰 ９０７ ０􀆰 ００５∗∗ ＋
每公顷农田农业机械总动力 ０􀆰 ０３５ ０􀆰 ６２６ ０􀆰 ５３３ ＋
非农行业劳动力占比 ０􀆰 １５１ ２􀆰 ５７７ ０􀆰 ０１２∗ ＋
村集体经济收入 ０􀆰 ０１６ ０􀆰 ２７９ ０􀆰 ７８１ ＋

社会文化 小学文化以下居民占比 －０􀆰 １８７ －３􀆰 ３６９ ０􀆰 ００１∗∗ －
农村人口老龄化 ０􀆰 ０１３ ０􀆰 ２３２ ０􀆰 ８１７ ＋
有业余文化组织的村占比 ０􀆰 １５０ ２􀆰 ５９６ ０􀆰 ０１１∗ ＋
少数民族聚落村占比 －０􀆰 ０１１ －０􀆰 １８８ ０􀆰 ８５２ －

∗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 “＋”为正向指标，“－”为负向指标。

４　 讨论与结论

基于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质量测度，利用典型

相关分析方法探究了自然地理、乡村经济发展环

境、社会文化环境对人居环境质量的内在作用机

理，采用岭回归模型识别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关

键驱动，研究结论如下：
（１）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基本呈现出由西北向东

南降低的态势，较高水平的县域呈带状分布于河西

走廊，低水平的县域以团状聚集于陇东、陇南及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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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等地。 维度层面上，居住条件、产业经济发展、生
态环境与治理的空间分异特征大致与人居环境质

量相同；公共服务设施维度却表现出中部高两端低

的态势；具有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基础设施的县域零

散分布、范围较广。
（２）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受到自然地理、乡村经

济发展、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影响，作用大小、方向

存在明显差异。 作用方向上，可灌溉耕地占比、有
业余文化组织村占比、人口老龄化及乡村经济发展

环境的表征指标均正向驱动乡村人居环境的质量

发展，而其余指标表现出负向的约束作用。 自然地

理环境中地形特征直接影响着区域耕地资源数量

及其有效利用，也会影响交通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

的建设能力；地形条件直接影响着聚落布局形态、
规模、密度等，进而影响到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能

力。 乡村经济发展环境是乡村产业兴旺的坚实基

础，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农业科技化

发展密切关联。 社会文化环境是人与地交互作用

的产物，影响着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人居环

境治理的居民主动性及参与积极性。
（３）岭回归分析表明，可灌溉耕地占比、有火车

站、高速路入口的乡镇占比、非农行业劳动力等因

子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表现出显著影响，正向驱动

着乡村人居环境的有序发展；相反，山区与丘陵村

落、文化程度水平低下的居民村落成为人居环境质

量提升的短板。 因此，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

程中，甘肃省应继续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田间灌

溉与道路等配套设施完善，从而提升乡村的土地生

产力与产出效益；通过土地流转推行来优化乡村土

地资源配置方式，为乡村农业现代化发展做好铺

垫。 同时，接续加强交通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并连

通县域间的大中型贸易市场、农机服务、仓储物流

等平台，促进经济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好地实现县

域间的联动发展，为产业经济发展营造健康环境。
再者，乡村居民是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的主要参与

者，通过劳务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机会、增加非农经

营收入，通过科学种植技术推广提升居民种植技能

与土地产出效益，从而为家庭居住条件的改善提供

金融资本。
（４）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测度指标数据聚焦于

村、镇尺度，相比省县域尺度的指标数据而言，能够

更加客观、准确地刻画乡村人居环境的实际特征。
采用岭回归实现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驱动分析，避
免变量数据集间的多重共线性，模型稳定性较高，
预测结果更加符合实际意义。 但是《甘肃省第二次

全省农业普查数据（２０２０）》更新至 ２０１６ 年，时间序

列数据也存在断裂，因此采用截面数据测度某时段

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研究缺少了动态演化分析，测
度的静态性与指标选择的偏颇性也客观存在，其将

成为研究团队未来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由于甘

肃省乡村聚落的地域性特征鲜明，乡村人居环境质

量的类型识别与关键驱动也将成为精准实施乡村

人居环境治理的关键依据。 同时，省域尺度的顶层

制度设计、县域尺度的政策实施与空间资源配置、
村落尺度的居民治理参与及满意度均会影响到乡

村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精确、全面刻画人居环境

质量及治理路径的适宜选择更需要多尺度的融合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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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ｉｎ ＣＬＤＳ
（２０１６）［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０，２１（４）：４５－５２，７４．］

［１８］ 赵松乔．西北干旱区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Ｊ］ ．干旱区资源与

环境，１９８７，１ （ ２）：１ － １２． ［ ＺＨＡＯ Ｓｏｎｇ⁃ｑｉａｏ．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ＮＷ Ｃｈｉｎ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９８７， １ （ ２）：
１－１２．］

［１９］ 杨阳，马绎皓，赵鸿，等．甘肃省不同气候类型区土壤水分特性

［Ｊ］ ．水土保持学报，２０２１，３５（５）：２１３－２２０，２２６．［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ＭＡ Ｙｉ⁃ｈａｏ，ＺＨＡＯ 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３５（５）：２１３－２２０，２２６．］

［２０］ 马秋华．甘肃省农村扶贫绩效评价及推进策略研究［Ｄ］．兰州：
兰州财经大学，２０１９：２０－２３．［ＭＡ Ｑｉｕ⁃ｈｕ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Ｌａｎｚｈｏｕ：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２１］ 周文强，阙思思，曾德芳，等．基于典型相关分析的长江航运与

水环境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Ｊ］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０，２９
（５）：１１８３－１１９１．［ＺＨＯＵ Ｗｅｎ⁃ｑｉａｎｇ，ＱＵＥ Ｓｉ⁃ｓｉ，ＺＥＮＧ Ｄｅ⁃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２０２０，２９（５）：１１８３－１１９１．］

［２２］ 肖晔，赵林，乔路明，等．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

其影响因素［ Ｊ］ ．地理研究，２０２１，４０（６）：１７６８－ １７８４． ［ＸＩＡＯ
Ｙｅ，ＺＨＡＯ Ｌｉｎ，ＱＩＡＯ Ｌｕ⁃ｍｉｎｇ，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Ｂｅｉ⁃
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 Ｊ］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４０
（６）：１７６８－１７８４．］

［２３］ 游细斌，代启梅，郭昌晟．基于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模型的南方丘陵地

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以赣州为例［ Ｊ］ ．山地学报，２０１７，３５
（６）：８９９－９０７．［ＹＯＵ Ｘｉ⁃ｂｉｎ，ＤＡＩ Ｑｉ⁃ｍｅｉ，ＧＵＯ 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ｉｌｌ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ＴＯＰ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ａｎｚｈｏｕ
［Ｊ］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３５（６）：８９９－９０７．］

［２４］ 唐宁，王成，杜相佐．重庆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差异

化优化调控［Ｊ］ ．经济地理，２０１８，３８（１）：１６０－１６５，１７３．［ＴＡＮＧ
Ｎｉｎｇ，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ＤＵ Ｘｉａｎｇ⁃ｚｕ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８，３８（ １）：
１６０－１６５，１７３．］

［２５］ 李凯，刘涛，曹广忠．中国省区城镇化空间格局与驱动力演变

［Ｊ］ ．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８，２５（６）：８－１６．［ ＬＩ Ｋａｉ，ＬＩＵ Ｔａｏ，ＣＡＯ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８，２５（６）：８－１６．］

［２６］ ＺＨＯＵ Ｇ Ｈ，ＨＥ Ｙ Ｈ，ＴＡＮＧ Ｃ Ｌ，ｅｔ 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２３（３）：５１３－５２４．

［２７］ 李伯华，刘沛林，窦银娣，等．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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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 Ｊ］ ．地理科

学，２０１４，３４ （ １１）：１３５３ － １３６０． ［ ＬＩ Ｂｏ⁃ｈｕａ， ＬＩＵ Ｐｅｉ⁃ｌｉｎ，ＤＯＵ
Ｙｉｎ⁃ｄｉ，ｅｔ 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ｄｇ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 Ｇｒｅａｔ Ｎａｎｙｕ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ｉｒｃｌｅ＂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３４（１１）：１３５３－１３６０．］

［２８］ 顾康康，刘雪侠．安徽省江淮地区县域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

及空间分异研究［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１８，３４（５）：３８５－

３９２．［ＧＵ Ｋａｎｇ⁃ｋａｎｇ，ＬＩＵ Ｘｕｅ⁃ｘｉａ．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
ｇｈｕａ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３４（５）：３８５－３９２．］

［２９］ 朱彬，张小林，尹旭．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空间格

局分析 ［ Ｊ］ ． 经济地理， ２０１５， ３５ （ ３）： １３８ － １４４． ［ ＺＨＵ Ｂ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ｎ，ＹＩＮ Ｘｕ．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５，３５（３）：１３８－１４４．］

［３０］ 梁晨，李建平，李俊杰．基于“三生”功能的我国农村人居环境

质量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与优化［ Ｊ］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

划，２０２１，４２（１０）：１９－３０．［ＬＩＡＮＧ Ｃｈｅｎ，ＬＩ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ＬＩ Ｊｕｎ⁃ｊｉｅ．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ｖ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２１， ４２ （ １０）：
１９－３０．］

［３１］ 马利邦，李欢，豆浩健，等．甘肃省县域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异

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０，３６（１０）：
１２５１－１２５９． ［ＭＡ Ｌｉ⁃ｂａｎｇ，ＬＩ Ｈｕａｎ，ＤＯＵ Ｈａｏ⁃ｊｉａｎ，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３６（１０）：１２５１－１２５９．］

作者简介： 王小鹏（１９８４—），男，甘肃临洮人，讲师，研究方

向为生态经济学。 Ｅ⁃ｍａｉｌ： ｗｘｐｇｚｙ＠ １６３．ｃｏｍ

（责任编辑： 陈　 昕）

欢迎订阅 ２０２３ 年《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为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江苏省植物学会联合主办的学术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 本

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北大核心）、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期刊（ＣＳＣＤ 核心），并为 ＢＡ（预评）、
ＣＡＢ、ＢＣＩ、ＪＳＴ、中国生物学文摘、中国环境科学文摘、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国学术期刊（光盘

版）、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国内外著名刊库收录。 ２０１３ 年荣获“首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期刊

奖”及江苏省精品科技期刊项目；２０１５ 年荣获“第六届江苏省科技期刊金马奖·精品期刊奖”；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２２ 年均荣获江苏

省精品科技期刊项目；２０２１ 年荣获第三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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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上游流域分形地貌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

项　 清１，２， 黄　 弘３， 于 　 欢１， 阚瑷珂２，３①， 何 　 杰３ 　 （ １􀆰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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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系统研究岷江上游流域地貌环境与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关联性，对理解青藏高原东缘人居生态单元的特征

及安全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基于计盒法计算了岷江上游流域在不同等级流域尺度的分形维数，并结合核

密度分析、空间聚类，探讨了分维数与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关系，基于地理探测器揭示了流域地貌因子对农村居民

点的影响特征及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１）总体尺度上，岷江上游流域分形地貌的幼年发育阶段促使了农村居民

点整体的分布形态与分形地貌呈现正相关的叶状分支特征。 支流和小流域尺度上，农村居民点密度分布、民族特

征与流域地貌发育均具有一致性。 （２）沟壑密度是影响农村居民点分布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海拔。 同时沟壑密度

∩海拔产生了显著的双因子增强效应。 沟壑密度、海拔和坡长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间差异。
（３）岷江上游流域地貌发育所形成的生产资源、自然灾害和景观特征，通过与农村居民点生产、生活以及居民的心

理需求相耦合，从而影响农村居民点选址、迁移、消亡和扩张，形成了流域自然环境影响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内在

机制。
关键词： 岷江上游； 分形维数； 农村居民点； 地理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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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流域地貌是地貌类型中的重要一类，流域地貌

的形成主要是地表流水在流动过程中侵蚀地面，形
成各种形态的侵蚀河谷，同时又将被侵蚀的物质沿

途堆积，形成各类堆积地貌［１］。 农村居民点作为乡

村聚落的主要形态和重要人文景观，其空间分布状

况是人地之间关系演变规律的一种重要表现形

式［２］。 地貌形态要素对于农村居民点的布局具有

基础性影响，而流域地貌区聚落分布与其特殊的流

水冲刷地貌也密切相关［３］。 掌握流域地貌形态影

响下的农村居民点布局规律，对流域尺度下的农村

居民点整理规划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居民点分布与地貌环

境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研究区域涉及丘陵区、平
原地区、喀斯特槽谷区、山区等。 如焦贝贝等［４］ 对

黄土高原低山丘陵区农村居民点分布与地形因子

关系进行了研究。 李珊珊等［５］ 以秦巴山区为例，分
析了高程、坡度、地形起伏度、河流 ４ 个因子对农村

居民点分布格局的影响。 另外，现有研究多选择网

格法、景观格局指数、ＧＩＳ 空间分析等方法。 如徐羽

等［６］利用网格法刻画了江西省农村居民点的时空

特征，并用地理探测器测度了地形地貌对农村居民

点分布的影响。 姜转芳等［７］ 基于 ＧＩＳ 分析得出甘

肃河西地区的居民点集中分布在海拔 １ ２００ ～ ２ ４００
ｍ、坡度＜５°的走廊平原和盆地以及坡度较小的缓坡

地。 综合当前已有研究发现，当前在流域尺度下对

流域地貌与农村居民点分布关联性的研究成果较

少，并且已有研究大多分析农村居民点随着各地形

因子等级的增加而变化的规律，较少定量分析比较

各类地形因子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相关性强度大

小。 根据分形地貌学理论，分形维数能够解释水系

结构的拓扑关系，并揭示流域地貌侵蚀发育阶段和

规律［８］。 因此，通过以分形维数作为特征值来表征

内外营力作用下流域地貌形态，并通过地理探测器

进一步分析地形因子对农村居民点的影响特征，则
可在宏观层面和中微观层面上定量计算流域地貌

形态与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关联性。
岷江上游流域由于岷江水系长期的深切割作

用，在低海拔区域形成以“Ⅴ”型河谷为主要特点的

流域地貌特征［９］。 同时青藏高原东缘的隆升加强

了岷江水系主河道及其支流的侵蚀作用，进一步形

成沟谷纵横的河流侵蚀地貌［１０－１１］。 另外，沿岷江及

其支流河谷地带为研究区人口密集区，且自然灾害

发生率较高［１２－１３］。 研究该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

布与流域自然环境的空间关联性，有利于探索青藏

高原东缘农村人居生态单元的特征及模式，对地区

农村居民点布局安全优化具有一定意义。 因此根

据分形理论，通过水系分维数来描述岷江上游流域

地貌形态，计算岷江上游流域地貌环境与农村居民

点分布的数量关系，并基于地理探测器进一步探究

流域地貌各地形因子与农村居民点分布的相关性，
揭示流域地貌环境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机制，
以期为实现多民族聚居山区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岷江上游地处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向川西北高

原的过渡地带，属青藏高原东缘高山峡谷区。 流域

平均海拔 ３ ４４０ ｍ，流域干流全长 ３３７ ｋｍ，流域面积

约为 ２􀆰 １２ 万 ｋｍ２（图 １）。

图 １　 研究区位及范围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流域范围包括四川省的汶川、理县、黑水、茂
县、松潘 ５ 个县。 岷江上游地区自古以来民族迁移

频繁，被称为“民族迁移走廊”。 在多民族不断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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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融合中，最终形成羌－藏－汉－回多民族聚居区。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 １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研究采用 ３０ ｍ 空间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

（ＤＥＭ），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

心地理空间数据云镜像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ｓｃｌｏｕｄ．
ｃｎ ／ ）。 青藏高原边界数据来源于国家青藏高原科

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ｄａｔａ． ｔｐｄｃ．ａｃ．ｃｎ ／ ）。 １ ∶ ２５０ ０００
居民点数据、行政区界线和道路等数据来源于国家

基础地理信息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ｇｃｃ．ｃｎ ／ ），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主要对数据进行如下预处理：
（１）由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下载的数据是

分幅下载，空间存储单元为 １５′（经差）×１０′（纬差），
因此通过 ａｒｃｐｙ 工具包按照研究区范围对数据进行

合并裁剪。
（２）对 ＤＥＭ 数据进行预处理，通过模拟地表径

流在地表的流动来产生水系，并采用 Ｓｔｒａｈｌｅｒ 河网

分级方法确定沟道等级，同时以分水岭为界将岷江

上游流域沟道水系划分为 ８ 个二级支流流域和 ９７
个小流域。
２􀆰 ２　 研究方法

２􀆰 ２􀆰 １　 分形维数计算

提取水系后采取盒维数法测算分形维数。 对

于测度为 ｒ的方格网，假定测量对象占据的边长 ｒ的
网格数（非空网格数）为 Ｎｒ 。 那么，测量对象与测

度之间服从负幂律关系。
Ｎｒ ∝ ｒ －ｄ 。 （１）

对式（１）取对数可得：
ｌｇＮｒ ＝ － ｄｌｇ ｒ ＋ ｃ 。 （２）

式（１） ～ （２）中， ｄ 为标度指数；ｃ 为常数。 如果测度

ｒ 与非空盒子数 Ｎｒ 在双对数坐标轴上呈线性关系，
则该物体满足分形规律。 对 ｒ与Ｎｒ 采取最小二乘法

进行线性回归，回归直线斜率 Ｄ 的绝对值则为该物

体的分形维数［１４］。

Ｄ ＝－ ｌｉｍ
ｌｎ Ｎｒ

ｌｎ ｒ
。 （３）

２􀆰 ２􀆰 ２　 农村居民点分布影响因素探测

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农村居民点分布与与驱

动因子之间的空间关联关系。 地理探测器主要由

风险探测、因子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组成。
模型的公式表达如下：

ｑ ＝ １ － １
Ｎσ２∑

Ｌ

ｉ ＝ １
Ｎｉσｉ

２。 （４）

式（４）中， ｑ 为某指标的空间异质性，ｑ ∈ ０，１[ ] ；Ｎ

为研究区全部样本数；σ２ 为指标的方差；ｉ 为分区，
ｉ ＝１，２，…，Ｌ；Ｌ 为分区数目。 ｑ 的大小反映了空间

分异的程度，ｑ 值越大，表示空间分层异质性越强，
反之则空间分布的随机性越强。 当 ｑ ＝ ０ 时，指示研

究对象不存在空间异质性；当 ｑ ＝ １ 时， 指示完美的

空间异质性［１５］。

３　 结果分析

３􀆰 １　 流域分形地貌与农村居民点分布关联特征

已有研究表明，按照计盒法进行水系分维数计

算时，计算结果会受到网格边长 ｒ 的变化倍数影响。
当 ｒ 变化倍数大于 ２ 时出现计算波动，当变化倍数

小于 １􀆰 ４ 时，计算值则非常稳定。 因此，为了保证计

算的可靠性，网格的变化倍数取 １􀆰 ２。 将 ２００ ｍ 作

为网格边长 ｒ 的基数，以 １􀆰 ２ 作为网格边长的变化

倍数，获取 ２０ 组 ｒ 与 Ｎｒ 的数列。
通过 ｌｎ Ｎｒ 与 ｌｎ ｒ 双对数线性关系拟合回归结

果来看，两者相关系数达 ０􀆰 ９８（Ｐ＜０􀆰 ００５），相关性

显著。 进一步利用相关系数来确定相应的无标度

区间（分形维数有意义且相关程度最好的区间），发
现网格边长 ｒ 在 ２００ ～ ３ ６９８ ｍ 时，岷江上游总体水

系形态特征具有分形性质。 由图 ２ 可知，拟合方程

为 ｌｎ Ｎｒ ＝ － １􀆰 ２２９ｌｎ ｒ ＋ １７􀆰 ７１２， 回归线斜率为
－１􀆰 ２２２ ９，即水系分形维数 Ｄ 为 １􀆰 ２２２ ９。 已有研究

证明，水系分维值高低表征地貌发育状况，当 Ｄ ≤
１􀆰 ６ 时，流域地貌处于侵蚀发育阶段的幼年期，因此

岷江上游流域地貌总体上处于侵蚀发育阶段的幼

年期。 该阶段主要表现为水系尚未充分发育，河网

密度小，河流深切侵蚀剧烈，河谷多呈“Ｖ”形。 核密

度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分布呈现狭长

带状分布。 这种分布形态与“Ｖ”形河谷谷坡陡峭，
河谷狭窄具有直接关系，由于河谷狭窄，河道几乎

占据整个河谷，居民点只能集聚分布于高等级河道

两侧的谷坡上。 由图 ３ 可知，岷江上游流域农村居

民点整体的分布形态与分形地貌呈现正相关的叶

状分支特征。
岷江上游流域主要有鱼子溪、杂谷脑河、黑水

河、大姓沟、寿溪 ５ 大支流。 同时根据岷江主干道与

断层的相对位置，将岷江上游主干道分为 ３ 段。 对

８ 个二级支流流域分形维数进行计算，相关系数均

在 ０．９８ 以上，满足相关性检验，说明无标度区间的

选择在各二级支流流域尺度也具备较好的标度不

变性，不同区域在尺度上皆存在良好的分形特征。 ８
个二级支流流域的横向比较中，分维值由大到小依

次 为 干 流 流 域 上 游 （ ｌｎ Ｎｒ ＝ － １􀆰 ２６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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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 ｒ ＋１５􀆰 ５０３）、 干流流域下游 （ｌｎ Ｎｒ ＝ － １􀆰 ２６５ ６
ｌｎ ｒ ＋１５􀆰 ６３８）、寿溪流域（ｌｎ Ｎｒ ＝ － １􀆰 ２５７ １ｌｎ ｒ ＋
１４􀆰 ５７１）、 大兴沟流域 （ｌｎ Ｎｒ ＝ － １􀆰 ２５１ ９ｌｎ ｒ ＋
１５􀆰 ８７１）、干流流域中游（ｌｎ Ｎｒ ＝ － １􀆰 ２２７ ８ｌｎ ｒ ＋

１５􀆰 ５２０）、 渔子溪流域 （ｌｎ Ｎｒ ＝ － １􀆰 ２２０ ９ｌｎ ｒ ＋
１５􀆰 ０８６）、 杂谷脑流域 （ｌｎ Ｎｒ ＝ － １􀆰 ２１９ ６ｌｎ ｒ ＋
１５􀆰 ９４６） 和黑水河流域 （ ｌｎ Ｎｒ ＝ － １􀆰 １９７ １ｌｎ ｒ ＋
１６􀆰 １９９）。

ｒ—网格边长，Ｎｒ—网格数。

图 ２　 流域水系 ｌｎ Ｎｒ－ｌｎ ｒ 双对数散点关系图

Ｆｉｇ􀆰 ２　 Ｄｏｕｂｌｅ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ｎ Ｎｒ－ｌｎ ｒ ｉ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结合流域地貌来看，岷江上游主干河道流向自

北向南，河谷深切，支流在干流的西侧发育，这些支

流向高原腹地溯源侵蚀，形成了沟谷纵横的山地侵

蚀地貌。 各支流发育有明显的不均衡差异。 岷江

上游自北向南分布的大姓沟、黑水河、杂谷脑河、鱼
子溪、寿溪这 ５ 条支流地表切割逐渐加剧，而各支流

流域尺度的分形维数也反映了这一特点，基本呈现

自北向南逐渐增大的趋势。 如表 １ 所示，总体上分

维值较高的干流流域、寿溪流域农村居民点分布也

较集中。 同时岷江上游流域河谷与山脊之间相对

高差达 ３ ０００ ｍ 以上，流域地貌的垂直差异也影响

了农村居民点的民族类型。 从各支流流域的农村

居民点分布来看，６１４ 个藏族农村居民点主要分布

在干流流域上段、大兴沟流域、黑水河流域、杂谷脑

河流域、渔子溪流域的高半山区带（ ＞２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ｍ）；３０７ 个羌族农村居民点主要分布在干流流域中

段、下段以及黑水河流域、杂谷脑河流域的低半山

区和干旱河谷区带（＞１ ２００～２ ０００ ｍ）；１６ 个回族农

村居民点分布在干流流域上段且嵌于藏族农村居

民点内部；９６ 个汉族农村居民点主要分布在干流流

域下段的河谷地带。

从 ９７ 个小流域尺度流域的分形维数来看，地貌

分形维数大约处于 ０􀆰 ８６ ～ １􀆰 １１ 的区间，偏态系数为
－０􀆰 ４２，峰度系数为 ３􀆰 ３１。 按照自然断点法对 ９７ 个

小流域尺度的分形维数进行分类，其中分形维数为

０􀆰 ８６～０􀆰 ９５ 的小流域尺度 ２３ 个，分布有 １５６ 个农村

居民点，平均每个单元分布 ７ 个农村居民点；分形维

数为＞０􀆰 ９５ ～ １􀆰 ０１ 的小流域尺度 ４５ 个，分布有 ４４７
个农村居民点，平均每个流域单元分布 １０ 个农村居

民点；分形维数为 ＞ １􀆰 ０１ ～ １􀆰 １１ 的小流域尺度 ３１
个，分布了 ４３０ 个农村居民点，平均每个流域单元分

布 １４ 个农村居民点。 因此从不同梯度流域分形维

数的分级来看，呈现出流域分形维数区间越高，分
布的农村居民点数量越多的特点。 以居民点空间

坐标为对象，提取每个农村居民点所在的小流域尺

度单元水系分形维数，利用空间聚类分析进一步判

断小流域尺度上城乡居民点分布对流域地貌环境

发育的响应规律。 从空间聚类的结果来看，聚类模

式为高分形维数－高密度（Ｈ－Ｈ）的城乡居民点最

多，数量为 ２１１ 个，占 ４ 种聚类模式的 ５１％；其次是

低分形维数－低密度（Ｌ－Ｌ）聚类模式，数量为 １６５
个，占比为 ４０％；水系分形维数与农村居民点密度



　 第 ８ 期 　 项　 清等： 岷江上游流域分形地貌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 ·１０４５　 ·

分布同效应的 Ｈ－Ｈ 和 Ｌ－Ｌ 模式总占比 ９１％；Ｌ－Ｈ
和 Ｈ－Ｌ 聚类模式的城乡居民点较少，占比分别为

２％和 ７％。 这也表明在小流域尺度上流域分形维数

与城乡居民点分布呈正相关。

图 ３　 全局流域尺度内农村居民点核密度分析

Ｆｉｇ􀆰 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ｓｃａｌｅ

表 １　 支流流域尺度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ｓｃａｌｅ

排序 流域名称 分形维数
流域面积 ／

ｋｍ２
村落密度 ／
（个·ｋｍ－２）

村落数量
藏族村落
占比 ／ ％

羌族村落
占比 ／ ％

汉族村落
占比 ／ ％

回族村落
占比 ／ ％

１ 干流流域（上） １􀆰 ２６６ ６ １７􀆰 ７２ ６􀆰 ８３ １２１ ８６􀆰 ７８ ０ ０ １３􀆰 ２２
２ 干流流域（下） １􀆰 ２６５ ６ １９􀆰 ７３ ６􀆰 ０３ １１９ ５０􀆰 ４２ ４９􀆰 ５８ ０ ０
３ 寿溪流域 １􀆰 ２５７ １ ５􀆰 ９８ ９􀆰 ８７ ５９ ４４􀆰 ０７ ０ ５５􀆰 ９３ ０
４ 大兴沟流域 １􀆰 ２５１ ９ ２６􀆰 ８９ １􀆰 ９０ ５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５ 干流流域（中） １􀆰 ２２７ ８ ２４􀆰 ８４ ４􀆰 ３９ １０９ １􀆰 ８３ ９８􀆰 １７ ０ ０
６ 渔子溪流域 １􀆰 ２２０ ９ １７􀆰 ３５ ２􀆰 ２５ ３９ ９２􀆰 ３１ ０ ７􀆰 ６９ ０
７ 杂谷脑河流域 １􀆰 ２１９ ６ ４５􀆰 ３９ ４􀆰 ４７ ２０３ ６８􀆰 ９７ ３１􀆰 ０３ ０ ０
８ 黑水河流域 １􀆰 １９７ １ ７１􀆰 ７２ ４􀆰 ６３ ３３２ ７７􀆰 ４１ ２２􀆰 ５９ ０ ０

３􀆰 ２　 流域地貌因子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

岷江上游流域水系分形维数反映了流域地貌

侵蚀发育阶段，并通过水系分形维数与农村居民点

的数量关系定量揭示了流域地貌发育与农村居民

点分布的空间关联性。 为进一步探索流域地貌形

态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特征，以小流域单元中

的居民点密度值变化为因变量，从流域侵蚀地貌有

关的微观坡面因子中选取坡度、坡长、坡度变率、剖
面曲率，从宏观坡面因子中选取地表粗糙度、地形

起伏度、地表切割深度以及沟壑密度、海拔等作为

自变量。 以上指标均以小流域尺度单元进行统计，
分别计算小流域内海拔、坡度、坡度变率、剖面曲

率、地表粗糙度、地形起伏度、地表切割深度的均

值，以及坡长和沟壑密度。 如图 ４ ～ ８ 所示，采用自

然断点法将指标因素的值划分为 ５ 类，并叠加每个

小流域单元内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情况。
获取数据后，基于 Ｒ 语言的 ＧＤ 包从因子探测、

风险探测、交互探测 ３ 个方面对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１６］。 其中因子探测器计算各地形地貌环境因子

的 ＰＤ 值排序；风险探测器用来计算某个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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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不同分类范围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差异性。 交

互作用探测器通过对比单个指示因子 ＰＤ 值与双因

子 ＰＤ 值，判断指示因子之间是独立还是交互作用，
以及其交互表现为协同还是抑制作用。

图 ４　 支流流域尺度农村居民点民族特征分布

Ｆｉｇ􀆰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ｂａｓｉｎ ｓｃａｌｅ

图 ５　 小流域水系分形维数与农村居民点密度

Ｆｉｇ􀆰 ５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Ｌ—低，Ｈ—高。

图 ６　 农村居民点－水系分维空间聚类分析

Ｆｉｇ􀆰 ６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通过地理探测器的分异及因子探测器模块，评
估岷江上游流域地形地貌因子与农村居民点空间

分布的相关性 （ ｑ 值）。 如图 ８ 所示，沟壑密度

（０􀆰 ３９７）＞海拔（０􀆰 ３６５）＞地形起伏度（０􀆰 ２８９） ＞地表

切割深度（０􀆰 ２８６） ＞剖面曲率（０􀆰 ２２４） ＞坡度（０􀆰 ２２）
＞坡长 （０􀆰 ２１９） ＞地表粗糙度 （０􀆰 ２１６） ＞坡度变率

（０􀆰 ２１４）。 由此可知，岷江上游流域沟壑密度与农

村居民点分布的相关性最强，其次是海拔高程。 其

余因子中，地形起伏度与地表切割深度较为接近且

高于其他因子。 剖面曲率、坡度、坡长、地表粗糙

度、坡度变率等地形因子相关性较为接近。
通过风险探测模块揭示在不同分级区间各因

子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显著性差异。 以 ｑ 值最高的

沟壑密度（Ｘ９）来看，在 ０􀆰 ６３３ ～ ０􀆰 ７６４ ｋｍ·ｋｍ－２的

沟壑密度区间内对农村居民点分布解释力最强，当
沟壑密度处于最低值区间时，其对农村居民点分布

的解释力明显减少。 海拔在 ７５０～１ ３９０ ｍ 的区间内

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解释力最高，表明分布在干旱

河谷区的汉族农村居民点对海拔的敏感性更高。
另外坡长因子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解释主要集中

在坡长高值区间内。 坡度、剖面曲率、地表粗糙度、
地形起伏度、地表切割深度、坡度变率等因子各区

间的解释能力也具有一定差异，但总体上差异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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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岷江上游流域农村居民点密度与影响因素分布

Ｆｉｇ􀆰 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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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１—坡度，Ｘ２—坡长，Ｘ３—剖面曲率，Ｘ４—地表粗糙度，Ｘ５—地形起伏度，

Ｘ６—地表切割深度，Ｘ７—坡度变率，Ｘ８—海拔，Ｘ９—沟壑密度。

图 ８　 岷江上游农村分布影响因素的因子探测结果

Ｆｉｇ􀆰 ８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通过地理探测器的交互作用探测模块得出，各
影响因子两两之间均存在双因子增加效应，且多数

因子之间交互作用后具有非线性增强效应（表 ２）。
其中相关性最强的交互作用影响因子是沟壑密

度∩海拔（０􀆰 ７４４），其次是沟壑密度∩地形起伏度

（０􀆰 ７１６）、沟壑密度∩地表切割深度 （ ０􀆰 ６８５）、海
拔∩地表切割深度（０􀆰 ６６３）、沟壑密度∩坡度变率

（０􀆰 ６６３）。 其中海拔与任意因子结合的交互作用强

度均高于单项作用强度之和。 而沟壑密度与任意

因子的交互作用强度在所有交互结果中处于较高

水平。 结合因子探测器和交互作用探测器的结果，
表明岷江上游农村居民点的分布受地表切割深度、
地形起伏度、坡度变率、沟壑密度等地表侵蚀度指

标与海拔的影响较大。

表 ２　 岷江上游农村分布影响因素交互探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Ｂ＝Ｃ Ａ＋Ｂ 比较 Ａ∩Ｂ＝Ｃ Ａ＋Ｂ 比较

Ｘ２∩Ｘ１ ＝ ０􀆰 ５３２ ０􀆰 ２１９＋０􀆰 ２２０＝ ０􀆰 ４３９ Ｃ＞Ａ＋Ｂ Ｘ７∩Ｘ４ ＝ ０􀆰 ４４７ ０􀆰 ２１４＋０􀆰 ２１６＝ ０􀆰 ４３０ Ｃ＞Ａ＋Ｂ
Ｘ３∩Ｘ１ ＝ ０􀆰 ４７９ ０􀆰 ２２４＋０􀆰 ２２０＝ ０􀆰 ４４４ Ｃ＞Ａ＋Ｂ Ｘ７∩Ｘ５ ＝ ０􀆰 ５４１ ０􀆰 ２１４＋０􀆰 ２８９＝ ０􀆰 ５０３ Ｃ＞Ａ＋Ｂ
Ｘ３∩Ｘ２ ＝ ０􀆰 ４６２ ０􀆰 ２２４＋０􀆰 ２１９＝ ０􀆰 ４４３ Ｃ＞Ａ＋Ｂ Ｘ７∩Ｘ６ ＝ ０􀆰 ４２５ ０􀆰 ２１４＋０􀆰 ２８６＝ ０􀆰 ５００ Ｃ＞Ｍａｘ（Ａ，Ｂ）
Ｘ４∩Ｘ１ ＝ ０􀆰 ４２２ ０􀆰 ２１６＋０􀆰 ２２０＝ ０􀆰 ４３６ Ｃ＞Ｍａｘ（Ａ，Ｂ） Ｘ８∩Ｘ１ ＝ ０􀆰 ６０４ ０􀆰 ３６５＋０􀆰 ２２０＝ ０􀆰 ５８５ Ｃ＞Ａ＋Ｂ
Ｘ４∩Ｘ２ ＝ ０􀆰 ４８６ ０􀆰 ２１６＋０􀆰 ２１９＝ ０􀆰 ４３５ Ｃ＞Ａ＋Ｂ Ｘ８∩Ｘ２ ＝ ０􀆰 ６００ ０􀆰 ３６５＋０􀆰 ２１９＝ ０􀆰 ５８４ Ｃ＞Ａ＋Ｂ
Ｘ４∩Ｘ３ ＝ ０􀆰 ４６０ ０􀆰 ２１６＋０􀆰 ２２４＝ ０􀆰 ４４ Ｃ＞Ａ＋Ｂ Ｘ８∩Ｘ３ ＝ ０􀆰 ６２７ ０􀆰 ３６５＋０􀆰 ２２４＝ ０􀆰 ５８９ Ｃ＞Ａ＋Ｂ
Ｘ５∩Ｘ１ ＝ ０􀆰 ５０１ ０􀆰 ２８９＋０􀆰 ２２０＝ ０􀆰 ５０９ Ｃ＞Ｍａｘ（Ａ，Ｂ） Ｘ８∩Ｘ４ ＝ ０􀆰 ５８４ ０􀆰 ３６５＋０􀆰 ２１６＝ ０􀆰 ５８１ Ｃ＞Ａ＋Ｂ
Ｘ５∩Ｘ２ ＝ ０􀆰 ５６２ ０􀆰 ２８９＋０􀆰 ２１９＝ ０􀆰 ５０８ Ｃ＞Ａ＋Ｂ Ｘ８∩Ｘ５ ＝ ０􀆰 ６６１ ０􀆰 ３６５＋０􀆰 ２８９＝ ０􀆰 ６５４ Ｃ＞Ａ＋Ｂ
Ｘ５∩Ｘ３ ＝ ０􀆰 ５１５ ０􀆰 ２８９＋０􀆰 ２２４＝ ０􀆰 ５１３ Ｃ＞Ａ＋Ｂ Ｘ８∩Ｘ６ ＝ ０􀆰 ６６３ ０􀆰 ３６５＋０􀆰 ２８６＝ ０􀆰 ６５１ Ｃ＞Ａ＋Ｂ
Ｘ５∩Ｘ４ ＝ ０􀆰 ５０６ ０􀆰 ２８９＋０􀆰 ２１６＝ ０􀆰 ５０５ Ｃ＞Ｍａｘ（Ａ，Ｂ） Ｘ８∩Ｘ７ ＝ ０􀆰 ６０５ ０􀆰 ３６５＋０􀆰 ２１４＝ ０􀆰 ５７９ Ｃ＞Ａ＋Ｂ
Ｘ６∩Ｘ１ ＝ ０􀆰 ４９９ ０􀆰 ２８６＋０􀆰 ２２０＝ ０􀆰 ５０６ Ｃ＞Ｍａｘ（Ａ，Ｂ） Ｘ９∩Ｘ１ ＝ ０􀆰 ６４１ ０􀆰 ３９７＋０􀆰 ２２０＝ ０􀆰 ６１７ Ｃ＞Ａ＋Ｂ
Ｘ６∩Ｘ２ ＝ ０􀆰 ５６６ ０􀆰 ２８６＋０􀆰 ２１９＝ ０􀆰 ５０５ Ｃ＞Ａ＋Ｂ Ｘ９∩Ｘ２ ＝ ０􀆰 ６２９ ０􀆰 ３９７＋０􀆰 ２１９＝ ０􀆰 ６１６ Ｃ＞Ａ＋Ｂ
Ｘ６∩Ｘ３ ＝ ０􀆰 ５２６ ０􀆰 ２８６＋０􀆰 ２２４＝ ０􀆰 ５１０ Ｃ＞Ａ＋Ｂ Ｘ９∩Ｘ３ ＝ ０􀆰 ６５０ ０􀆰 ３９７＋０􀆰 ２２４＝ ０􀆰 ６２１ Ｃ＞Ａ＋Ｂ
Ｘ６∩Ｘ４ ＝ ０􀆰 ５０９ ０􀆰 ２８６＋０􀆰 ２１６＝ ０􀆰 ５０２ Ｃ＞Ａ＋Ｂ Ｘ９∩Ｘ４ ＝ ０􀆰 ６３４ ０􀆰 ３９７＋０􀆰 ２１６＝ ０􀆰 ６１３ Ｃ＞Ａ＋Ｂ
Ｘ６∩Ｘ５ ＝ ０􀆰 ５２４ ０􀆰 ２８６＋０􀆰 ２８９＝ ０􀆰 ５７５ Ｃ＞Ｍａｘ（Ａ，Ｂ） Ｘ９∩Ｘ５ ＝ ０􀆰 ７１６ ０􀆰 ３９７＋０􀆰 ２８９＝ ０􀆰 ６８６ Ｃ＞Ａ＋Ｂ
Ｘ７∩Ｘ１ ＝ ０􀆰 ４５７ ０􀆰 ２１４＋０􀆰 ２２０＝ ０􀆰 ４３４ Ｃ＞Ａ＋Ｂ Ｘ９∩Ｘ６ ＝ ０􀆰 ６８５ ０􀆰 ３９７＋０􀆰 ２８６＝ ０􀆰 ６８３ Ｃ＞Ａ＋Ｂ
Ｘ７∩Ｘ２ ＝ ０􀆰 ４５４ ０􀆰 ２１４＋０􀆰 ２１９＝ ０􀆰 ４３３ Ｃ＞Ａ＋Ｂ Ｘ９∩Ｘ７ ＝ ０􀆰 ６６３ ０􀆰 ３９７＋０􀆰 ２１４＝ ０􀆰 ６１１ Ｃ＞Ａ＋Ｂ
Ｘ７∩Ｘ３ ＝ ０􀆰 ４６３ ０􀆰 ２１４＋０􀆰 ２２４＝ ０􀆰 ４３８ Ｃ＞Ａ＋Ｂ Ｘ９∩Ｘ８ ＝ ０􀆰 ７４４ ０􀆰 ３９７＋０􀆰 ３６５＝ ０􀆰 ７６２ Ｃ＞Ｍａｘ（Ａ，Ｂ）

Ｘ１ 为坡度，Ｘ２ 为坡长，Ｘ３ 为剖面曲率，Ｘ４ 为地表粗糙度，Ｘ５ 为地形起伏度，Ｘ６ 为地表切割深度，Ｘ７ 为坡度变率，Ｘ８ 为海拔，Ｘ９ 为沟壑密度。
Ｍａｘ（Ａ，Ｂ）表示 Ａ 或 Ｂ 的最大值。

４　 讨论

从对岷江上游流域总体尺度、支流和小流域尺

度上水系分形维数与农村居民点数量关系的研究

结果来看，无论是总体尺度上农村居民点的分布形

态与岷江上游流域地貌处于侵蚀发育阶段幼年期

的地貌特征相吻合，还是支流和小流域尺度上农村

居民点密度分布、民族特征与侵蚀地貌差异的紧密

联系，均显示农村居民点与流域地貌发育具有重要

的关联性（图 ９）。 这主要是由于流域地貌发育特征

所提供的生产资源、产生的自然灾害以及形成的景

观特征也具有明显差异，这与农村居民点生产、生
活以及居民的心理需求相耦合，从而影响农村居民

点选址、迁移、消亡和扩张，形成了流域地貌环境影

响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内在机制。
流域地貌发育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区域可开发

的土地资源、交通条件以及水利等农村居民点必需

的生产生活要素，如发育相对成熟的沟道才能产生

面积较大的平坦河谷地，从而为居民点扩张提供实

体空间。 而发育处于相对初级阶段的流域由于河

谷狭窄，沟谷深切，可利用的土地资源相对稀少，导
致农村居民点土地生产力低，从而使得居民点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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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扩大。 同时较大河流冲刷形成的河谷地上延

伸出二级沟道，在二级沟道上又延伸出支毛沟，而
交通道路往往沿河流布局，在河流等级网络的基础

上形成了岷江上游流域的交通道路系统［１７］，从而使

得沿河流沟道布局的农村居民点具有不同的交通

和水利条件。 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地理探测器

探测结果中农村居民点对沟壑密度较为敏感的

现象。

图 ９　 河谷地貌发育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机制

Ｆｉｇ􀆰 ９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另外在地理探测器的探测结果中，坡度、地表

切割深度等表征地表侵蚀程度的因子对农村居民

点分布的影响较强，这与沟谷发育阶段性特征所产

生的自然灾害有很大关系。 以泥石流为例，在河谷

地貌发育的初级阶段，流水侵蚀作用强烈，沟道长

度较短，山坡坡度和沟床纵比降较大，这些特征都

成为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条件。 但随着沟谷发育逐

渐成熟，其相对切割程度和沟床纵比降也随之降

低，而沟道长度的增加使得固体物质的移动距离也

将增大，这些均不利于泥石流的发生，泥石流活动

将逐渐趋于衰退甚至停止［１４］。 总的来说，发育成熟

的沟道相对稳定，发生滑坡、水土流失、坍塌、泥石

流等自然灾害的几率较低，为居民点发展提供了相

对安全的外部条件，而发育不成熟的沟道由于自然

灾害原因易导致农村居民点迁移和消亡。
岷江上游流域的农村居民点是由汉族、藏族、

回族、羌族等多个民族选址聚居而形成。 在聚落选

址时，由于不同民族具有明显的环境心理需求倾

向，居民点会在不同的地貌环境进行选址。 如藏族

农村居民点选址时讲究“东有路、西有树、南有水、
北有山”的择址观念，汉族农村居民点在选址时强

调坐北朝南、背山面水。 因此岷江上游各支流流域

地貌发育的差异性所形成的不同地貌景观也对农

村居民点的分布产生影响。
此外，岷江上游地区人口活动也会对流域自然

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如地区人工渠系的大量修建也

对该地区水系结构及地貌发育造成了不同程度的

影响。 受限于资料收集不足，未能在该研究中展开

讨论，将在后续工作中进一步开展聚落人口活动对

流域自然环境的影响研究，以期为该流域人地关系

研究和村庄布局优化提供更科学的参考依据。

５　 结论

为探究岷江上游流域地貌环境与农村居民点

分布的关联性，通过分形理论计算了岷江上游流域

总体尺度、８ 个支流尺度、９７ 个小流域尺度的水系分

形维数，并通过分形维数与农村居民点分布的数量

关系揭示了流域地貌发育对农村居民点分布影响

的空间关系。 同时基于地理探测器论证了农村居

民点分布与流域地貌不同因子的相关性，并进一步

讨论了岷江上游流域地貌环境对农村居民点分布

的影响机制。 得出以下结论：
（１）在总体、支流及小流域尺度上，岷江上游流

域均存在显著的分形特征，并且在总体尺度上，岷
江上游流域分形地貌的幼年发育阶段促使农村居

民点整体的分布形态与分形地貌呈现正相关的叶

状分支特征。 在支流和小流域尺度上，农村居民点

密度分布和民族特征均与流域地貌发育的差异具

有一致性。
（２）因子探测器表明，沟壑密度是影响农村居

民点分布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海拔高程、地形起伏

度、地表切割深度等因子。 风险探测器表明，不同

分级区间各因子对农村居民点分布具有一定的差

异性，其中沟壑密度、海拔高程和坡长均具有显著

的区间影响差异。 交互探测器表明各地形因子之

间存在明显的交互增强效应。 沟壑密度∩海拔高

程的交互效应最高，其次是沟壑密度∩地形起伏度。
（３）流域地貌发育所形成的生产资源、自然灾

害以及景观特征通过与农村居民点生产、生活以及

居民的心理需求相耦合，从而影响农村居民点选

址、迁移、消亡和扩张，形成了流域自然环境影响农

村居民点分布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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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胁迫下闽东南地区流域淡水生态系统服务流研究

陈梓隆１， 林静玉１， 黄金良１，２① 　 （１􀆰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１０２； ２􀆰 厦门大学福建省海岸带污染

防控重点实验室，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１０２）

摘要： 淡水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流动和供需分析是当前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前沿热点。 目前对于生态系统服务

的流动路径研究鲜有报道，且已有研究较少考虑水质调节服务对于淡水供给服务流的影响。 闽东南地区流域受

人类活动扰动大，存在典型的水质型缺水问题。 该研究选取福建省平和县花山溪流域作为研究区域，利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情景设置、供需分析等方法，从子流域尺度和行政区（乡镇）尺度揭示水质胁迫（以氮为例）对淡水供给服务

的影响，分别定量并可视化自然状态和供需平衡状态下淡水供给服务的供需情况和流动路径。 结果表明：（１）基
于子流域尺度的自然状态，累积盈余流量为 ４􀆰 ５９×１０８ ｍ３，在水质胁迫的情景下削减为 ９􀆰 ９×１０７ ｍ３，削减率为

７８􀆰 ４３％，流向不受水质影响；（２）基于行政区尺度的供需平衡状态，动态服务流量为 ４􀆰 ６３×１０７ ｍ３，在水质胁迫情景

下约为 ４􀆰 ０２×１０７ ｍ３，削减率为 １３􀆰 １７％，水质影响下乡镇间水资源供需差异发生改变，故流向发生变化，霞寨镇从

原先的相对供给区转变为相对受益区。 该研究成果可为生态系统服务流的研究以及闽东南地区乡镇水资源管理

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 生态系统服务流；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 情景分析； 流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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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ｅｄ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ｒ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 ｂｙ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ｐｐｌｙ⁃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Ｈｕａｓｈａｎ Ｃｒｅｅｋ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ｉｎ Ｐｉｎｇ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ｗｈｅｒｅ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ｌｏｗ ｗｅｒ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ｂｏｔｈ ａｔ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ｓｃａｌｅ （ｉ．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ｉ．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ｓｃａｌ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ｌｏｗｓ ｗｅｒｅ ４􀆰 ５９×１０８ ｍ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ｏ
９􀆰 ９×１０７ ｍ３ ｕｎｄｅ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７８􀆰 ４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ｆｌｏｗ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ｉ．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ｌｏｗｓ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ｂｏｕｔ ４􀆰 ６３×１０７ ｍ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ｏ ４􀆰 ０２×１０７ ｍ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３􀆰 １７％．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ａ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ｆｌｏｗ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ｗｉｔｃｈｅｄ Ｘｉａｚ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ｒｏｍ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ｔｏ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ｌｏ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ｌｏｗ；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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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

中获得的各种产品和惠益［１］，生态系统服务从供给

区以某种形式和路径流向受益区的过程被认为是

生态系统服务流［２］。 从服务流的角度能更加直观

地揭示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关系以及空间流动，也
能更准确地量化生态系统服务真正作用于人类社

会的部分［３－４］。 淡水被认为是支持人类社会最重要

的自然资源［５］，流域淡水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能够为

人类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核心［６］，其产生机制、流
动过程与供需匹配机制关乎水资源的空间优化配

置及其可持续利用。 随着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人
类活动对流域淡水生态系统的利用和开发强度越

来越大，导致多种生态服务退化或消失。 近年来，
从“水十条”的颁布到“河长制”的提出，再到“碧水

保卫战”的打响，水资源保护和流域治理也成为我

国国家战略行动和地方重大需求［７－１０］。
当前关于淡水供给服务的研究，正逐渐从静态

的淡水供给量化研究发展为动态的淡水供给流动

研究， 越 来 越 多 研 究 者 开 始 运 用 “ 源 － 汇 ” 框

架［１１－１２］，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研究淡水供给服

务［１３－１６］，并通过下垫面特征模拟淡水供给服务

流［１７］。 李萍［１８］根据淡水供给指数（ ｆｒｅｓｈ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ＦＷＰＩ）将水量供给数据和水质营养盐

数据相结合，运用 ＳＷＡＴ 模型量化了密西西比河流

域 淡 水 供 给 服 务。 董 丽 青［１９］ 结 合 ＩｎＶＥＳ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ｆｆｓ）模型与 ＳＰＡＮｓ（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ａｔｈ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模型，以机井、自来水厂、水库等为供给区，以工业、
农业、生活用地为需求区，通过供需量插值构建万

家寨水利枢纽地区的淡水供给服务流。 陈登帅

等［２０］ 根据水资源安全指数 （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ＷＳＩ），以淡水资源供需比来反映延河流域各个子流

域的供需平衡情况，进而结合高程与水系刻画淡水

供给服务流。 ＱＩＮ 等［２１］ 结合服务路径属性网络模

型（ＳＰＡＮｓ）与 ＡｒｃＧＩＳ 流向分析，模拟了黄河流域的

山东、河南的水流情况，以基于河网栅格的水流流

向代表淡水供给服务流。
目前关于淡水供给服务流的研究仍存在以下

问题：（１）服务流流量方面，产水量的模拟多为流域

尺度，需水量的模拟为行政区尺度，但是目前基于

供需关系服务流的研究仅局限在单一的流域尺度

或行政区尺度，缺乏综合考虑 ２ 个尺度之下的服务

流流量差别［２２－２３］；（２）服务流路径方面，目前大多数

淡水供给服务流的研究集中在自然水源供给方面，

供给服务的流动路径多是基于地形地貌的自然高

度落差［２１］，但实际上淡水供给服务最终要被人类所

利用，要经过水厂、管道等人工处理和运输环节，仅
基于地形的水资源空间流动不能全面地反映实际

情况；（３）生态系统提供淡水供给服务时，不仅体现

在水量供给方面，也体现在水质调节上［１７，２４－２５］，只
有符合水质使用标准的淡水才能真正为人类所用，
而目前在涉及淡水供给服务流的研究中，多数侧重

水量的供给和需求，但对于水质情况的关注较少，
水中的营养盐如何影响淡水供给服务的空间分布

格局与流动路径［２６］，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结合水质调节

服务，从自然状态和供需平衡状态 ２ 种不同的角度

分别探究淡水供给服务的流动路径，综合考虑自然

生态过程与人类社会过程对生态系统服务流的影

响。 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近 ３０ ａ 来大力开发蜜柚

种植产业，２０１７ 年蜜柚种植面积达 ２６７ ｋｍ２，超过总

流域面积的 １ ／ ４。 而单一化过度发展蜜柚产业带来

了严重的水土污染问题，出现水体硝酸盐超标等现

象，严重威胁当地居民和下游漳州两大水厂的饮用

水安全，对于研究水质调节服务对淡水供给服务的

影响具有典型性。 该研究旨在结合生态系统服务

间交互关系，并尝试从自然状态和供需平衡状态分

别探究淡水供给服务的流动路径，创新点在于探究

水质调节服务对不同尺度的淡水供给服务供需分

布格局与空间流动的影响，对水质型缺水问题严重

的闽东南地区流域的水资源调配与管理有一定的

参考意义。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１􀆰 １　 区域概况

花山溪流域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２４°１１′～
２４°３１′ Ｎ，１１７°０５′～１１７°２５′ Ｅ）（图 １）。 花山溪是九

龙江西溪三大支流之一，发源于平和县双尖山，自
北向南流经霞寨镇、国强乡后折向东北，流经坂仔

镇、小溪镇后往东北方向经山格镇，最终汇入九龙

江西溪。 花山溪全长约 ８８ ｋｍ，平均坡降 ２􀆰 ８‰［２７］，
流域面积约 ８６４ ｋｍ２，流域总人口约 ２０ 万人。 花山

溪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气温约为

２０􀆰 ９ ℃，降水量的年际变化较大，多年平均降水量

为 ９８０～２ １００ ｍｍ。 植被覆盖率较高，以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为主。 土壤以红壤、赤红壤、水稻土和黄壤

为主。 此外，流域内土地利用以林地、园地、耕地为

主，其中林地面积最大，占比为 ４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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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花山溪流域概况图

Ｆｉｇ􀆰 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ｍａｐ ｏｆ Ｈｕａｓｈａｎ Ｃｒｅｅｋ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１􀆰 ２　 数据来源

研究选取的数据主要包括花山溪流域年降水

量、年潜在蒸散量、土壤属性数据、土地利用数据、
ＤＥＭ 数字高程数据、归一化植被指数 （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ＮＤＶＩ）、社会经济统计数

据、水质数据等。 其中年降水量数据来自中国气象

数据网合计 １０ 个站点 ２０１７ 年的年降水量监测数

据；年潜在蒸散量数据从全球干旱与潜在蒸散数据

库（Ｇｌｏｂａｌ Ａｒ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获取；土壤属性

数据取自世界土壤数据库（ＨＷＳＤ）；土地利用数据

取自当地测绘部门，经合并后分为 ９ 类；ＤＥＭ 数字

高程模型数据取自中国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人口

分布、ＧＤＰ 分布和 ＮＤＶＩ 取自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

境科学数据中心，各项用水指标取自《２０１７ 年福建

省水资源公报》。 所有栅格数据经重采样和裁剪处

理，得到像元大小为 ３０ ｍ×３０ ｍ 的研究区域范围

数据。

２　 研究方法

研究构建了一套适用于淡水生态系统服务流

定量评估与可视化制图的研究方法框架，主要分为

３ 个部分（图 ２）：（１）收集和处理基础自然地理数据

和社会经济数据，构建 ＧＩＳ 空间地理数据库；（２）从
生态系统服务的产出和需求 ２ 个模块入手，使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和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进行定量供需分析与空

间制图，并结合水质调节服务量进行情景分析，确
定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与潜在服务流量；（３）结合

地形地貌特征与社会供需特征，在子流域和乡镇 ２
种尺度下，分情况讨论有 ／无水质胁迫情景下的淡

水供给服务空间流动的方向与流量。

图 ２　 生态系统服务流定量评估与可视化方法框架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ｌｏｗ

２􀆰 １　 生态系统服务定量方法

２􀆰 １􀆰 １　 淡水供给服务

选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子模块对花山

溪流域的淡水供给服务进行定量制图，其核心算法

是基于水量平衡公式［２８］。 通过降水量、蒸散量的平

衡，结合土壤属性数据、土地利用数据、植物可利用

水、季节因子等影响下渗与蒸腾的因素，最终借由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以栅格图层的形式呈现某个区域的产

水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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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Ｙｘ为栅格单元 ｘ 的年产水量，ｍｍ；Ｐｘ为栅

格单元 ｘ 的年降水量，ｍｍ；Ａｘ为栅格单元 ｘ 的年实

际蒸 散 量， ｍｍ。 其 中， Ａｘ ／ Ｐｘ 采 用 傅 抱 璞［２９］ 和

ＺＨＡＮＧ 等［３０］提出的 Ｂｕｄｙｋｏ 水热耦合平衡假设公

式进行下一步的转化：

Ａｘ

Ｐｘ

＝ １ ＋
Ｔｘ

Ｐｘ

－ １ ＋
Ｔｘ

Ｐｘ

æ

è
ç

ö

ø
÷

ω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ω

。 （２）

式（２）中， Ｔｘ 为栅格单元 ｘ 的年潜在蒸散量，ｍｍ，与
特定土地利用类型的植被蒸散系数有关；ω 为与自

然气候和土壤性质相关的非物理参数。
２􀆰 １􀆰 ２　 水质调节服务

选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Ｒａｔｉｏ”子模

块对花山溪流域的水质调节服务进行定量制图，水
质净化模块主要评估的是流域对氮、磷 ２ 种营养物

的净化能力。 由于花山溪流域以农业氮污染为主，
评估结果以氮输出量来表示，输出到河流中的氮越

多，表明流域受到的污染越严重，以此代表水质胁

迫对于淡水供给服务的影响。
地表径流中的氮磷通过植被缓冲带和土壤后，

其中部分被植物吸收、微生物固定、硝化反硝化后

截留。 该模块基于改进后的输出系数法，考虑了氮

磷营养物在输移过程中的截留和沉积，其基本原理

是先计算每一个像元的养分持留量，然后总结每一

个流域的养分输出和持留量。 其主要公式为

Ｖｘ ＝ Ｈｘ × ｌｘ 。 （３）
Ｈｘ ＝ λｘ ／ λｗ 。 （４）

λｘ ＝ ｌｇ æ

è
ç∑

Ｕ
Ｙｕ

ö

ø
÷ 。 （５）

式（３） ～ （５）中，Ｖｘ为营养物输出值，ｋｇ；Ｈｘ为水文敏

感性得分；ｌｘ为输出系数；λｘ为径流指数；λｗ为流域

平均径流指数；∑
Ｕ
Ｙｕ 为栅格产水量总和，ｍ３。

２􀆰 １􀆰 ３　 部分模型参数列表

结合文献［３１－３５］以及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操作手册，
定量花山溪流域淡水供给服务和水质调节服务的

生物物理属性表，部分参数如表 １ 所示。 季节常数

Ｚ 根据流域出水口流量进行校正，取值 ３􀆰 ０１。 汇流

累积量阈值、地下径流氮最大保留率和最大保留率

下氮的输送距离参考国内相似地区研究成果以及

模型使用手册［３６－３９］，分别取值 １ ０００、０􀆰 ８１、３００。

表 １　 ＩｎＶＳＥＴ 模型部分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ｌｉｓｔ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

用地类型 ＬＵＬＣ＿ｖｅｇ ｒｏｏｔ＿ｄｅｐｔｈ ／ ｍｍ Ｋｃ ｌｏａｄ＿ｎ ｅｆｆ＿ｎ ｃｒｉｔ＿ｌｅｎ＿ｎ ／ ｍ

耕地 １ ２ １００ １􀆰 １５ １１􀆰 ００ ０􀆰 ４０ ２５
草地 １ １ ８００ ０􀆰 ６５ ３􀆰 ００ ０􀆰 ４８ １５０
园地 １ ３ ０００ ０􀆰 ８０ １６􀆰 ００ ０􀆰 ４０ ２５
林地 １ ３ ９００ １􀆰 １０ １􀆰 ６０ ０􀆰 ８１ ３００
建设用地 ０ １０ ０􀆰 ３０ １０􀆰 ００ ０􀆰 ０５ １０
裸地 ０ １０ ０􀆰 ２０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１０
水域 ０ １０ １􀆰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１０
工业用地 ０ １０ ０􀆰 ２０ １０􀆰 ００ ０􀆰 ０５ １０
道路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１０

ＬＵＬＣ＿ｖｅｇ 为蒸散参数，有植被覆盖地类赋值为 １，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赋值为 ０； ｒｏｏｔ＿ｄｅｐｔｈ 为植被覆盖地类的最大根系深度； Ｋｃ 为每种土地利

用类型的植物蒸散系数； ｌｏａｄ＿ｎ 为氮输出负荷系数，代表各土地利用分类的养分负载； ｅｆｆ＿ｎ 为植被最大氮磷滞留效率，代表每个像素大小的

ＬＵＬＣ 分类的植被过滤百分比； ｃｒｉｔ＿ｌｅｎ＿ｎ 为氮滞留临界距离，代表土地利用类型滞留营养物最大距离。

２􀆰 ２　 用水量定量方法

鉴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在计算淡水供给量模块时，
根据土壤属性数据和植物可利用水，已经考虑了研

究区域内生态用水的部分［４０］，因此在定量花山溪流

域淡水供给服务的需求与消费时，将用水需求量定

义为 ３ 个部分：
Ｗｘ ＝ Ｄｘ ＋ Ｇｘ ＋ Ａｘ 。 （６）

式（６）中，Ｗｘ为栅格单元 ｘ 的年用水需求量，ｍ３；Ｄｘ

为栅格单元 ｘ 的居民生活用水年需求量，ｍ３；Ｇｘ为

栅格单元 ｘ 的产业生产用水年需求量，ｍ３；Ａｘ为栅格

单元 ｘ 的农田灌溉用水年需求量，ｍ３。
根据彭建等［４１］ 的方法，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２ 的

“Ｒａｓｔ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工具，计算淡水供给服务供需比

（ＲＥＳＤ），将花山溪流域淡水供需情况进行空间可

视化。

ＲＥＳＤ ＝ Ｓ － Ｄ
（Ｓｍａｘ ＋ Ｄｍａｘ） ／ ２

。 （７）

式（７）中，Ｓ 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Ｄ 为生态系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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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需求；Ｓｍａｘ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最大值；Ｄｍａｘ为生

态系统服务需求最大值。
２􀆰 ３　 服务流分析方法

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流动分析主要包括流量

和流向。 基于淡水供给量和用水需求量，计算各个

乡镇单元和子流域的淡水盈余量，由于盈余的淡水

供给服务具有补充其他区域的潜在能力［４２］，因此将

栅格单元在原位的淡水供给量扣减原位用水需求

量后剩余的淡水盈余量定义为潜在服务流流量。
对于服务流的流动路径，结合现有文献的方法，分 ２
类讨论：一类是基于子流域高程的自然状态服务

流［２１，４３］，另一类是基于各行政区淡水供需情况的平

衡状态服务流［２０］。
２􀆰 ３􀆰 １　 基于子流域尺度的自然状态服务流

自然状态服务流方向主要根据“Ｄ８ 算法” ［４４］，
基于花山溪流域水系分布和 ＤＥＭ 数字高程模型，淡
水供给服务流从上游子流域流向下游子流域，代表

了自然状态下淡水供给服务在各个子流域间的流

动方向。
依照 ＬＩ 等［４３］ 和 ＱＩＮ 等［２１］ 的方法，在自然状态

下，水系将上游子流域的淡水盈余量累加至下游子

流域，此部分流量只考虑地形和重力作用下淡水供

给服务流的流量情况，将其定义为累计盈余流量。
基于 ＤＥＭ 数字高程模型的自然状态服务流可

以反映流域淡水资源在不受人类活动干扰下的流

动路径，对于流域上下游地区的水资源自然调配有

一定的研究意义。
２􀆰 ３􀆰 ２　 基于行政区尺度的供需平衡状态服务流

供需平衡驱动的服务流方向通过统计和比较

各个乡镇区域的淡水盈余量，划分相对供给区和相

对受益区，动态淡水供给服务流的方向由相对供给

区流向相对需求区，可以代表在水资源供需平衡的

驱动下，人类需水活动对服务流方向的影响。 供需

平衡状态下基于乡镇间淡水供给服务流的方向，由
乡镇间潜在服务流量相对大小决定。

将相邻乡镇单元的潜在服务流量作差，参考水

资源供需平衡相关研究［４５－４６］，将潜在服务流量差值

的 １ ／ ２ 定义为这 ２ 个相邻区域间的动态服务流量。
基于各乡镇淡水供需情况的平衡状态服务流可以

反映流域淡水资源在人类需水活动的驱动下，通过

区域调水的形式在行政区间的流动，以达到各地区

水资源供需平衡的结果，是一种基于结果假设的服

务流，对于跨区域调水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２􀆰 ４　 水质胁迫情景分析方法

根据 ＨＵＡＮＧ 等［４７］对于九龙江流域的研究，流

域土地利用变化会影响流域局部与整体的氮输出

与氮负荷，水质氮指标超标将严重影响淡水可利用

率，即导致水质型缺水问题。 因此，可以认为水质

胁迫对于水资源供给是一种削减作用。 采用情景

分析的方法，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 “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Ｒａｔｉｏ”子模块模拟的流域氮输出图层，以流域像素

单元的氮输出量代表水质调节服务的高低。 假设

水质胁迫的情景对于流域淡水供给量有削减作用，
按氮输出量从高到低依次重分类，赋值为 ０􀆰 １～０􀆰 ９。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２ 的“Ｒａｓｔ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工具，将水

质权重赋予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生成的产水分布栅格图，
探究水质胁迫对淡水供给服务的影响。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淡水供给服务供需分析

按照 ２􀆰 １ 和 ２􀆰 ２ 节中的方法，定量并可视化淡

水供给量与用水需求量，并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供需

比，绘制 ２０１７ 年花山溪流域淡水供给服务量和淡水

供给服务供需比分布图（图 ３）。
花山溪流域 ２０１７ 年淡水供给服务总量约为

６􀆰 １３×１０８ ｍ３，用水需求总量约为 １􀆰 ５２×１０８ ｍ３，产水

量整体较高，其中产水量高值区集中在霞寨镇与山

格镇。 从淡水供需平衡的角度，生态系统服务供需

比在大部分地区呈现较高的正值，说明淡水资源可

以实现原位的自给自足，负值区主要集中在需水量

较大的耕地。
３􀆰 ２　 水质胁迫情景分析

按照 ２􀆰 ４ 节中的方法，定量并可视化氮输出量，
并计算水质胁迫削减比，绘制 ２０１７ 年花山溪流域的

氮输出量和水质胁迫削减比分布图（图 ４）。
花山溪流域 ２０１７ 年氮输出总量约为 ２􀆰 ６９×１０５

ｋｇ，氮输出高值区主要分布于霞寨镇、小溪镇和坂仔

镇。 较高的氮输出值说明水质污染严重，对于淡水

供给服务会有一定的削减作用。 水质胁迫导致的

淡水供给服务削减主要集中于园地，说明当地蜜柚

果园种植对于水资源的影响严重。
３􀆰 ３　 潜在淡水供给服务流

３􀆰 ３􀆰 １　 潜在服务流量的空间布局

按照 ２􀆰 ３ 节中的方法，定量可视化有 ／无水质胁

迫情景下的潜在服务流量，绘制了 ２０１７ 年花山溪流

域潜在淡水供给服务流量分布栅格图（图 ５）。
在无水质胁迫情景下，花山溪流域 ２０１７ 年潜在

服务流量约为 ４􀆰 ６３×１０８ ｍ３，流域内大部分区域处于

较高水平，以耕地为代表的部分区域出现负值。 在

水质胁迫情景下，花山溪流域整体的潜在服务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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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削减，降低为 ９􀆰 ８６×１０７ｍ３，其中低流量区域 受到更大的影响。

图 ３　 花山溪流域淡水供给服务量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分布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Ｈｕａｓｈａｎ Ｃｒｅｅｋ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图 ４　 花山溪流域氮输出量和水质胁迫削减比分布

Ｆｉｇ􀆰 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Ｈｕａｓｈａｎ Ｃｒｅｅｋ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３􀆰 ３􀆰 ２　 潜在服务流量：子流域统计结果

为探究淡水供给服务在自然地形的高度差驱

动下的流动情况，计算区域淡水盈余总量，进一步

分析了各子流域的潜在服务流量（图 ６）。
在不考虑水质胁迫的情景下，潜在服务流量最

大和最小的子流域分别是钟腾溪流域（１􀆰 ３３ × １０８

ｍ３），山格溪流域（４􀆰 ９×１０７ ｍ３），其余子流域的潜在
服务流量从 ５􀆰 ２９×１０７到 ８􀆰 ５９×１０７ ｍ３不等。

在水质胁迫的情景下，各子流域的潜在服务流

量均受到不同程度削减，潜在服务流量最大和最小

的子流域分别是钟腾溪流域（２􀆰 ８４×１０７ ｍ３）和山格

溪流域（５􀆰 ７０×１０６ ｍ３），其余乡镇潜在服务流量从
８􀆰 ７９×１０６到 ２􀆰 １５×１０７ ｍ３不等。
３􀆰 ３􀆰 ３　 潜在服务流量：乡镇行政单元统计结果

为探究淡水供给服务在区域间水资源供需平

衡驱动下的流动情况，计算区域淡水盈余总量，进
一步分析了各乡镇行政单元的潜在服务流量，结果

如图 ７ 所示。
在不考虑水质胁迫的情景下，潜在服务流量最

大和最小的乡镇分别是霞寨镇 ８􀆰 ９７×１０７ ｍ３，南胜镇
４􀆰 ４３×１０７ ｍ３，其余乡镇潜在服务流量从 ７􀆰 ５０×１０７到
８􀆰 ６２×１０７ ｍ３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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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花山溪流域在有 ／无水质协迫下的淡水供给服务流分布

Ｆｉｇ􀆰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ｌｏｗ ｗｉｔｈ ／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ｒｅｇ ｉｎ Ｈｕａｓｈａｎ Ｃｒｅｅｋ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图 ６　 花山溪流域不同子流域在有 ／
无水质协迫下的生态系统服务流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ｌｏｗ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ｂ⁃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 ｗｉｔｈ ／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ｓｈａｎ Ｃｒｅｅｋ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在水质胁迫的情景下，各乡镇的潜在服务流量

均受到不同程度削减，潜在服务流量最大和最小的

乡镇分别是国强乡（２􀆰 ４６×１０７ ｍ３）和南胜镇（７􀆰 ７６×
１０６ ｍ３ ），其余乡镇潜在服务流量从 ７􀆰 ７７ × １０６ 到

２􀆰 ３４×１０７ ｍ３不等。
３􀆰 ４　 基于子流域尺度的自然状态服务流

按照 ２􀆰 ３􀆰 １ 节中的方法，定量可视化花山溪流

域基于地形水系的自然状态服务流方向与各子流

域累积盈余量分布图（图 ８）。
自然状态下，花山溪流域的淡水供给服务流方

向与河流方向一致，由上游子流域流向下游子流

域，流动方向不受区域淡水供需情况以及水质胁迫

的影响。 上游地区的钟腾溪子流域是最主要的供

给区，同时高磜溪、牛头溪和南胜溪子流域由于地

势原因，河流汇入下游地区，因此也属于供给区。
坂仔溪和山格溪子流域位于花山溪流域下游平原

地区，接受上游地区的淡水供给，是主要的受益区。
从累计盈余流量的角度，花山溪流域的水质胁迫对

各个子流域的流量都产生了明显的削减作用，最终

汇入下游山格溪流域的累计盈余流量从 ４􀆰 ５９×１０８

削减为 ９􀆰 ９×１０７ ｍ３，削减约 ７８􀆰 ４％。

图 ７　 花山溪流域不同乡镇的生态系统在有 ／
无水质胁迫下的生态系统服务流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ｌｏｗ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ｓｈａｎ Ｃｒｅｅｋ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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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基于行政区尺度的供需平衡状态服务流

为探究各乡镇在达到水资源供需平衡的假设

状态下，淡水供给服务的空间流动路径，按照 ２􀆰 ３􀆰 ２
节中方法，定量可视化花山溪流域淡水供给服务流

方向与各乡镇间的动态服务流量柱状图，如图 ９～１０
所示。 为更直观展示流量大小，将所有流量排序

后，按照大小将前 ４０％和后 ３０％分别定义为大流量

和小流量，其余定义为中流量。
如图 ９ 所示，基于淡水供需情况，各乡镇淡水供

给服务流在不考虑水质胁迫影响的情况下，多以小

流量为主，服务流量总量约 ４􀆰 ６３×１０７ ｍ３。 服务流方

向按流量从大到小依次为坂仔镇→南胜镇、霞寨

镇→国强乡、坂仔镇→国强乡、霞寨镇→小溪镇、山
格镇→小溪镇、坂仔镇→小溪镇、霞寨镇→坂仔镇、
霞寨镇→山格镇。 霞寨镇是主要的供给区，国强乡

和小溪镇是主要的受益区。
在水质胁迫的情景下，基于淡水供需情况的各

乡镇淡水供给服务流在流量大小和流动方向上发

生了较大改变，服务流量总量约 ４􀆰 ０２×１０７ ｍ３。 区域

间大流量、中流量服务流增多，反映水质胁迫加剧

了乡镇间水资源的供需差异。 服务流方向按流量

从大到小依次为国强乡→霞寨镇、小溪镇→霞寨

镇、坂仔镇→南胜镇、坂仔镇→霞寨镇、山格镇→霞

寨镇、小溪镇→山格镇、国强乡→坂仔镇、小溪镇→

坂仔镇。 水质胁迫的情景使得花山溪流域淡水供

给服务的供给区和受益区发生了改变，国强乡和小

溪镇转变为主要的供给区，霞寨镇转变为主要的受

益区。

图中数据为累计盈余量，单位为 ｍ３。

图 ８　 花山溪流域自然状态服务流方向与

各子流域累计盈余量分布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ｌｏ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ｉｎ Ｈｕａｓｈａｎ Ｃｒｅｅｋ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图 ９　 花山溪流域在有 ／无水质胁迫下的淡水供给服务流方向

Ｆｉｇ􀆰 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ｌｏｗ ｗｉｔｈ ／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ａｓｈａｎ Ｃｒｅｅｋ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４　 讨论

４􀆰 １　 淡水供给服务的定量与空间流动

供需定量方面，研究估算 ２０１７ 年花山溪流域淡

水供给服务总量约为 ６􀆰 １３×１０８ ｍ３，平均产水量约为

６７􀆰 ７ ｍ３·ｋｍ－２，与其他研究中估算的福建省产水量

相比偏高［４８－４９］，原因在于花山溪流域位于福建省南

部，降水量高于福建省平均水平［４９］。 用水需求总量



　 第 ８ 期 　 陈梓隆等： 水质胁迫下闽东南地区流域淡水生态系统服务流研究 ·１０５９　 ·

约为 １􀆰 ５２×１０８ ｍ３，全流域潜在服务流量约为 ４􀆰 ６１×
１０８ ｍ３，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０ 的地区主要集中在

耕地区，符合花山溪流域以农业灌溉用水为主的

特征。
流动分析方面，基于子流域高程的自然状态服

务流路径与陈登帅等［２０］ 运用 ＳＷＡＴ 模型在延河流

域的淡水资源供需分析以及张欣蓉等［５０］ 对喀斯特

地貌区生态系统服务流的研究结果一致，以水系为

流动路径，这与 ＱＩＮ 等［２１］ 与 ＬＩ［４３］ 等在京津冀地区

以及山东—河南地区的淡水供给服务流的研究结

果（以像元形式呈现的流动）有所不同，但可以更直

观地体现水资源在流域间的流动过程。 基于供需

平衡状态服务流与各个乡镇的水资源供需情况有

关，孙雪萍［４０］ 在张承地区的淡水供给服务流研究

中，综合考虑了各个行政区的水资源供需情况，由
于张承地区位于我国东北部，存在有典型的淡水资

源无法自给自足的受益区，供给区和受益区划分明

显。 从水量角度，花山溪流域各乡镇都能实现供水

自足，因此笔者在定义服务流量时以区域间淡水资

源的差值来划分相对供给区和受益区，对于水资源

总量充沛，但存在水质型缺水问题地区的淡水供给

服务空间流动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图 １０　 花山溪流域在有 ／无水质胁迫下的动态服务流量－服务流方向

Ｆｉｇ􀆰 １０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ｌｏ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 ／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ａｓｈａｎ ｃｒｅｅｋ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研究尺度方面，采用子流域、乡镇行政区 ２ 种不

同尺度，子流域尺度下的累计盈余流量高于乡镇尺

度下的动态服务流量，同时氮污染对服务流的削减

幅度也更大。 其原因在于子流域尺度的自然状态

服务流是水量从上游往下游的叠加，水质的影响是

对水量的直接削减，流动方向不发生改变。 而乡镇

尺度的供需平衡状态服务流是基于乡镇间水资源

供需的差异，总流量和削减比可能较子流域尺度偏

低。 因此在区域水资源管理与调配中需要结合流

域过程和社会供需情况综合考虑 ２ 种尺度。
４􀆰 ２　 水质调节服务对淡水供给服务的影响

衡量水质调节服务对于淡水供给服务的影响

主要是利用氮输出对淡水资源可利用性的削减，
２０１７ 年花山溪流域的氮输出对于产水量的平均削

减率约为 ５９􀆰 １４％。 从基于地形的自然状态服务流

角度，水质胁迫对下游山格溪子流域累计盈余流量

的削减率约为 ７８􀆰 ４３％。 从基于各乡镇淡水供需情

况的平衡状态服务流角度，水质胁迫对乡镇间动态

服务流总量削减率约 １３􀆰 １７％，同时水质胁迫情景

下，淡水供给服务的流动方向也发生了变化，相对

供给区和相对受益区有所改变。
已有研究表明，土地利用等人类活动是驱动河

流氮输出空间变异性的主要因子［５１－５２］，城市化扩张

和农业活动会加剧河流氮的污染程度［５３］。 相似研

究中关于水质对于产水量的影响通过不同尺度下

的相关系数判定协同与权衡关系［５４－５６］。 潘翔［３９］ 在

评估河湟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交互关系时，计算出淡

水供给服务和水质调节服务有 ３７􀆰 ０４％的县区呈正

相关，９􀆰 ２６％的县区呈负相关，然而结果无法以地图

形式定量描绘水质对于水量的影响。 该研究侧重

定量描述水质对于淡水供给的削减，创新使用水质

赋权的方法，将服务间交互关系以空间可视化的形

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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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流域淡水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因素

为探究花山溪流域淡水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

布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以产水量和氮输出量为代

表，计算淡水供给服务、水质调节服务与降水、
ＮＤＶＩ、坡度等自然因素以及土地利用类型占比等人

类活动因素的相关性［３７，３９］（图 １１）。

图 １１　 花山溪流域淡水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Ｆｉｇ􀆰 １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Ｈｕａｓｈａｎ Ｃｒｅｅｋ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由相关性分析结果可得，产水量与降水显著正

相关（ ｒ＝ ０􀆰 ９５，Ｐ ＜ ０􀆰 ０５），与 ＮＤＶＩ 极显著正相关

（ ｒ＝ ０􀆰 ９３，Ｐ ＜ ０􀆰 ０１）。 这与 ＹＡＮＧ 等［５７］ 和 ＪＩＡＮＧ
等［５８］通过敏感性分析方法研究流域产水量影响因

素的结果一致，说明降水量是流域淡水供给服务的

主要驱动力，植被覆盖是通过改变下垫面特征和蒸

散发调节来改变产水量［５９］。 需水量与 ＮＤＶＩ 显著

正相关（ ｒ＝ ０􀆰 ８５，Ｐ＜０􀆰 ０５），与耕地面积极显著正相

关（ ｒ＝ ０􀆰 ９７， Ｐ＜０􀆰 ０１）。 花山溪用水需求量主要由

耕地面积决定，符合当地以农业用水灌溉为主的特

点［６０］。 氮输出量与园地面积显著正相关（ ｒ ＝ ０􀆰 ８２，
Ｐ＜０􀆰 ０５），与林地面积显著负相关（ ｒ ＝ －０􀆰 ８３， Ｐ＜
０􀆰 ０５）。 水质调节服务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验证了

花山溪流域由于大规模蜜柚种植业引发水环境污

染的现状［６０－６１］，也说明林地对于氮营养盐有一定的

缓冲和吸附作用［６２－６４］，与韩蕊等［６５］ 在川东地区以

及孟浩斌等［６６］在三峡库区水质调节服务影响因素

的研究结果一致。

５　 结论

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评估了花山溪流域 ２０１７ 年

淡水供给量、用水需求量和氮输出量空间分布情

况，使用情景分析的方法，以氮为例讨论了有 ／无水

质胁迫情景下子流域尺度以及供需平衡状态下乡

镇尺度的淡水供给服务的空间流动，主要定量研究

结果如下：
（１）子流域尺度基于地形高程的自然状态服务

流最终汇入位于下游的山格溪子流域，累计盈余流

量 ４􀆰 ５９×１０８ ｍ３，在水质胁迫的情景下削减为 ９􀆰 ９×
１０７ ｍ３，削减率为 ７８􀆰 ４３％，流动方向由地形水系决

定，不受水质的影响。 对于流域上下游地区的水资

源自然调配有一定参考价值。
（２）乡镇尺度基于各乡镇淡水供需情况的平衡

状态服务流总量约 ４􀆰 ６３×１０７ ｍ３，在水质胁迫情景下

约 ４􀆰 ０２×１０７ ｍ３，削减率为 １３􀆰 １７％，水质胁迫使得

乡镇间动态服务流量增大，加剧区域供需差异，同
时改变了淡水供给服务流方向，在水质影响下霞寨

镇从相对供给区转变为相对受益区。 区域间水资

源管理和调配需要综合考虑水质和水量。
（３）花山溪流域的淡水供给服务与降水量和

ＮＤＶＩ 显著正相关，用水需求量主要受耕地面积影

响，水质调节服务与园地面积显著负相关，与林地

面积显著正相关，说明花山溪流域的综合整治需要

重点管控果园面积和化肥施用，推广天然林地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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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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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张立伟，傅伯杰．生态系统服务制图研究进展［ Ｊ］ ．生态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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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肖玉，谢高地，鲁春霞，等．基于供需关系的生态系统服务空间

流动研究进展［Ｊ］ ．生态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１０）：３０９６－３１０２．［ＸＩ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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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傅抱璞．山地蒸发的计算［Ｊ］ ．气象科学，１９９６，１６（４）：３２８－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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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吴娜，宋晓谕，康文慧，等．不同视角下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流

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以渭河甘肃段为例 ［ Ｊ］ ．生态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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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潘竟虎，李真．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权衡与协同

作用分析［ Ｊ］ ．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３（１７）：２８０－ ２８９． ［ Ｐ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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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３３（ １７）：
２８０－２８９．］

［３４］ 应兰兰，侯西勇，路晓，等．我国非点源污染研究中输出系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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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ｌａｎ，ＨＯＵ Ｘｉ⁃ｙｏｎｇ，ＬＵ Ｘ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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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程一凡．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量变化

与草地生态补偿研究［Ｄ］．昆明：云南财经大学，２０１９．［ＣＨ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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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与协同关系研究［Ｄ］．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２０．［ＷＡＮＧ Ｙ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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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碱淖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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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红碱淖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及水质状况，科学保护沙漠湖泊生态健康，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调查了红

碱淖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和主要水质理化指标，分析了该湖泊浮游动物现存量和多样性的季节变化规律及影响因

子。 结果表明，红碱淖全年共调查到浮游动物 ３０ 属 ３５ 种，种类组成以轮虫为主，占比为 ４１􀆰 ６７％，优势种以小口钟

虫（Ｖｏｒｔｉｃｅｌｌａ ｍｉｃｒｏｓｔｏｍａ）、唇形叶轮虫（Ｎｏｔｈｏｌｃａ ｌａｂｉｓ）、虱形大眼溞（Ｐｏｌｙｐｈｅｍｕｓ ｐｅｄｉｃｕｌｕｓ）、蒙古裸腹溞（Ｍｏｉｎａ ｍｏｎ⁃
ｇｏｌｉｃａ）、汤匙华哲水蚤（Ｓｉｎｏｃａｌａｎｕｓ ｄｏｒｒｉｉ）为主，种类数季节变化表现为冬季＞春季＞秋季＞夏季。 浮游动物年平均

密度为 ６１􀆰 ９ Ｌ－１，变化范围 ４􀆰 ２～３２６􀆰 ３ Ｌ－１，年平均生物量为 ０􀆰 １９３ ｍｇ·Ｌ－１，变化范围为 ０􀆰 ００１～１􀆰 １３８ ｍｇ·Ｌ－１，浮
游动物现存量存在季节差异，呈现出夏季＞秋季＞冬季＞春季的特点。 浮游动物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年平均值分别为 ２􀆰 ０４０ 和 ０􀆰 ７１２，多样性呈现出秋冬季高于春夏季。 典范对应分析（ＣＣＡ）显示，
水温、电导率和溶解氧浓度是显著影响浮游动物群落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 根据生物多样性指数和综合营养状

态指数（ＴＬＩ）水质评价结果表明，红碱淖水质处于中污染状态，水体属轻度富营养类型，水量调控与水质管理对浮

游动物群落结构具有较大影响。 研究结果可为红碱淖的生态保护及水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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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生态系统中，浮游动物作为初级消费者在

食物网中占据重要角色，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能
量流动以及信息传递等生态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１］。 浮游动物通过捕食者对浮游植物的群

落结构产生下行效应，同时作为食物对鱼类和其他

水生生物产生下行效应，影响着水生态系统的生物

资源消耗补充量和容纳量［２－３］。 浮游动物在其周围

环境因子影响下有着极其敏感的变化，其群落结构

与生态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其中水文、水化学、水生

生物以及人类活动等对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和多样

性有重要的影响［４－６］。 此外，由于不同类群的浮游

动物对外界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存在差

异，利用其种群结构、现存量以及优势种和污染指

示种等的变化可间接反映水质状况和健康程度，以
弥补水体理化指标在水质评价上的不足［７］。 近年

来相关研究显示，浮游动物的群落结构和多样性可

准确反映水质特征及其变化趋势［８－９］。 因此，了解

和掌握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变化及其与水环境因

子的关系有利于制定或调整水生态系统修复和保

护计划［１０－１１］。
湖泊是陆地水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气候

变化及人类影响非常敏感，尤其对于降水量较少的

内陆沙漠湖泊，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较为极端

的环境条件（如辐射强、蒸发量大、缓冲能力弱、营
养水平低等），水生态系统相对简单，对环境的响应

表现更迅速、更敏感，环境的细微变化能显著影响

沙漠湖泊的理化性质，从而引起水生生物群落结构

的变化，对湖泊生态安全造成影响［１２－１３］。 因此，对
沙漠湖泊水环境质量进行评价，探讨湖泊水生生物

群落的特征、演变规律并提出保护措施是维护湖泊

的生态服务功能、制定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政

策的基础［１４］，对揭示湖泊生态系统功能的变化、预
测生态系统对当前以及未来环境变化的响应具有

重要意义。
红碱淖地处中国西北沙漠与黄土边界带，在水

文地质上属于黄河中游鄂尔多斯高原内流区，历史

上是我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 红碱淖是陕西与内

蒙古的边界湖泊，也是陕西省重要的中型淡水湖

泊，具有蓄水、泄洪、运输、养殖、旅游、科研等多种

功能与价值，为此有许多学者就其资源增值和湿地

保护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讨［１５－１６］。 该湖现为世界

濒危动物———遗鸥的重要栖息地，当地政府也日渐

重视鸟类保护工作，相继建立了鸟类保护站并划设

了鸟类保护区，对维系区域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

义。 但是，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红碱

淖入湖径流减少，湖泊水位急剧下降，湖水 ｐＨ 值呈

升高趋势，淡水湖成为了微咸水湖，水生生物多样

性遭受巨大影响，水环境的强烈变化严重威胁着湖

泊生态平衡，许多生态功能相继丧失［１７］。 针对红碱

淖湖区的生态保护问题，陕西与内蒙古经过协商，
制定了 ３ ａ 补水 ３００ 万 ｍ３ 的生态修复计划，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中旬开始补水 １００ 万 ｍ３，湖区水位上

升，ｐＨ 值呈下降趋势，水生生物多样性逐渐提高。
历史资料显示，红碱淖水生生物的调查研究仅见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至 ２１ 世纪初［１８－１９］，对于经历了几

十年的生产养殖和自然生态修复，尤其是近些年通

过内蒙古扎萨克水库补水后，该湖的水质以及水生

生物群落变化鲜见详细的调查研究。 基于此，笔者

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对红碱淖的浮游动物群落结构进

行了全面调查和分析，以期为全面了解红碱淖浮游

动物的群落结构特征及季节变化趋势提供数据参

考，同时也为该湖区水质调控和流域生态保护提供

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与调查点位

红碱淖（３９°０４′ ～ ３９°０８′ Ｎ，１０９° ５０′ ～ １０９° ５６′
Ｅ）海拔 ９８０～１ ２００ ｍ，湖区东西最宽处 １０ ｋｍ，南北

最长处 １２ ｋｍ，湖水最深为 １２ ｍ。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湖泊面积基本稳定在 ６０ ｋｍ２，水量约为 ４􀆰 ９ × １０８

ｍ３，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湖区面积呈逐年萎缩趋势，
由 １９９９ 年的 ５０􀆰 ２７ ｋｍ２ 减少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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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ｍ２，减少了 ３７􀆰 ７９％［２０］。 根据红碱淖的地理形态、
水文条件以及浮游动物的采样要求，在湖区明水区

自西向东设置 １０ 个采样点（Ｈ１ ～ Ｈ１０，图 １）。 其

中，Ｈ１ 和 Ｈ２ 位于蠎盖兔河和孙道沟河入湖区，Ｈ４
位于尔林兔河和七卜素河入湖区，Ｈ５ 位于扎萨克河

和壕赖河入湖区，Ｈ３ 和 Ｈ１０ 位于人类活动区（水上

乐园、游艇码头），Ｈ８ 位于遗鸥保护区，Ｈ６、Ｈ７、Ｈ９
位于湖中心区。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春）、８ 月（夏）、１１
月（秋）和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冬）采集调查中上层水样，
并进行水质检测与生物鉴定分析。
１􀆰 ２　 样品采集与处理

小型浮游动物：轮虫和原生动物定性样品用

２５＃浮游生物网在水面下以“∞ ”字形拖拽采集，并
用 φ 为 ４％～５％甲醛溶液固定。 定量样品用 ５ Ｌ 有

机玻璃采水器取中上层混合水样 １ Ｌ，现场加入 φ
为 １􀆰 ０％～１􀆰 ５％鲁哥氏液固定；大型浮游动物：枝角

类和桡足类定性样品用 １３＃浮游生物网在水面下以

“∞ ”字形拖拽采集，并用 φ 为 ４％ ～５％甲醛溶液固

定。 定量样品用有机玻璃采水器取 ５０ Ｌ 中上层混

合水样，用 ２５＃浮游生物网过滤收集于 ５０ ｍＬ 样品

瓶中，现场加入 φ 为 ４％ ～５％甲醛溶液固定［２１］。 采

集固定好的样本在实验室静置 ２４ ｈ 后虹吸浓缩至

约 ３０ ｍＬ， 参照文献 ［ ２２ － ２３］， 在 １００ ～ ４００ 倍

Ｏｌｙｍｐｕｓ－ＣＸ２１ 生物显微镜下进行浮游动物种类的

鉴定和定量。

图 １　 红碱淖位置及采样点位示意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 Ｌａｋｅ

１􀆰 ３　 水质监测

现场采用 ＹＳＩ－８５ 型便携式水质分析仪测定水

温（ＷＴ）、ｐＨ 值、溶解氧（ＤＯ）浓度、盐度（ＳＡＬ）、电
导率 （ ＥＣ），使用塞氏盘测定透明度 （ ＳＤ）、水深

（ＷＤ）；在各采样点取中上层混合水样 ２ Ｌ，低温保

存于 ４８ ｈ 内送往实验室测定总氮（ＴＮ）浓度、总磷

（ＴＰ ） 浓 度、 氨 氮 （ ＮＨ４
＋ ⁃Ｎ ） 浓 度、 亚 硝 酸 盐

（ＮＯ２
－ ⁃Ｎ） 浓度、硝酸盐 （ ＮＯ３

－ ⁃Ｎ） 浓度、 磷酸盐

（ＰＯ４
３－ ⁃Ｐ ） 浓 度、 化 学 需 氧 量 （ ＣＯＤＭｎ ）、 硬 度

（ＨＡＲＤ）。 水质分析参照文献［２４］。 叶绿素（Ｃｈｌ⁃
ａ）浓度分析方法参照 ＨＪ ８９７—２０１７《水质叶绿素 ａ
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１􀆰 ４　 数据分析

１􀆰 ４􀆰 １　 多样性指数

浮游动物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 （Ｈ′）、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计算公式分别为

Ｈ′ ＝ － ∑Ｐ ｉ ｌｏｇ２ Ｐ ｉ ， （１）

Ｐ ｉ ＝ ｎｉ ／ Ｎ ， （２）
Ｊ ＝ Ｈ′ ／ Ｈ′ｍａｘ ， （３）
Ｈ′ｍａｘ ＝ ｌｏｇ２ Ｓ 。 （４）

式（１） ～ （４）中，Ｐ ｉ为第 ｉ 种的个体数与总个体数的

比值；ｎｉ为第 ｉ 种个体数；Ｎ 为所有物种个体数；Ｈ′ｍａｘ

为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最大值；Ｓ 为样品中

总种类数。
１􀆰 ４􀆰 ２　 优势种

优势种的确定采用优势度（Ｙ）计算公式为

Ｙ ＝ ｆｉ × Ｐ ｉ 。 （５）
式（５）中，ｆｉ为第 ｉ 个物种的出现频率。 Ｙ≥０􀆰 ０２ 确

定为优势种。
１􀆰 ４􀆰 ３　 综合营养状态评价

选取 Ｃｈｌ⁃ａ 浓度作为基准指数，ＴＮ 浓度、ＴＰ 浓

度、ＳＤ 和 ＣＯＤＭｎ作为附加指数参数，运用综合营养

状态指数法对红碱淖水体营养状况（ＴＬＩ，ＩＴＬ）进行

初步评价。

ＩＴＬ ＝ ∑Ｗ ｊ × ＩＴＬ，ｊ 。 （６）

式（６）中，ＩＴＬ为综合营养状态指数；Ｗ ｊ为第 ｊ 种参数

的营养状态指数的相关权重；ＩＴＬ，ｊ为第 ｊ 种参数的营

养状态指数。
采用 ０～１００ 的连续数字水体营养状态分级，同

一营养状态下，指数值越高，其营养程度越严重：
ＩＴＬ＜３０ 为贫营养，３０≤ＩＴＬ≤５０ 为中营养，５０＜ＩＴＬ≤６０
为轻度富营养，６０＜ＩＴＬ≤７０ 为中度富营养，ＩＴＬ＞７０ 为

重度富营养［２５］。
所有数据统计分析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进

行处理，利用 ＣＡＮＯＣＯ ４􀆰 ５ 软件包分别对环境因子

进行主成分分析（ＰＣＡ），对浮游动物进行去趋势对

应分析（ＤＣＡ），如果 ４ 个轴中梯度最大值超过 ４，属
于单峰型模型，使用典范对应分析（ＣＣＡ），如果小

于 ３，属于线性模型，使用冗余分析（ＲＤＡ），通过前



　 第 ８ 期 　 白海锋等： 红碱淖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１０６７　 ·

向选择和膨胀因子分析对主要环境因子进行筛选，
去除自相关变量，判断显著影响浮游动物群落结构

时空格局的驱动因子，每一步都采用蒙特卡洛置换

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水体理化特征和季节变化规律

调查期间，红碱淖年平均水深变化幅度不大，
季节性不明显，采样点最深处为 ５􀆰 ６ ｍ，最浅处为

０􀆰 ８ ｍ，年均水深为 ３􀆰 ０ ｍ。 水温随气温的变化而变

化，存在显著性季节性差异（Ｐ＜０􀆰 ０５），全年水温最

高为 ２２􀆰 ４ ℃（夏季），最低为 ０􀆰 ８ ℃（冬季），年均水

温为 １１􀆰 ０ ℃。 湖水透明度总体变化较大，最大值出

现在春季，为 １６０ ｃｍ，年均透明度为 ７９􀆰 ６ ｃｍ，春冬

两季变化明显。 湖水碱性较大，ｐＨ 值平均为 ９􀆰 ６７，
年际变化范围在 ９􀆰 ２６～９􀆰 ９１。 ρ（ＤＯ）夏冬两季差异

较大，冬季最低，平均为 ０􀆰 ８３ ｍｇ·Ｌ－１，夏季较高，均

值达 ７􀆰 ７４ ｍｇ·Ｌ－１。 电导率和盐度季节性差异均不

显著（Ｐ＞０􀆰 ０５），最高值均出现在夏季（表 １）。
红碱淖 ρ（ＴＮ）为 １􀆰 １４ ～ ２􀆰 ３１ ｍｇ·Ｌ－１，年均值

为 １􀆰 ５９ ｍｇ·Ｌ－１，秋冬两季差异不大。 ρ （ ＴＰ） 为

０􀆰 １０～０􀆰 ２６ ｍｇ·Ｌ－１，年均值为 ０􀆰 １６ ｍｇ·Ｌ－１，最高

值出现在夏季。 Ｎ ／ Ｐ 比为 ５􀆰 ５～１８􀆰 ５，最高值出现在

春季。 氨氮、亚硝酸盐和硝酸盐含量平均值分别为

０􀆰 １６、０􀆰 ０１ 和 １􀆰 １８ ｍｇ·Ｌ－１，最大值均出现在春季。
ρ（ＰＯ４

３－ ⁃Ｐ）年平均值为 ０􀆰 ３０ ｍｇ·Ｌ－１，最低值出现

在秋季 Ｈ１ 采样点（０􀆰 １５ ｍｇ·Ｌ－１）。 ＣＯＤＭｎ平均值

为 １３􀆰 ８３ ｍｇ·Ｌ－１，４ 个季节差异显著（Ｐ＜ ０􀆰 ０５）。
硬度平均值为 ２９２􀆰 ８６ ｍｇ·Ｌ－１，春夏季与秋冬季存

在显著差异。 ρ（Ｃｈｌ⁃ａ）为 ０􀆰 ７６～１􀆰 ７２ μｇ·Ｌ－１，年均

值为 １􀆰 １１ μｇ·Ｌ－１，最高值出现在秋季（表 １）。
红碱淖富营养指数 ＴＬＩ 值变化范围在 ５２􀆰 ３０ ～

５４􀆰 １４ 之间，ＴＬＩ 值的季节变化趋势为春季＞冬季＞
夏季＞秋季，全年处于轻度富营养水平。

表 １　 红碱淖水体理化指标季节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 Ｌａｋｅ

季节
水温 ／
℃

水深 ／
ｍ

ρ（ＤＯ） ／
（ｍｇ·Ｌ－１）

ｐＨ 值
ＥＣ ／

（μＳ·ｃｍ－１）
盐度 ／
‰

透明度 ／
ｃｍ

ρ（ＮＨ４
＋ ⁃Ｎ） ／

（ｍｇ·Ｌ－１）
春季 １１􀆰 ４３±１􀆰 ０９ｂ ２􀆰 ９０±０􀆰 ８５ａ ４􀆰 ８７±０􀆰 ４１ｂ ９􀆰 ７９±０􀆰 ０８ａ １０ ６１８􀆰 ００±１ １１２􀆰 ５３ａ ４􀆰 ９４±０􀆰 ９５ａ ９７􀆰 ５０±２６􀆰 ０５ａ ０􀆰 ２１±０􀆰 ０５ａ

夏季 ２１􀆰 ６６±０􀆰 ４３ａ ２􀆰 ９３±１􀆰 ２０ａ ７􀆰 ７４±０􀆰 ３４ａ ９􀆰 ７８±０􀆰 ０４ａ １０ ８０２􀆰 ００±１ １６１􀆰 ２５ａ ５􀆰 １３±０􀆰 ８７ａ ８３􀆰 ８０±３０􀆰 ３０ａｂ ０􀆰 ２０±０􀆰 ０７ａ

秋季 ９􀆰 １８±０􀆰 ９９ｃ ３􀆰 ４８±１􀆰 １３ａ ７􀆰 ５２±０􀆰 ８１ａ ９􀆰 ５４±０􀆰 １１ｂ １０ １８７􀆰 ００±１ １５３􀆰 ８６ａ ４􀆰 ５５±０􀆰 ７１ａ ７１􀆰 ６０±２１􀆰 ４１ａｂ ０􀆰 １１±０􀆰 ０４ｂ

冬季 １􀆰 ８０±０􀆰 ５６ｄ ２􀆰 ６０±０􀆰 ８７ａ ０􀆰 ８３±０􀆰 ３８ｃ ９􀆰 ５７±０􀆰 ２０ｂ １０ ０９４􀆰 ００±５６５􀆰 ８８ａ ４􀆰 ９７±０􀆰 ５８ａ ６５􀆰 ６０±１７􀆰 ５５ｂ ０􀆰 １４±０􀆰 ０４ｂ

季节
ρ（ＮＯ２

－ ⁃Ｎ） ／
（ｍｇ·Ｌ－１）

ρ（ＮＯ３
－ ⁃Ｎ） ／

（ｍｇ·Ｌ－１）
ρ（ＴＮ） ／

（ｍｇ·Ｌ－１）
ρ（ＴＰ） ／

（ｍｇ·Ｌ－１）
ρ（ＰＯ４

３－ ⁃Ｐ） ／
（ｍｇ·Ｌ－１）

ＣＯＤＭｎ ／
（ｍｇ·Ｌ－１）

硬度 ／
（ｍｇ·Ｌ－１）

ρ（Ｃｈｌ⁃ａ） ／
（μｇ·Ｌ－１）

春季 ０􀆰 ０２±０􀆰 ０１ａ １􀆰 ３５±０􀆰 １５ａ ２􀆰 ０４±０􀆰 ２０ａ ０􀆰 １５±０􀆰 ０２ｂ ０􀆰 ２９±０􀆰 ０６ａｂ １８􀆰 ７３±２􀆰 ７８ａ ３７２􀆰 ２１±９􀆰 ４９ａ ０􀆰 ８９±０􀆰 １２ｃ

夏季 ０􀆰 ０１±０􀆰 ００ｂ １􀆰 ２４±０􀆰 ０９ａｂ １􀆰 ５５±０􀆰 １２ｂ ０􀆰 １８±０􀆰 ０３ａ ０􀆰 ３３±０􀆰 ０６ａ １２􀆰 ７５±０􀆰 ４２ｂ ３６８􀆰 ５５±１１􀆰 １１ａ １􀆰 ０３±０􀆰 １５ｂｃ

秋季 ０􀆰 ０１±０􀆰 ００ｂ １􀆰 １３±０􀆰 ０５ｂｃ １􀆰 ３６±０􀆰 ０６ｃ ０􀆰 １４±０􀆰 ０３ｂ ０􀆰 ２５±０􀆰 ０６ｂ １０􀆰 ５１±０􀆰 ４７ｃ ２１５􀆰 ８３±１２􀆰 ９３ｂ １􀆰 ４０±０􀆰 １９ａ

冬季 ０􀆰 ０１±０􀆰 ００ｂ １􀆰 ０１±０􀆰 ３０ｃ １􀆰 ３９±０􀆰 １１ｃ ０􀆰 １６±０􀆰 ０４ａｂ ０􀆰 ３３±０􀆰 ０６ａ １３􀆰 ３１±０􀆰 ７７ｂ ２１４􀆰 ８５±２７􀆰 ６１ｂ １􀆰 １２±０􀆰 １３ｂ

同一列数据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季节间某指标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２􀆰 ２　 浮游动物特征

２􀆰 ２􀆰 １　 浮游动物种类组成及优势种

此次季节性调查共发现浮游动物 ４ 大类 ３０ 属

３５ 种， 其 中 轮 虫 １２ 属 １５ 种， 占 总 种 类 数 的

４２􀆰 ８６％；原生动物 １０ 属 １１ 种， 占总种类数的

３１􀆰 ４３％；枝角类 ４ 属 ５ 种，占总种类数的 １４􀆰 ２９％；
桡足类 ４ 属 ４ 种，占总种类数的 １１􀆰 ４２％。 浮游动物

种类组成空间变化如图 ２ 所示，Ｈ１ 和 Ｈ１０ 年均种

类数较多，Ｈ６ 年均种类数较少，其中 Ｈ１ 秋季种类

数最多，有 １４ 种，Ｈ６ 夏季种类数最少，有 １ 种。 从

季节分布来看，秋季浮游动物种类最多，有 ２４ 种，原
生动物占 ３３􀆰 ３３％，轮虫占 ３３􀆰 ３３％；春季浮游动物

种类数最少，有 １０ 种，原生动物占 ３０􀆰 ００％，轮虫占

５０􀆰 ００％（图 ２）。 浮游动物种类组成时空差异不大，

种类数时空变化明显（表 ２、图 ２）。
红碱淖浮游动物优势种以轮虫和原生动物为

主，轮虫优势种有 ８ 种，分别为唇形叶轮虫（Ｎｏｔｈｏｌｃａ
ｌａｂｉｓ）、钩状狭甲轮虫（Ｃｏｌｕｒｅｌｌａ ｕｎｃｉｎａｔａ）、角突臂尾

轮 虫 （ 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 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 长 足 疣 毛 轮 虫

（ Ｓｙｎｃｈａｅｔ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 ）、 厚 实 椎 轮 虫 （ Ｎｏｔｏｍｍａｔａ
ｐａｃｈｙｕｒａ）、螺形龟甲轮虫（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ｉｓ）、刺簇

多肢轮虫（Ｐｏｌｙａｒｔｈｒａ ｔｒｉｇｌａ）、西藏叶轮虫（Ｎｏｔｈｏｌｃ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原生动物优势种有 ７ 种，分别为阔口游仆

虫（Ｅｕｐｌｏｔｅｓ ｅｕｒｙｓｔｏｍｕｓ）、螺旋形扁壳虫（Ｌｅｓｑｕｅｒｅｕｓｉａ
ｓｐｉｒａｌｉｓ）、绿急游虫（Ｓｔｒｏｂｉｌｉｄｉｕｍ ｖｉｒｉｄｅ）、中华似铃壳

虫（ Ｔｉｎｔｉｎｎｏｐｓ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纵长膜袋虫 （ Ｃｙｃｌｉｄｉｎｕｍ
ｅｌｏｎｇａｔｕｍ）、小口钟虫（Ｖｏｒｔｉｃｅｌｌａ ｍｉｃｒｏｓｔｏｍａ）和针棘

刺胞虫（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ｙｓｔｉｓ ａｃｕｌｅａｔａ）（表 ３）。 全年优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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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９ 种，优势度在 ０􀆰 ０２３ ～ １􀆰 ０３８ 之间，其中冬季优

势种最多，达 ９ 种，优势度在 ０􀆰 ０２２ ～ ０􀆰 ２２１ 之间；春
季优势种次之，为 ６ 种，优势度介于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９４
之间；夏季优势种最少，有 ４ 种，分别为角突臂尾轮

虫、 刺 簇 多 肢 轮 虫、 虱 形 大 眼 溞 （ Ｐｏｌｙｐｈｅｍｕｓ
ｐｅｄｉｃｕｌｕｓ）和汤匙华哲水蚤（Ｓｉｎｏｃａｌａｎｕｓ ｄｏｒｒｉｉ）。 浮

游动物优势度最高的种类出现在秋季，为小口钟

虫，优势度高达 ０􀆰 ２２１。

表 ２　 红碱淖浮游动物种类组成及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 Ｌａｋｅ

种类 编号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原生动物（ Ｐｒｏｔｏｚｏａ ）
　 小口钟虫（Ｖｏｒｔｉｃｅｌｌａ ｍｉｃｒｏｓｔｏｍａ） Ｓ１ ＋ ＋ ＋
　 绿急游虫（Ｓｔｒｏｂｉｌｉｄｉｕｍ ｖｉｒｉｄｅ） Ｓ２ ＋ ＋ ＋
　 针棘刺胞虫（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ｙｓｔｉｓ ａｃｕｌｅａｔａ） Ｓ３ ＋ ＋
　 膜状急纤虫（Ｔａｃｈｙｓｏｍａ ｐｅｌｌｉｏｎｅｌｌａ） Ｓ４ ＋ ＋
　 盘状匣壳虫（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ｘｉｓ ｄｉｓｃｏｉｄｅｓ） Ｓ５ ＋ ＋
　 纵长膜袋虫（Ｃｙｃｌｉｄｉｎｕｍ ｅｌｏｎｇａｔｕｍ） Ｓ６ ＋ ＋ ＋
　 辐射异胞虫（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ｒｙｓ ｒａｄｉａｔａ） Ｓ７ ＋
　 阔口游仆虫（Ｅｕｐｌｏｔｅｓ ｅｕｒｙｓｔｏｍｕｓ） Ｓ８ ＋
　 侧扁盘状游仆虫（Ｅｕｐｌｏｔｅｓ ｐａｔｅｌｌａ） Ｓ９ ＋
　 螺旋形扁壳虫（Ｌｅｓｑｕｅｒｅｕｓｉａ ｓｐｉｒａｌｉｓ） Ｓ１０ ＋
　 中华似铃壳虫（Ｔｉｎｔｉｎｎｏｐｓ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１１ ＋

轮虫（Ｒｏｔｉｆｅｒａ）
　 角突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 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Ｓ１２ ＋ ＋ ＋
　 裂痕龟纹轮虫（Ａｎｕｒａｅｏｐｓｉｓ ｆｉｓｓａ） Ｓ１３ ＋
　 刺簇多肢轮虫（Ｐｏｌｙａｒｔｈｒａ ｔｒｉｇｌａ） Ｓ１４ ＋ ＋ ＋ ＋
　 囊形单趾轮虫（Ｍｏｎｓｔｙｌａ ｂｕｌｌａ） Ｓ１５ ＋
　 长足疣毛轮虫（Ｓｙｎｃｈａｅｔ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 Ｓ１６ ＋
　 纵长异尾轮虫（Ｔｒｉｃｈｏｃｅｒｃ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Ｓ１７ ＋
　 月形腔轮虫（Ｌｅｃａｎｅ ｌｕｎａ） Ｓ１８ ＋
　 钩状狭甲轮虫（Ｃｏｌｕｒｅｌｌａ ｕｎｃｉｎａｔａ） Ｓ１９ ＋
　 厚实椎轮虫（Ｎｏｔｏｍｍａｔａ ｐａｃｈｙｕｒａ） Ｓ２０ ＋
　 西藏叶轮虫（Ｎｏｔｈｏｌｃ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Ｓ２１ ＋
　 鳞状叶轮虫（Ｎｏｔｈｏｌｃａ ｓｑｕａｍｕｌａ） Ｓ２２ ＋
　 唇形叶轮虫（Ｎｏｔｈｏｌｃａ ｌａｂｉｓ） Ｓ２３ ＋
　 截头鬼轮虫（Ｔｒｉｃｈｏｔｒｉａ ｔｒｕｎｃａｔａ） Ｓ２４ ＋
　 曲腿龟甲轮虫（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 ｖａｌｇａ） Ｓ２５ ＋ ＋ ＋
　 螺形龟甲轮虫（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ｉｓ） Ｓ２６ ＋ ＋ ＋

枝角类（Ｃｌａｄｏｃｅｒａ）
　 虱形大眼溞（Ｐｏｌｙｐｈｅｍｕｓ ｐｅｄｉｃｕｌｕｓ） Ｓ２７ ＋ ＋
　 简弧象鼻溞（Ｂｏｓｍｉｎａ ｃｏｒｅｇｏｎｉ） Ｓ２８ ＋ ＋
　 蒙古裸腹溞（Ｍｏｉｎ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Ｓ２９ ＋ ＋ ＋ ＋
　 多刺裸腹溞（Ｍｏｉｎａ ｍａｃｒｏｃｏｐａ） Ｓ３０ ＋
　 老年低额溞（Ｓｉｍ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ｖｅｔｕｌｕｓ） Ｓ３１ ＋

桡足类 （Ｃｏｐｅｐｏｄａ）
　 毛饰拟剑水蚤（Ｐａｒａｃｙｃｌｏｐｓ 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ｕｓ） Ｓ３２ ＋ ＋ ＋
　 汤匙华哲水蚤（Ｓｉｎｏｃａｌａｎｕｓ ｄｏｒｒｉｉ） Ｓ３３ ＋ ＋
　 咸水北镖水蚤（Ａｒｃｔｏｄｉａｐｔｏｍｕｓ ｓａｌｉｎｕｓ） Ｓ３４ ＋ ＋ ＋
　 英勇剑水蚤（Ｃｙｃｌｏｐｓ ｓｔｒｅｎｕｕｓ） Ｓ３５ ＋ ＋
“＋ ”表示存在该物种。

２􀆰 ２􀆰 ２　 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

红碱淖各调查点浮游动物密度变化范围为

４􀆰 ２～３２６􀆰 ３ Ｌ－１，年均值为 ６１􀆰 ９ Ｌ－１，其中桡足类密

度占比最高，占浮游动物总密度的 ４１􀆰 ４８％，轮虫占

比较小，为 １８􀆰 ４４％。 夏季浮游动物密度均值最大，
为 １２６􀆰 ８ Ｌ－１，其中桡足类占 ４８􀆰 ８２％，春季最小，为
１５􀆰 １ Ｌ－１，其中桡足类占 ４２􀆰 ２２％。 浮游动物密度变

化趋势呈现夏季＞秋季＞冬季＞春季，浮游动物密度

季节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３）。 空间分布上，Ｈ７
浮游动物年均密度最大，为 １１９􀆰 ６ Ｌ－１，Ｈ８ 最小，为
２６􀆰 ０ Ｌ－１，各调查点浮游动物密度存在明显差异。

浮游动物生物量变化范围为 ０􀆰 ００１ ～ １􀆰 １３８
ｍｇ·Ｌ－１，年均值为 ０􀆰 １９３ ｍｇ·Ｌ－１。 桡足类、枝角

类、轮虫及原生动物生物量占总生物量的 ７９􀆰 ２７％、
１３􀆰 ４７％、７􀆰 ２５％和 ０􀆰 ５１８％。 夏季浮游动物生物量

均值 最 高， 为 ０􀆰 ５２８ ｍｇ · Ｌ－１， 其 中 桡 足 类 占

８０􀆰 ６８％；春季最低，为 ０􀆰 ０３６ ｍｇ·Ｌ－１，其中桡足类

占 ７５􀆰 ００％。 生物量季节变化趋势与密度相同（图
３），季节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空间分布上，Ｈ７ 浮游

动物年均生物量最大，为 ０􀆰 ３５２ ｍｇ·Ｌ－１；Ｈ８ 最小，
为 ０􀆰 ０２９ ｍｇ·Ｌ－１，各调查点浮游动物生物量存在差

异（图 ４）。

图 ２　 浮游动物种类空间分布和的季节变化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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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红碱淖浮游动物优势种季节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ｉｎ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 Ｌａｋｅ

优势种
优势度

全年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阔口游仆虫（Ｅｕｐｌｏｔｅｓ ｅｕｒｙｓｔｏｍｕｓ） ０􀆰 ０２７
针棘刺胞虫（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ｙｓｔｉｓ ａｃｕｌｅａｔａ） ０􀆰 ０２４
小口钟虫（Ｖｏｒｔｉｃｅｌｌａ ｍｉｃｒｏｓｔｏｍａ） ０􀆰 ０４８ ０􀆰 ２２１
纵长膜袋虫（Ｃｙｃｌｉｄｉｎｕｍ ｅｌｏｎｇａｔｕｍ） ０􀆰 ０２５
中华似铃壳虫（Ｔｉｎｔｉｎｎｏｐｓ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 ０４２
绿急游虫（Ｓｔｒｏｂｉｌｉｄｉｕｍ ｖｉｒｉｄｅ） ０􀆰 ０３３ ０􀆰 ０５４
螺旋形扁壳虫（Ｌｅｓｑｕｅｒｅｕｓｉａ ｓｐｉｒａｌｉｓ） ０􀆰 ０２６
唇形叶轮虫（Ｎｏｔｈｏｌｃａ ｌａｂｉｓ） ０􀆰 ０９２
角突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 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２
长足疣毛轮虫（Ｓｙｎｃｈａｅｔ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 ０􀆰 ０２８
西藏叶轮虫（Ｎｏｔｈｏｌｃ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０􀆰 ０３０
刺簇多肢轮虫（Ｐｏｌｙａｒｔｈｒａ ｔｒｉｇｌａ）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０
螺形龟甲轮虫（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ｉ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５６
厚实椎轮虫（Ｎｏｔｏｍｍａｔａ ｐａｃｈｙｕｒａ） ０􀆰 ０４５
钩状狭甲轮虫（Ｃｏｌｕｒｅｌｌａ ｕｎｃｉｎａｔａ） ０􀆰 ０２３
虱形大眼溞（Ｐｏｌｙｐｈｅｍｕｓ ｐｅｄｉｃｕｌｕｓ） ０􀆰 ０９８ ０􀆰 １８５
蒙古裸腹溞（Ｍｏｉｎ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０􀆰 ０３０ ０􀆰 ０９４ ０􀆰 ０３４
毛饰拟剑水蚤（Ｐａｒａｃｙｃｌｏｐｓ 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ｕ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９
汤匙华哲水蚤（Ｓｉｎｏｃａｌａｎｕｓ ｄｏｒｒｉｉ） ０􀆰 １３８ ０􀆰 １８３
咸水北镖水蚤（Ａｒｃｔｏｄｉａｐｔｏｍｕｓ ｓａｌｉｎｕｓ） ０􀆰 ０３３

箱图上下横线分别表示最大值和最小值，方框表示 ５０％变异区间，

方框中横线表示对应指标的中位数。

图 ３　 红碱淖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的季节变化

Ｆｉｇ􀆰 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 Ｌａｋｅ

２􀆰 ２􀆰 ３　 浮游动物多样性

浮游动物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均
匀度指数 （ Ｊ） 的季节变化见图 ５。 Ｈ′年均值为

２􀆰 ０４０，变化范围为 ０􀆰 ０４３ ～ ３􀆰 ４６５，季节变化呈现秋

季＞冬季＞夏季＞春季，秋季与春夏两季差异显著

（Ｐ＜０􀆰 ０５）。 Ｊ 变化范围为 ０􀆰 ０４３ ～ ０􀆰 ９１０，年均值为

０􀆰 ７１２，季节变化呈现冬季＞秋季＞春季＞夏季，四季

无显著性差异。 在空间分布上，Ｈ′最大值出现在秋

季的 Ｈ１，最小值出现在夏季的 Ｈ６。 Ｊ 最大值出现

在夏季的 Ｈ１，Ｈ６ 均匀度指数最小。

图 ４　 红碱淖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的空间变化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 Ｌ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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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图上下横线分别表示最大值和最小值，方框表示 ５０％变异区间，

方框中横线表示对应指标的中位数。

图 ５　 红碱淖浮游动物多样性季节变化

Ｆｉｇ􀆰 ５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 Ｌａｋｅ

２􀆰 ３　 浮游动物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ＤＣＡ 分析表明，春季和冬季的 ４ 个排序轴中梯

度最大值分别为 ２􀆰 ７０ 和 ２􀆰 ９７；ＲＤＡ 分析表明，夏
季、秋季和全年的 ４ 个排序轴中梯度最大值分别为

４􀆰 ０７、３􀆰 ７０ 和 １０􀆰 １９；采用 ＣＣＡ 进行生物群落与环

境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环境因子通过 ＰＣＡ 分析后

获取主要的 ９ 个因子进行 ＲＤＡ 和 ＣＣＡ 分析。 分析

结果显示，第 １ 排序轴和第 ２ 排序轴浮游动物物种

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 １，相关性都很高

（表 ４），２ 个物种排序轴间的相关系数和 ２ 个环境

排序轴间的相关系数均为 ０，相关性都很小，表明排

序结果可靠，能够很好地反映出物种与环境因子之

间的相互关系。 ＲＤＡ 和 ＣＣＡ 经膨胀因子分析和蒙

特卡洛置换检验显示，ＳＤ 和 ＥＣ 对春季浮游动物群

落空间分布影响显著（Ｐ＜０􀆰 ０５），分别解释了 １２􀆰 １％
和 ９􀆰 ６％的信息量；ｐＨ 值和 ＳＤ 对冬季浮游动物群

落空间分布影响显著（Ｐ＜０􀆰 ０５），分别解释了 ９􀆰 ２％
和 ８􀆰 ５％的信息量；ＴＰ 和 ＤＯ 浓度对夏季浮游动物

群落空间分布影响显著 （Ｐ ＜ ０􀆰 ０５），分别解释了

２１􀆰 ４％和 １９􀆰 ７％的信息量；ＮＨ４
＋ ⁃Ｎ 浓度和 ＣＯＤＭｎ对

秋季浮游动物群落空间分布影响显著（Ｐ＜０􀆰 ０５），分
别解释了 ２２􀆰 ０％和 １９􀆰 ８％的信息量；ＷＴ、ＥＣ 和 ＤＯ
浓度对全年浮游动物群落时空分布影响显著（Ｐ＜
０􀆰 ０５），分别解释了 ４１􀆰 ８％、１８􀆰 ２％和 １７􀆰 ６％的信

息量。
春季 ＳＤ 与第 １ 排序轴物种之间的相关性较

强，第 ２ 排序轴物种与 ＥＣ 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冬
季 ｐＨ 值和 ＳＤ 与第 ２ 排序轴物种之间具有较强的

相关性（图 ６）。 夏季第 １ 排序轴物种与 ＤＯ 和 ＴＰ
浓度之间相关性最强，秋季第 １ 排序轴与 ＮＨ４

＋ ⁃Ｎ
浓度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性，ＥＣ 与第 ２ 排序轴物

种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图 ７）。 全年排序显

示，ＷＴ、ＥＣ 与第 １ 排序轴物种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

性，第 ２ 排序轴与 ＤＯ 浓度正相关性最大（图 ８）。
裂痕龟纹轮虫、刺簇多肢轮虫、角突臂尾轮虫和虱

形大眼溞与 ＤＯ 浓度和 ＷＴ 呈正相关，说明 ＷＴ 和

ＤＯ 浓度对其生长影响较大；针棘刺胞虫、纵长膜袋

虫、盘状匣壳虫和唇形叶轮虫与 ＥＣ 呈负相关，表明

离子含量升高对其有较高的抑制作用；蒙古裸腹溞

与 ＷＴ 呈负相关，说明其是喜低温种；小口钟虫、厚
实椎轮虫、曲腿龟甲轮虫、螺形龟甲轮虫、钩状狭甲

轮虫和咸水北镖水蚤与 ＤＯ 浓度呈负相关，说明其

喜欢在低氧环境下生活。

表 ４　 前两个排序轴特征值及浮游动物种类与环境因子排

序轴间的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ｉｇｅ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ｗｏ ａｘｉｓ

季节 排序轴 特征值
种类－环境
相关系数

种类与环境因子
相关累计比

春季 第 １ 轴 ０􀆰 ３４０ １􀆰 ０００ ３４􀆰 ０
第 ２ 轴 ０􀆰 ２４１ １􀆰 ０００ ５８􀆰 ２

夏季 第 １ 轴 ０􀆰 ４４８ １􀆰 ０００ ３２􀆰 ４
第 ２ 轴 ０􀆰 ３７６ １􀆰 ０００ ５９􀆰 ７

秋季 第 １ 轴 ０􀆰 ４５８ １􀆰 ０００ ２７􀆰 ７
第 ２ 轴 ０􀆰 ３２５ １􀆰 ０００ ４７􀆰 ３

冬季 第 １ 轴 ０􀆰 ４１４ １􀆰 ０００ ４１􀆰 ４
第 ２ 轴 ０􀆰 ２０２ １􀆰 ０００ ６１􀆰 ６

全年 第 １ 轴 ０􀆰 ９６４ １􀆰 ０００ ３８􀆰 １
第 ２ 轴 ０􀆰 ８６２ １􀆰 ０００ ７２􀆰 ２

３　 讨论

３􀆰 １　 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特征

浮游动物群落结构不仅受水环境、水动力及水

文动态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季节与地理空间变动的

影响［２６］。 本次调查发现小型浮游动物在总种类数

中占比较高，这与姜忠峰等［２７］对内蒙古呼伦湖和刘

钢等［２８］对青海可鲁克湖的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研究

结果一致，表明红碱淖浮游动物种群组成具有北方

咸水湖泊的普遍性特征。 红碱淖浮游动物群落结

构存在明显的季节差异，这与湖泊水温的季节性变

化有关。 水温越高，生物生存环境和食物资源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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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浮游动物的大量繁殖和快速生长，所以夏季浮

游动物的密度较其他季节大、生物量较其他季节

高，这与陈昕等［２９］在黑龙江的连环湖调查的结果基

本一致。 此外，秋季红碱淖的补水将上游水库与河

流中的浮游生物带入了湖泊，导致补水后秋冬季浮

游动物种类的增多，同时由于湖泊水位升高，水量

增加，对浮游动物的数量进行了稀释，降低了秋冬

季浮游动物的密度和生物量。 在空间分布上，红碱

淖浮游动物群落呈现出陕西段湖区优于内蒙古段

湖区，其中，Ｈ７ 和 Ｈ１０ 分别位于遗鸥保护区和码头

区，大量的遗鸥粪便和码头人类频繁活动增加了水

体中营养盐和有机质含量，进而对浮游生物的群落

结构造成影响［５］。 调查发现浮游动物优势种以轮

虫类最多，其中刺簇多肢轮虫为典型的咸水种，广

泛分布于内陆盐碱水体中［３０］，枝角类和桡足类的优

势种以蒙古裸腹溞、咸水北镖水溞和毛饰拟剑水蚤

为主，这些种类对高氯度碱性水体具有耐受性［３１］，
这表明红碱淖水体的盐碱性与浮游动物群落结构

特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３２］。 桡足类无节幼体是红

碱淖浮游动物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一类，无节幼体主

要以水体中悬浮的细菌为食，细菌资源量的多寡直

接影响无节幼体的生物量［３３］。 研究显示，无节幼体

生物量在冬春季低于夏秋季，主要是因为夏秋季适

宜的温度促进了细菌的生长，大量繁殖的细菌为无

节幼体提供了丰富食物。 红碱淖水生生物资源历

年调查研究显示，浮游动物的种类数呈现下降趋

势，１９９４ 年种类数为 ３１ 种，２００８ 年减少到 １１ 种，
２０１３ 年降低至 ８ 种［３４－３６］。

Ｈ１～Ｈ１０ 为采样点位。

图 ６　 春季和冬季浮游动物群落与环境因子的 ＲＤＡ 排序图

Ｆｉｇ􀆰 ６　 ＲＤＡ 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Ｈ１～Ｈ１０ 为采样点位。

图 ７　 夏季和秋季浮游动物群落与环境因子的 ＣＣＡ 排序图

Ｆｉｇ􀆰 ７　 ＣＣＡ 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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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全年浮游动物群落与环境因子的 ＣＣＡ 排序图

Ｆｉｇ􀆰 ８　 ＣＣＡ 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ｌｌ ｙｅａｒ

笔者研究期间浮游动物种类数上升至 ３６ 种，但
密度和生物量低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说明红碱淖湿

地的生态环境破坏和渔业增殖放流对浮游动物群

落的演替和结构的变动具有一定的影响［３７］。
３􀆰 ２　 浮游动物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湖泊生态系统中，浮游动物的群落结构是多种

环境因子在时间和空间序列上综合作用的结果，对
生态环境的变化能够通过改变生存策略做出积极

响应，在众多环境因子中，存在起主导作用的因

子［３８－３９］。 在环境因子中，ＷＴ 是影响浮游动物群落

结构变化的决定性因子［４０］，在湖泊生态系统中，ＷＴ
一般通过 ２ 种方式影响浮游动物的种群演替，一种

是直接通过影响浮游动物的生命周期来作用于浮

游动物的繁殖与生长［４１］，另一种是通过影响浮游植

物丰度来间接影响浮游动物的密度和生物量［４２］。
红碱淖水温的四季变化对浮游动物的群落演替影

响较大，这可能与红碱淖地处北方沙漠，属寒冷性

湖泊，存在明显的季节及昼夜温差有关。 ＤＯ 是水

环境因子中重要的指标，对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影

响显著，是浮游动物生长繁殖的另一个决定性因

素。 ＤＯ 是影响轮虫密度的主要非生物因素之一，
在 ＤＯ 不足的情况下，轮虫的生长繁殖受到限

制［４３］。 枝角类绝大多数属于好氧型，氧气的饱和程

度对其新陈代谢和繁殖发育都有直接影响。 红碱

淖夏秋季的高浓度 ＤＯ 对小型枝角类（虱形大眼溞

等）的生长影响显著，导致其丰度升高、优势度增

加，这与董旭峰等［４４］ 研究结果一致，说明 ＤＯ 充足

的水体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复杂，生物量和多样性相

对较高。 有研究报道，ＥＣ 是衡量水环境总溶解离子

含量的重要参数，与流域土地利用类型有极高的相

关性，能够较好地反映出通过径流进入水体的离子

总量，在人类活动频繁地区特别显著［４５］。 在红碱淖

流域，历史上由于湖区周边土地利用类型单一，地
表径流带入湖水中的离子含量相对较小，但是随着

近年来湖区旅游活动的加强、湖区周边放牧量的增

多，以及支流水库开闸补水量的增加，对湖水中溶

解离子总量影响显著，从而对浮游动物的群落结构

造成影响，呈现出原生动物群落演替（针棘刺胞虫、
纵长膜袋虫和盘状匣壳虫的丰度）受湖水离子含量

季节性变化影响。
３􀆰 ３　 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与水质总体评价

湖泊富营养化导致湖泊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湖
泊生态保育功能降低，从而产生一系列环境问

题［４６］。 因此对湖泊富营养化程度进行评价，探讨湖

泊富营养化的特征、成因，并提出控制措施是维护

湖泊的生态服务功能，制定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的基础［４７］。 红碱淖调查发现，富营养化程度比

２０１１ 年［４８］有所减轻，与 ２０１３ 年［１４］ 基本一致，可能

是由于湖区有机物含量的减少和藻类数量的下降，
年际生态补水也是很重要原因。 基于浮游动物生

物量－营养类型评价标准［４９］，红碱淖属贫营养水平，
这与营养状态指数评价结果不一致，存在差异的原

因可能为湖区鱼类放养结构不合理及过度捕捞，导
致浮游动物丰度变化，支流上游水库的生态补水也

对评价结果有一定的影响。 依据浮游生物多样性

指数水质评价标准［２１］，红碱淖水体状态存在季节差

异，这与白禄军等［５０］对内蒙古草原响水水库的调查

结果基本一致，但与杨鸿雁等［５１］ 对云贵高原杞麓湖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由于不同区域湖库所处

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存在差异。 此外，在红碱淖

浮游动物优势种群中，出现了多种富营养水体的耐

污种，如臂尾轮虫、龟甲轮虫和多肢轮虫等，这说明

红碱淖水体受到了一定污染，存在富营养化问题。
综合水体理化指标和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的评价

结果显示，红碱淖水体营养型从 ２０１１ 年的富营养水

平转变为轻度富营养水平，污染程度从重污染降为

中污染，水质状况较历史水平有所改善。
３􀆰 ４　 水生态环境保护

红碱淖是世界濒危动物———遗鸥的重要栖息

地和保护区，对维系区域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降水量减少，导致年蒸

发量增加、入湖径流量减少，湖泊水位急剧下降，湖
水的 ｐＨ 值居高不下，独特的生态环境维系着仅有

的少量耐盐碱的水生生物种群，水环境质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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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系统脆弱。 目前红碱淖的水体轻度富营养

化主要由于外源污染物的汇入和湖水换水能力减

弱导致的盐碱化造成。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红
碱淖受到周边农业灌溉、生态用水以及地下水开采

等人为因素影响，水位急剧下降，尤其是地表水源

补给河流的拦截直接导致湖水浓缩，加剧了水质盐

碱化［５２］。 同时随着流域内人口、农牧业、工业增加

以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营养盐和有机物通

过地表径流进入湖水，加剧了红碱淖的污染［４８］。 因

此，应积极加强流域水资源保护，采取阶段性生态

补水来降低水体 ｐＨ 值，同时严厉控制外源营养盐

进入湖泊，逐渐恢复湖泊水生态系统平衡。 红碱淖

自 ２０１６ 年开始生态补水以来，水环境质量显著提

高，水生生物生物量增加，多样性提高，研究证明继

续进行生态补水是保护和恢复红碱淖生态环境的

主要措施。 控制外源性营养盐进入湖泊，主要在于

对流域内农牧业生产排水及旅游活动进行有效处

理和监管。 同时根据湖内浅水区大型藻类及水草

资源，科学合理引进和放养耐盐碱的草食性鱼类和

舔食性贝类，逐渐恢复湖泊生态系统生物链，建立

起良性多样的空间生态位，为保持和恢复高原沙漠

湖泊生态环境创造条件。

４　 结论

（１）对红碱淖浮游动物进行调查研究，共鉴定

出 ４ 大类 ３０ 属 ３５ 种浮游动物，种类组成以轮虫占

优势，其中唇形叶轮虫、西藏叶轮虫、钩状狭甲轮

虫、角突臂尾轮虫、长足疣毛轮虫、厚实椎轮虫、螺
形龟甲轮虫、刺簇多肢轮虫为该湖泊现阶段轮虫优

势种。 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的季节变化呈现夏

季＞秋季＞冬季＞春季。
（２）依据浮游动物对水环境因子的响应关系，

ＲＤＡ 和 ＣＣＡ 排序分析表明，ＷＴ、ＥＣ 和 ＤＯ 浓度是

驱动红碱淖浮游动物群落结构时空变化的主要环

境因子。
（３）选用浮游动物生态学指标对该湖泊水质进

行总体评价，评价结果显示该湖泊水质处于中污染

状态，水体属轻度富营养类型。 建议在区域气候变

化和流域持续开发的背景下，控制流域营养盐的输

入、积极应对水量减少及盐度升高等生态问题对维

持红碱淖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安全意义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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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扰动强度对高原山地农村沟渠底泥氮释放的影响

郑淑君１， 王铁运１， 刘云根１，２①， 杜鹏睿１， 王　 妍１，２， 贾玉洁１， 文明发３ 　 （１􀆰 西南林业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
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４； ２􀆰 云南省山地农村生态环境演变与污染治理重点实验室， 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４； ３􀆰 云南省德源绿创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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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揭示水动力扰动对高原山地农村沟渠内源氮营养盐释放的影响，通过室内模拟试验研究不同水流扰动

强度（０、５、１５、３０、６０ Ｌ·ｈ－１）对底泥氮释放的影响。 结果表明：（１）水动力扰动初期可引起底泥氮元素向上覆水释

放，５ Ｌ·ｈ－１扰动下水体中 ＮＨ４
＋ ⁃Ｎ 浓度达到最高值，６０ Ｌ·ｈ－１扰动下水体 ＴＮ 浓度达到最高值，在连续扰动 ３０ ｄ

后，静置水体氮浓度高于扰动水体；（２）随扰动强度的增加，底泥 ＴＮ 含量也增加，但总体低于背景值，呈现出 ０＜５＜
３０＜１５＜６０ Ｌ·ｈ－１的规律；（３）底泥各形态可转化态氮（ ＴＴＮ）含量由大到小依次表现为强氧化剂可提取态氮

（ＳＯＥＦ⁃Ｎ）、强碱可提取态氮（ＷＡＥＦ⁃Ｎ）、离子交换态氮（ＩＥＦ⁃Ｎ）和弱酸可提取态氮（ＳＡＥＦ⁃Ｎ）；释放程度从易到难

依次为 ＩＥＦ⁃Ｎ、ＷＡＥＦ⁃Ｎ、ＳＡＥＦ⁃Ｎ、ＳＯＥＦ⁃Ｎ；各形态氮的最小值均出现在静置时，说明扰动更有利于底泥对水体氮营

养盐的吸收，减轻其沿途对周围环境造成潜在的危害。
关键词： 农村沟渠； 底泥； 氮释放； 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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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ＴＮ） ｗ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ｏｘｉｄ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Ｎ （ＳＯＥＦ⁃Ｎ） ＞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ｌｋａｌｉ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Ｎ （ＷＡＥＦ⁃Ｎ） ＞
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Ｎ （ＩＥＦ⁃Ｎ） ＞ ｗｅａｋ ａｃｉ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Ｎ （ＳＡＥＦ⁃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ｔｅｎｄｅｎｔ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ＥＦ⁃Ｎ ＞ ＷＡＥＦ⁃Ｎ ＞
ＳＡＥＦ⁃Ｎ ＞ ＳＯＥＦ⁃Ｎ． Ａｌｌ 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ｕｎ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ｌｏｗ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ｔｈｅ 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ｔｈｕ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ｄｉｔｃｈ；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氮是农作物的重要营养元素，同时也是重要的

农业非点源污染物［１－２］。 据统计，２０１６ 年农村污水

排放量达 ２０２ 亿 ｔ，处理率不足 ２２％。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底，乡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不足 ３１％，农村污水俨然

成为影响农村居民良好生活环境的重要限制因

素［３－４］。 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还没有完善的污水管

网收集系统，农户产生的生活污水基本处于散排状

态，大多通过房屋旁的自然沟渠排入附近水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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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渠是连接农村生活污水与农田、河流及湖泊等受

纳水体的纽带，不仅具有排水功能，还是截留和转

化污染物的关键场所［７］。 沟渠底泥以其较大的表

面积吸附水体中较多的氮，以沉积物间隙水为载体

与上覆水进行物理、化学及生物作用，进行物质交

换。 作为氮的重要蓄积库，底泥既可以作为收集上

覆水体氮的“汇”，又可以作为将氮释放回上覆水体

的“源”，进而导致水体的二次污染［８－１０］。
高原山地农村因其独特的地形条件和封闭性

特点，造成农村污水对下游湖泊、河流存在极大的

潜在性污染风险［１１］。 水－沉积物界面污染物的释放

是控制内源性污染的基础科学问题，水动力条件是

造成沉积物起悬、污染物释放的关键因素之一［１２］，
而扰动对于高原山地农村沟渠底泥氮释放特征的

研究却鲜有报道。 因此，探析扰动对高原山地农村

沟渠底泥氮释放特征，揭示水体扰动对农村沟渠底

泥氮产生的具体影响，对高原湖泊流域保护具有重

要意义。 缪静等［１３］研究发现，农村水质水量变化范

围较大，具体表现为早中晚 ３ 个高峰时段污水量大，
其余时段污水量小。 而水量的大小影响着水体对

底泥的扰动强度。 孙小静等［１４］ 对湖泊底泥胶体氮

释放与水动力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但该试验是

以搅拌子模拟扰动，与真实的水体流动存在差异。
笔者以云南省典型高原山地农村沟渠底泥为研究

对象，通过模拟沟渠系统，设置 ５ 组不同的水量，对
水流扰动影响下农村沟渠氮赋存形态的分布特征

展开研究，结果可为农村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及污染

风险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

供试底泥取自云南省昆明市官渡 区 某 村

（２５°１１′ Ｎ，１０２°８９′ Ｅ）出村汇流沟渠，沟渠中普遍

无植物生长，侧面与底部均为混凝土铸成，沟渠宽

４０ ｃｍ，深 ６０ ｃｍ，底泥垂直深度约为 １２ ｃｍ。 取表层

（０～３ ｃｍ）底泥样品共 １１２􀆰 ５ ｋｇ（以湿重计）。 将底

泥样品采回后经过水泥混凝土搅拌机搅拌均匀

备用。
１􀆰 ２　 试验装置

试验采用自制的模拟沟渠，通过室内模拟的方

式开展，装置结构如图 １ 所示，由 １６０ ｍｍ 聚氯乙烯

（ＰＶＣ）管、小型水泵（ＲＳ－４６８Ｂ）、蓄水池、调节阀、
浮子流量计、可调节鸭嘴喷头及网纱构成。 水泵可

使水体持续循环流动，浮子流量计可显示水体流量

水平，调节阀可调节水流大小，鸭嘴喷头可调节水

流使得布水均匀，网纱可拦截水体流动冲刷的表层

底泥。

图 １　 沟渠装置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ｔｃｈ ｄｅｖｉｃｅ

１􀆰 ３　 试验设计

将搅拌均匀的湿润沟渠底泥平铺入模拟装置，
厚度为 ３ ｃｍ，质量约为 ７􀆰 ５ ｋｇ，将模拟沟渠中铺设

的底泥静置 ２４ ｈ，可以很大程度上使表层底泥沉降，
有效抑制水体对底泥的冲刷和扰动引起的悬浮。
置 １５ Ｌ 去离子水于蓄水池中，淹没水泵使水泵正常

持续运作。
设置静置（０ Ｌ·ｈ－１）及扰动试验（５、１５、３０、６０

Ｌ·ｈ－１），５ 种沟渠水体流量水平，水体流量水平与

扰动强度成正比，每种水流扰动影响下的模拟沟渠

装置均连续 ３０ ｄ 不断循环流动。 每 ５ ｄ 采 １ 次样，
每次采水样 ３０ ｍＬ，２４ ｈ 内测定 ３ 组平行样水体理

化指标，每次取样结束后，补充去离子水以确保上

覆水体积保持不变。 采集第 １ 天（背景值）及第 ３０
天的表层 １ ｃｍ 处底泥样品 １􀆰 ５ ｇ，置于阴凉处晾干，
去除杂质与沙粒，研磨后过 ０􀆰 １５ ｍｍ 孔径筛，测定 ３
组平行样的底泥理化指标。
１􀆰 ４　 测定指标及方法

上覆水及底泥中 ｐＨ 值（水土质量比为 ２􀆰 ５ ∶
１）、氧化还原电位（Ｅｈ）及电导率（ＥＣ）采用 ＨＡ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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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仪器（ＨＱ４０ｄ）测定，水体 ＴＮ 浓度采用过硫

酸钾氧化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底泥 ＴＮ 含量采用

凯氏定氮法测定；水体 ＮＨ４
＋ ⁃Ｎ 浓度采用纳氏试剂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体总有机碳（ＴＯＣ）浓度采

用燃烧氧化红外吸收法测定，底泥 ＴＯＣ 含量采用重

铬酸钾油浴法测定；底泥氮形态采用沉积物可转化

态氮分级连续浸提法测定，该方法将沉积物中的形

态氮分为可转换态氮（ＴＴＮ），离子交换态氮（ ＩＥＦ⁃
Ｎ）、弱酸可提取态氮（ＷＡＥＦ⁃Ｎ）、强碱可提取态氮

（ＳＡＥＦ⁃Ｎ）、强氧化剂可提取态氮（ＳＯＥＦ⁃Ｎ）。
１􀆰 ５　 数据分析

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并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８ 进行绘图，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法进行相关性分析。 以

ＧＢ 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Ⅴ类水标准

值为背景值，分析农村上覆水体氮污染特征。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不同水流扰动强度下农村沟渠上覆水氮污染

特征

　 　 不同水流扰动强度下上覆水 ｐＨ 值、Ｅｈ 差异不

显著，ｐＨ 值均在 ８ ～ ９ 之间，属于弱碱性水体，Ｅｈ 均

为正值，属于氧化性水体。 由图 ２ 可知，在试验初期

的 ０～１０ ｄ，扰动可加快 ＮＨ４
＋ ⁃Ｎ 从底泥向上覆水的

释放速率，表现为 ５＞１５＞３０＞６０＞０ Ｌ·ｈ－１。 在第 ５
天，５ Ｌ·ｈ－１水流扰动条件下上覆水中的 ＮＨ４

＋ ⁃Ｎ 浓

度显著高于静置条件下的浓度，平均值为 １４􀆰 ２６
ｍｇ·Ｌ－１，约为后者的 １􀆰 ３ 倍。 各组上覆水中 ＴＮ 和

ＮＨ４
＋ ⁃ Ｎ 浓度均在第 ５ 天急速升高，主要是由于上

覆水和底泥间隙水之间的氮浓度差较大，表现出沉

积物中具有较高的氮释放潜力，这与朱元荣等［１５］ 的

研究一致。

图 ２　 不同水流扰动强度下上覆水体 ＮＨ４
＋ ⁃Ｎ 和 ＴＮ 浓度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Ｈ４
＋ ⁃Ｎ ａｎｄ ＴＮ ｉｎ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在释放 １０ ｄ 后，静置组上覆水中 ＮＨ４
＋ ⁃Ｎ 浓度

均显著高于扰动组，平均值为 １８􀆰 １８ ｍｇ·Ｌ－１。 随着

时间变化，在 １５ ～ ３０ ｄ 内 ＮＨ４
＋ ⁃Ｎ 释放速率趋于稳

定。 总体来说，ＴＮ 和 ＮＨ４
＋ ⁃Ｎ 迁移转化遵循着相似

的规律，都是先升高后下降的变化趋势，这与陈红

等［１６］、韩宁等［１７］、刘福兴等［１８］ 研究结论一致。 在

此阶段，底泥 ＴＮ 的释放规律可近似地看作是 ＮＨ４
＋ ⁃

Ｎ 的释放规律，这与杜旭等［１９］的研究结果一致。 分

析原因，水中的氮以 ＮＨ４
＋ ⁃Ｎ 和 ＮＨ３形式存在，各占

一定的比例，氮浓度的降低可能是因为 ＮＨ３脱离泥

水系统而导致；也有可能是扰动使得上覆水体中氧

化还原电位处于较高水平，促进 ＮＨ４
＋ ⁃Ｎ 向硝态氮

的生物化学转化，降低了 ＮＨ４
＋ ⁃Ｎ 浓度。 相关研究

表明，在做底泥氮释放特性研究时总氮和氨氮会出

现上覆水中的氮向底泥沉积的现象［２０］。 《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水体 ＴＮ 质量浓度的一

级标准为 １５ ｍｇ·Ｌ－１，ＮＨ４
＋ ⁃Ｎ 质量浓度的一级标准

为 ５ ｍｇ·Ｌ－１，因此试验中静置水体氮浓度高于城镇

污水排放标准，污染风险最高；扰动水体 ＴＮ 浓度总

体低于这一标准，而 ＮＨ４
＋ ⁃Ｎ 浓度均高于 ５ ｍｇ·

Ｌ－１，超出水体 ＮＨ４
＋ ⁃Ｎ 排放标准。 总体上水体扰动

充氧有利于抑制底泥氮的“二次释放”对水体的污

染，可有效降低下游水体富营养化风险。
２􀆰 ２　 不同水流扰动强度下农村沟渠底泥总氮变化

特征

　 　 沉积物中 ＴＮ 含量是判断水域污染程度的重要

指标，但并不能完全标志氮在循环中的作用。 如图

３ 所示，第 ３０ 天 ０ ～ ６０ Ｌ·ｈ－１水流扰动影响下的沟

渠底泥 ＴＮ 含量排序为 ０＜５＜３０＜１５＜６０ Ｌ·ｈ－１，表现

为随扰动强度的增大，底泥 ＴＮ 含量增加［２１］。 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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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扰动条件下，底泥沉积物有明显的吸附作用，这
种吸附作用对水体氮具有显著的缓冲能力。 当点源

污染的输入造成局部沟渠水体的氮浓度突然增大时，
底泥沉积物的吸附缓冲作用将迅速减轻氮对沟渠水

体的环境压力，此时底泥表现为氮汇。

ＴＮ—总氮，ＴＴＮ—可转化态氮，ＮＴＮ—非转化态氨。

同一组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某指标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３　 不同水流扰动强度下沟渠底泥 ＴＮ、ＴＴＮ 及 ＮＴＮ 含量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Ｎ， ＴＴＮ ａｎｄ ＮＴＮ ｉｎ
ｄｉｔｃｈ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上覆水体中氨氮浓度与

ＩＥＦ⁃Ｎ 和 ＴＮ 含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Ｐ＜０􀆰 ０５），静
置水体的氨氮浓度高于扰动组，而水体较高的氨氮

浓度会促进沉积物中 ＩＥＦ⁃Ｎ 和 ＴＮ 的释放，这与王

梅等［２２］的研究结果一致。
总氮（ＴＮ）由非转化态氮（ＮＴＮ）与可转化态氮

（ＴＴＮ）相加得到，对于生物来说，除了 ＮＴＮ 之外，
ＩＥＦ⁃Ｎ、ＷＡＥＦ⁃Ｎ、ＳＡＥＦ⁃Ｎ 以及 ＳＯＥＦ⁃Ｎ 均为生物有

效性氮，即 ＴＴＮ。 由图 ３ 可知，ＴＮ 组分以 ＴＴＮ 为

主，且其变化趋势也基本一致。
２􀆰 ３　 不同水流扰动强度下农村沟渠底泥氮释放

特征

２􀆰 ３􀆰 １　 农村沟渠底泥 ＩＥＦ⁃Ｎ 的分布特征

ＩＥＦ⁃Ｎ 作为沉积物－上覆水交换的主要氮形态，
相对于其他 ３ 种形态的氮，更容易释放到上覆水中

参与氮循环，是最不稳定的吸附态氮，在氮循环中

具有重要地位［２３］。 由图 ４ 可知，水流扰动下的农村

沟渠底泥 ｗ（ ＩＥＦ⁃Ｎ）明显高于静置时，随着水流扰

动强度的增大，底泥 ＩＥＦ⁃Ｎ 含量呈现先增大后降低

的趋势；静置时最低，平均值为 ３５１􀆰 ３８ ｍｇ·ｋｇ－１。
在 ３０ Ｌ·ｈ－１水流扰动下，沟渠底泥 ＩＥＦ⁃Ｎ 含量达到

最高，平均值为 ６３９􀆰 ７２ ｍｇ·ｋｇ－１。 在静置或处于较

强的扰动强度下，更有利于沟渠底泥中 ＩＥＦ⁃Ｎ 向水

体中释放，从而增加上覆水体中 ＩＥＦ⁃Ｎ 含量。

同一幅图中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 Ｎ 含量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４　 不同水流扰动强度下沟渠底泥 Ｎ 含量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 ｉｎ ｄｉｔｃｈ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２􀆰 ３􀆰 ２　 农村沟渠底泥 ＷＡＥＦ⁃Ｎ 的分布特征

ＷＡＥＦ⁃Ｎ 为可转化的有机物和碳酸盐相结合的

氮形态，释放能力仅次于 ＩＥＦ⁃Ｎ，其分布主要与沉积

物有机质矿化过程中 ｐＨ 值的变化有关，在酸性条

件下易从沉积物中转移到间隙水，其变化使 ＣａＣＯ３

沉淀或溶解，与 ＮＨ４
＋ 或 ＮＯ３

－ 结合。 沟渠底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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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ＥＦ⁃Ｎ 含量在扰动时均高于静置，在 ５ Ｌ·ｈ－１扰

动下最高值达到 ９２６􀆰 ３８ ｍｇ·ｋｇ－１。 相关研究表明，
洱海表层沉积物中 ｗ（ＷＡＥＦ⁃Ｎ）达 ９１ ～ ２１０ ｍｇ·
ｋｇ－１，且具有较高的氮释放风险。 而该沟渠底泥中

ＷＡＥＦ⁃Ｎ 含量远高于洱海，这表明该农村沟渠底泥

中氮的潜在释放风险高［２４］。
２􀆰 ３􀆰 ３　 农村沟渠底泥 ＳＡＥＦ⁃Ｎ 的分布特征

ＳＡＥＦ⁃Ｎ 是可由强碱提取的铁锰氧化物吸附的

氮，其形成与分布主要由沉积物的氧化还原环境控

制。 静置时沟渠底泥的 ＳＡＥＦ⁃Ｎ 含量与扰动时存在

显著性差异，总体呈 ５＞１５＞３０＞６０＞０ Ｌ·ｈ－１。 ５ Ｌ·
ｈ－１水流扰动下沟渠底泥 ＳＡＥＦ⁃Ｎ 含量最高，平均值

为 ３２０􀆰 ００ ｍｇ·ｋｇ－１； 静置时最低，平均值为 １６０􀆰 ００
ｍｇ·ｋｇ－１。 一般认为，沉积物中氧化环境下 ＳＡＥＦ⁃Ｎ
可以较稳定存在，在还原环境下，利于 ＳＡＥＦ⁃Ｎ 释放

并被生物重新利用［２５］。 该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水流

扰动下农村沟渠均处于还原环境，说明各村沟渠底

泥均利于 ＳＡＥＦ⁃Ｎ 的释放，静置时作用最强。 静置

水体沟渠底泥 ＤＯ、Ｅｈ 相对底泥背景值下降，试验初

期注水阶段水体的扰动使得水体复氧，当静置沟渠

底泥有机污染物降解和还原性无机物氧化大量消

耗氧时易导致静置沟渠底泥 ＤＯ 含量和 Ｅｈ 降

低［２６］。 因此，ＳＡＥＦ⁃Ｎ 是农村沟渠底泥氮含量过高

的重要影响因子，ｗ（ＳＡＥＦ⁃Ｎ）过高会加剧农村生态

环境的恶化。
２􀆰 ３􀆰 ４　 农村沟渠底泥 ＳＯＥＦ⁃Ｎ 的分布特征

强氧化剂可浸取态氮（ＳＯＥＦ⁃Ｎ）是可转化态氮

中含量最大的一种形态，主要是与不易降解的大分

子有机物或硫化物结合的氮形态，不易释放，是最

稳定的氮形态［２７］。 王梅等［２２］ 指出，ＳＯＥＦ⁃Ｎ 的分布

与有机质在底泥中的含量相关性密切。 在 ６０ Ｌ·
ｈ－１水流扰动下农村沟渠底泥的有机质含量略高于

其余扰动强度，扰动强度过大，使得沟渠底泥有机

碳和有机氮的蓄积量增加，这可能是造成其沟渠底

泥中 ｗ（ＳＯＥＦ⁃Ｎ）较高的原因。 由图 ４ 可见，在各种

扰动强度下底泥 ＳＯＥＦ⁃Ｎ 含量差异不大，这可能是

由于 ＳＯＥＦ⁃Ｎ 本身就是一种较为稳定且不易释放的

氮形态。 静置时底泥 ＤＯ 含量最低，处于缺氧条件，
ＳＯＥＦ⁃Ｎ 释放量却最高；而扰动条件下，更有利于

ＳＯＥＦ⁃Ｎ 向底泥中吸附沉淀，这与 ＷＡＮＧ 等［２８］ 研究

结论相反。 这可能是因为底泥在受到扰动后发生

再悬浮，上覆水体中悬浮颗粒物的含量和中值粒径

增大，扰动作用增加了水体颗粒物的含量，沟渠部

分表层底泥颗粒态氮和胶体氮及底泥微生物附着

于这些颗粒物上，减少了微生物的腐败分解反应。

所以当沟渠处于静置时，会导致 ＳＯＥＦ⁃Ｎ 被释放出

来，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氮污染，而扰动则会降低这

一风险。
２􀆰 ４　 不同水流扰动强度下农村沟渠底泥碳含量及

变化规律

　 　 底泥有机碳含量可以反映沟渠底泥有机污染

程度且有机质的分解影响底泥营养盐释放。 ０ ～ ６０
Ｌ·ｈ－１水流扰动影响下底泥 ＴＯＣ 释放、变化规律如

图 ５ 所示，总体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其中 １５ Ｌ·
ｈ－１水流扰动影响下沟渠底泥 ＴＯＣ 含量最低［２９］。

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 ＴＯＣ 含量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５　 不同水流扰动强度下沟渠底泥 ＴＯＣ 含量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Ｃ ｉｎ ｄｉｔｃｈ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扰动水体沟渠底泥 ＴＯＣ 释放量高于静置水体。
沟渠底泥中的 ＴＯＣ 通过矿化、分解向沟渠水体扩

散，测定沟渠物理指标发现其 ｐＨ 值皆在 ８～９ 之间，
而在碱性条件下大量可溶解性有机碳被释放到水

中，被 Ｃａ２＋、Ｆｅ３＋等吸附，试验结果表明静置时 ｐＨ 值

最高且呈碱性，所以此时上覆水中有机碳浓度最低

而底泥中含量较高［３０］。 ５～６０ Ｌ·ｈ－１水流扰动影响

下水体流动冲刷导致沟渠底泥 ＴＯＣ 汇入水体，同时

沟渠水体流动导致底泥复氧可能产生兼氧或好氧

细菌，使得有机质被降解，生成氨氮释放［３１］。
２􀆰 ５　 沟渠底泥氮形态影响因素分析

２􀆰 ５􀆰 １　 上覆水体水质对底泥氮形态的影响

通过对上覆水体 ｗ（ＴＮ）和 ｗ（ＮＨ４
＋ ⁃Ｎ）与沟渠

底泥各形态氮含量的相关性分析（表 １）可知，上覆

水体氮浓度与底泥氮形态的相关性显著，均呈显著

负相关，说明沟渠底泥氮含量与上覆水体水质之间

存在相互影响。 当水流扰动底泥表面时，沉积物中

含氮颗粒物悬浮，降低上覆水体与间隙水间的传质

限制，减少了释放阻力，加快底泥氮向上覆水体的

释放［３２］，同时也可能导致铁锰氧化物等胶体悬浮，
进而吸附水中的氮化合物［３３］。 农村沟渠底泥上覆

水水体较高的氨浓度可能是由于沟渠底泥氮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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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

表 １　 上覆水体氮与沟渠底泥氮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ｔｃｈ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上覆水
底泥

ＴＮ ＩＥＦ⁃Ｎ ＷＡＥＦ⁃Ｎ ＳＡＥＦ⁃Ｎ ＳＯＥＦ⁃Ｎ
ＴＮ －０􀆰 ９８∗∗ －０􀆰 ７３３ －０􀆰 ８７８ －０􀆰 ７５５ －０􀆰 ９５６∗

ＮＨ４
＋ ⁃Ｎ －０􀆰 ９７９∗∗ －０􀆰 ７２３ －０􀆰 ８４８∗ －０􀆰 ７５９ －０􀆰 ９５４∗

∗表示 Ｐ＜０􀆰 ０５； ∗∗表示 Ｐ＜０􀆰 ０１。

２􀆰 ５􀆰 ２　 底泥理化指标对氮形态的影响

如表 ２ 所示，底泥 ＤＯ 浓度与底泥形态氮中的

ＩＥＦ⁃Ｎ、ＷＡＥＦ⁃Ｎ、ＳＡＥＦ⁃Ｎ 含量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分别为 ０􀆰 ６０３、０􀆰 ８２７、０􀆰 ５３４，其中 ＷＡＥＦ⁃Ｎ 含量与

底泥 ＤＯ 浓度呈极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底泥 ＤＯ 浓

度对底泥 ＴＴＮ 含量及释放具有显著影响，当水流扰

动强度增大，底泥 ＤＯ 浓度增强，一定程度会抑制底

泥氮的释放，导致底泥氮含量较高［３４－３５］。 底泥氧化

还原电位（Ｅｈ）与底泥 ＴＴＮ 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底泥 ｐＨ 值与底泥 ＷＡＥＦ⁃Ｎ、ＳＡＥＦ⁃Ｎ、ＳＯＥＦ⁃Ｎ、ＴＯＣ
含量呈显著负相关，底泥形态氮受 ｐＨ 值影响较大，
底泥 ｐＨ 值呈碱性，促进沟渠底泥中吸附态 ＮＨ４

＋的

释放，使得氨化细菌的矿化作用活跃，ＮＨ４
＋ 的释放

量明显增大［３６］。 沟渠底泥电导率 ＥＣ 与底泥 ＴＮ 含

量呈显著正相关（０􀆰 ５６２），底泥电导率也是反映底

泥营养盐含量的重要指标，底泥中的营养物质大多

来自底泥有机质的分解。 底泥电导率较高，说明底

泥氮磷等营养盐含量较高［３７］。 沟渠底泥 ＴＮ 含量

与 ＳＡＥＦ⁃Ｎ、ＳＯＥＦ⁃Ｎ 含量均呈正相关，且与 ＴＴＮ 含

量之间互为极显著正相关。
沟渠 底 泥 ＴＯＣ 含 量 与 ＷＡＥＦ⁃Ｎ、 ＳＡＥＦ⁃Ｎ、

ＳＯＥＦ⁃Ｎ 含量之间呈正相关，这一结论与冯峰等［３８］

的研究结论相同，丰富的有机质有利于微生物的繁

殖分解，使得底泥氮释放。

表 ２　 底泥微环境因子与沟渠底泥氮的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ｔｃｈ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指标 ＤＯ Ｅｈ 值 ＥＣ 值 ｐＨ 值 ｗ（ＴＮ） ｗ（ＩＥＦ⁃Ｎ） ｗ（ＷＡＥＦ⁃Ｎ） ｗ（ＳＡＥＦ⁃Ｎ） ｗ（ＳＯＥＦ⁃Ｎ）

Ｅｈ 值 －０􀆰 ５２２∗

ＥＣ 值 －０􀆰 ５９３∗ ０􀆰 ２０２
ｐＨ 值 －０􀆰 ２３６ ０􀆰 ７０３∗ ０􀆰 １２２
ｗ（ＴＮ） ０􀆰 １５７ －０􀆰 ２２３ ０􀆰 ５６２∗ －０􀆰 ４６５
ｗ（ＩＥＦ⁃Ｎ） ０􀆰 ６０３∗ －０􀆰 ７５４∗ ０􀆰 ０４９ －０􀆰 １５９ ０􀆰 ２８２
ｗ（ＷＡＥＦ⁃Ｎ） ０􀆰 ８２７∗∗ －０􀆰 ８５１∗∗ －０􀆰 ２１１ －０􀆰 ５１３∗ ０􀆰 ４３５ ０􀆰 ８６５∗∗

ｗ（ＳＡＥＦ⁃Ｎ） ０􀆰 ５３４∗ －０􀆰 ８８４∗∗ ０􀆰 １２８ －０􀆰 ６４３∗ ０􀆰 ６１７∗ ０􀆰 ８３４∗∗ ０􀆰 ９１４∗∗

ｗ（ＳＯＥＦ⁃Ｎ） ０􀆰 ４８３ －０􀆰 ７７７∗ ０􀆰 ２８６ －０􀆰 ５１０∗ ０􀆰 ６９８∗ ０􀆰 ８５６∗∗ ０􀆰 ８７２∗∗ ０􀆰 ９７７∗∗

ｗ（ＴＯＣ） ０􀆰 ４８６ －０􀆰 ２５６ ０􀆰 １３８ －０􀆰 ５４７∗ ０􀆰 ８８９∗∗ ０􀆰 ２２７ ０􀆰 ５５７∗ ０􀆰 ５７４∗ ０􀆰 ５９９∗

∗表示 Ｐ＜０􀆰 ０５； ∗∗表示 Ｐ＜０􀆰 ０１。

３　 结论与展望

（１）水体静置条件下 ＮＨ４
＋ ⁃Ｎ 浓度高于扰动时，

底泥为氮源，逐步向水体释放氮；扰动下水体 ＮＨ４
＋ ⁃

Ｎ 浓度随扰动强度表现为上升趋势，扰动可加快其

从底泥向上覆水的释放速率，但均低于静置时；水
体 ＴＮ 浓度随水流扰动强度增大表现为下降至 ３０
Ｌ·ｈ－１后上升，其中扰动水体 ＮＨ４

＋ ⁃Ｎ 浓度高于城镇

污水排放标准（５ ｍｇ·Ｌ－１），静置水体 ＴＮ 浓度高于

城镇污水排放标准（１５ ｍｇ·Ｌ－１）。
（２）沟渠底泥 ＤＯ 对底泥 ＴＴＮ 作用显著。 扰动

条件下底泥为氮汇，在一定程度上吸附水体中的

氮；当扰动强度增大时，底泥 ＤＯ 含量增加，同时会

促进底泥对水体氮的吸附。
（３）不同水流扰动强度影响下底泥 ＴＮ、ＴＯＣ 含

量随扰动强度的增加而增多；底泥 ＩＥＦ⁃Ｎ、ＷＡＥＦ⁃Ｎ、
ＳＡＥＦ⁃Ｎ 受水体扰动呈不同程度释放，而 ＳＯＥＦ⁃Ｎ 含

量累积，底泥可转化态氮的迁移转化对底泥营养盐

释放产生影响。
（４）以往对底泥的研究较集中于平原地区的湖

泊、河流及水库等，但对高原山地农村沟渠底泥氮

形态释放特征与扰动的关系探究较少。 通过室内

模拟水流扰动对农村沟渠底泥氮释放影响研究，在
一定程度上对于保护下流湖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由于高原山地农村独特的地形条件和封闭性特点，
且农村居住密度较大，污染源比较复杂，如何探析

氮在农村环境中的迁移转化以及后续可持续利用，
同时开展农村污染实时在线监测，厘清污水流动对

底泥污染物的释放影响及两者之间产生的交互效

应是今后的探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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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叶宏萌，杨浩，袁旭音，等．基于流域沉积物氮磷形态的生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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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ｖｉｔ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３８（８）：１０８４－１０９２．

３ 种晶种对鸟粪石沉淀法去除污泥上清液氮磷的影响

林海芝１， 李映雪２， 任静雯１， 徐德福１① 　 （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４； ２􀆰 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应用气象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４）

摘要： 将剩余污泥中的固态氮和磷转变为可溶性氮和磷，是剩余污泥中氮磷处理或资源化利用的关键。 该文研

究了 ｐＨ 值对剩余污泥中氮磷的释放效果及不同晶种（蛭石、椰壳炭和石英砂）对鸟粪石沉淀法去除氮磷的影响，
另外考察了单独使用晶种以及晶种与镁盐协同处理对污泥上清液氮磷的去除效果的影响。 结果表明，当剩余污

泥上清液的 ｐＨ 值由 ７􀆰 ４５ 上升至 １２ 时，上清液中 ρ（ＰＯ４
３－ ⁃Ｐ）从 １５􀆰 ８３ 上升至 １８８􀆰 ２０ ｍｇ·Ｌ－１，ρ（ＮＨ４

＋ ⁃Ｎ）由

４８􀆰 ９７ 上升至 １６６􀆰 ４６ ｍｇ·Ｌ－１。 在镁磷摩尔比为 １􀆰 ２、ｐＨ 值为 １０、搅拌时间 ３０ ｍｉｎ、静置 ３０ ｍｉｎ 条件下，蛭石、椰壳

炭和石英砂的投加量分别为 ２ 、２ 和 ０􀆰 ５ ｇ·（１００ ｍＬ） －１时，３ 种晶种对上清液中 ＮＨ４
＋ ⁃Ｎ 和 ＰＯ４

３－ ⁃Ｐ 的去除效果均

较好。 ３ 种晶种中，椰壳炭诱导鸟粪石沉淀法去除 ＮＨ４
＋ ⁃Ｎ 和 ＰＯ４

３－ ⁃Ｐ 的效果比蛭石和石英砂好。 当椰壳炭投加

量为 ２ ｇ·（１００ ｍＬ） －１时，上清液中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的去除率分别为 ８２􀆰 ４８％和 ７４􀆰 ９８％，相比未投加晶种分别

提高 ９􀆰 １４％和 １３􀆰 ３８％。 采用 Ｘ 射线衍射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沉淀产物进行分析，发现生成的沉淀主要为鸟粪

石，具有较高的回收价值。
关键词： 鸟粪石； 晶种； 污泥上清液； 氮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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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年底，我国有 ４ ３３２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水处理能力为 １􀆰 ９５ 亿 ｍ３·ｄ－１，年产剩余污泥已超

过 ４ ０００ 万 ｔ（含水率按 ８０％计） ［１］。 剩余污泥含水

率高，产量大，处理难度高，一直是污泥处理的重点

和难点［２］。 目前，污水处理厂剩余污泥大多通过填

埋、焚烧等方式进行处理［３］，这些方法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还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４］。 剩余污泥中含

有大量的磷［５］，若采取适宜的方法对污泥中的磷资

源加以回收，既可削减进入受纳水体的污染负荷，
又可以对污泥进行减量化、资源化处理。

鸟粪石结晶法具有同时回收氮磷和反应速度

快等特点，已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６－９］。 该方法

通过投加镁盐，与废水中氨氮和磷酸盐发生结晶反

应，生成磷酸铵镁（ＭＡＰ）沉淀，从而去除氮磷［１０］，
且所得产物 ＭＡＰ 还可作为高效的缓释肥应用于农

业、园林和林业中［１１］。 但由于生成的结晶颗粒较

小，不易收集，有学者采用钢丝网［１２］、牛骨［１３］、粉煤

灰［１４］等作为晶种，诱导 ＭＡＰ 结晶沉淀回收磷。 引

入晶种可以降低 ＭＡＰ 结晶时的饱和度，缩短晶体的

成核时间，加快成核速度［１５］。 另外，加入晶种还可

以提高氮磷的去除效果，ＳＯＮＧ 等［１６］ 对鸟粪石结晶

强化技术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以预先形成的鸟粪

石 为 晶 种 显 著 提 高 了 氨 氮 去 除 效 率；
ＡＤＤＡＧＡＤＡ［１７］考察了从化肥废水中回收鸟粪石的

方法，发现采用钢渣作为晶种时提高了磷的回收

率。 然而上述研究多集中于单一晶种对鸟粪石回

收氮磷的影响，有关不同类型晶种（生物炭、蛭石和

石英砂）对剩余污泥中氨氮和磷的去除鲜见报道。
为此，笔者开展了 ｐＨ 值对剩余污泥氮磷释放和晶

种诱导鸟粪石沉淀去除剩余污泥氮磷的研究，以期

为晶种诱导回收剩余污泥氮磷提供理论指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

蛭石购于灵寿县顺石矿产品加工厂，椰壳炭购

于广州市增城区某公司，石英砂购于东海远洋石英

砂厂。 污泥上清液取自南京某生活污水处理厂，该
污水处理厂主要采用氧化沟工艺。 污泥上清液 ｐＨ
值为 ７􀆰 ４５，ρ（ＴＰ）、ρ（ＴＮ）、ρ（ＰＯ４

３－ ⁃Ｐ）和 ρ（ＮＨ４
＋ ⁃

Ｎ）分别为 ２８􀆰 １５、８６􀆰 ６２、１５􀆰 ８３ 和 ４８􀆰 ９７ ｍｇ·Ｌ－１。
１􀆰 ２　 试验方法

１􀆰 ２􀆰 １　 ｐＨ 值对污泥释放氮磷的影响

取 ６ 组 １００ ｍＬ 剩余污泥于 ５００ ｍＬ 的烧杯中，

用 １ ｍｏｌ·Ｌ－１ ＨＣｌ 和 ＮａＯＨ 溶液将剩余污泥的 ｐＨ
值分别调至 ７、８、９、１０、１１ 和 １２。 然后将剩余污泥置

于搅拌强度为 ２００ ｒ·ｍｉｎ－１、温度为 ２５ ℃的六联搅

拌器上搅拌 ２ ｈ。 将搅拌后的剩余污泥离心（离心

半径为 １６ ｃｍ，离心时间为 ２０ ｍｉｎ，转速为 ４ ０００ ｒ·
ｍｉｎ－１），最后取离心后的上清液测定 ＴＰ、ＴＮ、ＰＯ４

３－ ⁃
Ｐ 和 ＮＨ４

＋ ⁃Ｎ 浓度，每个处理重复 ３ 次。
１􀆰 ２􀆰 ２　 晶种对剩余污泥中氮磷去除的影响

分别取 １００ ｍＬ 污泥上清液于烧杯中，用 １
ｍｏｌ·Ｌ－１ ＨＣｌ 和 ＮａＯＨ 溶液将其 ｐＨ 值调至 １０，分
别加入 ０、０􀆰 １、０􀆰 ５、１、２、４、６、８、１０ 和 １２ ｇ 过 １􀆰 ４ ｍｍ
孔径筛的蛭石、椰壳炭和石英砂。 于六联搅拌器上

搅拌 ３０ ｍｉｎ，搅拌强度为 １５０ ｒ·ｍｉｎ－１，温度设为 ２５
℃，静置 ３０ ｍｉｎ 后过滤，取上清液测定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浓度。

１􀆰 ２􀆰 ３　 晶种和镁盐对剩余污泥中氮磷去除的影响

分别取 １００ ｍＬ 污泥上清液加入烧杯中，用 １
ｍｏｌ·Ｌ－１ ＮａＯＨ 调节溶液 ｐＨ 值至 １０，加入 ＭｇＣｌ２·
６Ｈ２Ｏ，使 Ｍｇ ／ Ｐ 摩尔比为 １􀆰 ２，分别加入 ０、０􀆰 １、０􀆰 ５、
１、２、４、６、８、１０ 和 １２ ｇ 过 １􀆰 ４ ｍｍ 孔径筛的蛭石、椰
壳炭和石英砂。 于六联搅拌器上搅拌 ３０ ｍｉｎ，搅拌

强度为 １５０ ｒ·ｍｉｎ－１，温度设为 ２５ ℃，然后静置 ３０
ｍｉｎ，过滤，取上清液测定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浓度。

由于晶体粒径与鸟粪石的粒径均较小，难以分离，
因此将过滤所得沉淀物在稀盐酸中溶解（晶种难溶

于酸，通过过滤去除晶种），然后将滤液 ｐＨ 值调至

１０，形成沉淀，并将沉淀在 ４０ ℃的烘箱内烘干，获得

未含晶种的沉淀物，另外将未加入污水的原始晶种

洗涤，１０５ ℃烘干备用。
１􀆰 ３　 分析方法

上清液中 ＮＨ４
＋ ⁃Ｎ 和 ＴＮ 浓度分别采用纳氏试

剂分光光度法和碱性过硫酸钾消解－分光光度法测

定，ＴＰ 和 ＰＯ４
３－ ⁃Ｐ 浓度采用钼锑抗分光光度法测

定［１８］。 采用 Ｘ 射线衍射（ＸＲＤ Ｘ ／ Ｐｅｒｔ ＰＲＯ ＭＰＤ，
荷兰）对沉淀产物进行表征；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ＳＥＭ ＳＵ－８０２０，日本）观察原始晶种和沉淀物的形

貌特征；将烘干后的原始晶种研磨过 ０􀆰 ０７５ ｍｍ 孔

径筛后，用傅里叶红外光谱仪（ＦＴ－ＩＲ ＶＥＲＴＥＸ ７０，
德国）测定表面官能团；采用全自动气体分析仪

（Ａｕｔｏｓｏｒｂ － ｉＱ － ＡＧ － ＭＰ，美国） 测定比表面积和

孔容。
１􀆰 ４　 数据分析与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软件分析不同处理间 ＰＯ４
３－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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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ＮＨ４
＋ ⁃Ｎ 去除率的差异，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中的 ＬＳＤ 多重比较进行显著性分析，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７ 软件制图。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ｐＨ 值对剩余污泥释放氮磷的影响

当 ｐＨ 值为 ７ ～ １０ 时，剩余污泥中 ＴＰ、ＴＮ 和

ＰＯ４
３－ ⁃Ｐ 释放率增加较为缓慢（图 １），然而当 ｐＨ 值

超过 １０ 时，剩余污泥中 ＴＰ、ＴＮ 和 ＰＯ４
３－ ⁃Ｐ 释放率

开始迅速升高，且在 ｐＨ 值为 １１ ～ １２ 时增幅较为明

显。 在 ｐＨ 值为 １２ 时，上清液中 ρ（ＴＮ）、ρ（ＴＰ）和

ρ（ＰＯ４
３－ ⁃Ｐ）分别为 ３８６􀆰 ６８、２８７􀆰 ５５ 和 １８８􀆰 ２０ ｍｇ·

Ｌ－１。 有研究认为，碱法破解污泥的临界 ｐＨ 值为 １１
时，污泥细胞集中性破碎，胞内有机物包括核酸、蛋
白质和多糖等富含碳、氮和磷的物质随即大量释放

出来［１９］，这与笔者研究结果一致。 在 ｐＨ 值为 ９～１２
时，ＮＨ４

＋ ⁃Ｎ 浓度变化却不明显，这是因为在强碱环

境下，溶液中的 ＮＨ４
＋ ⁃Ｎ 会转变为 ＮＨ３逸出［２０］。 由

此可见，较高的碱解 ｐＨ 值有利于氮磷的释放。 因

此将剩余污泥 ｐＨ 值调至 １２ 时，氮磷的释放量

最高。

图 １　 ｐＨ 值对污泥释放氮磷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ｒｏｍ ｓｌｕｄｇｅ

２􀆰 ２　 不同晶种对污泥上清液中氮磷去除的影响

随着蛭石投加量增加，上清液中的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去除率显著上升（图 ２），这与前人的研究结

果一致［２１－２２］，其去除机理主要包括蛭石表面的物理

吸附以及配位交换形式的化学吸附。 当蛭石投加

量超过 ８ ｇ·（１００ ｍＬ） －１时，ＮＨ４
＋ ⁃Ｎ 去除率增幅趋

于平缓，此时去除率为 ７９􀆰 ３５％ ～８４􀆰 ３０％，上清液中

剩余氨氮浓度（残氮量）为 ２６􀆰 １４～３４􀆰 ４０ ｍｇ·Ｌ－１。
随着椰壳炭投加量的增加，上清液中 ＮＨ４

＋ ⁃Ｎ
的去除效果明显优于 ＰＯ４

３－ ⁃Ｐ，焦赟仪等［２３］ 在研究

椰壳炭去除尿液中氮磷时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
此外，唐想［２４］ 以蔗渣为原材料制备生物炭，其对

ＮＨ４
＋ ⁃Ｎ 的去除率随着投加量的增加而增加 （由

１８􀆰 ８９％上升到 ５１􀆰 ４６％），该研究结果与其相似。 当

椰壳炭的投加量为 ０􀆰 ５ ｇ·（１００ ｍＬ） －１时，对 ＰＯ４
３－ ⁃

Ｐ 的去除率为 ８􀆰 ３０％，上清液中剩余磷酸盐浓度

（残磷量） 为 １７２􀆰 ５７ ｍｇ·Ｌ－１。 继续增加投加量，
ＰＯ４

３－ ⁃Ｐ 去 除 率 变 化 不 大， 去 除 率 在 ８􀆰 ４２％ ～
１２􀆰 ５８％之间，残磷量在 １６４􀆰 ５１ ～ １７２􀆰 ３４ ｍｇ·Ｌ－１之

间，这是因为生物炭表面普遍带负电，限制了其对

磷酸盐的吸附能力［２５］。
当石英砂投加量为 ０􀆰 １ ｇ·（１００ ｍＬ） －１时，上清

液中 ＮＨ４
＋ ⁃Ｎ 去除率为 ６􀆰 ７３％，ＰＯ４

３－ ⁃Ｐ 去除率为

３􀆰 ０１％。 继续增加石英砂的投加量，对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的去除效果影响不大，ＰＯ４

３－ ⁃Ｐ 去除率在

２􀆰 ２５％ ～ １６􀆰 １１％ 之间，残磷量在 １５７􀆰 ８７ ～ １８３􀆰 ９６
ｍｇ·Ｌ－１之间，ＮＨ４

＋ ⁃Ｎ 去除率在 ６􀆰 ２８％ ～ １５􀆰 ３０％之

间，残氮量在 １４０􀆰 ９８～ １５５􀆰 ９９ ｍｇ·Ｌ－１之间，可能是

因为石英砂的主要成分是 ＳｉＯ２，而 ＳｉＯ２本身的吸附

能力较弱。
２􀆰 ３　 晶种和镁盐对污泥上清液中氮磷的去除效果

当加入镁盐时，随着蛭石投加量的增加，上清

液中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的去除率呈上升趋势（图
３），这可能是由于蛭石投加量的增加，为鸟粪石结

晶反应提供的晶核数量也增加，从而增加了 ＰＯ４
３－ ⁃

Ｐ 和 ＮＨ４
＋ ⁃Ｎ 的去除率。 未添加蛭石时，仅是依靠

ＭＡＰ 沉淀法去除上清液中氮磷，ＮＨ４
＋ ⁃Ｎ 去除率为

６１􀆰 ６０％，ＰＯ４
３－ ⁃Ｐ 去除率为 ７３􀆰 ３４％。 当蛭石投加量

为 ２ ｇ·（１００ ｍＬ） －１时，ＮＨ４
＋ ⁃Ｎ 去除率为 ７０􀆰 ８８％，

ＰＯ４
３－ ⁃Ｐ 去除率为 ８３􀆰 ７５％，ＮＨ４

＋ ⁃Ｎ 和 ＰＯ４
３－ ⁃Ｐ 的去

除率比未投加蛭石时分别提高 ９􀆰 ２８ 和 １０􀆰 ４１ 百分

点。 当蛭石投加量为 ４ ｇ·（１００ ｍＬ） －１时，此时氮磷

去除率比投加量为 ２ ｇ·（１００ ｍＬ） －１时均有所下降，
可能是由于蛭石质量较小，大量蛭石的投加阻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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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Ｐ 反应的进行；然而当继续增加投加量时，氮磷

去除率又升高，这可能与反应体系中蛭石对氮磷的

去除起主要作用有关。 因此，适量的蛭石添加有利

于上清液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的去除。

图 ２　 蛭石、椰壳炭和石英砂投加量对去除污泥上清液氮和磷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ｍｉｃｕｌｉｔｅ，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ｓｈｅｌｌ ｂｉｏａｈｃａｒ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ｔｚ ｓ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ｒｏｍ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 ｌｉｑｕｉｄ ｏｆ ｓｌｕｄｇｅ

　 　 当椰壳炭投加量为 ２ ｇ·（１００ ｍＬ） －１时，上清液

中 ＰＯ４
３－ ⁃Ｐ 去除率达到最大值（８２􀆰 ４８％），ＮＨ４

＋ ⁃Ｎ
去除率为 ７４􀆰 ９８％（图 ３），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去除

率比未投加椰壳炭时分别提高 ９􀆰 １４ 和 １３􀆰 ３８ 百分

点。 这可能是因为引入的椰壳炭为 ＭＡＰ 结晶反应

提供了结晶核，能促进结晶反应的发生，同时加入

的椰壳炭对氮磷存在一定的吸附作用，使氮磷的去

除率进一步提高［２６］。 当继续增加椰壳炭的投加量，
磷去除率反而下降，这可能是由于投加量过大，晶
核数量过多，使得晶体间碰撞机率增大，阻碍了

ＭＡＰ 的成长，从而使磷去除率降低［２７］；另外，由于

椰壳炭本身还有一定的磷，部分磷溶出也会导致磷

去除率下降。 而 ＮＨ４
＋ ⁃Ｎ 的去除率随椰壳炭投加量

的增加而增加，这可能与椰壳炭对 ＮＨ４
＋ ⁃Ｎ 的直接

吸附有关。
当石英砂投加量为 ０􀆰 ５ ｇ·（１００ ｍＬ） －１时，上清

液中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去除率比未投加晶种时分

别提高 ４􀆰 ２３ 和 ２􀆰 ５５ 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加入石

英砂后，更多的微晶能够附着于石英砂表面，促进

了 ＭＡＰ 反应的进行。 当继续增加石英砂的投加量

时，ＮＨ４
＋ ⁃Ｎ 和 ＰＯ４

３－ ⁃Ｐ 的去除率反而有所降低，其
原因是过多的石英砂阻碍了鸟粪石沉淀反应。
２􀆰 ４　 晶种诱导对 ＭＡＰ 沉淀法去除氮磷的影响

当蛭石、椰壳炭和石英砂投加量分别为 ２、２ 和

０􀆰 ５ ｇ·（１００ ｍＬ） －１时，其对 ＮＨ４
＋ ⁃Ｎ 和 ＰＯ４

３－ ⁃Ｐ 的

去除率优于其他投加量条件下，且在该投加量下，
晶种诱导 ＭＡＰ 沉淀法对氮磷的去除率均显著高于

未投加晶种时（Ｐ＜０􀆰 ０５） （图 ４），因此，该投加量为

最佳投加量。 另外，椰壳炭和蛭石作为晶种诱导

ＭＡＰ 沉淀法对 ＮＨ４
＋ ⁃Ｎ 的去除率显著高于石英砂

（Ｐ＜０􀆰 ０５），椰壳炭诱导 ＭＡＰ 沉淀法对 ＮＨ４
＋ ⁃Ｎ 的

去除率高于蛭石，但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此外，蛭
石和椰壳炭作为晶种诱导 ＭＡＰ 沉淀法对 ＰＯ４

３－ ⁃Ｐ
的去除率显著高于石英砂（Ｐ＜０􀆰 ０５），且蛭石诱导

ＭＡＰ 沉淀法对 ＰＯ４
３－ ⁃Ｐ 的去除效果优于椰壳炭，但

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晶种－镁盐联用对氮磷的去除率与加镁盐（未

加晶种）对氮磷的去除率之差为晶种诱导对 ＮＨ４
＋ ⁃

Ｎ 和 ＰＯ４
３－ ⁃Ｐ 去除的贡献率。 在最佳投加量条件

下，蛭石、椰壳炭和石英砂对 ＮＨ４
＋ ⁃Ｎ 的贡献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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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９􀆰 ２８％、１３􀆰 ３８％和 ２􀆰 ５５％；对 ＰＯ４
３－ ⁃Ｐ 的贡献率

分 别 为 １０􀆰 ４１％、 ９􀆰 １４％ 和 ４􀆰 ２２％。 ＭＵＨＭＯＯＤ
等［２８］发现在 ｐＨ 值为 １０ 时，生物炭（麦草生物炭和

稻壳生物炭）作为诱导 ＭＡＰ 沉淀的晶种，使 ＰＯ４
３－ ⁃

Ｐ 回收率提高了约 １０％。 ＧＵＡＮ 等［２９］ 对比了鸟粪

石、石英砂、磷灰石和白云石作为 ＭＡＰ 沉淀的晶种

对磷的去除效果，发现鸟粪石效果最优，且其添加

量为 ２ ｇ·Ｌ－１ 时，磷去除率提高了近 １１％。 刘晨

等［３０］ 发现，在 ｐＨ 值为 ９􀆰 ５、晶种粒径为 ０􀆰 １２５ ～
０􀆰 １５ ｍｍ、晶种投加量为 １􀆰 ０ ｇ·Ｌ－１条件下，投加活

化石英砂、活化沸石、石英砂和沸石后，磷去除率分

别提高了 １１􀆰 １６％、５􀆰 ９％、３􀆰 ２７％和 １􀆰 ４８％。 该研究

中晶种诱导对磷去除的提高率与上述研究一致，最
高在 １０％左右。

图 ３　 镁盐、蛭石、椰壳炭和石英砂投加量对去除污泥上清液氮和磷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ｓａｌ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ｍｉｃｕｌｉｔｅ，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ｓｈｅｌｌ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ｔｚ ｓａｎｄ ｏ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ｒｏｍ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 ｌｉｑｕｉｄ ｏｆ ｓｌｕｄｇｅ

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代表不同处理之间存在显著差异（Ｐ＜０􀆰 ０５）。

图 ４　 不同晶种对 ＭＡＰ 沉淀法去除氮和磷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ｓｅｅｄ ｏ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ｂｙ ｂｙ ＭＡＰ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晶种投加后，其对氮磷的去除途径包括晶种诱

导 ＰＯ４
３－ ⁃Ｐ、 ＮＨ４

＋ ⁃Ｎ 形成鸟粪石和晶种本身对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的吸附或离子交换。 通过计算

晶种与镁盐联合投加和仅加晶种时氮磷去除率之

差，可得到通过鸟粪石沉淀法对氮磷去除的贡献率

（表 １）。 蛭石－镁盐混合投加后，上清液中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的去除率分别为 ８３􀆰 ７５％和 ７０􀆰 ８８％，而

仅投加蛭石时，上清液中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的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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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别为 ３７􀆰 ８２％和 ３３􀆰 ３４％，说明蛭石作为晶种

时，通过鸟粪石沉淀法去除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的贡

献率为 ４５􀆰 ９３％和 ３７􀆰 ５４％。 椰壳炭作为晶种，通过

鸟粪石沉淀法去除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的贡献率为

７３􀆰 ６７％和 ６０􀆰 ８８％。 仅有晶种时，氮磷的去除率顺

序为蛭石＞椰壳炭＞石英砂；晶种与镁盐联合投加后

鸟粪石沉淀法对氮磷的去除率顺序为椰壳炭＞石英

砂＞蛭石，这是因为蛭石－镁盐混合投加时，蛭石通

过吸附或离子交换等对污泥上清液中氮磷去除有

较大的贡献率，导致 ＭＡＰ 沉淀对氮磷去除贡献率大

大降低；相反，石英砂对氮磷的吸附效果差，其作为

晶核有利于 ＭＡＰ 的生成，导致其通过鸟粪石沉淀法

对氮磷的去除率贡献率高于蛭石；椰壳炭的比表面

积大，亲水官能团多，吸附 ＮＨ４
＋ ⁃Ｎ 和 ＰＯ４

３－ ⁃Ｐ 较多，
能生成更多的 ＭＡＰ。 在投加的 ３ 种晶种中，椰壳炭

诱导鸟粪石沉淀法对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的去除率

贡献最高。

表 １　 不同晶种诱导鸟粪石沉淀法对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去

除率的贡献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ｖｉｔ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ｓｅｅ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Ｏ４

３－ ⁃Ｐ ａｎｄ
ＮＨ４

＋ ⁃Ｎ

品种
仅有晶种 晶种－镁盐混合 ／ ％ 鸟粪石沉淀法 ／ ％
磷 氮 磷 氮 磷 氮

蛭石 ３７􀆰 ８２ ３３􀆰 ３４ ８３􀆰 ７５ ７０􀆰 ８８ ４５􀆰 ９３ ３７􀆰 ５４
椰壳炭 ８􀆰 ８１ １４􀆰 １０ ８２􀆰 ４８ ７４􀆰 ９８ ３􀆰 ６７ ６０􀆰 ８８
石英砂 ４􀆰 ２７ ６􀆰 ２９ ７７􀆰 ５７ ６４􀆰 １５ ７３􀆰 ３０ ５７􀆰 ８６

２􀆰 ５　 晶种的形貌特征

蛭石、椰壳炭和石英砂的 ＳＥＭ 如图 ５ 所示。 从

图 ５ 可以看出，蛭石表面呈鳞片状，有少量凹洞，整
体呈松散多孔结构，丰富的内部孔隙可使离子扩散

到其中。 椰壳炭表面较粗糙，呈蜂窝状，其层状结

构上布满了孔隙，发达的孔隙结构有利于氮磷的物

理吸附。 石英砂表面结构整体较平滑，局部有少许

凹槽。
不同晶种的比表面积与孔容结果见表 ２。 晶种

的总比表面积的大小排序为椰壳炭＞蛭石＞ 石英砂，
总孔容的大小排序为椰壳炭＞蛭石＞石英砂。 与其

他 ２ 种晶种相比，椰壳炭具有巨大的比表面积和孔

容（分别为 ６９２􀆰 ７ ｍ２·ｇ－１和 ０􀆰 ４ ｃｍ３·ｇ－１），有利于

对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的吸附和 ＭＡＰ 微晶的生成，
另外较高的比表面积和孔容能吸附更多的 ＭＡＰ 微

晶，从而提高 ＭＡＰ 的生成，以达到提高 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去除的目的。 该结果与商平等［３１］ 的研究一

致，即椰壳炭可以为 ＭＡＰ 沉淀提供载体，便于 ＭＡＰ

沉淀的回收利用。

图 ５　 蛭石、椰壳炭和石英砂的 ＳＥＭ 图

Ｆｉｇ􀆰 ５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ｖｅｒｍｉｃｕｌｉｔｅ，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ｓｈｅｌｌ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ｔｚ ｓａｎｄ

表 ２　 不同晶种的比表面积及孔容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ｏｒ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ｓｅｅｄｓ

晶种 比表面积 ／ （ｍ２·ｇ－１） 孔容 ／ （ｃｍ３·ｇ－１）
蛭石 １０􀆰 ２ ０􀆰 ０１９
椰壳炭 ６９２􀆰 ７ ０􀆰 ４００
石英砂 １􀆰 ３ ０􀆰 ００５

蛭石、椰壳炭和石英砂的红外光谱见图 ６。 由图

可知，蛭石中 ４４７、６７９ 和 １ ０１０ ｃｍ－１处的强吸收峰

分别代表蛭石晶体片层中 Ｓｉ—Ｏ 的伸缩振动、Ｒ—
Ｏ—Ｓｉ（Ｒ ＝ Ｆｅ， Ａｌ， Ｍｇ） 振动和 Ｓ—Ｏ—Ｓｉ 弯曲振

动［３２］。 蛭石中存在丰富的阳离子、镁和铝等氧化

物，可以推断蛭石对水中 ＮＨ４
＋ ⁃Ｎ 的去除主要受阳

离子交换机制的影响，对磷的去除主要是通过化学

沉淀作用［３３］。 椰壳炭在 ３ ４２５ ｃｍ－１附近的吸收峰为

Ｏ—Ｈ 的伸缩振动吸收峰［３４］，２ ９００ ｃｍ－１附近的吸收

峰为脂肪性—ＣＨ２—不对称［３５］，１ ６３２ ｃｍ－１附近的吸

收峰为芳香烃中羧基中的 Ｃ􀪅Ｏ 的伸缩振动［３６］，
１ ０６５ ｃｍ－１ 附近的吸收峰为 Ｃ—Ｏ 伸缩振动吸收

峰［３７］，椰壳炭表面具有大量羟基、羧基、羰基等含氧

官能团，有助于增强亲水性能，进而有利于对 ＮＨ４
＋ ⁃

Ｎ 和 ＰＯ４
３－ ⁃Ｐ 的吸附。 石英砂中 ３ ４２５ ｃｍ－１附近的

吸收峰为 Ｏ—Ｈ 伸缩振动峰，１ ０７８ ｃｍ－１ 处为 Ｓｉ—
Ｏ—Ｓｉ 的横向和纵向对称收缩振动峰，７８０ ｃｍ－１处的

吸收峰分别为 Ａｌ—Ｏ—Ｓｉ 的振动，４５６ ｃｍ－１ 处的吸

收是 Ｓｉ—Ｏ 或 Ａ１—Ｏ 四面体的弯曲振动引起

的［３８］，因此，对比蛭石和椰壳炭，石英砂中没有丰富

的阳离子和亲水官能团，导致其对氮磷的去除效果

低于蛭石和椰壳炭。
综上，蛭石是通过离子交换机制和化学沉淀作

用实现对氮磷的去除；椰壳炭由于其自身的多孔结

构、巨大的比表面积以及表面富含多种官能团，不
仅可以通过分子间引力（即范德华力），对 ＮＨ４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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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４
３－等离子产生交换吸附作用，而且还能通过稳定

的化学键对其产生不可逆的吸附［３９］。 石英砂主要

成分是二氧化硅，对氮磷的去除能力较差（表 １）。

图 ６　 晶种的红外表征图

Ｆｉｇ􀆰 ６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ｅ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２􀆰 ６　 沉淀产物分析

在最佳晶种及其投加量，即椰壳炭投加量为 ２
ｇ·（１００ ｍＬ） －１ 时，收获的沉淀产物 ＸＲＤ 谱图和

ＳＥＭ 图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沉淀产物的 ＸＲＤ 和 ＳＥＭ 图

Ｆｉｇ􀆰 ７　 ＸＲ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通过比较可知，回收产物特征峰的衍射角度、
数目以及相对强度均与鸟粪石标准卡片（ＰＤＦ＃１５－
０７６２）吻合，说明回收沉淀主要为鸟粪石。 构成鸟

粪石的晶型为斜方晶结构，且棒状晶体形状较规

则，该结果与文献［４０］所报道的一致，由此进一步

说明了回收的沉淀产物以鸟粪石为主。

３　 结论

（１）采用碱法破解污泥时，对氮磷的释放效果

较好，当污泥 ｐＨ 值为 １２ 时，ρ（ＰＯ４
３－ ⁃Ｐ）和 ρ（ＮＨ４

＋ ⁃
Ｎ）可分别达 １８８􀆰 ２０ 和 １６６􀆰 ４６ ｍｇ·Ｌ－１。

（２）晶种诱导 ＭＡＰ 反应的最佳条件研究表明：
在初始 ρ（ＰＯ４

３－ ⁃Ｐ）为 １８８􀆰 ２０ ｍｇ·Ｌ－１，ρ（ＮＨ４
＋ ⁃Ｎ）

为 １６６􀆰 ４６ ｍｇ·Ｌ－１，镁磷摩尔比为 １􀆰 ２，ｐＨ 值为 １０，
椰壳炭粒径为 １􀆰 ４ ｍｍ，投加量为 ２ ｇ·（１００ ｍＬ） －１，
搅拌反应 ３０ ｍｉｎ、静置 ３０ ｍｉｎ 的条件下，ＰＯ４

３－ ⁃Ｐ 和

ＮＨ４
＋ ⁃Ｎ 的去除率分别为 ８２􀆰 ４８％和 ７４􀆰 ９８％，比未

投加椰壳炭时分别提高 ９􀆰 １４ 和 １３􀆰 ３８ 百分点。
（３）通过 ＸＲＤ 和 ＳＥＭ 结果分析得出，最佳晶种

及其投加量条件下所得沉淀产物主要为鸟粪石，且
纯度较高，形貌较好，具有较高回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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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ｎ．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ｃｅｓｓ Ｓｌｕｄｇｅ ｕｎｄｅｒ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２７（２）：３１９－３２３．］

［２０］ ＺＨＵＫ Ｒ，ＦＵ Ｈ，ＺＨＡＮＧ Ｊ Ｈ，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ＮＨ４
＋ ⁃Ｎ

ｆｒｏｍ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ｉｃｅ Ｈｕｓｋ［Ｊ］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２，４３：１８－２５．

［２１］ 王金丽，孙永利，郑华清，等．基于径流污染控制的生物滞留设

施填料优化研究［ Ｊ］ ．中国给水排水，２０２０，３６（ １）：１１０－ １１６．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ｌｉ，ＳＵＮ Ｙｏｎｇ⁃ｌｉ，ＺＨＥＮＧ Ｈｕａ⁃ｑｉｎｇ，ｅｔ 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Ｆｉｌｌ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ｕｎｏｆ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２０２０，３６（１）：１１０－１１６．］

［２２］ 曹玉成，单胜道，张妙仙，等．膨胀蛭石同步脱铵除磷的影响因

素研究［ Ｊ］ ．环境科学与技术，２００９ （ １１）：３２ － ３６． ［ ＣＡＯ Ｙｕ⁃
ｃｈｅｎｇ， ＳＨＡＮ Ｓｈｅｎｇ⁃ｄａｏ，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ａｏ⁃ｘ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ｂｙ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Ｖｅｒｍｉｃｕｌｉｔｅ［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１１）：３２－３６．］

［２３］ 焦赟仪，郑利兵，魏源送，等．铁氧化物对活性炭处理尿液的影

响［Ｊ］ ．环境工程学报，２０２０（ １２）：３３８１－ ３３９０． ［ ＪＩＡＯ Ｙｕｎ⁃ｙｉ，
ＺＨＥＮＧ Ｌｉ⁃ｂｉｎｇ，ＷＥＩ Ｙｕａｎ⁃ｓｏｎｇ，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ｒｏｎ Ｏｘｉｄｅｓ ｏｎ Ｕ⁃
ｒｉ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ｂｙ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１２）：３３８１－３３９０．］

［２４］ 唐想．改性蔗渣生物质炭的制备及其吸附水中氨氮的研究

［Ｄ］．南宁：广西大学，２０１８．［ Ｔ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ａ⁃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Ｄ］． Ｎａｎｎ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

［２５］ 刘凌言，陈双荣，宋雪燕，等．生物炭吸附水中磷酸盐的研究进

展［ Ｊ］ ．环境工程，２０２０，３８（１１）：９１－９７．［ ＬＩＵ Ｌｉｎｇ⁃ｙａｎ，ＣＨＥＮ
Ｓｈｕａｎｇ⁃ｒｏｎｇ，ＳＯＮＧ Ｘｕｅ⁃ｙａｎ，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ｂｙ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２０２０，３８（１１）：９１－９７．］

［２６］ 陶飞飞，田晴，李方，等．共存杂质对磷酸铵镁结晶法回收磷的

影响研究［Ｊ］ ．环境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５（１１）：２４３７－２４４１． ［ ＴＡＯ
Ｆｅｉ⁃ｆｅｉ，ＴＩＡＮ Ｑｉｎｇ，ＬＩ Ｆａｎｇ，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ｍｐｕｒ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５（１１）：２４３７－２４４１．］

［２７］ 胡怡，宋永会，钱锋．赤泥晶种法诱导磷酸铵镁结晶回收模拟

废水中磷的可行性研究［ Ｊ］ ．环境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７（１）：１９－

２５．［ ＨＵ Ｙｉ， ＳＯＮＧ Ｙｏｎｇ⁃ｈｕｉ， ＱＩＡＮ Ｆｅｎｇ．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ｓ Ｓｔｒｕｖｉｔｅ ｆｒｏｍ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ｂｙ Ｒｅｄ
Ｍｕｄ⁃Ｓｅｅｄｅ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７（１）：１９－２５．］

［２８］ ＭＵＨＭＯＯＤ Ａ， ＬＵ Ｊ Ｘ， ＫＡＤＡＭ Ｒ，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Ｓｅｅ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Ｓｔｒｕｖｉ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ｕｔ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Ａｃｃｕ⁃
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６５２：
６２３－６３２．

［２９］ ＧＵＡＮ Ｑ，ＺＥＮＧ Ｇ Ｓ，ＳＯＮＧ Ｊ Ｔ，ｅｔ 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ｒｏｍ Ｓｗｉｎｅ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ｖｉａ Ｓｔｒｕｖｉｔ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２９３：１１２９６１．

［３０］ 刘晨，聂锦霞，郭琳，等．晶种对磷酸铵镁法去除水中磷的影响

［Ｊ］ ．应用化工，２０１８，４７（７）：１３９１－ １３９４． ［ ＬＩＵ Ｃｈｅｎ，ＮＩＥ Ｊｉｎ⁃
ｘｉａ， ＧＵＯ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ｏｎ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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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ｍｏｖａｌ ｂｙ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８，４７（７）：１３９１－１３９４．］

［３１］ 商平，郝永俊，刘涛利，等．改性蛭石结合鸟粪石沉淀法回收垃

圾渗滤液中氨氮的实验研究［ Ｊ］ ．环境工程学报，２０１２，６（２）：
５２３ － ５２８． ［ ＳＨＡＮＧ Ｐｉｎｇ， ＨＡＯ Ｙｏｎｇ⁃ｊｕｎ， ＬＩＵ Ｔａｏ⁃ｌｉ，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ｆｉｌｌ Ｌｅａｃｈ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Ｍｏｄ⁃
ｉｆｉｅｄ Ｖｅｒｍｉｃｕｌｉｔｅ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
ｔｉｏｎ［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 ６
（２）：５２３－５２８．］

［３２］ 陈理想，吴平霄，杨林，等．巯基乙胺改性蛭石对水体中 Ａｇ（ Ｉ）
的吸附性能研究［Ｊ］ ．中国环境科学，２０１５，３５（４）：１１０９－１１１５．
［ ＣＨＥＮ Ｌｉ⁃ｘｉａｎｇ，ＷＵ Ｐｉｎｇ⁃ｘｉａｏ，ＹＡＮＧ Ｌｉｎ ，ｅｔ 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ｅ⁃
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Ｓｉｌｖｅｒ ｆｒｏｍ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Ｖｅｒｍｉｃｕｌｉｔ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２⁃Ａｍｉｎｏｅｔｈａｎｅｔｈｉｏｌ［ Ｊ］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３５（４）：１１０９－１１１５．］

［３３］ 罗仙平，张艳，邓扬悟．几种常见离子交换材料在氨氮废水处

理中的应用［Ｊ］ ．有色金属科学与工程，２０１２，３（６）：５１－５４，７４．
［ＬＵＯ Ｘｉａｎ⁃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ＤＥＮＧ Ｙａｎｇ⁃ｗｕ．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ｍ⁃
ｍｏｎｉａ⁃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Ｊ］ ．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 Ｍｅｔ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３（６）：５１－５４，７４．］

［３４］ ＶＩＮＨ Ｎ，ＺＡＦＡＲ Ｍ，ＢＥＨＥＲＡ Ｓ Ｋ，ｅｔ ａｌ． Ａｒｓｅｎｉｃ（Ⅲ）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ａｗ ａｎｄ Ｚｉｎｃ⁃Ｌｏａｄｅｄ Ｐｉｎｅ Ｃｏｎｅ Ｂｉｏ⁃
ｃｈａｒ：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１２（４）：１２８３－１２９４．

［３５］ ＷＡＮＧ Ｙ，ＨＵ Ｙ Ｔ，ＺＨＡＯ Ｘ，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Ｐｒｏｐｅｒ⁃
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ｏｏ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ｒｏｐ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ｓ［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ｕｅｌｓ，２０１３，２７（ １０）：
５８９０－５８９９．

［３６］ 于维钊，郑经堂，何小超，等．改性活性炭对噻吩的吸附性能研

究［Ｊ］ ．离子交换与吸附，２００９，２５（１）：５２－６１． ［ＹＵ Ｗｅｉ⁃ｚｈａｏ，
ＺＨＥＮＧ Ｊｉｎｇ⁃ｔａｎｇ，ＨＥ Ｘｉａｏ⁃ｃｈａｏ，ｅｔ 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ｏｐｈｅｎｅ Ｏｎｔｏ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ｓ［Ｊ］ ．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２５（１）：５２－６１．］

［３７］ 谭珍珍，张学杨，王昌松，等．椰壳炭对水中阿莫西林的吸附特

性［Ｊ］ ．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１９，４７（４）：２５２－２５６．［ＴＡＮ Ｚｈｅｎ⁃ｚ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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